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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观念译丛”总序

序一

在跨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当下，如影相随的是，我们面对着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紧迫要求，即必须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及特殊性。由中外学者携手组织的这套丛书，致力于把西方有关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话语带入中国历史文化的园地。

历史论题是人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元素。在历史中，人们形成并且反映了他们与其他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与他者的差异。在归属感和差异的宽泛视界中来看待“世界诸文明”，人们才能够谈及“文化认同”。历史学家的专业学术工作往往涉及并依赖于认同形成的文化过程。由于这种牵涉，无论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政治都在他们的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不管学术性的历史研究仅仅只是作为资政的工具，还是因其方法的合理性而有着特别功能，这都已经是公开的问题。

关于历史思维的学术地位的许多讨论，还有它对“客观性”或普遍有效性的执着，都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思维之发展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思维获得了学术学科或者说“科学”（Wissenschaft，采该词更宽泛的意义）的形式。历史学研究的传统，其自尊就在于，它声称与非专业历史学相比有着更高层次的有效性。一般用的词就是“客观性”。与这种对客观性的执着相反，许多重要论述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这牵涉到他们与各自国家历史文化的相互关系。例如，后现代主义极力否认客观性这种主张，并且指出，尽管历史研究有其方法的合理性，但对历史研究之外的政治利益、语言假定和文化意义标准等等，历史的解释却有一种根本的依赖。

在意识到了记忆的作用，并且意识到了非专业性因素在异彩纷呈的人类生活领域中表现过去的作用之后，发生在历史学内外的、有关历史思想以及它作为学术学科的形式的讨论，就因这种新的意识而被扩大了。在人类生活的文化定向中，记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似乎要取代历史在那些决定历史认同的行为中所处的核心位置。这样一种更迭是否会造成足够重要的后果，影响到历史在民族文化生活中的角色，这一点还悬而未决。只要记忆与“实际发生的”经验相关，历史就仍然是对集体记忆中这种经验因素的一种言说。

在反思历史思想与职业历史学家的工作时，这种视界的扩展因为下列事实而获得了额外的扩大和深化，即：人们为了理解现在、期盼未来而研究过去的方式存在着根本的文化差异；没有这样的洞见，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历史。既然认同关系到与他者的差异，而历史是呈现、反思和交流这种差异的领域，历史学家的工作就必然一直处在对付这种差异的张力之中。“文明的冲突”便是一个口号，它标明，通过回忆和历史形成的认同中存在着紧张因素。

认同不只是界定和奋争的事情，它同时还是理解和认知，这双重因素在历史话语中都必须主题化。每一种认同都因识别出他者而存在，而各种认同或认同的文化概念之间的张力以至于斗争或冲突，都不得不被理解为一种认知的要求。是什么使得他者出现差异呢？对此不理解，认知就不可能实现。这样，就必须了解他者的差异中那些强有力的文化要素和过程。

进而，若缺少贯穿这种差异的可理解性原则，认知也不可能。就学术性话语的层面而言，在将历史认同主题化，使之成为差异的一个事例时，这些普遍的要素和维度与专业性历史思维的话语特征有着本质上的关联。

这就是本丛书的出发点，它想把西方世界人们理解、讨论、扩展、批判和利用历史的途径告诉汉语世界。

这套丛书可谓雄心勃勃，它试图展现西方历史话语的整个领域。在思考历史的西方人眼中，西方历史思想是什么？谁的观点成了有影响的观点？想象一种单一的西方历史思想类型，并以之与非西方的中国人或印度人的历史思想相比对，这相当容易。但更进一步，人们就会发现，西方并没有这样一种类型，即单一的“观念”“概念”或者“根本”。相反，我们找到了一种话语，它呈现出各种不同概念、观点和实际作用之间错综分合的交流。这套丛书便展现了这种多样性和话语特征，当然，非西方世界也会有类似情形。

本丛书分为作者论著和主题文集两类出版。第一类选取该作者对历史话语而言有着重要地位的作品，第二类则选取历史话语中的一些中心主题。每一卷都有介绍该作者或主题的导论、文本注释和文献目录。

本丛书期待对历史学领域中在新的层次上并且是高质量的跨文化交流有所贡献。它抱着这种呈现更广泛的意见、立场、论证、争执的雄心壮志，希望成为跨文化交流中类似研究的范例，使不同文化彼此得到更好的理解。在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领域内，就一种对文化差异彼此了解的新文化来说，这种理解是必要的。


耶尔恩·吕森

2006年5月于德国埃森


序二

近代以来，西方历史思想家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思想资源。历史的观念经过一代代思想家的演绎，构成了多元的话语系统，而且，这个系统还随着思想家们不断的思考、表现而获得扩充。

我们往往通过书本了解思想家对历史的看法，但对于读者自身而言，我们却不能只是从书本中理解历史。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历史中，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经历将成为历史，而是指我们身边的每一处能够被言说、被体悟的事情，如果不能够获得历史解释，它都无法进入理性的思索之中。从历史中获取意义，获取人生在某个时刻具有的确定性和行动的立足点，这是试图了解历史的人所追求的。但这样一种能力对于个人而言并不是可遗传的或可积累的，每个人都不得不在自己的生活中重新发展它。思想家对过去的理解与认识、对历史这个观念的思考，以及对与历史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探询，这些都只为我们耕耘未来生活这块荒原提供各式各样的工具，却不提供秋收的果实。

系统地译介西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作品，一直是20世纪以来几代中国学者的梦想。这个梦想曾经深藏在何兆武先生年轻的头脑中，此后，他身体力行，译著丰卓，为拓展国人的历史思维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如今，跨文化交流的加强，以及国内学术事业的繁荣，使得这一梦想更有可能变为现实。

本丛书有幸得到了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教授的大力支持。吕森教授认为，加强跨文化交流有利于创造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现存诸种文化可以包含在其中，但它们了解彼此的差异，尊重彼此的习惯；平等交流使得我们可以跨越文化鸿沟，同时拓宽我们理解历史的文化限度。这也是中方编辑者的初衷之一。这样，中德双方组织者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从丛书框架、选题的设计，到约请编译者，乃至沟通版权，一项项艰巨的任务在数年来持续不断的交流与努力中逐渐得到落实。

丛书编者有着极大的雄心，希望以数十年的努力，将西方18世纪以来关于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重要文献渐次翻译，奉献给汉语世界。如果可能，这套丛书还将涉及非西方世界史学思想的文献。

显然，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一项跨文化交流的成果，同时也是一项民间的学术事业，在此，我们要对所有帮助这套丛书出版的编者、译者、出版者表示感谢。愿这样的努力，也能够得到读者的关注、批评与认可。


张文杰　陈新

2006年5月




编者导言


耶尔恩·吕森　斯特凡·约尔丹


如同有“历史学之父”美名的希腊最早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大约在公元前484年生于爱琴海畔的哈利卡那苏斯城，卒于公元前425年）一样，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常常被称为近代德国“历史学之父”。对于兰克的这种评价，一方面，似乎有些过高，因为德国早在18世纪下半叶就开始了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专业化和科学化进程；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德语地区确实没有哪位历史学家能够像兰克那样不仅对于自己国家而且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学的形成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属于兰克学派的历史学家，有格奥尔格·韦茨（Georg Waitz，1813—1886）、威廉·吉泽布雷希特（Wilhelm Giesebrecht，1814—1889）、海因里希·冯·聚贝尔（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和年轻的瑞士人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他后来为艺术—文化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以及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他对于19世纪末期的英国历史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以上提及的各位历史学家都是积极接受兰克思想的欧洲代表人物。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1800—1891）则在美国传播了兰克思想；兰克去世之后，他的私人藏书也卖到了美国（纽约锡拉丘斯［Syracuse］大学）。直至今天，当人们进行所谓后现代化的国际性讨论，特别是研究如何区别历史事实与历史撰述的时候，往往还要谈及兰克关于科学客观性（wissenschaftliche Objektivität）和个人无先入之见（persönliche Unvoreingenommenheit）的理想主张。

一　兰克其人

利奥波德·冯·兰克是历史学方面的非凡人物，他的出身，特别是他早期的发展和成长过程在19世纪初期的大多数德国历史学家当中是很典型的。像他的大部分专业同行一样，兰克出生于一个新教（基督教）神学家家庭。有证据表明，他的祖先从17世纪中叶起就是曼斯费尔德（Mansfeld，在图林根［Thüringen］）伯爵领地的牧师。他的祖父约翰·海因里希·伊斯雷尔·兰克（Johann Heinrich Israel Ranke，1719—1799）在翁施特鲁特河畔（Unstrut）的里特堡（Ritteburg）担任牧师。正统的虔信的家庭职业传统在兰克的父亲戈特罗布·伊斯雷尔·兰克（Gottlob Israel Ranke，1762—1836）这一代中断了，他在翁施特鲁特河畔的维厄（Wiehe）开业当律师和法律顾问。他继承了母亲的一笔遗产，从而保证一家人能过上舒适的中产阶层的生活。尽管兰克的名字利奥波德（Leopold）后面不再按照家庭传统继续加上《旧约》教名“伊斯雷尔”（Israel），而是加上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的非圣经名字“弗朗茨”（Franz），但兰克一生都受到了他虔诚信仰基督教家庭的决定性影响。新教信仰和中产阶层出身形成了兰克早期乃至他毕生事业的重要特色。兰克从青年时期直至大学时期的作品，主题多为宗教问题，后期的著作比如《教皇史》（Die Geschichte der Päpste
 ）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也是致力于教会和宗教历史题材的。他其余的著作同样反映出明显的新教世界观。

1795年12月21日，（弗朗茨·）利奥波德·兰克生于维厄。他是家中长子，下面有八个弟弟妹妹。父亲名叫戈特罗布·伊斯雷尔·兰克，母亲名叫弗里德里克（Friederike，1776—1836），她的父姓是勒米克（Lehmicke）。兰克小时候先是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1807年春天开始上多恩多夫（Donndorf）修道院的寄宿学校。1809年5月，转到了位于普福尔塔（Pforta）的一所很有名气的萨克森邦贵族学校，在那里学习了全面的文科知识。1814年复活节，兰克文科中学毕业，之后获准在莱比锡（Leipzig）大学注册入学。他决心选择研究神学的道路。他的两个弟弟海因里希（Heinrich，1798—1878）和恩斯特（Ernst，1814—1888）也选择了同样的职业生涯。后来兰克的职业愿望发生了变化，因为他在学习福音新教神学和语文学的过程中深受他的大学老师戈特弗里德·赫尔曼（Gottfried Hermann，1772—1838）和克里斯蒂安·丹尼尔·贝克（Christian Daniel Beck，1754—1832）的影响。赫尔曼介绍兰克成为莱比锡语文学协会的成员，指导他学习并掌握了文献考证和注释等研究方法。赫尔曼本人主要研究修昔底德（Thukydides）的著作。后来兰克正是在他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赫尔曼是德国“语言语文学”（Sprachphilologie）的独具风格的维护者，他所代表的语文学主张审慎地对文献进行注释。兰克的另一位老师贝克虽然没有那么大的名气，但在科学认知方面更为现代，他属于“内容语文学”（Sachphilologie）的代表。“内容语文学”的目的在于从历史前后关系上解释著作，而“语言语文学”强调的是对于历史知识的叙述。兰克在大学学习期间就对涉及史实和史料的文章颇为敏感，同时他十分强调对于这些文章进行考证和评注的必要性。除此而外，兰克从大量阅读中所获得的经验更增强了他对历史的兴趣。巴托尔德·格奥尔格·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关于罗马史的讲稿于1811—1812年印成了两卷集，这两卷《罗马史》成了兰克对历史资料进行考证研究工作的楷模。另外，兰克还非常喜欢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的历史小说，特别是他于1814年出版的《威弗利》（Waverly
 ）。从这里人们不难找到兰克著作极具叙述才能的根源。

1817年，兰克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柏林通过了获取较高教师职位资格的国家考试。第二年，他取得了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市一所高级文科中学教历史和古代语言的首席教师职位，同时开始撰写他的处女作《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14）》（Geschichten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
 ），该书于1824年11月出版。正是凭借这本书，兰克在1825年4月被任命为柏林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在普鲁士首府柏林，兰克和拉埃尔·法恩哈根（Rahel Varnhagen，1771—1833）的文学沙龙有了接触。1825年2月，拉埃尔·法恩哈根的丈夫卡尔·奥古斯特·法恩哈根·冯·恩瑟（Karl August Varnhagen von Ense，1785—1858）在《施佩纳报》（Die Spenersche Zeitung
 ）上发表了一篇赞扬性的评论，从而引起了公众对于兰克著作的兴趣。在法恩哈根家里，兰克和一些普鲁士早期著名的知识分子有了联系。他们当中有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神学家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雕刻家克里斯蒂安·劳赫（Christian Rauch，1777—1857）和约翰·戈特弗里德·沙多（Johann Gottfried Schadow，1764—1850）、建筑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1781—1841）以及作家贝蒂纳·冯·阿尔尼姆（Bettina von Arnim，1785—1859）、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1773—1853）和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1827年，兰克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题目是《诸侯和人民》（Fürsten und Völker
 ）。在这本书里，兰克阐述了16、17世纪欧洲的国家制度。此书出版后不久，兰克得到了一笔普鲁士奖学金，于是1827年9月在欧洲进行了一次研究工作性质的旅行。他相继访问了维也纳、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罗马。利用这次旅行的机会，兰克会见了许多有影响的学者，并进行了艺术史方面的研究，特别是访问了意大利的档案馆。在这些档案馆里，他搜集到了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其中最著名的是被称为“威尼斯报告”的各国驻意大利公使为本国政府撰写的汇报，这些资料成了兰克后来撰写许多著作的原始依据。

1831年初，兰克返回柏林。不久，普鲁士政府聘请他担任《历史—政治杂志》（Historisch-politische Zeitschrift
 ）的编辑工作。这份杂志是普鲁士政府针对1830年夏季在许多欧洲国家发生的动乱所做出的反应，政府企图利用这份杂志为普鲁士国家政策作宣传。兰克在1831年11月接受了这一职务，总共负责编辑出版了5期杂志。该杂志由于办得不成功，在1836年宣告停刊。兰克之所以未能使这份杂志与他一样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兰克的工作方法来看，他更适合做学者而不是当记者。对此兰克有自知之明，早在1831年他就表露过对杂志编辑工作的担忧。其次，他的文章多集中于历史题材而对杂志的政治方面关注太少。另外，该杂志缺少一个得力的工作班子，以至于兰克不得不亲自撰写大部分文章，而且，兰克在他的不少短篇文章中又没有很明确地表述他的历史哲学和政治观点，通常只是在其历史学著作的边注中含蓄地阐述自己的理论根据。

在从事《历史—政治杂志》编辑工作的同时，兰克并没有停止他自己的历史学术研究：1833年，他创立了柏林专题研讨班（Seminar），由此为历史学的持续发展创立了一种典范性的教学机制。在专题研讨班里，他讲授自己以原始历史资料和客观事实为基础的历史学观点。从兰克的柏林专题研讨班里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学家，他们在兰克身后继续在各自的教学和学术活动中传播兰克的历史理念。1834年，兰克被任命为正教授，同年出版了他的《教皇史》第一卷（共3卷，1834—1836年陆续出版）。这部书由于在认识论和史料评注方面的独创性而再次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因为书中有一些反天主教的章节，在1841年被列入了禁书目录，其结果反而使得该书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德国以外的地方也引起了特别的重视。兰克于1839—1847年出版的6卷本《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Reformationszeitalter
 ）同样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色彩。这部6卷的大书充分表明了兰克对于历史的百科全书式的综合概述能力。从兰克接着出版的《普鲁士史》（3卷，1847—1848）、《法国史》（5卷，1852—1861）和《英国史》（7卷，1859—1868）等一系列历史著作中，人们更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为撰写欧洲通史所做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在其未能全部完成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
 ，9卷，1859—1868）计划中达到了顶峰。

《普鲁士史》一书的最后部分涉及1848年的形势。当时在普鲁士如同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一样也发生了市民暴动和革命。兰克的一些自由派同事，例如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达尔曼（Friedrich Christoph Dahlmann，1785—1860）都成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然而保守的兰克和他们不同，他不主张为建立一个立宪基础上的统一德意志国家而斗争。对于市民暴动和革命，兰克原则上采取了拒绝的态度，并称革命运动是“民众要求打倒一切的狂热”。1832年兰克被选为柏林科学院院士。1841年兰克被誉为“普鲁士国家历史学家”。这一荣誉称号意味着作为普鲁士君主国拥护者的兰克被允许进入所有的国家档案馆，而其他历史学家则被拒之门外。1850年兰克被授予二级红鹰勋章，1855年被授予科学和艺术功勋勋章，1867年成为科学和艺术学院院长。自1854年起，兰克一直是普鲁士国务委员会委员。1865年兰克获得了可由子孙承袭的普鲁士贵族身份。从这时起，兰克一直佩戴着他的家族徽章，上面刻有他的座右铭“labor ipse voluptas
 ［工作即快乐］”。在他离世前四年，兰克还最后获得了普鲁士枢密顾问的头衔。

兰克的学术成就不仅在普鲁士受到承认和敬重，其他地方的许多大学包括哥廷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也都聘请他去讲学，对这些邀请他都一一婉拒，然而，他却接受了对历史颇感兴趣的巴伐利亚国王约瑟夫·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 Joseph，1811—1864，简称König Max［马克斯国王］）的邀请，为其进行私人讲座。讲座的内容在兰克身后于1888年发表成书，题目为《论近代历史的各个时代》（Über die Epochen der neueren Geschichte
 ，亦即中译本《历史上的各个时代》）。该书可以说是关于兰克历史认识论的方法和体系的最为简明扼要的论述。兰克自1835年起一直是慕尼黑巴伐利亚科学院的通讯院士，1853年他荣获巴伐利亚君主授予的勋章。一年之后，即1854年，在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位于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别墅及其附近的威姆巴赫（Wimbach）狩猎之家，兰克为这位君主做了19次讲座，并且在讲座之后与其进行了讨论。兰克与巴伐利亚国王的会面很有意义，因为会面本身就说明了信仰新教的兰克同时也得到了来自天主教方面的尊重。另外，这位巴伐利亚国王还根据兰克的建议于1858年设立了“历史委员会”（Historische Kommission）。这个历史委员会至今仍然是德国大学以外的一所最为重要的历史学研究机构。直至1873年，兰克一直担任该委员会主席。

兰克从来都把他的职业生涯放在首位，其次才是私人生活。他的夫人克拉里萨（Clarissa，1808—1871）是爱尔兰首府都柏林警察局局长约翰·格雷夫斯（John Graves，1776—1835）的女儿。夫人的弟弟罗伯特·帕西瓦尔·格雷夫斯（Robert Perceval Graves，1810—1893）是英国利默里克（Limerick）圣公会主教。为了研究和搜集历史资料，兰克经常访问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档案馆。有一次兰克到法国进行研究工作，在巴黎结识了他未来的妻子。他们于1843年在英国北部的温德米尔（Windermere）结婚。婚后育有四个孩子：长子奥托（Otto，1844—1928），后来在柏林担任牧师；次子弗里都赫尔姆（Friduhelm，1847—1917），是位军人，军衔至普鲁士少将；也许是出于父母对巴伐利亚国王的崇敬，唯一的女儿起名为马克西米利安娜（Maximiliane，1846—1922），她嫁给了普鲁士贵族、地产主威廉·冯·科策（Wilhelm von Kotze，1840—1901）；最小的儿子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1849年出生几个月之后就夭折了。兰克夫人的嫁妆十分可观，从而使得兰克能够在柏林过上超越他所从事研究工作收入的家庭生活，此外还让他拥有两万多册私人学术藏书。这些书籍连同家具在兰克去世之后全部卖到了美国（现存锡拉丘斯大学）。兰克还从他擅长写作的夫人那里受到不少艺术启迪。兰克和夫人的天分由他们的子孙后代继承下来了，其中一位就是英国作家罗伯特·冯·兰克格雷夫斯（Robert von Ranke-Graves，1895—1985）。

兰克人生的最后岁月是在疾病的阴影下度过的：1850年代，他的夫人受到渐渐恶化的脊髓病的痛苦折磨，靠轮椅代步。兰克在他夫人去世的1871年退休，此后集中精力出版他的《全集》（54卷，1867—1890年陆续出版）。这时候他几乎双目失明，曾多次跌倒而身受重伤。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又渐渐失去了听力。1886年5月初，兰克在自己的住宅里最后一次摔倒，之后卧床不起。1886年5月23日，兰克逝世，三天之后官方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兰克长眠在柏林的索菲教堂墓地（Sophienfriedhof）。

二　兰克的历史观

我情愿忘却自我而只讲述能够彰显强势人物的事情。


——摘自兰克《英国史》第2卷

（又见全集第15卷，莱比锡，1877年，第103页）


利奥波德·冯·兰克比19世纪任何一位德国历史学家都更强调科学“客观性”（Objektivität）。这是有据可查的。实际上兰克“忘却自我”（Selbstauslöschung）的说法也许正是对这位潜心钻研其学术的历史学家最为贴切的比喻。“客观性”在这里应理解为走出自我、不加任何其他补充的对于客体的描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Geschichte）是对以往现实的一种写照。兰克有一句在世界范围内常被引用的名言：历史学家“只是要表明，过去究竟是怎样的”（bloß zeigen，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句引语出自兰克《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一书的前言）。不过，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兰克的这个“愿望”过于天真。比如和兰克同时代的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在其《历史知识理论》（Historik
 ，1857/1858）一书中就指出，过去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再现的。历史不是以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以迄今为止的流传为基础的：这就是历史的出处。此外，他还指出，历史学家不可能也不允许忘却自我。相反，历史学家应该也必须寻找有关过去事情的原始资料，对原始资料加以解释并说明这种解释的含义之所在，以便读者能够获悉事物的全貌。

在这些评论面前，兰克的客观性主张乍看起来确实显得不切实际。不过，针对兰克的所有指责都没有涉及兰克本人是否在其理论指导之下对于历史事件作出过错误主观的判断，抑或在有关重要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分析方面存在问题。人们只是评论兰克“客观性”概念本身的天真和不切实际，但并没有指责兰克其人。相反，后来的历史学家倒是常常援引和运用兰克的“客观性”概念。兰克的“客观性”概念基于19世纪上半叶对于历史的普遍认识。兰克主要是从理论上强调并使用“客观性”这个概念，他并没有把“客观性”纳入自己实际研究的范畴；他很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他曾经这样写道：“我提出了一种理想，人们会对我说，这种理想无法实现。但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思想可以无限，但他所能取得的成就天生有限。”（兰克：《思考》，第114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兰克是把历史客观性视为一种理想，一种历史学家应该具有然而又是永远难以实现的理想。

兰克的名字还和历史学的学术机构密切相关，特别是他创立的历史研讨班，更是闻名遐迩。在这种研讨班里，学生们学习如何批判性地对待史料，并被培养成为职业的历史学家。这些学生由于受到良好的专业培训而有望成为各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的真正代言人。如果更深入地研究兰克的著作，还会发现他更多的有趣主张。兰克于1831年撰写的《世界史的观念》（Idee der Universalhistorie
 ）序言第一段可以看作是其史学理论的一个梗概。兰克在这个梗概里着重强调，历史学不仅仅是一门科学，而且具有艺术活动的特点。他写道：“历史学与其他学问的区别在于，历史学同时也是艺术。”由此，兰克提出了一个直至近几十年来才被专业历史学家视为不言而喻的主张，亦即，修辞严谨和文笔优美的历史著作对于认识和研究历史十分重要。

在19世纪渐渐成为一门专业学科的历史学虽然从来不曾忽略过这种艺术美学观点，但并没有能够使之成为历史学中的专业共识。只有德罗伊森等少数历史学家真正拥护这种主张。在历史学框架之内对于历史的思考可以看作是一种研究。研究的结果往往是以文章的形式出现。而此类文章的撰写原则与历史研究本身的规则和方法是不同的，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兰克清楚地看到了历史科学的这种双重特点。他曾经这样写道：“历史科学要对事物进行收集、发现和深入探讨；艺术则是对所发现、所认识和所发生的事物进行叙述。”在这里，兰克对于历史学工作用了三个动词进行概括，即收集、发现和深入探讨（Sammeln，Finden und Durchdringen）。这是兰克对历史学的核心工作程序所做的天才概括。德罗伊森又从启迪、批判和解说（Heuristik，Kritik und Interpretation）三个方面进一步说明了历史学研究工作的内容。“启迪”是要求对于史料进行检验：即系统地审阅迄今为止仍然具有经验意义的历史事物，从而能够依据内容丰富的经验回答历史上所提出的问题。“发现”是指史料批判的历史学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对于从过去到今天经验性的信息在多人共识的基础上进行审核和查实。这里涉及的是事实（Fakten），是一种准确的审核，要能够说明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在什么地方发生的，怎样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兰克对历史学研究工作本身的阐述对于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起了很大作用，也使得他的名字成为历史学的象征。兰克很清楚，“深入探讨”实际上也必须贯穿在“发现”的过程当中。具体的方法则正如德罗伊森所称的“解说”，即对于经史料批判而确认的事实必须深入探讨其内在意义上的相互关联，然后以清晰优雅的语言重新描述出这种内在关联。后者对于兰克来讲不再是科学研究，而是艺术工作。对此，他曾经这样写道：“其他学科完全满足于记录所发现的事物，历史学则要求对于所发现的事物具有一种再创作的能力”，而且这种“再创作能力”应该真正符合美学规范。这里的关键在于通过叙述准确地表达出历史事件的真相和意义。兰克依据史料批判所撰写的处女作《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使他一举成名。他的声望不仅在于他所发表的关于史料的研究和批判本身，而更在于他叙述历史的能力。他是一位历史叙述者，他作出的“大师级的叙述”涉及近代早期欧洲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内部状况。兰克撰写历史的主要依据是外交公文和资料。他是如何将撰写历史与客观性标准相结合的呢？这个问题可以从他对于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的描述中找到清楚的答案。然而，关于他的客观性理想与卓越的叙述能力之间究竟有何内在联系，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分析。不过，有一点足以证实兰克的史学研究具有客观性：我们知道，作为著名历史学家的兰克身处单一民族国家林立的时代，然而却从来没有人质疑过兰克的历史观念带有民族狭隘性。兰克的视野的确十分开阔。他本人称自己的视野是普遍性、世界性的。今天我们认为，他的视野是真正欧洲性的。

兰克的历史观念与他的一些同行前辈明显不同。19世纪上半叶有一批历史学家，其中包括兰克，反对“启蒙历史学”或称“教育历史学”（Aufklärungshistorie）的历史概念。启蒙历史学家的代表人物有尤斯图斯·默泽尔（Justus Möser，1720—1794）、约翰·克里斯多夫·加特勒（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1727—1799）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勒策尔（August Ludwig Schlözer，1735—1809）。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叙述历史发展变化的目的是使人们能够认识到在历史上发挥作用的理性。历史学应该对时代的变化发挥启蒙性的促进作用。兰克等年轻历史学家出于多种理由反对启蒙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念，他们指责这些历史学家为自己的历史概念设置了前提，而且这种前提隶属于哲学概念范畴，并非源于历史研究工作本身。年轻历史学家指责老一辈历史学家利用历史叙述来宣扬伦理道德并为教育目标服务。他们认为这种利用历史的做法是不被容许的。他们以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
 ，1784）一书为例，指出该书的出发点是要使历史理性最终发展到一个世界主义社会。按照康德的理论，历史似乎可以根据目标预先起草勾画！康德还在书中提出，历史必须朝着一个理想发展。这就提出了教育意义上的要求，即人们应该积极支持这种历史发展进程。

与启蒙历史学的斗争进一步为历史成为独立于哲学、神学和语文学的一门科学打下了基础。年轻历史学家们于19世纪上半叶开始提出另一种理论范畴并以有力的证据论证了历史学所具有的专业独立性。如果说此前受到重视的是历史的教育作用的话，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着重强调的则是，历史将按照其自身意志发展、人应该成为人。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以“历史学家的任务”（Die Aufgabe des Geschichtsschreibers
 ，1821）为题所作的学术讲演就十分明确地代表了这种观点。另外，年轻史学家们反对启蒙历史学提出的“真实理想观”（Wahrheitsideal），强调要以客观性为理想（die Objektivität zum Ideal）。兰克是这种客观性理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人们大概只能通过理性思考才能实现启蒙历史学提出的“真实性”，然而这又落入了哲学的范畴。鉴于此，年轻历史学家们提出了“客观性”。他们认为，人们在对于具有经验意义的资料和史料进行研究工作时可以实现“客观性”。兰克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提出了他的“客观性理想”，而这种理想可以看成是一个十分新颖的史学研究宣言。

兰克从来没有专门撰写过关于学术研究的具体方法问题的书籍。他只是在其文章的注释中加以提示。从我们编辑的《兰克史学文选》中就可以找到这些提示。在认识论方面，兰克坚持的是注释学，即坚持不对文章做任何改动而只加以科学的解释和注解。兰克的这种做法并不奇怪，这来源于他所受到的高等教育。兰克在大学里不仅学习过新教神学而且学习过语文学，而这两门学科的研究方法主要都是诠释学方法（das hermeneutische Verfahren）。兰克总是力求理解史料中所记载的事件、人物及其行动。在这方面他与其前辈同行的历史学理论截然不同。他们主张以理性认识作为认识历史的主要方法。但对于兰克来讲，历史认知不能仅局限于理性认识，而是要包括利用“现有精神上的感觉和经验”（geistige Apperception）、理解（Apprehendieren）以及预知能力（Divination）。简言之，历史学家可以通过自己的研究揭示和表明许多前因后果以及符合理性的内在关联。如果对于历史只进行纯理性的探究，则肯定会受到局限。因为人的生命有限，不可能深入认识到历史自身的目标。兰克曾经这样写道：“我认为不可能彻底完成这项任务。只有上帝才了解全部世界历史。我们只是认识历史上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几多和解。正如一位印度诗人所言，‘为神所知，但不为人所晓’。我们作为人只能肤浅地、由远而近地认识了解历史。”（见《关于世界史观讲座》的导言，1831—1832，S. 83）

兰克对于世界的认识深受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的影响。马丁·路德认为上帝是隐蔽的，不为人所见。人们只能从上帝发挥的作用当中认识上帝。不过，这位上帝并不是在作用中油然而生，也不会像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所说的那样在历史的规律性中显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理论对于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史学观念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兰克与黑格尔的观点完全不同。兰克坚持在哲学权威面前维护历史学的独立性。另外，兰克还从根本上拒绝黑格尔的神学论点。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绝对精神来到世界的过程，作为有限精神的绝对精神在历史的进程中经历多个阶段才臻于完善，以便最终在人类文化的各种历史形态中（即在普遍自由的实现中）重新回归自身。

兰克及其同时代的许多普鲁士—德意志历史学家都认同历史学家德罗伊森关于“历史的合理性”（Geschichte als Theodizee）观点。兰克在有关宗教和教会题材的著作中清楚地表达了他的主张。他指出，可以证实的是一切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物都源于上帝的意愿。他这样写道：“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帝居住和生活在各个历史时代。每个事件都来源于上帝。每时每刻，尤其是较长历史阶段之间的关联更是源自上帝。事情怎样发生，怎样进行，如何成功，这一切全都依靠上帝的意愿。我们只能尽己所能揭示神圣而隐蔽的上帝之存在！我们就是这样地在侍奉上帝，做着牧师和教师的工作。”（《给海因里希兄弟的一封信》，1820，S.18）从1750年到1850年，这个世纪被称为“歌德时代”（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在这个时代里，神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交替影响比德意志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代都要深远。“现代思维”在这个时代里深深扎下了根基。大约在1835年、1836年间，神学家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ß，1808—1874）发表了两卷本《耶稣传》（Leben Jesu
 ）。此书受到自然神论的启蒙宗教流派的启示，并开始将历史学引向历史人物的研究。这种研究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就这样，人们开始在神学领域运用历史学方法探究《圣经》中所描述的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真实性（《圣经》的历史批判、与非《圣经》史料的比较等等）。人们将这种研究工作看作历史学的任务，目的是要从历史事实中找到上帝存在以及上帝行动的证据。这种研究工作也称为“歌德时代的历史神学”（Geschichtstheologie der Goethezeit）。兰克在这个研究领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不过，兰克的历史观并不局限于绝对的神学理论。兰克史观不像康德那样追求历史的终极目标，即实现大同社会；也不像黑格尔那样寻求世界精神的回归自身，更不像许多普鲁士—德意志历史学家那样企图实现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抱负。虽然兰克指出过历史上出现的“大趋势”（große Tendenzen）以及某些技术和文明方面的进步，但他着重强调的则是“每个历史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Jede Epoche ist unmittelbar zu Gott）以及“每个历史时代的价值根本不在于这个时代产生了什么，而在于这个历史时代的存在，在于这个历史时代本身”（《历史上的各个时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兰克的历史观没有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的标志性特征，即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人类道德也是逐步提高的，人性在日臻完美。兰克认为，应该更加准确和恰当地表述关于历史发展的概念。他认为，不同的历史阶段，比如过去和现在，是相互关联着的。历史体现着一种持续发展。每个历史阶段都存在“大的趋势”即主导理念（leitende Ideen）。兰克写道：“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人类在特定历史时代中的所思所为，这样就能发现除去道德观念等恒久不变的主要理念（die Hauptideen）之外，每个历史时代都拥有其特定的趋势（besondere Tendenz）和自己的理想（eigenes Ideal）。”（《历史上的各个时代》）

兰克在反对启蒙教育派的历史进步论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关于“每个历史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的说法成了历史学中常被引用的名言。兰克这句话的实质在于强调对过去做历史评价的时候不能片面地套用现在即当代的价值体系，而是要依据过去人们自身的感知能力去认识他们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使现在人们的理解能力变得更加全面、更加综合、更加具有时代活力。有人可能认为，兰克如此强调以往历史时代自身的重要性只是有利于从美学上接受过去人们所生存的世界，但却没有突出最终导致进入当今世界的时代活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兰克在同一篇文章中强调，每个历史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人们不应该忽视“每个历史时代所产生的事物。历史学家当然也需要承认不同历史时代之间的区别，以便认识这些历史时代依次相连的内在必然性。这里存在某些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兰克并不是简单地否认启蒙教育历史学关于历史进步的概念，而是代之以另外一个更为全面、更为人性的概念。根据他的观念，现在人们的生活关系是人类精神文化综合发展的体现，而这种精神的全部内涵和活力又必须通过历史观察才能彻底发现。对于兰克来讲，历史学的意义就在于认识我们这个宇宙的各个历史时代的个性、差异性及其特殊的文化特点。他写道：“不同民族和不同个体在人性和文化观念相互接近的过程中肯定会有进步。”兰克的这种主导理念不但没有受到他所处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时代局限，而且还适用于今天的历史思考。因为他主张从历史的角度深入理解文化的多样性。他认为，不应该为了自身文化的意义而相互争斗、甚至发生文明冲突，而应该在认识自身文化意义的同时学会认识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差异，并能够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和承认其他文化。

显而易见，成年时代的兰克在思想上主要受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影响。洪堡的观念与兰克相似。他在《历史学家的任务》（1821）一文中对“起始理念”（Urideen）和“历史理念”（historische Ideen）作了区别。他称“起始理念”或“永恒的主要理念”（ewige Hauptideen）为“主导观念”（leitende Vorstellungen），正是这种主导观念形成人类学中的恒量。“历史理念”或“主导理念”虽然高于历史，但却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以特定的方式表示出来的。举例来说，一个历史理念可以是国家理念或人性理念（财富理念）：历史理念可以在各种历史文化中得到确认；但其形成则分别源于“各自的理想”（eigene Ideale）。所以说，历史的发展实际上是“人类精神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表现出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有时突出这种、有时则突出另一种趋势并在这种趋势中显示出自身固有的特色”（《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历史进步论的维护者认为新的历史时代总是要比老的历史时代进步，而且在质量上也更高一级。兰克对这种观点持保留态度。他认为，一个老的或已经过去了的历史时代并不是一个新历史时代的不完善的预备阶段，因为老的历史时代同样“直接与上帝相关联”（unmittelbar zu Gott），所以新、旧历史时代是等值的。

由此看来，兰克的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种具有活力的变化，“主导理念”（leitende Ideen）是历史发展的持续不断的因素，而个性（Individualität）则是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的交点。兰克对于具有历史性的个性的理解也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不同。我们知道，19世纪不仅在德国而且在许多西方国家都流行撰写人物传记，这个世纪甚至被称为“传记时代”。传记记载的主要是对于历史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大人物”（große Männer），特别是国家领导人（Staatslenker）、政治家、军事家等等。传记中有关于这些人物生平事迹的描述和研究。兰克撰写过两部人物传记，一部是1869年出版的《华伦斯坦传》（Geschichte Wallensteins
 ），另一部是1877年出版的三卷本《哈登贝格和普鲁士国家的历史（1793—1813）》（Hardenberg und die Geschichte des preuβischen Staates von 1793 bis 1813
 ）。依据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兰克认为，集体性的各种个体（kollektive Individuen）要比个别的各种人物（einzelne Persönlichkeiten）更为重要。兰克还进一步将其关于历史性的个体的概念扩展和提高到“各个民族”（Völker）的概念。不同的民族组成了各自的国家。兰克早在1824年撰写的博士论文标题中就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概念，该论文题目是“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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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民族分别以各自的方式体现着历史理念，所以罗曼民族和日耳曼民族之间的区别清晰可辨。兰克将主要关注点放在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方面，他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称兰克的史学著作是在维护“外交优先权”（Primat der Außenpolitik）。

由此可见，兰克是（古典）政治历史学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历史编撰家。他与普鲁士国家官方关系密切，是普鲁士的官方历史编撰家。兰克政治态度形成的关键在于他青年时代所经历的拿破仑战争以及在他看来与此密不可分的法国革命。1830年到1848年间许多欧洲国家革命失败的情况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政治态度。他曾经这样写道：“我们所经历的各种事件都表明了革命力量的失败，这些革命力量打破了世界历史的有序发展。假如革命力量能够维护住地位的话，则将难以形成真正的历史力量，甚至谈不上能够产生公正的观念，也不可能有客观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了。”（兰克1885年12月21日90岁生日讲话，全集第51/52卷，莱比锡，1888年，第597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兰克的历史观念与其政治态度密切相关。他不像德罗伊森、格维努斯、达尔曼和聚贝尔等历史学家那样积极主张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而是终身认定普鲁士是一个政治大国。这也许说明兰克和这些历史学家存在着代沟吧。如果说一个人15岁到20岁年龄段的政治意识对其一生影响最大的话，那么，兰克正是在这个年龄段经历了拿破仑战争期间的混乱，并且亲眼看到1814年、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解决方案是如何完全恢复了旧的欧洲国家制度和旧有的社会秩序。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兰克的专业同行大多比兰克年轻10岁到15岁。这些人的青年时代正好处在普鲁士复辟政策的高压之下，同时他们还普遍受到大学生社团等政治反对派的影响（兰克从来没有参加过学生社团）。

兰克的学术观念和世界观都受到他的理想（Ideale）的支配，而他的理想则明显地和普鲁士的复辟努力、浪漫—反启蒙思想、歌德时代的美学以及唯心主义哲学相联系。兰克的思想观念终其一生几乎没有改变。顺便要提及的是，兰克几乎只在其早期著作中对自己的思想观念进行过理论探讨。这一点在我们评论兰克的成就时应该予以考虑，因为兰克早期的历史著作具有创新和指导意义。到了晚年，他的科学客观性理念或他作为历史学家所持的政治态度都受到他同时代人的批判，他们认为兰克在学术方面已经过时。高寿的兰克本人实际上也亲眼看到自己的著作如何成为学术史的一部分。

三　对于兰克著作的理解

到了兰克晚年，当时社会上的“普鲁士—小德意志历史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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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历史学观念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从年龄上来看几乎都属于兰克的后辈。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1848年都拥护建立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在革命失败之后，他们则认为强大的普鲁士应该成为统一德国的核心。他们把自己的历史著作看作是为实现德意志邦国统一的手段，这种统一在1871年终于实现。在追求历史真实的史学理想方面，“普鲁士—小德意志历史学派”主要是以多人共识和利益相近为基础（die Intersubjektivität und Interessenkonvergenz），而兰克则强调以客观性为基础。在当时的德国，“普鲁士—小德意志历史学派”比兰克更受重视，但他们在欧洲范围内的影响远不及兰克。

人们认为兰克的客观性理想（Objektivitätsideal）是实证主义的。这就是说，受到兰克客观性理想约束的历史学应该摆脱以往深刻影响历史思考的各种规范性因素，在历史思考具有集体性的展示和教育等文化作用的时候更要回避。无疑，不应忽视的是，兰克时代德国历史学的领军人物和兰克的学生们实际上非常清楚，历史观念具有文化导向的作用（尤其是负有一种民族认同感的责任）。这种文化导向作用反过来又会给历史思考带来更多规范性因素（Normenbezug）。这些历史学家不认为规范性因素是一种损害，相反，甚至视其为对客观性原则（Objektivitätsanspruch）的必要补充。直到今天，历史学中规范性因素与客观性原则之间的内在联系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并且是引起激烈辩论的焦点。

兰克去世之后，有一批被称为“新兰克派”（Neorankeaner）的历史学家影响越来越大。他们坚决反对“普鲁士—小德意志学派”。“新兰克派”开创了一个历史学中的“兰克复兴”（Rankerenaissance）阶段。属于这个“新兰克派”的历史学家主要有马克斯·伦茨（Max Lenz，1850—1932）、埃里希·马尔克斯（Erich Marcks，1861—1938）和费利克斯·拉赫法尔（Felix Rachfahl，1867—1925），还有奥托·欣策（Otto Hintze，1861—1940）、埃里希·勃兰登堡（Erich Brandenburg，1868—1946）和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45）。新兰克派比普鲁士—小德意志学派的代表人物要年轻一代，比兰克年轻两代，但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亲眼见到过兰克。尽管新兰克派内部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种种分歧，但他们努力遵照兰克的理想（Ideale）创立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念。新兰克派与其父辈历史学家不同的是，他们重新将追求客观性放在了首位，同时他们还反对当时已经赢得了影响的社会民主主义历史学和社会主义历史学的具有党派偏见性的理想。新兰克派在越来越全球化的工业社会中不断发展，以至于引起了对一些政治规范性因素的重新定义。新兰克派不像普鲁士—小德意志学派那样将历史学的重心放在德国民族国家的组成方面（die Nationsbildung Deutschland），而是放在了外交优先权方面（Primat der Außenpolitik）。当然，他们优先研究的外交关系不再像兰克那样局限于欧洲，而是包括社会和经济等多方面的问题及发展前景。不过，“新兰克派”或称“兰克复兴派”的代表们完全理解兰克将国家和人民作为历史的主导个体的观念（die Staaten und Völker als leitende Individuen der Geschichte），并依据这种观念表述历史的发展变化。

到了20世纪初，史学界对兰克的评价重新有了提高。人们开始着手对产生于18世纪中叶并延续至当代的整个现代历史学进行整理和总结。特别是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他提出了一个“历史主义”（Historismus）的概念。他指出，在过去近200年的这个历史阶段里产生了欣欣向荣的历史科学，这种历史科学以“个性”（Individualität）和“发展”（Entwicklung）等作为主导理想（leitende Ideale）。迈内克对德国历史学的决定性影响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始终坚持将兰克的史学原则作为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的根本特征，并视兰克为这个历史阶段的史学典范。

然而，后来由于纳粹势力在德国的抬头，兰克史观的典范作用渐渐减弱了。这是因为兰克是从文化角度解释国家和民族，而纳粹则鼓吹以种族性为基础的国家概念并将学术研究纳入了党派范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的苏军占领区/民主德国，兰克虽然由于其建立历史学科的功绩而受到尊重，但他作为一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已不再被接受了。在西方，二战之前的历史学家在战后的头20年里再次受到重视。但是最迟至1960年代中期，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观被社会历史学派所代替（sozialgeschichtliche Schule）。这个学派以“社会”（Gesellschaft）代替“人民”（Volk）和“国家”（Staat）作为史学研究的规范性因素。

前面我们主要讲述的是学术界对兰克史观的评价。实际上，作为历史学家的兰克直到今天仍然受到人们的普遍敬重和爱戴。这是因为兰克一生著述极为丰富，他的大量历史著作不仅在德语国家地区而且在其他欧洲国家都不断地再版刊印。他的读者群体也早已超出了史学界的范围。兰克的学术著作因其鲜明的叙述文学特色和优美的语言艺术而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不过，使兰克享有盛名的真正决定性因素，可能还是在于读者对于兰克所追求的“客观性理想”的共鸣，即读者的“求真愿望”（Wunsch nach Wirklichkeit）。而人们这种“求真愿望”恰恰由于在当代历史学中时而出现的对于历史的人为杜撰和虚构，往往无法实现。因此，兰克提出的历史学的无条件客观性理想（Ideal vorbehaltloser Objektivität），即他的名言“只是要表明，过去究竟是怎样的”，颇为符合人们的心愿。诚然，这句话同样是看上去简单，做起来困难。

兰克的名言“只是要表明，过去究竟是怎样的”，即追求历史事实的理念，长期以来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近30年来，无论在德国还是在国际上发表的有关兰克及其著作的文章，又都在积极地探讨研究兰克的客观性概念（Objektivitätsbegriff）。有些学派如“激进的建构论”（radikaler Konstruktivismus）从根本上怀疑“众人皆能平等参与的事实”的存在。而另外一些学派则坚持认为，假如历史著作的撰写不能以“事实”为依据，则必定将无法与杜撰虚构性的历史叙述划清界限。在某些历史学家眼中，兰克是一位不成功的“天真”（naiv）的客观性概念论者的化身；而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强调，兰克体现了一种科学客观性的理想，在今天的历史研究中仍然应该突出这种理想。

除此而外，近年来人们还深入研究了兰克在其丰富的历史著作中运用的分析方法和叙述艺术。重新评价了19世纪欧洲现代历史学的兴起与现代小说产生之间的内在联系，比如将历史小说的产生与兰克的《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一书进行了对比。这类学术研究涉及此前没有引起足够注意的史学叙述所遵循的特定修辞学模式，从而进一步扩展了兰克及其同时代史学家的研究领域。

从今天历史学的眼光来看，兰克对于历史经验的把握过于狭窄：他集中精力研究的主要是决策者层面涉及的政治事件，特别是外交政策。对与此紧密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层面则鲜有阐述，或只是在旁注中加以说明。诚然，兰克通过对深层结构变化的探究基本上清楚揭示了历史事件本身。兰克在描述历史事件的时候提出了“事务的大进程”（der große Gang der Dinge）以及“大趋势”（die große Tendenzen）等理念，并通过对典型事件发展过程的重点描述进一步阐明了这些理念。这就是说，兰克在卓越地叙述历史事件的同时，成功地进行着历史思考方面的理论探讨。当然，兰克的历史思考及其史学理念都脱离不开他基本的宗教观念。但从整体上看，兰克将透彻的理论阐述、不断丰富的史学研究经验以及生动优美的叙述文体融合在了一起，他所取得的成就对于历史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兰克关于将各个国家（Staaten）和人民（Völker）作为历史个体（als historische Individuen）的主张及其历史理念从来没有被普遍接受。在唯心论以及其他所有关于整个世界的论述终结（至少暂时终结）之后，兰克的历史理念和今天也不再具有衔接之处。但兰克关于世界通史的概念今天仍然受到关注，尽管他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实际上是概括了德国唯心主义关于人类精神、思想从东方国家（埃及、以色列）进入西方国家（欧洲、美国）的发展过程，排除了其他国家和其他种种文化。兰克世界史的核心是欧洲史；他给予古代欧洲以积极的意义。兰克的历史理念是以各个国家之间的和平关系、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以及不同历史时代拥有同等价值为基础的。他关于“人民”（Volk）或“民族”（Nation）的概念则是以特定范围的“文化”（Kultur）为基础的。兰克关于“文化”的概念随着对文化传播（Kulturtransfer）的深入科学研究以及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文化交流（Kulturaustausch）赢得了现实意义——不过，在这方面兰克并不是一位时兴又适用的历史模式的提供者，而是寻求这种模式的推动者。即便兰克的历史著作显示出他狭窄的欧洲视野，兰克史观的原则却是关注人类（menschheitlich）的。兰克在撰写世界通史的计划中排除了西方没有承袭的各种文化，这是他人类视野（menschheitlicher Horizont）局限性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明。但若跨越这种局限进入真正世界性历史观的广阔视野，那么兰克有关个性（Individualität）和发展（Entwicklung）的理念以及他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为世界历史发展动力的看法则将在今天重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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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　兰克主要著作年表


1824　《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14）》


Geschichten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


1834—1836　《16、17世纪的罗马教皇及其教会与国家》（即《教皇史》），3卷


Die römischen Päpste，ihre Kirche und ihr Staat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 3 Bde.

1839—1847　《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6卷


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6 Bde.

1847/1848　《普鲁士史九书》，3卷


Neun Bücher preußischer Geschichte
 ，3 Bde.

1852—1861　《16、17世纪法国史》，5卷


Französische Geschichte，vornehmlich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 5 Bde.

1859—1868　《16、17 世纪英国史》，7卷


Englische Geschichte，vornehmlich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 7 Bde.

1867—1890　《兰克全集》，54卷


Sämmtliche Werke
 ， 54 Bde.

1869　《华伦斯坦传》


Geschichte Wallensteins


1871　《德意志诸邦国和诸侯同盟：德意志史（1780—1790）》


Die deutschen Mächte und der Fürstenbund. Deutsche Geschichte von 1780 bis 1790


1872—1888　《论著与探索》，2卷


Abhandlungen und Versuche
 ，2 Bde.

1877　《首相哈登贝格侯爵回忆录》，5卷


Denkwürdigkeiten des Staatskanzlers Fürsten von Hardenberg
 ，5 Bde.

1881—1888　《世界史》，16卷


Weltgeschichte
 ，16 Bde.

1887　《19世纪德国和法国的历史》（阿尔弗雷德·多佛编辑出版）


Zur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und Frankreichs im 19. Jahrhundert
 ， hg. v. A. Dove


二　兰克生平年表


1795　12月20日，弗朗茨·利奥波德·兰克生于德国图林根，翁施特鲁特河畔的维厄。父亲戈特罗布·伊斯雷尔·兰克（Gottlob Israel Ranke，1762—1836）是律师和法律顾问，母亲弗里德里克·兰克（父姓勒米克）

1807—1814　先入多恩多夫的修道院学校，后进普福尔塔的贵族学校。

1814—1817　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古典语文学和福音新教神学，导师是戈特弗里德·赫尔曼、克里斯蒂安·丹尼尔·贝克。以研究修昔底德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1817　在柏林通过高级教师职位考试，成为奥德河畔法兰克福高级文科中学的古代语言和历史教师。

1824　被任命为柏林大学历史学副教授。

1827—1831　在维也纳和意大利游历并研读档案馆史料。

1831　主持《历史—政治杂志》工作（1836年停刊）。

1833　创立“柏林专题研讨班”。

1834　成为柏林大学历史学正教授。

1841　被任命为普鲁士国家历史学家。

1858　根据兰克的倡议，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在慕尼黑巴伐利亚科学院设立历史委员会，兰克担任该委员会主席。

1865　获得普鲁士贵族身份。

1871　结束大学讲座生涯。

1886　5月23日，逝于柏林。安葬在柏林索菲教堂墓地。


三　德国政治思想史大事记


1789　法国革命。

1792—1797　法国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战争。

1797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登基。

1799　法国拿破仑政变。

1799—1802　法国与英国、俄罗斯、奥地利、葡萄牙、那不勒斯和土耳其的战争。

1803　德意志帝国特别代表团总决议，全部教会财产移为俗用。

1803　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尔逝世。
[3]



1804　伊马努埃尔·康德逝世。
[4]



1805　弗里德里希·席勒逝世。
[5]



1805　法国与英国、俄罗斯、奥地利和瑞典的战争。

1806　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解体。

1814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逝世。
[6]



1814/1815　维也纳会议。
[7]



1815　拿破仑在比利时滑铁卢最后失败；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订立“神圣同盟”。

1818—1820　诸多南德意志邦国（包括巴伐利亚）实施现代宪法。

1819　卡尔斯巴德会议（Karlsbader Konferenz），压制自由和民族运动。

1830　法国七月革命，动乱席卷诸多德意志邦国。

1831　黑格尔和尼布尔逝世。
[8]



1832　司各特和歌德逝世。
[9]



1835　威廉·冯·洪堡逝世。
[10]



1840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登基。

1847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成立。

1848　欧洲各国首都包括柏林爆发资产阶级革命。

1848　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登基。

1850　普鲁士爆发的革命失败，强制推行普鲁士宪法。

1854　谢林逝世。
[11]



1854—1856　英国和法国与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半岛之战。

1860　达尔曼逝世。
[12]



1861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Wilhelm I.）登基；施洛塞尔和萨维尼逝世。
[13]



1864　奥地利和普鲁士与丹麦的战争。

1866　德意志—奥地利之战。

1867　北德意志同盟成立。

1870　德法战争。

1871　德意志帝国成立，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当选为德意志帝国皇帝；格维努斯
[14]

 逝世。

1873　“三皇协定”，奥地利—匈牙利、俄罗斯和德意志帝国结盟。

1883　卡尔·马克思逝世。

1884　德罗伊森逝世。
[15]



1888　德意志帝国威廉一世皇帝去世；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III.）登基，不久去世，之后威廉二世（Wilhelm II.）皇帝登基。




[1]
 兰克的博士论文实关于修昔底德，并不是《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译者注


[2]
 即preußisch-kleindeutsche Schule，该学派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之下、排除奥地利参与的德国统一。——译者注


[3]
 赫德尔（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德国思想家和诗人，德国古典语文学之父。——译者注


[4]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5]
 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德国诗人、剧作家。——译者注


[6]
 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7]
 维也纳会议（Wiener Kongreß），拿破仑帝国崩溃之后俄罗斯、英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等欧洲大国召开的国际会议，旨在恢复欧洲大陆封建统治，重新划分欧洲政治版图。——译者注


[8]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德国哲学家；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德国历史学家，曾任普鲁士驻罗马使节及柏林大学和波恩大学罗马史教授，主要著作为《罗马史》。——译者注


[9]
 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苏格兰浪漫派诗人、英国历史小说的开创者；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诗人。——译者注


[10]
 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比较语言学创始人，建立了柏林大学，国务活动家，也是参加维也纳会议的代表。——译者注


[11]
 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1775—1854），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12]
 达尔曼（Friedrich Christoph Dahlmann，1785—1860），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译者注


[13]
 施洛塞尔（Friedrich Christoph Schlosser，1776—1861），德国历史学家；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1779—1861），德国法学家，历史法学派的领军人物。——译者注


[14]
 格维努斯（Georg Gottfried Gervinus，1805—1871），德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15]
 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1808—1884），德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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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前言[Ⅲ]

写作本书，我有三个意图：其一是为我在论述罗曼人和日耳曼人历史时所采取的运用史料的方式和方法进行辩护；其二是告诉那些想要全面了解近代历史开端的人，从哪些书中可以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从哪些书中找不到；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纯粹学术性的意图，就是尽我所能，为近代历史搜集一些未掺假的资料，对现存有关近代历史的较早著作的性质和价值做认真细致的鉴定。

正如一个鲁莽之人不自量力地闯入一个庞大的古物储存室那样——其中既有真实的、美不胜收的和光彩夺目的东西，也有虚假的、令人厌恶的和平淡无奇的东西，它们出自不同民族和时代，毫无次序地胡乱堆积在一起，一个初涉近代历史各色文物的人也一定会被它们搞得眼花缭乱，不知所从。它们以千百种声音向我们诉说；它们显示出极其不同的性质；它们色彩斑斓，绚丽动人。有些人庄重地走过来；他们想要描述，并且自认为他们选择的道路就是古代人走过的道路。另一些人却想从过去的经历当中引申出指导未来行动的学说。还有许多人企图辩护或者控告。也有不少人出于较深层次的原因，出于热情和爱好，致力于推动事态的发展。只有个别人仅以记录转述已经发生的事件为宗旨；搜集情报、撰写报告的目击者就属于这一类人。当事人慷慨陈词，或伪造或真实的证明文书汗牛充栋、不计其数。

首先需要提问的是，[Ⅳ]在这么多人当中，究竟谁最了解真情实况，我们可以从哪些人那里获得实实在在的教益。正如前面已经说明的那样，联系近代历史的开端，也联系同时代或接近该时代的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一点搞清楚，就是写作本书的最主要目的。但要实现这一意图，必须对考察范围加以限制，巨细靡遗、面面俱到，既不可能也非我所愿。下列论述大体分为这样几个步骤。

首先要谈的是那些看上去既博学又著名的历史编纂者。对于后来出现的所有论述近代历史之开端的著作来说，圭恰尔迪尼
[1]

 无疑是一位奠基者，因此之故，他自然享有优先权。比奥凯
[2]

 紧跟其后；在西斯蒙第
[3]

 著《意大利史》
[4]

 第104章中，有27处以比奥凯为依据，第105章中则不少于27处。而在所有西班牙史家当中，马里亚纳
[5]

 在比利牛斯山这边
[6]

 名气最大，影响最广泛；他是第三位待论者。在这三位史家之后，还有富格尔
[7]

 、施莱丹
[8]

 和约维斯
[9]

 等人，这样，在第一部分中，将要受到评论的总共有两位意大利人、两位德意志人、一位法兰西人和一位西班牙人。

这些人的民族和国家都是其所在时代重大事件最积极的参与者。属于这些民族和国家的还有其他一些作家，对于他们，我也将依序逐一评论。在以下四个部分中，论述的对象首先是意大利人，继以西班牙人、德意志人和法兰西人。评语有多有少，因人而异。有的时候必须将不重要的和比较重要的相提并论。对于个别人，我实在没什么话好讲，宁愿避而不谈。另有一些人，特别是三位英国作家，我本人也不甚了解，因为我缺乏同时代编年史的比较，这样一来，我就无法让那些在读完上述各部分之后还想获得更多知识的读者如愿了。

马基雅维利
[10]

 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但是他从他所处的时代传递出了非常重要的消息，也表达了一些产生于这个时代深处并且对这个时代产生了深刻影响的观点，因此，他至少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对于他，我将在附录中加以专门讨论。

不过，这样一来，本书势必成为若干碎块的拼凑了。人们虽然可以从中发现不少思想，例如关于历史编纂学之发展的思想，关于民族差别的思想，[Ⅴ]关于各个作家一致认同的原则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或许使本书保持了一种统一性；但是，倘若在研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就奢谈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会误导读者，也十分危险。只要出过一次错，就会接二连三地出错。即便是真理，也会因为从属于一个错误而变成谬误。

如上所说，读者无法自本书获得某种面面俱到的知识。尽管如此，本书还是讲出了一些先前从未被讲过的话。笔者恭候明智聪慧之人的反驳或者赞同。


1824年10月

写于奥得河畔法兰克福





[1]
 Guicciardini，也写作Franz Guicciardini，实指Francesco Guicciardini（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1483—1540年，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著有《佛罗伦萨史》和《意大利史》等书。以下注释，凡加“——原注”者，为原著所有的注释，未注明则为译者所加。


[2]
 Beaucaire，也写作Franz Beaucaire，实指François Beaucaire（弗朗索瓦·比奥凯），1514—1591年，法国神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高卢记事》等书。


[3]
 Sismondi，即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让夏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西斯蒙第），1773—1842年，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早的批判家之一，政治经济学中浪漫派的代表人物。


[4]
 德文写作Italienische Geschichte
 ，法文书名的全称为Histoire des républiques italiennes du Moyen Âge
 （《中世纪意大利共和国史》），1807—1818年出版。


[5]
 Mariana，也写作Ioannis Marianae（伊奥阿尼斯·马里亚纳），1536/1537—1623或1624年，西班牙耶稣会士、历史学家和国家理论家，著有《西班牙史》等书。


[6]
 即比利牛斯山以北地区。


[7]
 Fugger，也写作Hans Jakob Fugger（汉斯·雅各布·富格尔），1516—1575年，历史学家，德国著名商家富格尔家族的成员，著有《对于奥地利和哈布斯堡的背景、起源、族系和繁衍情况的真实描写》等书。


[8]
 Sleidan，也写作Sleidanus（施莱丹努斯）或Johann Sleidan（约翰·施莱丹），1506—1556年，卢森堡公国的法学家和外交家，福音教历史学家，著有《皇帝卡尔五世统治下的宗教和国家状况》等书。


[9]
 Jovius，也写作Paulus Jovius（保卢斯·约维斯）或Paul Jovius（保罗·约维斯），另称Giovio（乔维奥），1483—1552年，意大利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天主教高级教士和医生，著有《利奥生平事迹》《贡萨洛传》和《当代史四十五书》等书。


[10]
 Macchiavell，即Niccolò Macchiavelli（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或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尼科洛·迪·伯纳尔多·代·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佛罗伦萨政治家、外交家、哲学家、历史编纂者和诗人，著有《佛罗伦萨史》《提托·李维〈罗马史〉前十书评注》（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
 ）《战争艺术七书》（Dell' arte della guerra sette libri
 ）和《君主论》（Il Principe
 ）等书。



第[1]一部分　关于圭恰尔迪尼、比奥凯、马里亚纳、富格尔、施莱丹和乔维奥


第一章　圭恰尔迪尼著《意大利史》
[1]



一、作者的生活环境

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1482年出生于佛罗伦萨，他的青年时代恰逢其出生的城市刚刚经历过巨大的内部运动。这些运动与所有在意大利，甚或在整个世界上发生的事变都有密切联系。对此，人们只需简单地回顾下列情形就可以完全明白，这就是：当美第奇家族
[2]

 与洛多维科·斯福扎
[3]

 关系不和、发生纠纷的时候，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的父亲皮罗·圭恰尔迪尼（Piero Guicciardini）正在米兰代表着美第奇家族一个较古老支系的利益。皮罗·德·美第奇
[4]

 从他的公使那里获悉，这一纠纷将会给他带来非常严重的危害。而从弗朗切斯科本人早年所写的《佛罗伦萨史》
[5]

 一书中，人们应当看到，吉罗拉莫·萨伏那罗拉
[6]

 挺身而出、反对美第奇统治一事也使这位年轻人受到了很大触动。对于萨伏那罗拉，弗朗切斯科曾有深入且毫无党派偏见的考察。

父亲皮罗主持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作为该家庭的第三个儿子，弗朗切斯科命里注定必须自谋前程。他选择了上大学学法律，而这一志愿引导他去了帕多瓦；此地拥有一所在当时世界上可谓最大的法学院。而在该学院里，也有一些德意志人就读和学习法律；对于德意志人来说，罗马法同样是适用的。后来，在回到佛罗伦萨之后，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在当地刚刚建立不久的法学院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2]他似乎总是很走运，在这个学院停办后，他立即就转入了市议会陪审团，并且赢得了普遍信任。

然而，他的虚荣心并没有就此得以满足。

正如先前已经有人说过的那样，他的一位亲戚将自己占据的受俸神职转让给了他，而他本人也很乐意接受这一美意；他希望通过这个途径晋升为罗马教会的红衣主教。然而此事最终落空了；他父亲打心底里厌恶教士，坚决反对他的如意算盘。
[7]

 就是对于儿子已经缔结的婚姻，父亲原本也很不满意。弗朗切斯科是在佛罗伦萨大家族之一的萨尔维亚提家族
[8]

 中寻找配偶的；关于萨尔维亚提家族，他曾经说过，它在当时所有大家族中是最有声望的。父亲却担心，该家族与时任正义旗手的皮罗·索德里尼
[9]

 对立，他不想与后者闹僵，尽管圭恰尔迪尼家族也属于城市贵族阶层。儿子深感不安，几乎要反悔了——因为他生性孝顺，对自己的父亲和本家族的祖先无限崇敬，他自认为在件事上做得太过火、太任性。直到后来，当他年纪轻轻就被任命为共和国驻西班牙公使时，他父亲才完全改变了看法，特别是因为他无须再为儿子花费钱财了。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之所以能够升迁得如此之快，自然与他通过婚姻与显赫家族建立的联系有密切关系，但也不能忽视他自己通过真才实学和实际工作能力而获得的声望。现在，他的眼界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佛罗伦萨法律专家的水平。他在天主教徒费兰多
[10]

 宫廷中的使命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从最直观的近处感受到了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这三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时，有关在东印度贸易中所发生的巨大转变和西印度为西班牙人带来巨大财富的消息也使他深受震撼。他与天主教徒费兰多的关系相当融洽，这一点也使他所代表的共和国获益匪浅。1513年年底，当他要辞别另就时，这位国王向他保证说：他已经把佛罗伦萨牢牢地记在心里了，其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他对自己国家中的某个城市的关怀。

然而，佛罗伦萨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彻底改变。通过显贵家族和美第奇家族的共同努力，正义旗手索德里尼被推翻了，美第奇家族的头人不久又登上了教皇宝座，[3]佛罗伦萨的事务遂与教会国家和教会事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对于年轻的洛伦佐
[11]

 在佛罗伦萨采取的执政方针，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并不十分赞成。他抱怨自己受到了冷落，并且在处境有所改善之后，他也不感谢别人的好意和恩惠，反而认为人们必须接受他的立场观点。洛伦佐的政策完全不符合佛罗伦萨显贵家族的权利要求和意图，但圭恰尔迪尼并没有因此而背离美第奇家族。恰恰在教皇利奥十世
[12]

 与弗朗索瓦一世
[13]

 在博洛尼亚缔结和约时，他开始为教皇效力了。他从未忽视过故乡的形势。有一份出自他手笔的意见书流传至今，从中可以看到，他在洛伦佐死后建议教皇与佛罗伦萨的显贵家族建立最密切的联系并对这些家族实施庇护，因为他们都准备加入美第奇党——时人称该党为帕莱斯基
[14]

 ——并为美第奇家族提供一个牢固的基础。他本人全心全意地为教皇效劳。他在罗马尼阿出任了一个相当高级的行政管理职务，但由于教皇统治在这些地区是新出现的，也由于动乱在世界各地普遍发生，履行这一职务并非轻而易举之事。1521年，当利奥十世与弗朗索瓦一世的关系再次破裂时，圭恰尔迪尼经受住了法兰西人对勒佐的初次进攻——法兰西人企图到此地追捕逃离米兰的难民。关于此事，圭恰尔迪尼本人也有描述，对此，我们将在下文予以专门讨论。然而事态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具有世界性意义了。弗朗索瓦一世与卡尔五世
[15]

 之间的战争似乎关系到由谁来统治欧洲的重大问题了。美第奇的权力现已包括了对罗马和旧教会国、新征服的城市——即罗马尼阿、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等地的统治，它似乎非常适于在两个正处于交战状态的大国中间为意大利的独立奠定基础。机会终于来了。现在，人们有理由希望把西班牙人从米兰和那不勒斯驱逐出去。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也有此意，并且参与了劝说同样出自美第奇家族的教皇克莱门斯
[16]

 与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皇帝
[17]

 的活动；他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4]但是众所周知，接下来进行的战争很不成功；教皇一度被俘，他对佛罗伦萨的统治只是在皇帝的支持下才得以恢复。人们原想摆脱西班牙人的统治，但这一统治后来却持续了百年之久。

对于圭恰尔迪尼的雄心大志来说，除了积极参与已经发生的重大事件，别无其他选择。因此，我们看到，他供职于罗马教廷，出任博洛尼亚的总督，承担了镇压屡屡发动叛乱的党派的艰难任务。他推行严厉的法治，无论何人，都不宽恕。他一方面坚信这样做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又试图表明他对自己实施的残酷惩罚本身并没有什么好感。然而，他还是因之受到了普遍的憎恨。与此同时，他也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竭力巩固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权。推举亚历山德罗
[18]

 为新公爵一事就主要是由他和他的同僚们促成的，而他们的目的则在于继续保持显贵家族的影响力。凭借公爵的信赖，圭恰尔迪尼伙同主张实行寡头政治的朋友们和亲戚们一起主管着城市事务。然而，这个政府是如此强硬和残暴，激起了坚决的反对，特别是在教皇克莱门斯死后。年轻的公爵只是藉由皇帝的支持，才勉强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他与皇帝的女儿订了婚。对于圭恰尔迪尼伟大而又威严的形象，对他的严厉目光，几乎所有人都满怀畏惧，敬而远之。普通民众也以古代暴君的一位大臣的名字来称呼他，诅咒他为切雷尔蒂耶里（Cerreltieri），但在显贵当中，他一直享有未尝稍减的莫大威望。

他是这样一个人——对现实事务有十分透彻的理解，通权达变，应付自如。他把高高在上的职位的权威与坚定、灵敏、智慧的声誉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他首先关注和重视的继续是维护新建立的统治权。当亚科波·那尔第
[19]

 向皇帝控告亚历山德罗时，他立即挺身而出，极力为亚历山德罗这个作恶多端的人进行辩护。

他现在完全生活在一种他原先曾经谴责过的关系之中，这就是美第奇家族、他本人所属的显贵家族和皇帝这三者的联盟。在卡尔五世进驻佛罗伦萨的时候，人们看到圭恰尔迪尼就恭候在身边；他还陪伴皇帝亲临由皇帝本人发动的与法兰西人交战的战场，但是亚历山德罗却被谋杀了。[5]洛伦佐绝嗣，美第奇家族古老的直系亲属中，再也无人能出而继位了。然而，根据当时实施的宪法，人们必须拥立一位公爵。一位出自美第奇家族第二支系——他们原先经常与较古老的那一支作对——且刚刚长大成人的年轻人被几个最大的家族推举为公爵；但这些大家族也想对其权力加以限制。这里面包含有圭恰尔迪尼一贯的思想主张。早在多年之前，圭恰尔迪尼就著书，对马基雅维利的《提托·李维〈罗马史〉前十书评注》发表了许多批评意见。
[20]

 在他看来，正如先前已经有人指出的那样，把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这三种政府形式结合在一起是最理想的，但要通过进一步的规定，确立一种限度，使君主和民众都无法对最重要的事务作出最终决定。就民众而言，对于他们在集会中的议论和发言自由也要加以限制，只有那些受到政府当局委托的人才可以发表意见。他把最高权力交给了一个参议会，认为只有它才有资格掌握所有对于政府而言事关重大的有关战争、和平和政治谈判诸事务的决定权（一切有利于保持和增强他的权力的东西
[21]

 ）。现在，他想要建立的恰恰就是一个这样的政府。

辅佐新公爵执政的是一个八人参议会，它由圭恰尔迪尼的朋友和亲戚组成，圭恰尔迪尼本人是其最高首领。局势似乎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他将继续行使压倒一切的权威。有一位公爵给他写信说：“我如同您的儿子一样爱戴您”；法国国王则写道：“致我亲爱的堂兄弟。”他甚至奢望成为托斯卡纳的科西莫
[22]

 的岳父。

但是新公爵更看重与西班牙人的直接联系而不是与城市贵族的单方面联盟。在他看来，只有西班牙人能为他提供保护，抗击他的敌人，并且已经抗击过了。于是，他疏远了所有原想通过建议对他加以制约的人。圭恰尔迪尼也属于这些人中的一员。他对新公爵的做法恼火之极，并且因为恼怒过度而在1540年5月23日与世长辞了。究其一生，圭恰尔迪尼算不上多么幸运，因为他念念不忘的两个最主要目标——为意大利赢得独立和在其故乡推行贵族统治——均没有完全实现，但他毕竟参与了若干重大事件，在社会顶层身居要职，[6]权势显赫，声名卓著。圭恰尔迪尼也不仅仅是一个实干家，他喜欢思考理论，热衷于探讨政治原则和编纂历史。

他的多方面公务活动没有阻止他不间断地连续写作。他在生前从未以作家身份公开亮相，但在其遗物中人们却发现了众多著述，《警告》（Avvertimenti
 ）《评论》
[23]

 《鉴定》《自传》，也包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佛罗伦萨史》，该书早在1508年就出版了，然而时至今日仍鲜为人知。而他遗留下来的最最重要的著述却是一部记述自查理八世
[24]

 到达以来的意大利详细历史的大作。就人们的所知而言，他是在其晚年并非完全自愿地隐居乡村别墅蒙蒂奇（Monticci）时撰写此书的。在他死后大约20年，手稿由他的侄子编辑出版了，甫一问世，立即引起极大关注。就是现在，所有试图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的人，也都以此书为基础。它几乎完全左右了后人的见解。那么，它的声望是不是理由充足？除了此书，其他著作是不是也包含有它们的正确之处和它们的权利？解答这些问题，便是下列论述的目的所在。

二、著作的形式

就经常中断线索然后又重新捡起线索这一做法而言，圭恰尔迪尼撰写的历史著作堪与阿里奥斯托
[25]

 的诗作相比。只是历史著作需要遵循一个较固定的规则。而这个规则恰恰是我们想要寻求的。

在第4书
[26]

 中，圭恰尔迪尼讲述了切萨雷·博尔贾
[27]

 征服伊莫拉和福尔利的军事行动；伊莫拉和福尔利是卡泰丽娜·斯福扎伯爵夫人
[28]

 统治下的国家。1499年12月，伊莫拉被征服；1500年1月，继之以福尔利。军事行动本身并没有间断，然而，圭恰尔迪尼在讲完伊莫拉战事之后，却没有接着记述征服福尔利的经过，1499年即将结束这一点使他回想起发生在同年但还没有得到记述的另一件事情，这就是土耳其人对弗里奥尔的入侵；此事发生在1499年7月，或许同洛多维科的战争有一定联系，但与切萨雷的军事行动毫不相干。尽管如此，他还是回笔补记。直到记述完此事，并且又注意到1500年是一个新世纪的开端之时，他才重返切萨雷的军事行动，续写征服福尔利的战争。

圭恰尔迪尼把他的著作视作一部年鉴，[7]他也是严格地以年鉴形式进行写作的。亚历山大
[29]

 和切萨雷·博尔贾都对奥尔西尼家族
[30]

 进行过战争。儿子在1502年12月31日获胜，父亲则在1503年1月3日获胜。对于圭恰尔迪尼来说，这个时间上跨年度的情况足以构成以下做法的理由，即将有关米兰多拉争夺战的描述置于有关这两次胜利的描述之间；关于米兰多拉争夺战，圭恰尔迪尼也曾坦承，该事件对他正在描述的事件毫无意义。
[31]



我们看到，他有意要写作一部规范的年鉴。然而进一步考察，我们又会发现，他不敢把有关征服纳瓦拉
[32]

 战争——这场战争与1512年夏天在意大利发生的事件有密切关系——的描述置于1512年内的某个时间段，而是把它推迟到了是年年末
[33]

 ；他也把发生在1513年夏天亨利七世
[34]

 与路易十二
[35]

 进行的战争放到1513年年底来写，并且是在记叙完与此次战争有密切关系、但却发生在1513年秋天由卡多纳
[36]

 发动的攻打威尼斯的战争之后才开始写的。
[37]

 从这两个事例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确是想写一部严谨的、仅以意大利为主体的年鉴，尽管他未能将这个原则贯彻到全部描述当中。

然而，对于历史编纂者来说，某个事件在年份上的偶然差别确实重要到他必须先说清楚阻碍他连续记述的事件，再回过头来接着记述原来的事件吗？圭恰尔迪尼也尽可能精确地逐月逐日地记述，写作这样一部年鉴的想法实际上同写作一部日记没有什么差别。

现在，我相信，凡是阅读这部史书的人都会因其叙述对象的大幅度转换而感到无所适从，漫无头绪。例如在1604年（特雷维基版［Trevigi］）第453—461页第17书的9个页码上，我们看到下列各点就是按照时间顺序逐一记述的：（1）佛罗伦萨的解放，（2）皇帝驻罗马军队的加强，（3）法国与英国和威尼斯的联盟，（4）瘟疫在罗马驻军和联盟军队之中的流行，（5）佛罗伦萨人的条约，（6）洛特雷克
[38]

 启程离开法国，（7）威尼斯进攻马里尼亚和美第奇进攻穆索
[39]

 ，（8）皇帝的建议，（9）派遣沃尔西
[40]

 到法国和联盟事宜，（10）驻罗马军队的情况，（11）教皇，（12）联盟的军队，（13）锡耶纳的叛乱，（14）重新记述驻罗马军队和与之对峙[8]的联盟军队的情况，（15）洛特雷克抵达博斯科，（16）多里亚对热那亚采取的军事行动。

在这里，圭恰尔迪尼四次讲到驻罗马的军队，三次讲到联盟的军队，两次讲到法国与英国的联盟以及佛罗伦萨、威尼斯、洛特雷克等等。各点仅仅在表面上好像有某种联系；它们仅仅是通过nel qual tempo（其时）、in questo mezzo（通过这个方式）、in questo tempo（在这一时刻）、innanzi che（在此之前）和intrattanto（在此期间）等词语加以联结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甚至缺乏一个精准的、对于日期和天数的确切说明。够了，它们之所以联结在一起，纯属偶然，并非有意为之。

那么，真的是没有任何规则吗？不，规则倒是有一些的：第1—3点发生在1527年5月，第5—7点发生在同年6月，继之而来的第8—16点则分别发生在同年7月和8月。这些被提及的月份，正是这位历史编纂者欲下笔记述的开始月份；尽管他在个别地方把发生在7月和8月的事件合在一起记述，但只要有可能，他就努力加以区分。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他是如何频繁地一再这样做的。每位手持此书的人都只能按照月份顺序如此阅读；他会发现作者在讲完9月和10月的事情后马上就接着记述11月和12月的事情了。偶尔会有个别月份的名称被印错了，但通过与其他报道加以对比，疑问总能消除，也能证明，作者的确是在按照事件发生的月份来编纂历史的。

这样的著作自然是不堪卒读和无法忍受的，尤其是当某位传主的生平事迹被零零散散地置于许多点上的时候。然而，无论谈到何时，总会有一件事被看作是最主要的，其他事则与之相关或者与之相比处于次要地位，而那些未曾产生影响的事件统统被安排到了年末；只有共同发挥作用的事件才被分配到各个月份并且按照时间顺序，逐项记述。由此可见，此书仍不失为一部历史著作，不是各种简报的汇集，也不是其他什么东西。不要以为这种写法仅仅出现在后来才得以出版并且未做多少加工的最后几书里。在描述卡多纳进攻威尼斯的军事行动和相形之下无足轻重的阿多纳人（Adornen）进攻热那亚这两件毫无瓜葛之事的第11书中，圭恰尔迪尼同样用对第二件事的记述把对第一件事的记述断开了，究其原因仅仅在于他对卡多纳不以为然。尽管阿多纳人的军事行动微不足道，并且未获得成功，但圭恰尔迪尼却把有关这个事件的记述分摊到该事件所占据的两个月份之中。
[41]

 1512年11月，有几位瑞士公使来到罗马；12月，又有一个由他们中数人组成的委员会前往威尼斯。
[42]

 对于这两个意义不大而且未见任何成效的琐碎小事，一般人顶多把它们合在一起，一笔带过。然而，圭恰尔迪尼却把第一件事安排在11月份的记述中，并且把它与古尔克主教朗格
[43]

 的到来联系在一起，[9]这主要是因为朗格在此前瑞士公使受到教皇接见的同一个房间晋谒了教皇。另一件事则被安排到12月份的记述来讲，虽然也利用了一个得体的机会。

这部历史著作就是被作者以这种方式构造而成的；现在，我们看到它在很多方面不同于阿里奥斯托的诗作。此外，就其形式而言，颇为重要的一点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到处都被“为什么”“什么时间”“如果不”等等讨论用语和演讲词，以及某些离题的话所打断或者连接。至少就后者而言，人们不能说，它们是合适的。恰恰在断言亨利八世
[44]

 绝非因为英国国王对法国旧有的权力要求，而是因为他与他的红衣主教欲在欧洲事务中充当调停人的虚荣心，导致他动了心思发动1524年战争的地方
[45]

 ，作者节外生枝地对那个权力要求作了一番长篇大论。

三、可否把圭恰尔迪尼的著作完全当作史料看待？

在考察那些被我们一致视作史料提供者的描写实际发生之事的历史编纂者的时候，需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不是事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或者他们仅仅是同时代人而已。圭恰尔迪尼以1492年作为自己要编写的历史著作的开始年份，而在这一年，他只有10岁。在后来的两个10年里，特别是在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法律学习和律师工作之中的时候，他的观察肯定也是不充分的。就是在他被派遣到西班牙之后，他对意大利事务的了解也相当有限。但在他成为罗马尼阿的总督、勒佐和帕尔马的军事指挥官并在联盟军队中充当教皇的副官之后，[10]他参与了大量公共事务，并且经常亲临现场，亲身经历、目睹了许多重大事变。

由此可见，圭恰尔迪尼的历史著作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内容讲述作者亲身参与过的事件，另一部分内容则讲述他没有亲身参与过的事件。显然，为了满足总体需要，实现写作一部鸿篇巨制的愿望，他必须部分地依靠事后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因此，在利用他的著作之前，人们必须问一问，它所提供的情报是不是最原始的？如果是借用的，又是利用什么方法借用的？是以何种研究方式把借用的资料吸收消化的？

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假设，圭恰尔迪尼历史著作的后半部分包含有最原始、最富有教益和经过最好研究的情报。这位历史编纂者不仅身居高位，权倾一时，而且十分敬业，事必躬亲，有条件洞悉许多事实真相。然而，恰恰在这里，圭恰尔迪尼著作显出了明显的依赖性，是依据另外一部著作写成的。

有一位名叫加利亚佐·卡普拉，也称卡佩拉的人，曾任米兰大臣马伦（Morone）的私人秘书，写作了一部标题为《米兰公爵弗朗西斯光复原位记事》
[46]

 的著作。此书现在早已被人遗忘，但在其问世后的最初11年间，也就是在1531—1542年间，它却出了11个拉丁文版本。除此之外，还出了两个德文翻译本，一个西班牙文翻译本和一个意大利文翻译本，堪称后来许多著述的基础。

现在，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圭恰尔迪尼在记述一些最最重要的事件时，也是步步紧跟这位加利亚佐的；对于这些事件，他本人原本掌握了许多出自第一手的报告。有关帕维亚战役
[47]

 的记述就是其中一例。加利亚佐起首写道
[48]

 ：“在士兵的帮助下，达瓦鲁斯使用采石工人悄无声息地推倒了60英尺的城墙，而敌人则根本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49]

 圭恰尔迪尼在其著作第15书第297页，同样开门见山地写道：“黎明前的几小时里，在士兵和石匠的帮助下，他们推倒了60米的城墙。”
[50]

 尽管人们从一些更详尽报告，例如莱斯讷
[51]

 著《弗伦茨贝格的战斗》
[52]

 一书和桑多瓦尔的著作中可以获悉，这里的记述并不完全正确，萨尔塞多（Salsedon）不是在天亮前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而是用了一整夜的时间；不是借助泥瓦匠，而是更多地利用攻城槌，撞倒了长达60步的围墙。拉丁文本继续写道，[11]当他们进入帕尔库时，第一线的步兵赶去米拉贝洛，剩下的部队则冲向国王的城堡。
[53]

 根据更准确的报告，这一段文字描述也是错误的。实际上，全部军队都赶往米拉贝洛了。
[54]

 有的人甚至猜测，其真正的意图是，把米拉贝洛从（法国）国王手中夺走，并对（法国）国王本人实施包围。圭恰尔迪尼却逐字逐词地翻译道：进入巴尔科之后，第一线的士兵前往米拉贝洛宫，剩下的部队向他们的营地行进。
[55]

 甚至il resto，也是与reliquum相对应的，这样一来，整个记述便完整无缺了。加利亚佐继续写道，但是（法国）国王（拉丁文：at rex）——在这里，他添加了一些说明，而这些说明也被圭恰尔迪尼一股脑地接受了——“由于很多人报告敌人已经进入帕尔库，怀疑帝国的部队正赶往米拉贝洛”。
[56]

 圭恰尔迪尼逐字抄录道：但是（法国）国王认为我们（神圣罗马帝国）的部队进入巴尔科是要前往米拉贝洛。于是他离开自己的营地以便在平原上（与帝国军队）交战。
[57]

 就是最后一段话也同样出自加利亚佐的著作：离开防守森严的营地，他有机会在平坦的地方与帝国军队交战。
[58]

 现在，在说完这样一句话——国王因为其骑兵强大而想要寻找一个平坦地方，并且作了另外一个在我看来是相当混乱的注释之后，圭恰尔迪尼继续写道，他自己的军队（此指法兰西军队）在（西班牙军队）火枪倾泻的怒涛中被迫撤退，战况在瑞士人赶来时依旧如此，此后（法国）骑兵和瑞士雇佣兵从侧翼发动进攻，最终击退了西班牙人
[59]

 ，而这一切都是对加利亚佐曾经讲过的话的重复：第一次冲锋被西班牙军队的火枪击退，士兵死伤惨重，而瑞士步兵和骑兵从侧翼逼近，击退了西班牙人。
[60]

 两位作者现在用大意相同的文字继续往下写：德意志人彻底战胜了瑞士人并使之完全溃散了；两位作者也用一模一样的方法讲述了弗朗索瓦的被俘。圭恰尔迪尼所做的几个说明，如副王曾经指挥过德意志人，并在后来吻了国王的手，弗朗索瓦受了伤，瑞士人在此未坚守其古老的道德准则云云，不是可疑的，就是毫无意义。我不想在这里反驳这种更多地属于加利亚佐而不是圭恰尔迪尼的描述，但我敢保证，这些描述同样是不真实的，也缺乏生动感人之处。如果只说他被打败并且被俘虏了，或许更好。

有没有比帕维亚战役更重要的战役？对此，圭恰尔迪尼根本没做任何调查研究，他只是近乎复制般地采用了一个外国人的讲述，而这个讲述又是完全不正确的。

然而，他继续这样做。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圭恰尔迪尼把加利亚佐的第4书全部搬到他[12]本人著作第15书第277—299页了；有时是逐字逐句的，有时添加一点东西，有时则去掉一点，但本质未变，并且没有标明出处。圭恰尔迪尼著作第279页写道：“所有的帝国军队撤退了，穿过罗马门沿着通往洛迪的道路行进，与此同时，敌人开始从提契诺和韦尔切利尼门进入城内。如果那些已经在米兰城内的法军部队追击帝国军队的话，他们很可能摧毁为数众多的步兵与骑兵，因为长途跋涉已经令帝国军队疲惫不堪了。（法国人）这样的一击肯定会使帝国军队在巨大的混乱之中溃散，并使他们（帝国军队）陷入困境。但是国王……”
[61]

 加利亚佐书中第194页说：不久以前“达瓦鲁斯正在通过罗马门离去……法国军队则通过提契诺和韦尔切利尼门到达了。毋庸置疑，如果他们（法国人）袭击帝国军队，后者一定会被打败；可以肯定，如果敌人做出了这一尝试，很大一部分（帝国的）步兵和骑兵会被摧毁，因为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已经疲惫不堪；他们肯定会颜面尽失地被冲散。但是国王……”
[62]

 当人们读完这两段文字并加以比对时，就会发现，圭恰尔迪尼没有记录任何其他事情，所有的一切都是加利亚佐提供的。关于征服圣安吉洛的描述也是如此：“他们迫近位于洛迪与帕维亚之间的圣安吉洛城堡，如果不予攻占，这座城堡就会成为阻挡军粮运输的重大障碍”
[63]

 ；“他们回军攻打圣安吉洛城，因为它正好坐落于Laus Pompeia（即洛迪）与帕维亚之间，不仅如此，如果不攻占此城堡，要把粮食运进城里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64]

 再如梅诺（Meino）打败远道而来的法兰西人一事，以及吉安·贾科莫·美第奇
[65]

 进攻穆索的军事行动、帕拉维齐尼（Pallavicini）的失败，所有描述都是从加利亚佐书中翻译过来的，只有个别极轻微的改动。显而易见，圭恰尔迪尼不只是在记述个别事件方面利用了加利亚佐的著作，他把后者的全部章节尽收眼底，随取随用。

现在，饶有趣味的是搞清楚此书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中的其他内容来自何处。在抄袭而来的内容中，有的无疑是错误的，例如下列说法，即皇帝因为撤离马赛而突发高烧，就不符合历史实际，因为撤离行动发生在[13]1524年9月29日，而彼得鲁斯·马提尔在第800封书信中确切无疑地说，卡尔早在8月初就发烧了。再如下列说法，即法国众将领，特别是作为他们当中第一人的特莫勒，建议国王寻找一个坚实平坦的地方，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根据让·布歇（Jean Bouchet）的回忆，特莫勒建议国王立即伺机开战，其他人的建议才是：“他应当稍事休息，静观动向。”
[66]

 布歇早在1527年就开始记述特莫勒的行动，对其心目中的英雄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由此可见，圭恰尔迪尼书中的说法是错误的，但我并不知道，他的说法来自何处。我只是注意到，同一部分的另一段落似乎可以说明其来源。在这里，皇帝与教皇的秘密谈判受到了格外关注。圭恰尔迪尼首先对教皇发表了下列议论：“教皇承担着与红衣主教不同的职责；他反对进攻普罗旺斯，阻止了斯图亚特（Stuart）对那不勒斯的军事行动，并且试图以签订条约的方式为处于困境的皇帝提供帮助。”紧接着他又援引皇帝的话说：“克莱门斯（Clemens）本人先是与利奥（Leo）结盟——所有战争都由此而起——后来又与阿德里安（Adrian）勾结。他的民众从未陷入如此大的困境，克莱门斯向副王提出的条件实在是太苛刻了。”
[67]

 这些有关谈判情况的描写很有可能参考了权威文献，而以圭恰尔迪尼的身份地位也是能看到这些文献的。但在此时，也就是在1527年，有一本书流传甚广，其书名为《赞美神圣的卡洛斯二书，最近刚刚从西班牙传过来，由阿哥诺通过塞克利乌姆出版发行》（Pro divo Carolo apologetici libri duo，nuper ex Hispania allati，Haganoae per Secerium
 ），除了其他文献，此书还收录了教皇在1526年6月23日写的一封信和皇帝在1526年9月16日对此信的回复。在这些书信中，前面所列举的言论同样可见：“尽管从担任教职而应履行的义务出发，我们禁止双方使用武力；在阻止您的将领入侵法国（Galliam）这件事上，我们可不是仅仅由于虔诚而出面干预的；我们以多种方式延迟了法国人在你国境内的行进速度；既然你的指挥官们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迫于近在眼前的威胁，我们不得不反对这次会面。”
[68]

 皇帝则回答说：“我们承认由于陛下的努力，神圣的利奥（Leonem）本人最终站在了我们这一边；而他的工作对于吸引阿德里安（Handrianum）颇有成效；我的将领们还没有完全绝望；陛下打算把米兰[14]（Mediolani）从我的将军们手中夺走，置于他的治下。”
[69]

 对于这样的高度一致，我们还应当说什么呢？圭恰尔迪尼标明的年代为1524年；拉丁文信件往来却发生在1526年。难道是这些相同言论早在两年以前就以同样的方式发表了，现在只不过旧调重弹，但对这一点却没有加以说明？至少可以断定，皇帝书信在稍后的一段时间里引起了各国公使的密切关注和讨论。只要有可能逃避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也就不想在此作出某种判断了，但实际上没有人会对上述情况无动于衷，没有人会泰然自若，不考虑作出某种判断。

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在有关这样一个重要时期的描写中，圭恰尔迪尼——尽管他在这个时期堪称一位声望卓著并且身处最重要关系之中的人物——提供的大部分内容都取自一本在当时颇有名气的书，其中有些内容是错误的，还有些内容则值得怀疑。对于这位作者，我原本是真心称颂和赞美的。然而，如果说记载重要事件、传递原始资料的人值得赞美的话，那么剥夺加利亚佐理应得到的荣誉，将之归于另一位不怎么配享这种荣誉的人，就有些不公正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圭恰尔迪尼从一开始，也就是从记述1521年的战争时起，或者说从圭恰尔迪尼著作的第14书起，直至末尾，都不加任何标注地利用或者说翻译，至少是参考了加利亚佐的著作。而在圭恰尔迪尼著作的第19书中，有关圣珀尔（St. Pol）征服帕维亚、帕维亚战役、诺瓦拉的意外、对热那亚的首次进攻等等事件的描述，几乎全是采用加利亚佐著作第8书中的词汇。还有一个与较早事件相联系的注释，也应在这里附加说明。1526年，圭恰尔迪尼以教皇副官的身份，率领军队进攻米兰，并且他把征服这一城市的期望特别建立在该城内部爆发的动乱上。对于这场动乱，他原本是知情的，但在写作其著作第17书时，他依然照抄加利亚佐的词汇，并且几乎通篇都是如此，原因无他，仅仅因为后者似乎已经把所有情况都讲得十分透彻了。

我们在约维斯、塞普尔沃达等人的著作中尚且能够看到其他的，并且是非常独特的报道。圭恰尔迪尼却完全依赖于他唯一的史料来源，仅仅在一个地方，他背离了他的史料来源。这就是，他把加利亚佐放在其著作第5书结尾处、按照先后次序一一罗列出来但未标明时间的报道，按照他的依月份记述的原则，分别纳入了5月份和6月份，并使之相互间隔开来，[15]分属第361页和第373页。不过，他也没有标明日期，以至于人们实际上无法确定，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区分，是否有外部的和历史学的理由。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似乎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考虑，而只不过是习惯于在两个记事月份里讨论同一个事件罢了。

鉴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断定，圭恰尔迪尼写作的历史著作根本不配享受人们以往赋予它的荣誉，完全不是什么原始记录和细致研究。我们必须广泛搜集和研究在他之前就已经出现的报道和论述。但是，如果把他归类于那些同样只是复制了一些外来资料的作家之列，对他来说也是不公正的。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记述那些发生在佛罗伦萨并且与他本人关系十分密切的事件，也就是查理八世到达托斯卡纳一事时，他利用了一份出自他人之手的报道，该报道现存于卢塞莱
[70]

 著《意大利战争》一书。卢塞莱是以讨论查理可能选择的两条行军路线为开端的，一条经过托斯卡纳，一条经过罗马尼阿。圭恰尔迪尼如法炮制。即便他们在观察上有些微分歧，在宣称查理到达了蓬特雷莫利这一点上却是完全相同的。在圭恰尔迪尼著作第1书第5页，作者写道，蓬特雷莫利是一块隶属于米兰公爵的土地，位于亚平宁山脉的山脚下，马格拉河的岸边。这条河将热那亚——古代人称作里古利亚——与托斯卡纳分割开来。
[71]

 这些文字显然是从卢塞莱的下列描述中翻译而来的：蓬特雷莫利，一座位于米兰边陲的小镇，被亚平宁山脉所环绕，在那里，马格拉河流经托斯卡纳和里古利亚，并把两者分隔开来。
[72]

 紧接着是圭恰尔迪尼自己写的或者从别的地方抄来的几行文字，而他对萨尔扎纳的重要性和该地区的荒凉情形的描述，取自科米纳的著作。随后又有一段文字描写佛罗伦萨的状况。卢塞莱曾经区别了三个党派：第一个党派不支持反对法兰西人的抵抗斗争；第二个党派批评政府的政策不明智；第三个党派则想要进行革新。圭恰尔迪尼也做了类似的党派划分，只是讲述得更加详细，更富有教益。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他在年轻的时候就编写过一部佛罗伦萨史，也在那部书中记述了上列事件，[16]现在他重新讲述了他的旧作中最重要的内容。不过，他也在新著中增加了许多取自卢塞莱著作的东西，特别是有关美第奇灾难的论述。对于导致皮罗
[73]

 做出向查理求助的决定的动机，他们两人有共同的认识，并且卢塞莱的言论——“他不信任城市，做出了一个灾难性的决定，并向国王求助”
[74]

 ——也为圭恰尔迪尼写出下列文字提供了借鉴：他做出决定，从他的敌人那里寻求不再有望从他的朋友那里得到的救援。而在论述皮罗与国王的谈判时，他完全接受了与他站在相同政治立场上的卢塞莱的观点。卢塞莱写道，皮罗的见解在国王那里并不受欢迎，但由于他的请求中蕴涵巨大的机遇，国王还是饶有兴致地倾听了他的陈述。
[75]

 这些文字在圭恰尔迪尼的论述中得到了这样的更新：（国王）亲切地接见了他，但（这种亲切）更像是做做表面文章而非真情实感。国王答应了他所有的请求，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他的愤怒。
[76]

 相同之处还有很多，例如卢塞莱说：皮罗为了完成他的使命，找了个借口返回城里。他说他想要控制住因骚动而感到不安的群众，迅速赶回了佛罗伦萨。
[77]

 圭恰尔迪尼则用两页的篇幅——因为他在此处插入了许多内容——更深入地表达：皮罗意识到这样会在城邦内引起变故，为了保障自己的地位，以他需要完成一件自己许诺要做的事情为由，从国王那里离开了。
[78]

 对比圭恰尔迪尼以前写作的《佛罗伦萨史》，此处所摘录的卢塞莱和圭恰尔迪尼的文字在内容和表达两方面的相似性愈显突出，因为在圭恰尔迪尼的旧作中，措辞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在那里，作者只是说：在多次讨论与思考之后，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他们打算把城市委托给国王。
[79]

 在论述比萨的解放时，他采用了卢塞莱的下列论断，即所有事情都源于洛多维科的影响，洛多维科本人则希望统治这个城市：比萨的居民是佛罗伦萨强劲的敌人，靠着洛多维科·斯福扎的权威，他们都被动员了起来。
[80]

 卢塞莱（第43页）则说：他激发了比萨的居民，让他们武装起来，与佛罗伦萨作对。
[81]

 圭恰尔迪尼著作（第110页）中的“vendicò…in libertà”（意大利文：在获得自由时，他开始了复仇行动）等词句，与卢塞莱著作中的“vindicavereque se in libertatem”（拉丁文：他们自己解放了自己）意思完全一样。他有一段话不是从卢塞莱著作中抄来的，这段话就是红衣主教朱利亚诺
[82]

 的警告；在这里，他有充分的条件仔细观察赞同和反对两派人的意见。而在讲述卡波尼
[83]

 其人其事时，圭恰尔迪尼又与卢塞莱的意见完全一致了，首先是人物描写：皮罗·卡波尼出生于一个祖上声名煊赫的贵族家庭，气质不凡，是当时公使馆的领导人，他受到先人勇敢行为和古老美德的激励，精神焕发，[17]斗志昂扬
[84]

 ——皮罗·卡波尼是四位代表之一，他有着伟大的思想和慷慨的精神，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是那些曾经为共和国作出伟大贡献之人的后代。他的品质和出身令他在佛罗伦萨备受爱戴。
[85]

 对于这样一位杰出人物，难道不应当讲一讲其独特的个性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圭恰尔迪尼将“勇敢行为”改为“充分权力”，将“精神焕发，斗志昂扬”改为“高度关注”。紧接着，圭恰尔迪尼又不减分毫地利用卢塞莱的词汇来讲述行动本身的情况了；然而，在卢塞莱的笔下，卡波尼仅仅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要为我们的共和国操心，因为国王太蛮横无理了”；圭恰尔迪尼却把下列已成为名言的话语塞到他的口中：“吹起你们的喇叭吧，我们要敲响我们的警钟。”这一通过偏离而制造出来的描述大概是不会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可能的情况相符的。

在这里，圭恰尔迪尼遵循了他早在《佛罗伦萨史》一书里就介绍过的传统。对此，我在后面还要做补充说明。而在圭恰尔迪尼和卢塞莱的讲述之间，无疑存在着某种一家人般的相似性。他们两人都从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一事开始讲述，他们也都把此事看作划时代的壮举，他们还将引起此事的主要责任归于诸侯们的坏建议。卢塞莱说，因为绝大多数壮举的原因在于领袖们的相互敌视与各怀野心，而非缘于高超的能力（第3页）。
[86]

 他们两人的写作目的也都是劝诫和警告后人。在说明意大利的形势方面，他们在下列各点上意见完全一致，文字表达也几乎如出一辙：他们都认为通过洛伦佐·美第奇和那不勒斯国王费兰多
[87]

 来维持意大利诸大国的势力均衡一事具有重大意义。卢塞莱写道，洛伦佐总是期望运用公正的判决处理那些事情，而意大利的事务也依赖于这种处理（第4页）。
[88]

 圭恰尔迪尼则说，意大利的事务将会保持良好的平衡。
[89]



在他们两人看来，出于对意大利之福祉的考虑，费兰多力图约束他的儿子对摩尔人洛多维科
[90]

 的愤怒和仇恨。卢塞莱写道，他的父亲费兰多在给他的建议中警告他不要为了帮助自己的一位亲戚而毁了意大利的平衡状态（第7—8页）。
[91]

 圭恰尔迪尼则说，费兰多更多关注的是现实利益而[18]非古老的欲望或是他儿子的愤怒，尽管这么做是正确的，但是他不愿意改变意大利的事务（第5页）。
[92]



他们也几乎以完全相同的文字来描写米兰内部的决定性事务。对于吉安·加利亚佐
[93]

 ，他们除了列举这位统治者的名字外没有讲述任何事情；对于洛多维科，他们则不厌其详。卢塞莱说：城堡、财富、武器、法律，所有的资源
[94]

 ；圭恰尔迪尼则说：堡垒，武装起来的民众，财富以及所有城邦的基础结构。
[95]



他们两人都把亚历山大六世视为厄运的最主要制造者。而在刻画其性格特征时，圭恰尔迪尼原本是倾向于肯定亚历山大的天才和活动能力的，但在看到卢塞莱的评论后，态度却为之一变。卢塞莱说：他不满足于自身的财产，开始垂涎其他人的财富，而且从不担心如何去获得，只要他和支持他的儿子们能够得到这些财富就行了，他对于权力的无限渴望使他的家族蒙羞。
[96]

 类似的腔调同样贯穿于圭恰尔迪尼的字里行间：贪得无厌，一种极度的贪婪使他以各种方式提升他那为数众多的儿子们的地位。
[97]



如果说圭恰尔迪尼的著作是卢塞莱著作的复制品的话，我们就走得太远了。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那位年纪较长的作者对其年轻的朋友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者的著述风格。在讲到战争的爆发时，卢塞莱对费代里戈
[98]

 的舰队起航一事又作了如下补充：六十多年来，我们的海军舰船和人员之多，装备和供给之精良，无与伦比。
[99]

 而圭恰尔迪尼在讲到此事的同一个地方时，重新提起这一说明，这除了说明他手头就有卢塞莱的著作之外，别无其他。圭恰尔迪尼的原话是：一支无疑比许多年前曾经航行在第勒尼安海上的舰队更强大、补给更充足的海军。
[100]

 类似的相同表述贯穿全书，例如，在讲到费兰多重新征服那不勒斯一事时，卢塞莱说：他镇压了一次马上就要爆发的叛乱
[101]

 ；圭恰尔迪尼说：他们镇压了一场不断扩大的暴动。
[102]

 在此，两者的讲述多么接近！当然也有许多偏离：对于卢塞莱提到的一些事情，圭恰尔迪尼全然置之不理。人们到处都能看到他的独特性和独立精神。

能够表现其独特性的是他安插在行文中的若干议论。在这里，将卢塞莱关于查理对皮罗的委任
[103]

 和威尼斯的建议
[104]

 这两件事的论述与[19]圭恰尔迪尼的相关论述进行一番对比，最能说明问题。人们将会看到，圭恰尔迪尼没有添加任何与事实相关的内容，但对皮罗的心态、对向某人征求建议的习惯，以及此类行为的危险性，他却做出了一些很好的说明。

四、关于圭恰尔迪尼著作中的演讲词

在圭恰尔迪尼著作首次出版5年之后，让·博丹
[105]

 在其《容易把握历史的方法》（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e cognitionem
 ）一书第4章中就该著作写道：“令人敬佩的是追求真理的行动如何被带入这一研究之中。信件、法令和条约都被从资料库中发掘出来，并加以清晰明了的梳理。我们经常在其著作中见到这样的表达：‘他说的就是这些话’，或者在原有的话不复存在时：‘他就是以这种方式说的。’”
[106]

 人们可以看到，博丹认为圭恰尔迪尼在其著作中列举的演讲词是真实的。他甚至把他引用原文的地方与他仅仅引用演讲者思想的地方区别了开来。这种见解直到今日（1824）仍被人们普遍接受，尽管不是毫无反对之声。暂且不论西斯蒙第的见解如何，皮埃尔·达鲁
[107]

 在5年前还从那些演讲词中选取许多片段转载于他的《威尼斯史》
[108]

 中，并且声称，他发现其他演讲词不具备如此大的真实性（第3卷，第25章）。对于这种猜测，人们只能以下列方式来论证其正确性，这就是，至少可以引用几个在其他地方已被证实的演讲词，说明它们的确是如此这般地发表的，圭恰尔迪尼没有对它们做任何改动。据我所知，诸如此类的查证工作从未有人做过。但是，如果发现圭恰尔迪尼业已对他可以，甚至必须从中获取真实情报的演讲词——例如佛罗伦萨演讲词本身——做了彻底改造，我们又应当怎么说呢？

在其《记事》
[109]

 （第108页）中，菲利波·内尔利
[110]

 还记得索德里尼在佛罗伦萨议会大厅发表的一个演讲：该演讲生动优雅，顺时务实；他本人有幸得以亲耳聆听。在这个演讲中，索德里尼详细陈述了他在过去整整十年间的所有行政管理工作，也十分坦诚地把他的所有想法和全部活动都呈现了出来，这就是拥有和捍卫一部自由的宪法。卡米诺拉（Carmignola）说：“发动战争只是为了反对正义旗手本人；现在他已经准备退位，但是只有当曾经推举他上台的民众赞成这样做时，他才能退位。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民众。”显而易见，索德里尼的演讲纯属个人性质，并且只涉及他个人的去留。他是因为面临的危险和现实状况[20]而不得不这样做。圭恰尔迪尼列举了这个演讲
[111]

 ，不，不是这个演讲，而是取而代之的另一个演讲。在那里，索德里尼根本未谈他十年间的工作情况，相反，在做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在此他只是平平淡淡地讲了讲自身的处境——之后，他马上转入真正的主题：“决不允许美第奇家族中人像离开时那样重新返回”；它是这样一个主题，其表达的意思是，索德里尼根本不是一位受公众喜爱的人民党人，他想让美第奇家族的人吃些苦头，就像美第奇家族之人先前的所作所为那样。西斯蒙第也从圭恰尔迪尼那里把这个主题接受了下来。演讲的末尾又是平淡乏味的，基本上除了说“此致敬礼，最尊贵的王后，等等”（意大利文：Tuus，o regina，etc.），别无其他。很显然，这个演讲无论在观点上还是在措辞上都与另一个版本相去甚远。圭恰尔迪尼根本不考虑演讲的真实性问题，他只想为随后而来的美第奇的答复做准备。因此，他也把在市政委员会（Confalonen）中的质询和人们对索德里尼的莫大期望一笔勾销了。

现在，如果内尔利说，这个演讲词是由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非常优雅地（意大利文：molto elegantemente）撰写的，那么，人们就会知道，他这样做根本不是为了提供一个“真实的”演说。此外，内尔利亲耳聆听过这个演说，但他只是间接地论及演说情况，并不想花费力气传达偏离圭恰尔迪尼之论述的事实真相，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意大利，当人们谈论历史上的某个演说时，除了优雅之外没有更多的要求。因此，圭恰尔迪尼让索德里尼在驱逐了皮罗之后发表的关于平民和贵族的行政管理问题的演讲并不以内尔利的证言为依据，虽然内尔利称这些演讲是优雅的。

如果说索德里尼至少在当时，也就是在圭恰尔迪尼让他发表演讲的时候，的确发表了一个演讲，那么，从其他情况来看，演讲的内容本身却很值得怀疑。特别明显并且经常被加以重复的是那个被圭恰尔迪尼塞到德意志国王口中的演讲，据说该演讲是于1507年在克斯特尼茨发表的（第7书，第381页）。比尔肯
[112]

 用罗马教廷的风格将这个演讲写了出来；海博林
[113]

 则说：“他亲自发表了一个感人的演讲。”新近也有人从中选取一些片段加以收录。倍倍尔
[114]

 、胡登
[115]

 曾称赞这位国王是当代西塞罗！这还有假吗？我们也从其他方面获悉马克西米连
[116]

 发表过一个演讲。彼得鲁斯·马提尔说：“据称，马克西米连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才华横溢的演讲。演讲的内容涉及他那被抢走的妻子，与他断绝了联系的女儿，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21]
[117]

 罗厄
[118]

 ，但不是特里特米乌斯
[119]

 ，像福克斯（Fuchs）所说的那样，至少谈道：“据说，皇帝声称到目前为止，他已经从自己的钱袋中为公共事务花费了数以十万计的金币。”
[120]

 这段描述或许有下列起源。在此次帝国等级会议上，国王本人曾亲自将一份文书分发给帝国诸等级，该文书的标题为《迄今为止罗马人国王为治理国家而采用的方式方法和政策策略简述》（Kurzer Begriff，was Gestalt und Meinung der Römische König bisher von des Reichs Nutzen wegen gehandelt，fürgenommen，dargestreckt und gethan
 ）。
[121]

 在该文书中，人们可以读到：国王从世袭领地中超过100次地获得100 000古尔盾的钱款。然而，该文书首先谈到了与路易十一
[122]

 进行的战争，继而是布列塔尼婚姻（Bretagner Heirath）、玛格丽塔的不幸命运（Missgeschick Margaretha's）以及其他类似事情，最后以鼓舞煽动性的话语结尾。现在看来，实际情况似乎是，所谓的演讲就是建立在这个文书的基础之上。但文书不会自动跑到圭恰尔迪尼的手上，况且他对克斯特尼茨帝国等级会议有一种非常不正确的想象。他说，多年以来从未有一次帝国等级会议是如此富有成效的，尽管可以确定，只有一位选侯出席了会议。那个被圭恰尔迪尼说成是由皇帝发表的演讲，通篇都是责骂，但是如果德意志人心甘情愿地屈从于法兰西人的强权，如果只涉及旧的托词，责骂就会少一些，它更多地关注奥地利的利益而不是德意志人的利益。尽管圭恰尔迪尼振振有词地说，“在吵闹声消失之后，皇帝表达了这一意见”，但他自己也肯定不会相信，德意志人会把他所说的情况当做真事。只是比尔肯和米勒
[123]

 无限的远见（他们不肯省略任何事项，哪怕只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和富格尔的名字（人们后来把该名字与《荣誉见证》一书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发挥了一定作用。

在这些虚构的演讲中，可能有程度不同的三种情况存在：一是发表过的演讲被改动了，二是编造未发表的演讲，三是重塑事实，使之与虚构的演讲相得益彰，遥相呼应。

第三种情况无疑是最严重的，也是一个历史学家最不应当做的。

我不能默不作声，我必须指出，圭恰尔迪尼不仅改动了索德里尼的演讲，虚构了皇帝的演讲，而且还肆意歪曲历史事实，以便使演讲看上去像是确有其事。[22]正如前面已经显示的那样，谨以这位历史编纂者在其主要根据加利亚佐著作编写的《意大利史》第15书所记述的吉罗拉莫·马伦
[124]

 的演讲为例，来说明上述情况。加利亚佐（第4书，第192页）写道，马伦在皮兹希赫滕与弗朗切斯科·斯福扎
[125]

 会合，两人都想向米兰进军，但因为害怕敌人逼近，便改变路线，前往帕维亚了。圭恰尔迪尼虽然几乎照搬了这段描述，但只提到斯福扎的名字。加利亚佐写道，“斯福扎和马伦决定不再迟疑，立刻赶往米兰。他们还没能走出两英里，当……”
[126]

 他还强调指出：这件事让来到米兰的指挥官们很不高兴，在王公和马伦缺席的状态下，他们一起做出了决定。
[127]

 圭恰尔迪尼虽然说斯福扎回去了，但却声称马伦已在此之前到达了米兰并在那里发表了一个演讲。如果说在加利亚佐和圭恰尔迪尼这两个人之间有一个人和他的某些描写是可信的，那么这个可信的人必定是加利亚佐，可信的描写也必定是他在这里所做的描写，因为正如他自我介绍的那样，他曾经在马伦的国内外（domi foriaque）行军途中为马伦处理过来往书信事宜
[128]

 ，并且毫无疑问地一路陪同着马伦；因为那个被圭恰尔迪尼充满敬意地归功于他的那个决定，幸运地永垂青史，绝不可能避而不谈。在这里，圭恰尔迪尼的见证肯定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为就是在他偏离加利亚佐的地方，他也继续以后者的著作为叙事基础。他的下列话语，“因为这笔花费没有包含在通常的花费数目中，想要找到搞维修用的资金非常困难，因为没有人注意到应该节省下这样一笔资金”
[129]

 ，就其来源而言，肯定不出加利亚佐下列文字之左右：因为他们既没有发现城市的围墙并未修复，也没有意识到城里储存着可以做面包的面粉和大量木材。
[130]

 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那么，他仅仅是想把离开米兰的计划，如其他聪明的做法一样，也记在一个意大利人的名下？或许他仅仅是想更加清楚地说明这样一种特殊形势，在这里，诸侯和市民相依为命，但却不能相互支持，尽管他们也有相互支持的迫切期望。

现在，我也必须谈一谈那个已被引用过的报告，也就是那个被收录于圭恰尔迪尼的历史书第8书的、由安东尼奥·朱斯蒂尼亚尼呈交给马克西米连的报告。在施特尔版圭恰尔迪尼著作中，有一些由焦万巴蒂斯塔·莱昂尼发表的关于同一著作的评论，它们特别为威尼斯和乌尔比诺公爵进行辩护，反对圭恰尔迪尼的说辞。在这些评论的第6书第92页中，[23]莱昂尼指出，他看到过朱斯蒂尼亚尼指令，只是未获准公开谈论其内容；然而，它决不像这位历史编纂者（指圭恰尔迪尼——译者）说的那样低三下四，相反，它大声疾呼，力图鼓起自由的帝国城市的战斗意志，勇敢地抵御战争。他还进一步说，他本人也在朱斯蒂尼亚尼的遗物中发现了那些在他临走时上呈给马克西米连的公证文书。实际上，这些文书从未到达国王的面前，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将文书上呈给国王呢？朱斯蒂尼亚尼是被特伦托主教当作一位被逐出教会的人而加以拒绝的。没有理由不相信莱昂尼的证词。然而，圭恰尔迪尼却信誓旦旦地说这个演讲是真实的，他对这个演讲的真实性的坚决捍卫远远超出了对其他演讲的态度。“这是公使自己亲口说的话；本人（圭恰尔迪尼）只是把它从拉丁文转换成了通俗语言而已。”在此，我们必须对他们两个人当中的一个提出控告，必须谴责这个人故意伪造事实真相的行径。更进一步说，这种伪造并不是虚构，而是与虚构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类型。似乎只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当时的高级和低级学校之中，也在这些学校之外，人们热衷于练习写作和发表谈古论今的演讲，有时某些演讲还会变得很有名。在这些作品中，正如我还要进一步说明的那样，有的甚至获得了某种历史学的威望。下列情形绝不是没有可能的，这就是那个在1613年由什切青的雅科布·特雷特医生纳入名叫《菲利普·冯·贝加莫的编年史》（Chronik Philipps von Bergamo
 ）的古书中的演讲词，原本只是这样一种习作，但却获得了较广泛的传播。圭恰尔迪尼也得到一份样本，并且，尽管它标注的日期1509年3月25日是不准确的，但圭恰尔迪尼仍把它看作是真实的，并坦率地说：他只是把它从拉丁文转换成较通俗的意大利文了。
[131]

 莱昂尼的证词可以经受考验，但演讲的真实性并不能由此得到拯救，因为演讲本身就是很值得怀疑的。

我们看到，在圭恰尔迪尼列举的演讲中，有一些极有可能是从未发表过的，其他一些至少是被人以不同于他所讲的其他方式发表的。我们只能期望有一个演讲是真实的，而能够证明其真实性的也只有唯一的一个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考虑。有的时候，在演讲和答辩被加以详细阐述之后，隐藏在两者背后的真正动机才会受到认真思考，正如第4书第209—214页有关威尼斯与路易十二的联盟的讨论所显示的那样。因此，愈益明显的是，它们仅仅是对某个已有现象方方面面情况[24]和各种可能性的讨论、观察，它们与记录历史事实的历史文献毫无共同之处。在这里，圭恰尔迪尼不只是受到了古人的榜样的激励；当时的学者是如此迷恋古人的写作方式，以至于同样的、曾经被李维
[132]

 ——他竟然敢于把一些虚构的演讲词编入他的《诸十卷集》
[133]

 一书之中——加以利用的时尚，也受到当时历史编纂者的主动迎合。

五、关于圭恰尔迪尼的错误描述

我们现在对于历史有另一种理解。不加任何修饰的赤裸裸的真相、对个别事物进行彻底研究，以及上帝命令做的其他事情；只是不允许虚构，哪怕在最微小的情节上，必须清除所有的幻觉。

据此，并且也是为此，让我们再来思考一下上面已经揭示出来的、被圭恰尔迪尼加以利用的写作方式吧。这种方式是不可能不导致出错的。实际上，错误大量存在。我只想选取几个最严重的错误加以讨论；由于这些错误的出现，人们就对事态的发展变化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认识。

1499年征服米兰事件

圭恰尔迪尼把加利亚佐·圣塞韦里诺
[134]

 描绘为懦弱的背叛者的典型：“他原本牢牢地占有亚历桑德里亚，可以很容易地防守这个位于波河彼岸的国家；他还拥有过3000名步兵，2400名骑兵；但是正如卢西奥·马尔沃佐
[135]

 那样，他谁也没告诉一声，就偷偷地逃跑了。”
[136]

 由于亚历桑德里亚在整个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有必要首先对它进行一番研究，以搞清事实真相。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洛多维科·斯福扎本人写的一份报道，我们在这里读到
[137]

 ：“加利亚佐曾经拥有2000名骑兵、400名步兵——这完全符合旧的意大利军队标准；然而，由于法兰西骑兵在数量上的优势，他无法坚守阵地；由于法兰西火炮的强大威力，他也保不住城市。”圭恰尔迪尼说：“博尔尼亚被攻陷了，加利亚佐必须发起攻击”；然而，为什么这一点对于[25]他来说不像对于他所仇视的人那样困难呢？此外，法兰西人还在两边设立了牢固的据点——现在，洛多维科继续写道：“我们的人被迫尝试着走出去，看看这样能否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救自己一命，因为蒙费拉的康斯坦丁诺先生承诺他会让他们自由地通过。”
[138]

 这里所讲的情况与罗斯米尼
[139]

 在《特留尔乔的生平事迹》（Vita di Triulcio
 ）一书中公布的书信的内容非常一致，该信写道，“指挥官加利亚佐和全副武装的人从城里出来并且离开了”
[140]

 ；也与另一份材料所说的“他们沿着不同的道路离开了”
[141]

 完全相符。并且人们看到，因为城市守不住了，加利亚佐便试图拯救他的同胞，也就是说行使他的主人的最高贵权力。实际上，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逃往蒙费拉了；但在这里，他们遭到了抢劫，“之前的承诺被毁弃了”（意大利文：rotta la fede），正如洛多维科所说的那样。这一点无疑是真实的；那么，圭恰尔迪尼究竟是从哪里获取的他那完全错误的观点呢？在我看来，他是以克里奥
[142]

 著《米兰历史》（historia di Milano
 ）第972页为依据形成上述见解的。他在其全部叙述中都步步紧跟这位克里奥，尽管不是没有杜撰的添枝加叶。例如，克里奥说，洛多维科从米兰人的市议会（Concilio）当中获得了优先权，他还详细列举了有谁在场。圭恰尔迪尼由此推论说，他向人民（popolo）发出了号召，并且“使用了激励人心的话语”（意大利文：con caldissime parole）；因为尽管有贵族倾向，他还是喜欢采用煽动民众的民主语言（Demegorieen）。克里奥进一步说，弗朗切斯科·圣塞韦里诺
[143]

 ，伽耶佐的伯爵，偷偷地与胜利者进行谈判，缔结了和约。圭恰尔迪尼则知道为什么：“他担心，加利亚佐会走在他的前面。”以这样一个令人不齿的卑鄙原因来做解释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这个解释更因为下列情况而愈发引人怀疑，这就是，圭恰尔迪尼本人也曾经是伯爵很想干掉的敌人。现在，如果克里奥谈论加利亚佐说：“他尽最大可能秘密地离开米兰，只有埃尔梅斯、梅尔佐的公爵加利亚佐、亚历山德罗·斯福扎、卢乔·马尔韦齐和其他几位追随者跟着他”
[144]

 ，那么人们在这些言辞中可以发现作者的一种怀疑，但看不到证明。对于全心全意为斯福扎服务，满怀真正的悲伤讲述后者的衰败过程的克里奥来说，这样一个被如此谨慎地暗示出的怀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更好的证词告诉我们，他搞错了。所有骑兵都早已准备好撤退了，他们并非临时决定逃跑的，也没有全线崩溃。但圭恰尔迪尼在写完后，激情早已平息，并且他眼前就有被刊印在克里奥书中的洛多维科报道。然而，他却完全以他的作者为依据。难道他能够更有力地证明他的[26]主要论点中的某一个吗？例如他说：“对于一位军队统帅来说，需要知道一些与懂得在比武中折断长矛完全不同的事情。”加利亚佐自始至终都在其主人的鞍前马后，并且当所有事态都发生了一种完全出人意料的变化时，他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勇敢地骑马冲到他的国王前面，不幸在帕维亚战役中身亡。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我们必须抛弃所有恶意的攻击。

1501年征服那不勒斯事件

在这一征服过程中，既没有什么与战争相关的事情——因为根本就未发生战争，也没有什么与事先谈判相关的事情。圭恰尔迪尼断言
[145]

 ：“国王路易十二在作出了军事进攻的决定之后，曾经担心遭到马克西米连和费兰多的反对。现在，我们的国王马克西米连虽然早就从那不勒斯的费代里戈那里获得了40 000杜卡特并且对后者作出过提供保护的许诺，但为了获取另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财，他宁愿让人劝说路易停战。路易遂与费兰多重新开始了原先的谈判。”我们应当相信并且进一步传播声称一位德意志国王和皇帝竟然会做出这种恶心龌龊的勾当的说法吗？第一点：他缔结了停战协议吗？没有！相反，人们在他身边设立了一个从根本上削弱了他的权力的帝国顾问团；该顾问团擅自缔结了停战协议。马克西米连拒绝批准这个停战协议，并且坚持了4个月之久。第二点：这个停战协议对那不勒斯产生了影响吗？产生了，但微不足道。它在1501年7月1日失效，正如圭恰尔迪尼也非常肯定地说过的那样，“它仅仅存活了几个月的时间（per molti mesi）”。法兰西人是在7月攻陷那不勒斯的，直到这个时候，帝国才有可能，也才被允许改变态度。所有要求延长停战协议的建议，都被马克西米连断然拒绝。人们应当相信诚实的米勒，他从一份选侯档案（Acta，f. 9，lit. F，36b
 ）中找到了关于此事的报道并将它收录于《帝国等级会议的国家》
[146]

 第106页：“在国王马克西米连获悉那不勒斯连同其他不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意大利等级都被排除在（这个停战协议）外之后，他（J. M.）便不同意延长了；而在听到分割那不勒斯的报告之后，他（J. M.）立即对德洛（Dero）宫廷的西班牙雄辩家提出了谴责。”这就洗刷了[27]所有有关我们国王的不实之词。然而，我不知道那位意大利人（圭恰尔迪尼）是从哪里看到所谓的那不勒斯金钱和德意志人停战协议的报道的——他根据这个报道编写了他的历史故事。现在让我们再谈谈第三点。据说路易害怕我们会促使西班牙国王反对他
[147]

 ，与西班牙人重新开始了谈判，这种说法没有多大意义，但却是很可信的。组里塔曾对西班牙档案进行过很彻底的研究，恰如米勒对德意志档案所做的研究，尽管他不像后者那样准确地引用资料，但却教导我们说，莫森·格拉拉（Mosen Gralla）最先就割让那不勒斯一事与当布瓦斯
[148]

 开始了谈判（第1书，第168页）。然而，圭恰尔迪尼以及所有以他为样板进行写作的人，都对这样一个重要事件视而不见，置若罔闻。

1503年那不勒斯对西班牙的臣服

这两次征服（征服米兰和那不勒斯）是意大利运动最初的两个胜利。还有第三个胜利，这就是那不勒斯成为西班牙属地了。这里涉及在法国进行的一系列谈判，但主要的还是战争。对于这些谈判，圭恰尔迪尼所知甚少，他的相关记述也十分糟糕。这一点可从下列事实中看出，这就是他甚至在其著作的第5书第300页声称主持谈判的腓力大公
[149]

 前往布卢瓦了。蓬图斯·霍伊鲁斯
[150]

 著有《低地国家事务》（Rerum Belgicarum
 ）一书，他在该书的第6书第259页引用了拉莱翁·冯·蒙蒂尼的日记，还有出自胡贝特·冯·列日之手记述此次旅行的另一本日记。人们看到，旅行经过纳博讷、蒙彼利埃和阿维尼昂，溯罗讷河而上抵达里昂，停在距离布卢瓦100里远的地方。圭恰尔迪尼现在告诉人们说，腓力主张减少对瓦朗谢讷国王的惩罚，还说他到达了法国境内，这与拉莱翁的说法有很大出入，后者断言，腓力是在确知惩罚降临到瓦朗谢讷之后才继续前往纳博讷的。圭恰尔迪尼连这样公开的事情都说不清楚，他怎么会知道更多更隐秘的事情呢？然而，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主要的事情还是战争。

对于圭恰尔迪尼未加准确描述的战争起源及其他相关事情，我不想进行深入探讨，我只想谈谈幸运从法兰西人方面转到西班牙人方面的这一变化；这一变化事关重大，因为全体民众的情绪波动完全依赖于谁更占优势的见解。在这里，他首先讲到卡斯泰拉内塔被法兰西人攻陷一事（第296页），然后是鲁博什的被征服，最后则是13场战斗中的第2场。“这场战斗是由赎回鲁博什的战俘一事引起的。”但是，[28]从帕塞罗日记的第133页中，我们获悉，第2场战斗发生于1503年2月13日，卡斯泰拉内塔的陷落发生在战斗之后，而不是之前，并且组里塔教导说，贡萨洛
[151]

 直到2月25日才出发，进逼鲁博什。由此可见，圭恰尔迪尼的全部论述再次落空了。此外，圭恰尔迪尼还宣称，卡斯泰拉内塔是一个接近巴列塔的地方（terra vicina a Barletta），因为它位于另一个省份，靠近另一片海洋，坐落在亚平宁山脉另一个斜坡上，与之相距至少70里（Miglien）远；他称鲁博什的拉帕利斯，“警戒工作做得不是很好，防御也很薄弱”
[152]

 ，可是，根据组里塔书第260页和约维斯著《贡萨洛传》（Vita Gonsalvi
 ）第248页的详细报道，西班牙人是在经过7个小时的进攻和一直持续到深夜的战斗之后才赢得了胜利；实际上，西班牙人是难以抵抗的。现在，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其他记述，对于这些记述我们不能如此确切地加以驳斥，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应当相信它们是真实的呢？

关于教皇亚历山大

对于亚历山大、胡安
[153]

 和切萨雷·博尔贾在卢克雷齐娅·博尔贾
[154]

 那里的疯狂竞争，我们很难找到比圭恰尔迪尼著作更早的有根据的报道。即使在这里，所依据的也主要是蓬坦和萨那扎的讽刺小诗，以及出现在彼得鲁斯·马提尔书信和一本依据布尔卡德日记编写的公然诽谤性小册子中的个别提示。
[155]

 人们应当相信仅仅有所提示的诽谤性小册子吗？对于这些提示，大概没有人还需要我抄录赘述了。我要论证的只是：彼得鲁斯·马提尔是一个无可指摘的证人吗？他在记述1497—1498年间的史实方面犯有重大错误，否则他不会诚实地或者矜持地说，他在这里只是作点提示。最后，讽刺小诗又是怎样的情形？对于它们来说，只要能发泄仇恨，表达一点点诙谐就足够了，然而这远远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在针对保罗三世
[156]

 的讽刺小诗和诽谤性小册子中，指责其滥用自己女儿的言辞也以同样的方式大量存在。施莱丹有这些东西，并且它们也迷失在施特拉尔松的一位市长的传记里
[157]

 ；该市长名叫巴托洛伊姆斯·萨斯特洛夫。
[158]

 那么，恰恰是教皇丧尽天良，招致众怒了吗？在这里，圭恰尔迪尼与其同时代人没有什么不同，并且当他根据他的实用主义，声称一个兄弟嫉妒另一个兄弟时，他只可以被看作一个控告者而不是一个见证人。

那么，人们也应当怀疑声称亚历山大[29]因中毒而死的论述吗？就像圭恰尔迪尼所讲的那样，亚历山大的儿子原本是为别人准备了毒药，他本人的中毒纯属偶然。实际上，布尔卡杜斯
[159]

 根本没有提毒药之事，其日记也不曾记载，他只是讲到一种常见病情：“发烧，发高烧，服药，死亡”，时间是在1503年8月12—18日。布莱奎尼
[160]

 （《选读》
[161]

 ，第64页）和罗斯科
[162]

 不假思索地把礼仪官的简单报道置于历史编纂者的记述之前。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相反，传言四起。特里特米乌斯在其修道院墙内听到了这个传言。林图里乌斯也知道这个传言，他曾在宫廷里为洛勒温克的《文集》（Fasciculus
 ）编制了一个附录。曾经搞到一些最可靠报告的组里塔对这一传言更是相当熟悉。可是，如果约维斯也说，红衣主教阿德里安·冯·科尔内托曾告诉他，他也中了毒——中毒事件就是在其梵蒂冈的葡萄园发生的——并且几乎被毒死，我们或许就不应当继续怀疑了。然而，布尔卡杜斯为什么保持沉默？圭恰尔迪尼写道，“17日亚历山大中毒，次日死亡”，当他这样写时，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布尔卡杜斯的记述。约维斯根据西班牙公使写给贡萨洛的一些信件写道，“亚历山大在染上致命的疾病4天之后去世了”（《贡萨洛传》第2书，第259页，拉丁文：Letbali correptum morbo post quartum diem decessisse），这与布尔卡杜斯记述的开始发高烧的日期——8月15日——完全吻合，先前的发烧仅仅是偶然现象。没有人告诉礼仪官生病的原因，否则的话，他会非常害怕，“会知道很多不需要知道的事情”。
[163]

 但是民众看到了尸体，面孔黑如煤炭，舌头肿胀突出，嘴巴无法合拢，他们也听到切萨雷患有与之相关的疾病，这样一来，事实真相可谓昭然若揭了。

鉴于上述种种情况，亚历山大因中毒而死的说法是不能排除的，但圭恰尔迪尼的下列陈述，“紧接着教皇就在蓬蒂费卡勒宫咽气了，第二天，8月18日，他的遗体被带到了圣彼得教堂”
[164]

 ，却不能因此而获救。

过渡[30]

的确，即便仅限于将出现在（圭恰尔迪尼）这一历史著作中的最主要错误一一列举出来，也是非常吃力的；况且，到目前为止所有被展现的东西，实际上不仅不堪卒读，而且也毫无用处。要将这一历史著作中的错误全部列举出来，需用一部新编历史著作的篇幅。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部书至今仍享有的绝对威望是名不符实的，这部书不是史料，不是原始文献，它仅仅是一种加工，并且是一种谬误百出的加工。只要指出这一点，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因此，西斯蒙第之流必须无条件地停止引用圭恰尔迪尼和其他同类人的作品。他们必须知道，他是不能被证实的。下面，我还要总括性地谈一谈个别典型事例。

奇迹

对于这样一位明智的人来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竟然会用一个信仰者的言辞来讲述那些神秘莫测的事情。1512年，当西班牙人包围了博洛尼亚，他们特别将希望寄托于佩德罗·纳瓦罗
[165]

 埋设的地雷上。圭恰尔迪尼在其书第573页写道：“埋设地雷的地下通道是从一个被称作巴拉卡诺（Baracano）的小教堂地下开始挖掘的。”他还继续说道：“伴随着一声巨响，爆炸使整个小教堂的屋顶都飞了起来，透过墙壁与地面之间的空隙，外面的人们可以看到整座城市以及城里驻守的士兵，但是紧接着整个屋顶又掉了下来，落在了炸药把它抛起来的地方，重新接合起来，就像根本没有挪动过一样。”
[166]

 据他所说，这座小教堂的屋顶一度升空高悬，如同戏院里的舞台幕帘，随后又重新落下，并且纹丝不差地与矗立在地面上的墙体结合了。然而这怎么可能呢？又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墙壁和房屋站得更稳呢？现在约维斯、穆拉托里
[167]

 、法布罗尼
[168]

 等人也一再重复这个说法；罗斯米尼甚至称，博洛尼亚人直至今日仍对这个奇迹深信不疑。我不想说诸如此类的事情纯属无稽之谈，但有两份写作于同一时期、并且是根据相当可靠的情报撰写的关于那次包围的出色的原始报告，根本没有提到有什么奇迹发生。其一是科西尼乌斯
[169]

 的报告；科西尼乌斯当时就在摩德纳现场并且负责向皇帝报告最新事态，他写有《意大利战争》（de bellis Italicis
 ）一书。其二是让·勒·乌厄（Jean le Veau）的报告，该报告是根据从博洛尼亚发往法国[31]的书信
[170]

 写成的。这两份报告虽然提到了埋设地雷的通道，特别是后者还表达了极度的惊奇，说“它深入城内，并且人们相信，一旦地雷爆炸，整个城市就会完全塌陷”。两份报告还提到了接踵而来的战斗，但对奇迹未置一词。“废墟是无法逾越的，法兰西人——也有德意志人置身其间——更加英勇顽强，袭击没有成功。”法兰西人的报告怎么会对一种如此明显的、足以表明上帝对他们之偏爱的征兆置若罔闻呢？在这里，沉默是最有意义的证明。就连特别喜欢讲述玛利亚奇迹的卡洛·西戈尼奥
[171]

 （著有《博洛尼亚主教》［de episcopis Bononiensibus
 ］一书），也仅仅说：“尽管大火严重损坏了那面墙，但并没有摧毁它”
[172]

 ，对于所谓的奇迹只字未提。
[173]

 “城墙没有倒塌，有人遂将此事与悬挂在城墙某一突出部分的一幅圣母画像联系了起来。”有鉴于此，我相信，关于奇迹的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大概只是在小教堂附近发生了一场未成功的攻坚战。可是这个传说迅速形成了，也被圭恰尔迪尼所接受；当时他正为教皇管理着博洛尼亚。没有理由指责民众。他们的传说只是更好地表达了危险之巨大和上帝为保护他们免遭当时布雷西亚的厄运而提供的帮助。对于上帝的帮助，民众念念不忘，这有什么不对吗？然而，圭恰尔迪尼不假思索地说，“他们认为这件事是一个奇迹”（attribuirono questa cosa a miracolo），他不想对玛利亚有更多的了解，因此，他不可能持平公允地解说历史。但他也津津乐道于下列故事：某人的眼睛被挖了出来，后来又被一位医生重新装上，完好如初。
[174]



条约

阿尼奥洛（Agnolo）是弗朗切斯科的侄子，也是这部历史著作的编辑出版者。他声称，他的伯父曾经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勤奋研究过各种各样的备忘录（pubbliche memorie），并且对它们有许多非常深刻的认识。对于这种与决议和联盟有密切关系的原始情报，让·博丹也特别重视。现在，我想用几个例子来证明，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诚然，作为一位佛罗伦萨人和长期效力于教皇的官员，如果他愿意，他完全可以对教皇的联盟政策[32]进行一番认真研究，这样说没有什么不对吧？

在他编纂的整部历史著作中，有许多重要条约被记载了下来，其中之一便是教皇尤利乌斯、费兰多和威尼斯在1511年10月缔结的联盟，该联盟为西班牙人最初向上意大利扩张创造了条件。在这里，圭恰尔迪尼写道，尤利乌斯许诺为西班牙军队提供400名使用长矛的骑兵，500名轻骑兵和6000名步兵（第10书，第350页）。然而，我们在《路易十二的书信》（Lettres de Louis XII
 ）和条约文本中只能看到下列字样：“同样地，圣主应发送600名重武装骑兵”
[175]

 ，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我们从教皇在罗马波波洛圣玛利亚教堂（S. Maria del popolo）当众宣读的公告中也只能看到下列表述：“圣主有义务为同盟提供600名士兵”
[176]

 ，更多的内容也是没有的。这些数字说明了什么呢？人们或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实际上事出有因。上列条约的本质是，教皇用他的钱来雇用西班牙人，正如他另一次雇用瑞士人那样，或者如他在万不得已时也能够雇用布雷西亚人和罗马尼阿人那样。西班牙人看上去并非完全独立自主的联盟者，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雇用者，因此，教皇并不能许诺提供一支属于他自己的新军队。圭恰尔迪尼列举的数字把整个事态的全部真相都搞乱了。有一个最后的托词或许是：这些数字大概涉及这样一些人，对于他们，教皇本人出于善良的愿望，准备在条约规定之外，另行资助。但在后来再次谈到此事时（第568页），这位历史编纂者还给出了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数字。

1512年佛罗伦萨人与卡多纳缔结的条约，在当时西班牙人缔结的所有条约中，无疑是最重要的条约之一。借助这个条约，美第奇家族回来了；通过这个条约，他们也与西班牙人联系在一起了。圭恰尔迪尼在其著作第11书第15页列举了这个条约。幸运的是，法布罗尼也在其论述利奥生平事迹一书（Vita Leonis
 ）的第266页逐字逐句地抄录了这个条约。圭恰尔迪尼说：“佛罗伦萨找到了盟友，它与阿拉贡结成了相互支持的攻守同盟。”然而，该条约并不知道什么盟友，也不知道什么与阿拉贡建立的无条件同盟——人们从条约文本的字词中就能推论出来。条约所知道的同盟是以3年零6个月的时间为限的，也只规定了佛罗伦萨所承担的保护那不勒斯的义务。[33]圭恰尔迪尼还补充说：“根据美第奇家族先前向副王做出的许诺，当时的佛罗伦萨有支付钱款的义务。”但在实际上，条约并不包含此类内容。自然，圭恰尔迪尼所说的佛罗伦萨雇佣军中的200名那不勒斯长矛骑兵，以及美第奇家族的经济资助，在一种相当狭隘的意义上是真实的。真正的条约是凭借诚信缔结的，包含着自由；虚构的条约则充满欺诈，毁灭了自由。应当看到，事情发展的结果是，虚构的条约似乎变成了真实的条约。

由此可见，圭恰尔迪尼绝不是要准确地叙述条约，恰恰相反，他经常大幅度篡改条约内容。

这就够了。品达
[177]

 说：“我的箭袋里还有另外一些箭。”但是人们可能愿意相信，所有我仅仅因为真理的缘故而说的话，并且是极不情愿地说的话，只是陈述，绝非谴责。

六、关于圭恰尔迪尼对他本人的表现的描述

有人说，在1527年的时候，圭恰尔迪尼有意要写一写他个人的生平事迹，讲一讲他个人的一些活动；亚科波·那尔第使他注意到，这样做会给他招惹来许多妒忌。那尔第最终使他下决心写一部意大利史。然而，必须指出，即使在这样一部历史著作中，他也不能不特别详细地描写他个人的活动。仅仅因为他掌握的知识既原始又丰富，他这样做不失为很好的选择。他做得特别成功并且他自己也感到特别满意的事情有以下四件，这就是在勒佐、帕尔马和摩德纳进行的保卫战以及他在1527年调解平息第一次佛罗伦萨人叛乱的活动。现在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他最为重视的这些事件吧，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非凡的果断精神和意志力，借此，他在勒佐首先看穿了莱斯坎（Lescun）的计划并且预先做好防备，成功地阻止了计划的实施。再者，当莱斯坎到达拉韦利进行会谈并且受到致命的枪击时，是他把莱斯坎带进了要塞，但只是为了使后者重新获得自由，以至于他一方面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另一方面又要保护莱斯坎免遭伤害（第14书，第184页），据此，他知道在帕尔马坚持谈判，以拖延时间，直到人们宣布西班牙人开始了进攻时为止，然后他才可以向其市民发出下列号召（第14书，第217页）：“你们打算怎么办？[34]是像加普亚和拉文纳那样吗？”据此，他在摩德纳选派代理人说服红衣主教，让他们为他谋到塞萨
[178]

 的一个命令，后者再说服跟随自己的西班牙人，继续站在他这一边（第15书，第261页）。然而，他最相信他做过这样一件事，这就是当佛罗伦萨市政大厅被一群年轻人占领并且联盟军队随时都有可能向市政大厅发起进攻时，费代里戈·达·博佐洛走出了市政大厅，他对缔结条约的可能性深表怀疑。圭恰尔迪尼却反其道而行。他把博佐洛拉到自己身边，声称“缔结条约既是可能也是必要的”。他的话打动了博佐洛，条约得以真正签订（第18书，第442页）。现在，圭恰尔迪尼对这些功绩感到特别自豪，他也不惜笔墨，详加描述。而在论述勒佐事件时，贝莱（《回忆录》38b
 ）认为吉尔多·兰戈内伯爵的功劳最大。在论述帕尔马事件时，卡珀桑
[179]

 ——他当时就在现场——在其《记事》第1333页虽然承认圭恰尔迪尼胆量过人、机智果断，但却断言，市民原来就是极力主张支持教皇的。至于摩德纳事件，加利亚佐保证说（第1218页），最重要的决策出自巴尔托洛梅奥·加蒂纳拉；引人注目的是，虽然圭恰尔迪尼把加利亚佐视作自己著作的资料来源，通常也非常忠实地跟随加利亚佐的记述，但在加利亚佐的著作中，圭恰尔迪尼根本未被认真对待。对于圭恰尔迪尼在处理佛罗伦萨事态方面的功绩，其他史家也几乎是如出一辙地不屑一顾。那尔第当时就被围困在市政大厅内，他也对整个事态作了详细描述，却只字未谈圭恰尔迪尼的贡献。
[180]

 瓦尔奇
[181]

 写有一部详细论述这几年佛罗伦萨历史的著作，他对当时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都做了记录，同样没有提及圭恰尔迪尼的贡献。可以肯定，瓦尔奇没有记载的事情压根就不曾发生过。
[182]

 内尔利读过圭恰尔迪尼的著作，并且与圭恰尔迪尼同属一个党派。对于内尔利的沉默
[183]

 ，我们可以不必在乎，但约维斯就另当别论了，他对圭恰尔迪尼的贡献一直念念不忘，但对圭恰尔迪尼自己所标榜的那些活动同样未置可否。
[184]

 上列史家都承认圭恰尔迪尼参与了事件，但却不认为他在其中发挥过像他自己所说的那么大的作用。费代里戈·博佐洛是对谈判发挥过影响的人；当那些半疯癫的民众手持长矛威胁他并且高呼“万岁”（chi vive）时，他充满同情地回答：“活着的人，万岁”（viva，chi vive）。

虽然现在看来事实就是如此而非别样，我们还是有顾虑，不能确定我们对圭恰尔迪尼自我[35]陈述的怀疑是否正确，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别的文献未被发现。对于此类文献，我们仍需努力查找。

在其活动中，还有一些是属于未获成功的。他曾亲赴前线，在联盟军队的数次作战行动中担任教皇的副官，例如进攻米兰，解救弗朗切斯科·斯福扎；进攻罗马，解救他的主公教皇克莱门斯。这两次军事行动都涉及与西班牙—德意志联军作战。人们知道，这两次军事行动均以失败告终。在此，他把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威尼斯人的军队统帅乌尔比诺公爵弗朗切斯科·马里亚
[185]

 ，说他从不敢主动进攻。
[186]

 焦万巴蒂斯塔·莱昂尼在其被我引用过的考察中，也在其论述弗朗切斯科·马里亚生平事迹的著作中，曾经对这一指责作出了详细回答。我无意重复莱昂尼的话；对于他的作品，大家同我一样都十分熟悉并经常加以利用。对于战斗本身——即使可以做更好的描述——我也不做任何评判。我只想谈三件事；据我所知，对于这三件事，莱昂尼未有任何记载。圭恰尔迪尼断言可以进攻米兰，而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却说不可以，后者的判断似乎更正确，因为在威尼斯战争中，他曾亲自指挥西班牙老兵痛歼过意大利新兵；他很清楚地知道，新兵要战胜老兵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他率领的军队就是由新兵组成的，而敌人则是久经沙场的兵油子。再者，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大概想把正在向罗马进军的皇帝军队阻挡在半路上，可以看到，这支军队要么进攻佛罗伦萨或者罗马，要么进攻威尼斯，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意志。从马基雅维利的书信中，人们不难发现，长期以来，没有人能够认清其真正意图。
[187]

 那么，现在，弗朗切斯科·马里亚，威尼斯统帅，怎么能够置威尼斯的领土于不顾，任凭敌人侵占呢？最终，圭恰尔迪尼声称他本人虽然“敢于冒险去救援别人，但没有人愿意为这一救援行动损失一队长矛骑兵”；然而，我们从莱斯讷的日记中获悉，“1527年5月22日，公爵的骑兵出动了，但被打得四处溃逃，[36]许多人被俘，被击落下马，被刺死”；莱斯讷写道：“伽耶佐伯爵未能逃脱；此事发生在25日和28日；皇帝的军队期待打一场正规战，它挺进到了城郊并将城市包围了起来，也曾打算找到他本人。”
[188]

 我们手头有施韦格勒的书信，从中可以看出德意志人在与敌人作战时表现得非常勇敢。
[189]

 桑多瓦尔说，他亲眼看见过一份出自罗马的1527年文件，该文件讲述了一场重大战役。该战役似乎十分惨烈。即使公爵很想打仗，因为首战失利，加上他胆子比较小，而敌人又勇猛无比，最终还是被吓退了。

要想理解圭恰尔迪尼的气恼，人们必须知道，这场战争对他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在马基雅维利的友人通信中，也有一封是由圭恰尔迪尼写的，其写作时间为1525年12月，当时佩斯卡拉
[190]

 刚刚去世，皇帝的军队也正准备围攻斯福扎。“所有人都会感受到和平的弊端，”他写道，“如果错过进行战争的时机的话。”
[191]

 事实的真相很有可能是，他向教皇施加了影响，促使后者做出进行战争的决定。但是现在，哪里有什么胜利可言！他的主公和整个意大利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他只好从乌尔比诺公爵个人的利害得失中寻找失败的原因了。

乌尔比诺公爵自然也不会一声不吭，任人指控。他倒打一耙，说：“教皇副官的虚荣心是导致失败的唯一原因。”乌尔比诺公爵猜测该教皇副官会在威尼斯诋毁他。更有甚者，他一度想对圭恰尔迪尼下毒手。
[192]

 然而，他还是克制住了。我们似乎应当相信莱昂尼的记述，据说，是他劝阻了伽耶佐，后者本来已经做出了杀掉圭恰尔迪尼的决定。

七、该著作的优点和贡献

目前研究的结果是，这部历史著作以其从头到尾按年月顺序记事的写法极大地损害了人们阅读的兴趣；它的许多内容是未加特别研究地从其他著述中抄来的；[37]还有许多内容，例如演讲词，绝不是历史文献，而是演讲术的练习作业；它完全忽略了一些重要史实，篡改了条约，甚至讲述了若干纯属子虚乌有的奇迹；而作者对他本人活动的记述至少是值得怀疑的——然而，下列事实似乎又与上述结论很不协调，这就是，该著作尽管卷帙浩繁、篇幅巨大，但在其问世后的最初50年间，曾连续出了10个意大利文版本，3个拉丁文版本，3个法文版本，除此之外还被翻译为德文、英文、尼德兰文，并先后3次被翻译为西班牙文
[193]

 ，而且时至今日，它依然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看作与古典作品并列的不朽之作。那么，这部著作的巨大成功究竟来自何处？在我看来，这部著作之所以能博得赞许，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作者的胆略，归功于一位天主教作家敢于直面教皇和教会的胆略，敢于揭露诸侯们的秘密决议的胆略，其中决无谄媚迎合之迹。还有另外一点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从未有过一个历史时期，在人们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和哪怕是极小的实际事务方面，能够超过16世纪后半叶的水平。人们一方面强调独立自主、我行我素，另一方面又分成两个党派，通过相互斗争而形成一种紧密联合，以至于若不联系普遍事态，就无法写作历史。于是，圭恰尔迪尼的《评论》，也就是从各个方面来考察某个事件的方法，便应运而生了。博丹说：“当他在考虑一些看上去无法解释的事情时，他会用绝妙的逻辑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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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立即感到，这一点恰恰是圭恰尔迪尼著作中最主要的东西。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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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他最引以为傲的部分是其对话和评论。
[196]



必须承认，圭恰尔迪尼在其著作中所作的这些评论是真正原创性的，富有睿智和敏锐的观察力。它们并非马基雅维利的评注的复制品，因为马基雅维利的评注针对的是一种尚未突显的状态，出自一般概念或者回到了一般概念。相反，圭恰尔迪尼却能够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直接观察，他想要揭示的也正是在每一种情况下，人们可以期待、可以去做的事情，要说明某种行为的真正原因。因此，他在解释某一人类行为在多大程度上[38]产生于人与生俱来的激情、虚荣心和自私自利方面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和大师。这些评论不只是圭恰尔迪尼的睿智的突出表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其故乡佛罗伦萨的实际状况为基础的，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因为佛罗伦萨的政权不是自主的，其公共事务的态势也经常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人们的注意力不自觉地集中到了可能获得的成功上。如果有人想从这里获取一个概念，那么他就必须参阅弗朗切斯科·韦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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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513年就各大国的意图写给马基雅维利的信。此信连篇累牍地使用了“如果”“如果不”以及“可是如果”等假设词。精于此道的人恰恰是那些公使们。因为这些较小国家的公使很少知悉较大国家的全部意图，对其谈判情况也不能完全掌握，所以他们必须从他们已经知道的情况推导事态发展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在马基雅维利的出使报告（Legazionen）中所看到的情形一样。这是一种情况。然而在处理内部事务时，他们也采取同样的方式方法。在瓦尔奇和那尔第的书中，人们可以读到，在选举正义旗手之前，有许多人在动脑筋进行思考、评估、谈判、猜测和判断；就像处理欧洲事务那样，人们也在这个小圈子内巧妙地缔结亲缘关系、联盟和反联盟，以便获得更多一点的优势；还有一些人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写作观察报告，制定规则和提出建议。如果读到这些东西，人们就可以理解诸如圭恰尔迪尼《意大利史》这类著作的起源了。这些人都是高贵的，或者仅仅是热衷于文学，虚荣心盛。他们彼此斗智斗勇，力争掌握事态发展的主动权，引领未来。他们通常出自最重要的家族或者想要接近最重要的家族，而在这些家族关系中，他们是非常能干的。

因此，圭恰尔迪尼现在也声称：他是意大利最聪明的人之一，完全懂得如何谈论人的行为。他的著作的贡献恰恰体现在这些评论之中；它的原创性的确值得称道，理应享有持久荣誉。

为了这个目的，也出于这种考虑，如果能不受琐屑事务的干扰，连续不断地讲述重大事件，未尝不是一个好的举措。这样做不仅对自己有利，对别人也是有利的。[39]按照时间关系进行串联，是最主要的方法之一。首先可以观察到的是相互影响的各个国家各自的情况。恰恰出于这样的考虑，圭恰尔迪尼选择了严格按照编年史形式记事的方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然而，在他那里，同时并存的事物一点也不少于前后相继的事物。也恰恰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可以写作如此详细的一部书，全然不怕把外国的和在外国已经存在的东西收集在一起。他所关心的主要是原因和推论，而不是事实本身；在他那里，人们经常会感受到某种对于行动和生活的热衷。

后来的补充说明

（一）对于这一历史著作的最早批评意见

在上列论文印刷出版数年之后，我在佛罗伦萨搜集到了亚科波·皮蒂的一份对话手稿，标题为：《卡普奇辩护》（Apologia dei cappucci
 ）。在这部著作中，皮蒂对圭恰尔迪尼所标榜的真理之爱进行了激烈攻击。不过，作者的立场观点主要是政治性的。亚科波·皮蒂出生于1519年，他的父亲属于帕莱斯基党人，曾积极参与过反对圭恰尔迪尼所属党派的党争；圭恰尔迪尼所属的党派虽然忠于美第奇家族，但同时也是市民—贵族性质的，其权威在共和派看来是一种极不公正的压制。他是科西莫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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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位追随者；科西莫一世彻底毁灭了寡头政治的声誉——尽管寡头政治家们恰恰是其君主国的真正创建者——并且为先前一直受其压制的人民党人的诉求重新开辟了自由空间。亚科波·皮蒂本人为科西莫设立的市政会成员之一，并且正如他的其他著作所指明的那样，他也是大公政策的坚定支持者。[40]正当事态逐渐恢复正常之时，圭恰尔迪尼著《意大利史》问世了（其第一个完整本出版于1564年），该书处处指责共和党人的所作所为，明白无误地表达了显贵家族的要求。现在，亚科波·皮蒂在其对话中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然而，从根本上说，皮蒂主要是从事文学创作而不是政治斗争的。他似乎是以皮亚诺学院（Academia del Piano）的最主要创始人身份获得一席政治地位，但如君主国中的学术活动一样，皮亚诺学院所关心的也主要是行政管理和军事战争的发展趋势而不是提出许多建议。前面提到的对话在文学方面并非毫无建树，但它不是通过学校博学的冬烘培养出来的，相反，它是相当大众化的，从头到尾，方言俚语比比皆是；同时，它也是一气呵成的，决无生硬牵强之感。其中写道，一个名叫马尔凯托（Marchetto）的帕莱斯基党人——根据马利亚贝基亚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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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副本，马尔凯托这个名字指的是伯纳尔多·美第奇（Bernardo Medici）——邀请圭恰尔迪尼的侄子，也就是《意大利史》一书的编辑出版者阿尼奥洛（他在此处被称作提托［Tito］）到自家花园中欣赏一些饰品，后来又有一位人民党人前来拜访，这个人的名字写作普布利奥（Publio），暗指卡波尼；针对圭恰尔迪尼所写的历史著作，马尔凯托已经与他进行过多次讨论。普布利奥抱怨圭恰尔迪尼谈论共和派的方式和方法，并且认为他犯有这样的过失，即完全无视共和派值得称道的行为，相反对他自己所属党派的种种劣迹极尽美化掩饰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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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种评论，马尔凯托一直不肯完全接受。因此，他很高兴普布利奥能与提托进行面谈。现在，普布利奥与提托互致问候，但马上就触及他们之间的分歧，而这些分歧又特别因为下列情况显得格外突出，这就是圭恰尔迪尼的著作已经引起了巨大轰动，甚至被翻译成外文出版。普布利奥直言令他感觉特别不当之处，而马尔凯托则乐意有人凭借其学识和才能，对普布利奥的谴责做出反驳。他们在花园中落座，马尔凯托位于其他两人的中间，以便在他们之间充当仲裁者。[41]辩论随即开始了。这部对话后来在1862年付梓印刷，一度引起了个别人的注意；然而，人们往往只把皮蒂对圭恰尔迪尼著作的批评当作一种政治敌对行为来看，并且据此认为皮蒂的批评失于片面。因为对话一书为反驳圭恰尔迪尼的历史著作而列举的若干事实同时也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所以在评价圭恰尔迪尼的历史著作时不能不予以关注。

在这里，我谨从这些事件中选取几例加以讨论。

（1）我们已经谈过圭恰尔迪尼有关皮罗·卡波尼英勇不屈的爱国主义姿态的描述，也提到了下列曾被当作卡波尼的名言看待的一段话，“因为人们要求一些与荣誉背道而驰的东西，所以就吹起你们（法兰西人）的喇叭吧，我们要敲响我们的警钟”。但在卢塞莱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可与之对应的相关记载，而圭恰尔迪尼原本是以卢塞莱的著作为依据的。对于此事，圭恰尔迪尼在其早年写作的《佛罗伦萨史》中也有记述，其行文与后来在《意大利史》中的记述大体相同，但也有一点不同，这就是他先前是让卡波尼如此说的，因为（法国）国王不想缔结条约，所以事态必须通过另外的方式来决定：“他要下令吹喇叭，他们要敲钟。”现在，让亚科波·皮蒂感到特别气愤的是，圭恰尔迪尼竟然会称赞这种行为，而它只不过是一种愚蠢透顶的举措而已。他用大致相同的方式讲述了事件的原委，但去掉了上列引言；就是在皮蒂著《佛罗伦萨史》（istoria fiorentina
 ）一书中，人们也见不到这样的话语。在这两本书中，皮蒂列举了一件能够说明（法国）国王性格温和迁就的事，这就是，有一位名叫欧比尼（Aubigny）的法国战地高级军官晋见国王，指责他在佛罗伦萨待的时间太长了。关于这件事本身，文森索·阿恰尤利（Vincenzo Acciajuoli）在其著作《P. 卡波尼的生平事迹》（Vita di P. Capponi
 ，第4书，第2章，第31页）中创立了一个与之有所不同的叙述传统。据此，当时曾经出现过一份告示，其上未登载国王的建议，而是刊有佛罗伦萨人拟定的条件，卡波尼从其秘书手中拿来这份告示并将它撕得粉碎。这是一种经过修正的描述，它使行为的进攻性大大减少了；卡波尼所说的话被记载为：如果我的要求有不公之处的话，你会吹响你的号角，而我会敲响我们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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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在阿恰尤利的最初文本中话是这样说的，然而即使在这里，讲话的口吻也不是完全肯定的，他只是说：“他们说他本人说过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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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尔第的书中，事情看上去就完全不同了。据此，谈判双方已经接近于达成共识，[42]而谈得最多的则是（法国）国王要求、城市却不愿意答应的总钱数。查理八世因此非常恼怒，并且宣称，他要下令吹响喇叭。对此，卡波尼回答说：我们要敲响我们的警钟。然后，他就准备与站在楼梯后的同事们一起离开。国王让他回来并且大笑说：卡波尼呀，卡波尼，你真是个讨厌的卡波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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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早就认识卡波尼了，因为后者曾以公使身份在法国待过。

人们看到，整个描述是建立在多么薄弱的基础之上。在那尔第那里，它看上去就像是国王的话和卡波尼的话的一种组合，但同时又与一种文字游戏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文字游戏大大削弱了其真正的意义。圭恰尔迪尼在《意大利史》中所讲述的那种情形是很难成立的。皮蒂把圭恰尔迪尼称赞卡波尼行为的做法说成是其党派偏见的表现，因为圭恰尔迪尼与卡波尼有着非常近的亲属关系。

（2）在描写查理八世撤退后共和国的第一次重建时，圭恰尔迪尼让两位发言人登场了，他们是帕格尔·安东尼奥·索德里尼（Pagol Antonio Soderini）和圭德·安东尼奥·韦斯普奇（Guid’Antonio Vespucci）。其中，第一位发言人推荐了一部宪法，此宪法与威尼斯实行的宪法一模一样；第二位发言人却坚决反对大众化的形式，就像他要对第一位发言人推荐的宪法作出回应一样。他说，雅典恰恰是因为这部宪法而毁灭的；就是在罗马，它也被证明是非常有害的。在佛罗伦萨，人人都认为自己最聪明，因此它完全无法实施。只有承认民众的适度权威，才能使民众变得平静一些，引导他们赞成既能使自己得到好处，也能使所有其他人都获得幸福的决议。如果听任所有人和每个人都无条件地随心所欲的话，人们就会遇到这样的危险，即民众越来越懒惰，不肯听从更睿智和更谦恭的市民的建议。对于作者来说，这些言论和类似的态度不啻一种犯罪；有人甚至说在这些言论当中隐藏着一种秘密毒药。这恰恰是两个党派之间的对立，而在所有共和制政府中，这两个党派自古至今都是相互对立的。

毋庸赘言，我们不想深入讨论这些问题。然而，对于圭恰尔迪尼的批评来说，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价值的，由此，纯粹的政治意义便突显出来了，而这种政治意义又被附加到编排进来的演讲之中。在其早年的《佛罗伦萨史》中，圭恰尔迪尼没有提到此类演讲中的任何一个，也没有列举任何演讲[43]的机会；但在《辩护》
[204]

 一书中，两者都被看作圭恰尔迪尼著作所固有的东西了。亚科波·皮蒂尚未觉察到，圭恰尔迪尼把一些虚构的演讲词编入书中，也没有就此提出异议；他只是谴责说，圭恰尔迪尼没有为大众事务做强有力的辩护。人们把演讲看作是这样一种自成一体的东西，即作者的政治讨论。

（3）对话有时也涉及外交事务。对于路易十二在征服米兰之后又开始考虑统治佛罗伦萨人的动机，这位历史编纂者（圭恰尔迪尼）已经作出了很好的阐释。可是，他断言，当时的佛罗伦萨政府请求（法国）国王委任博蒙特担任军队统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举措，主要是因为错误地相信博蒙特对本城市持友好态度，而在实际上，此事更多地涉及一位军事天才。如果它要求阿莱格里担任军队统帅，那么整个事态就会变得完全不同了。相反，皮蒂却提出了异议，他说，他能够证明做出这个决定的是科西莫，前几届政府的文件早已不再秘而不宣了，他本人就浏览过作战部门当时的往来通信。然而，他也说，在这些通信中，非常突出的一点是：市政当局已把选择军事领导人一事委托给国王了，并且之所以选中了博蒙特，主要是因为他深受鲁昂的红衣主教当布瓦斯的宠幸，而当布瓦斯又是博蒙特的伯父。

另一个因素则涉及皮斯特亚的事务。圭恰尔迪尼把下列情况算作当时佛罗伦萨政府的耻辱，即它没有采取预防措施，阻止潘恰蒂奇（Panciatichi）和坎切列里（Cancellieri）两派在皮斯特亚进行争斗。但在对话中，那位人民党人的发言人却证明，这一论断是错误的。根据现有的札记，他声称已有一个专门为处理此事而成立的委员会存在。马基雅维利便是该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根据圭恰尔迪尼的记述，由（法国）国王派遣来帮助佛罗伦萨人的伊姆巴尔特没有足够快地开展工作，相反他却对佛罗伦萨人令人费解的激动表示吃惊，因为人们一向把佛罗伦萨人视为极具涵养之人。在《辩护》中，作者依据更多的档案资料证实，佛罗伦萨人有充足的理由猜测，伊姆巴尔特与他原本应当反对的维泰尔佐·维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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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暧昧。他们向（法国）国王路易表示了他们的猜疑。路易当时恰好驻跸米兰，[44]他马上就给法兰西人的指挥官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命令他们要尽最大可能地帮助佛罗伦萨人。国王还召回了伊姆巴尔特。这件事因为下列情况更显得意义重大，因为维泰尔佐计划把皮罗·美第奇——他主要在奥尔西尼人当中有众多支持者——带回到佛罗伦萨。人们大概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即圭恰尔迪尼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他为他的同胞，也就是当时的人民政府，确实做了太多的事。

（4）圭恰尔迪尼在1511年指责正义旗手索德里尼的政府同意国王路易的意见，把比萨确定为他企图召开的宗教会议的地点。他说，这或者是因为索德里尼政府没有胆量说不，或者是因为它没有充分考虑到自己会因为同意路易的意见而陷入与教皇发生冲突的危险。然而，尽管此事是在市议会由150名成员所议定的，由于密不外扬，国王还是没有获得有关情况的准确消息。皮蒂认为这个指控是不公正的。按照他的记述，佛罗伦萨人在故意拖延了很长时间之后，才给国王一个详细答复。在1511年5月22日特里武尔齐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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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败了教皇—威尼斯联军之后，一些要求被紧急更新了。法国公使抱怨佛罗伦萨迟迟不让步，甚至威胁说，如果再拒不答应，国王将要用其他方法，也就是说要通过召回美第奇来举行宗教会议。

紧接着，皮蒂说，在以后几天，行政官和八十人会议做出了决定，同意与战果累累的国王交好；只是这个决议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做出的。此类讨论很值得注意，因为由此可以看到，在比萨举行一次新的宗教会议一事涉及佛罗伦萨人与美第奇的关系。

如果人们想要继续依据对话，重新论述一个党派针对另一个党派提出的所有反对意见的话，那么这对于圭恰尔迪尼是不公正的。圭恰尔迪尼对正义旗手索德里尼犹豫不决态度的责备，在很大程度上被皮蒂看作显贵们故意制造的反对态度的结果；显贵们因此承担了某些背叛的罪责，由此便导致了普拉托的损失和美第奇家族的重掌大权。皮蒂尊敬、钦佩正义旗手，并且把正义旗手看作一位政治英雄。《辩护》所具备的[45]一个特点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索德里尼曾经抵制过他的亲兄弟，即红衣主教的劝告——后者想把一个很不可靠的人扶上官位，甚至想让他担任首领；因为在他看来，此事不经过流血是不可能实现的。对此，我既不想否认，也不想认同。我在皮蒂写的历史书中并没有见到相关记载。但非常可疑的是，《辩护》的作者在自己的书中宣称，正义旗手竟然想让人重新恢复美第奇家族的统治地位，尽管是他身后的党派对立导致了这一结果。然而，皮蒂很有可能是后来在科西莫统治下出现的局势才形成上述观点的，在这种局势下，诸侯国和对反对显贵的共和国的回忆共同发挥着作用；皮蒂的批评也需要重新批判。现在已经真相大白的是，他对在圭恰尔迪尼《意大利史》中出现的事实论述的反驳和他对《意大利史》一书作者的党派偏见的抱怨，不是没有充分理由的；但若要对其言论加以认真考虑，只有联系这个时期包罗万象、复杂多变的佛罗伦萨历史才有可能。我们想要讨论的只是其中的一点。

（二）再谈圭恰尔迪尼的自我陈述

我们在前面已经触及了这个研究对象，而在皮蒂书中，该研究对象又在联系一个颇为重要的事件的情况下得到了进一步讨论。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在圭恰尔迪尼的一生中，参与平息1527年4月在佛罗伦萨爆发的骚乱可谓最重大事件之一。正如人们可以想象的那样，当时所有的人都激动万分，情绪高亢，因为恰恰在同一时间，波旁家族对罗马宣战了。为了保护动荡不定的佛罗伦萨免遭波旁家族的攻击，联盟者——法兰西人、威尼斯人和教皇——全都聚集到了该城市附近，而对于波旁家族的意图，大家都不十分清楚。

教皇克莱门斯委托科尔托纳的红衣主教西尔维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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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城市管理任务，后者与教皇的两个侄子——伊波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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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亚历山德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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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出发，以便迎接军队首领。但在城市内部却流传起了他已逃往别处的谣言，[46]这个谣言促使骚乱全面爆发了。那些聚集在市政大厅之前的民众，特别是那些青年，极力强迫市政官宣布教皇的侄子是叛逆者。但当红衣主教带领军队首领返回时，预先埋伏起来的1500名手持武器者却一拥而上。民众退出了广场，军队冲了进来。然而，闯入市政大厅的青年大部分出身名门，他们死守市政大厅不放。另一方面，威尼斯人的军队也被召集来了，人们担心，闯入市政大厅的青年贵族会在城内混战中被杀死，而整个城市则会遭到雇佣兵的劫掠。圭恰尔迪尼把他阻止了这种不幸结局的发生看作自己最大的光荣。正如他所记述的那样，他一直“以迅速做出决定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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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同着费代里戈·达·博佐洛，此人恰好怒气冲冲地走出市政大厅，而在市政大厅里他遭到了人们的侮辱。现在，他认为武力占领市政大厅是轻而易举之事，并且想要说服军队首领采取行动。通过指出这种行为有违于教皇的意志和公众的利益，圭恰尔迪尼使费代里戈·达·博佐洛改变了态度，军队首领则表示愿意做出许诺，保证没有人会因为其在白天的行为而受到惩罚。于是，一切又恢复了原样，和平再次得以建立。圭恰尔迪尼还抱怨说，他受到当事人双方的误解，以为是他把事情搞坏了。科尔托纳的红衣主教指责他阻碍了美第奇政府的巩固，而民众则说，他让他们做出了毫无必要的让步。我们暂不讨论，科尔托纳的红衣主教在多大程度上、正确地还是错误地解释了圭恰尔迪尼的意图。至少当他说圭恰尔迪尼错误地为了城市的利益而损害了美第奇家族的伟大，这并不是一种道义上的谴责。然而，是否所有事态都像圭恰尔迪尼所讲的那样发展，这一点很令人怀疑。根据佛罗伦萨其他作家的报道和《辩护》一书，害怕佛罗伦萨贵族闹事或城市遭受劫掠的主要是红衣主教希波、西尔维奥、里多尔菲等人，也是他们不顾乌尔比诺公爵的战争意图，提出了缔结和平条约的建议。费代里戈·达·博佐洛则自告奋勇地充当了对本城市持友好态度的法国国王的士兵。他带领几位高贵的佛罗伦萨人前往市政大厅。他在这里与被围困者达成了支持法国的协议；因为法国与皇帝之间的对立高于一切。他向执政团发表演说，在这里，他所讲的不是自由，而是不要成为皇帝军队的战利品。他还说，即使没有成为皇帝军队的战利品，[47]面对已经进入城内的友好之师，他们的处境也不安全。他请求执政团承认美第奇家族的最高统治权，而对所有参加闹事的人则许诺实行大赦。紧接着，正义旗手进来了，费代里戈请求联盟首领原谅佛罗伦萨人的骚乱。后者接受了这个请求，于是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就被要求起草投降书。对此，他作为法学博士应当是驾轻就熟的，于是他进入了市政大厅，以便完成此项任务。

圭恰尔迪尼的记述被皮蒂评价为混杂着虚荣心的痴人说梦。而在城内发生了什么事情，所有的一切本来是如何由抵抗皇帝的意图引起，以及由此出现的不便之处（Inconvenienzen）等等，人们都可以在那尔第写的历史著作中看得清清楚楚。当费代里戈和圭恰尔迪尼出现的时候，被围困在市政大厅里的人们早已商量好了，一致同意缔结一个条约。后来有些人又不想接受这个条约了，因为它只能为他们提供一种军事安全。然而，人们总是可以怀疑，是否尽管如此，圭恰尔迪尼的记述仍值得信赖。在读到圭恰尔迪尼本人当天在日记（Datario）中写下的报告时，最后的怀疑又会产生；该报告现在被收录于《未刊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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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事情看上去很简单：市民们要求拿起武器——正如我们在那尔第写的书中看到的那样——为保卫自己的城市而战斗；科尔托纳最终批准了市民的要求，此人即使在圭恰尔迪尼的书信中也被说成是一个可怜的摄政。但在市政大厅内，人们却不太愿意动刀动枪，只期望改变政府。在这种无序状态下，已经进入城市的士兵们十分恼怒，一再向市政大厅发出威胁。于是，费代里戈·达·博佐洛和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急忙进来，力劝人们缔结和约。圭恰尔迪尼在其《意大利史》一书中描述的他本人所发挥的作用，在这里没有一点踪迹可循。因此，人们不能否认，他的讲述是很值得怀疑的。

人们或许能够允许我在此处的讨论中再[48]附带谈一谈另外一件事，对于此事，我们同样从圭恰尔迪尼本人的著述中摘取了某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要素。此事涉及前面已经提到的勒佐保卫战，正如人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圭恰尔迪尼也把这场战役算作自己的一项巨大荣誉。在弗朗索瓦一世和卡尔五世之间的战争（1521）爆发后，法兰西人准备对圭恰尔迪尼治下的勒佐发起进攻。圭恰尔迪尼在其《意大利史》中，对这一事件作了甚至有些烦琐的详细描述。据此，人们可见莱斯坎——洛特雷克的兄弟——率领400名使用长矛的骑兵出现在勒佐城前。他声称想认识一下总督圭恰尔迪尼，并与之进行一番对话，圭恰尔迪尼遂到了城门。法兰西人抱怨说，逃离米兰的人在教皇辖区内获得了接纳。圭恰尔迪尼回答道：更糟糕的是，法兰西人的一支军队企图入侵教会国家。就在他们对话的时候，位于另一个城门前的法兰西士兵试图闯进城里，而那个城门碰巧被打开了。鉴于此，守候在城墙上的卫兵恼怒了，马上对着陪同莱斯坎前来但又与之保持着一段距离的法兰西人开了枪，亚历山大·特里武尔齐奥身受致命的创伤，其他人则跑掉了。如果人们不考虑正在同莱斯坎对话的总督，也向莱斯坎开枪射击的话，莱斯坎极有可能丧命。莱斯坎很害怕，并且抱怨对方背弃了向他许下的诺言。总督抓住他的手，尽力给他一些安慰，要求他听从自己的安排。但在法兰西人的军队中，声称其统帅被俘的传言却迅速传播开来；人们四散逃亡。总督说服莱斯坎，使之承认混乱局面是从法兰西人方面开始的，然后释放了他，正如他从教皇那里获得的指令那样，他也不想与国王为敌。法兰西人逃跑了，其军事统帅落入圭恰尔迪尼手中；而圭恰尔迪尼又显示出了某种宽宏大量，最终主动释放了法兰西人的军事统帅。

然而，这个小小的变故，在圭恰尔迪尼于事发当天亲自写给红衣主教朱利亚诺的报告中，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莱斯坎和圭恰尔迪尼的确在勒佐城门前进行过会谈。莱斯坎来的目的，原本只是要搞清，出逃者所得到的保护是出自教皇的命令还是圭恰尔迪尼的个人安排。圭恰尔迪尼解释说，他与教皇的关系完全不同于莱斯坎以及洛特雷克与国王的关系。国王允许他们（莱斯坎和洛特雷克）有一定的行动自由；与之相反，他却必须事事请示教皇。就出逃者一事来说，他已经打了报告，但尚未得到答复。对于这种解释，莱斯坎并不感到满意。[49]他说，他也给罗马方面写了封信，他准备待在勒佐城的城门前，直到教皇答复的送达，因为圭恰尔迪尼曾经对他说，教皇的答复当日即可送达。对此行为，圭恰尔迪尼表示抗议：只要法国军队驻扎在这里，他就不能赶走出逃者。莱斯坎回答说，他将把此话告诉给他的将校们。他让人给他点喝的东西，最后还说，他要前往柯勒佐（Correggio），以便也在当地向出逃者进行询问。说过这些话以后，他就调头回到他的部队中去了。

在这里，人们看不到任何在《意大利史》中被加以大肆渲染的东西，例如莱斯坎的恐惧、圭恰尔迪尼的宽容等等。然而《意大利史》所讲述的敌对事件并非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实际上，当时的确有人向法兰西人开过枪。但在圭恰尔迪尼的书信中，读不到法兰西人因此受到惊吓并迅速逃逸的说法。圭恰尔迪尼所强调的是，法兰西人没有前往柯勒佐，而是去了帕尔马（《未刊著作》，第7书，第281页）。此外，对此事件的评论和有关此事件的论述的评论，也是不利于圭恰尔迪尼的；圭恰尔迪尼在写作其历史著作时，似乎主要关心如何突出他本人的功绩，而不是为了揭示事实真相。这个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不能不考虑这样的问题，即是不是圭恰尔迪尼的侄子、《意大利史》一书的编辑者，因为偏爱而故意捏造事实，美化其伯父呢？是不是他在《意大利史》最终成型时添加了许多东西，并且其数量之多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三）《未刊著作》的边注

正如人们可以假定的那样，对于作者的性格特征，对于他的著作的评论和补充，《未刊著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

在自传性的札记（第10书，第33页及以下数页）中，还有一些十分受人欢迎的报道，它们不仅涉及许多个人情况，也涉及若干历史事件——只是这些札记数量有限，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多，这是很令人遗憾的。至于其具体写法，我们可以通过举例以观一般。当圭恰尔迪尼讲述他通过出使西班牙而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时，他就对当时的一般局势[50]做了比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还要清楚的交代。他与西班牙的关系是他与威尼斯的关系所无法比拟的；后者缺少个人因素，仅仅涉及一些与当前政治相关的事件。但从圭恰尔迪尼的其他札记中，人们可以看到，他与天主教徒费兰多交往甚笃，关系很好；他称赞这位对他恩爱有加的国王是一位品质高尚、意图善良的人（in verità è uomo，che ha grandissime parti e buona intenzi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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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其历史著作（第12书）中，善良的意图似乎更多的是掩饰征服欲望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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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圭恰尔迪尼穿插于其叙述中的一般性注解，使得《意大利史》深受人们的赞许。而那些从一般事件中提炼出的抽象概念几乎都彰显出了某种睿智和幸运，同时又是其他人应付类似情况的良好建议。圭恰尔迪尼颇具把适当的一般性反思与他本人的亲身体验联系起来的自然天赋。很早以前，他就因为一系列这样的反思而为人所知了；在皮蒂的对话中，它们也被时常提及，并且只要它们包含有某种政治意图就会受到严厉指责。而在新的汇编著作《政治和民间事务记录》（Ricordi politici e civili
 ）中，它们更是大量涌现。它们与马基雅维利的直观有很多类似之处，而在这里，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时常会逐字逐句地再现出来。在此，人们很容易回忆起德·拉·罗什富科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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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准则中，人的行为和活动被看作是纯粹受自恋自爱和自私自利之心驱使的。而在圭恰尔迪尼那里，个人的利益也被看作完全正当和可以获得准许的人的行动的杠杆，并且是在最尖锐的意义上说的。然而，人们不能忘记，圭恰尔迪尼所说的利益包含道德伦理在内。比如，在其他建议之外，他也提到过这样的建议，即忘恩负义并不妨碍人们行善，因为在行善中就存在着某种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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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这样说似乎背离了精神的提升。或者，他毫不在意外表的优雅华丽，经常邋里邋遢，衣帽不整，而不修边幅又与外表的高尚和庄严相关，并且会使之受到损害，因为人越是受到尊崇，他就越接近于神圣——谁又不想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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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时时刻刻都密切关注着[51]世界上的重大事务。他曾经有言称，他还想亲身经历三件大事，一是在佛罗伦萨建立一个机构完备、设施健全的共和国，二是使意大利摆脱所有野蛮人的统治，三是消灭世界上的教士专制。多么崇高远大的见解，若是它们能在某个人的生前全都得以实现，那该多好！遗憾的是，这些见解在汇编著作中因为与许多毫无意义的琐事联系在一起而被遮蔽了。

如果有人想对作者的性格特征有一个总体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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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部《警告》以及其他的、在《未刊著作》中得以公开的档案资料便值得认真考虑。但在描述历史事件方面，它们并没有多大价值。

相反，那些来自圭恰尔迪尼《评论》一书的报道却对他编写他的历史著作相当重要；在这里，我们进一步接近了他的工作间。圭恰尔迪尼的本性之一便是能够在一些值得怀疑的决策上坦诚地表明他的支持和反对态度。在出使西班牙期间，他所面临的一个问题便是，是否同意伟大的队长贡萨洛、那不勒斯的征服者，再次前往意大利。对此，当时已与费兰多结盟的威尼斯人向他提出了充当联盟领导者的要求。究竟可以说些什么以表明支持或反对态度？圭恰尔迪尼在两份《评论》中作了回答，他又赋予这两份《评论》以这样一种形式，就像他要把它们直接呈交贡萨洛本人似的。现在，他也讨论了在主持意大利事务方面可能的或建议采取的决策。我们仅举一例来看。对于当时的事件，特别是对于威尼斯的历史来说，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之一便是马克西米连的下列企图，即在1507年进军意大利，以便再次征服米兰，获取皇帝的桂冠。因为威尼斯已与法国结盟，并且一直保持着盟友关系，于是便发生了一场战争，而在战争过程中又形成了康布雷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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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王和皇帝联合起来一起进攻威尼斯。这样，问题就出现了，并且这个问题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事后，都是无法回避，无法置之不理的。如果威尼斯人与马克西米连结盟反对法国，是不是更好？圭恰尔迪尼就此在两份《评论》中阐述了支持和反对意见，他认为这两份《评论》会在威尼斯市政会得以发表，或者更准确地说，可以得到发表。很显然，这更多的是政治敏锐性[52]演练而不是历史学讨论。这些《评论》已被收入《未刊著作》（第1书，第227页及以下数页）。但在那里，对话者的名字没有被列举出来，只是在《意大利史》中，作者才说，一种意见是由尼科洛·福斯卡里尼（Niccolò Foscarini）表达的，另一种意见则是由安德里亚·格里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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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达的。在《意大利史》一书中，作者在第一个演讲中附加了几个引导性词语，然后才是同样的思想。而《评论》则以下列文字为开端：困难在于，考虑如果我们在这里拒绝他的申请，罗马人国王是否将加入与法国的联盟。
[220]

 在福斯卡里尼的谈话中，言者称：我们做出这一决定所依赖的主要理由，在于弄清楚我们之中究竟有多少人相信，在失去与我们的联盟关系之后，法国国王与罗马人皇帝之间会形成一种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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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格里蒂的对话中，开场白与《评论》上的记载（《未刊著作》，第1书，第233页）截然不同，因为此开场白看上去太一般化了；一旦言者谈到事情本身，其言论便高度精练了：



	Discorso（Op. ined. I，234）
	Historia（libro VII，270 C）



	A me，quanto più ci penso non può
 per conto alcuno essere capace che il re di Francia o per sospetto di non essere prevenuto di noi，o per cupidità
 di recuperare i membri antichi dello stato di Milano，si accordi col re de' Romani a farlo venire in Italia a’ danni nostri.
 ［意大利文：《评论》（《未刊著作》，第1书，第234页）］
	
Non
 mi può in
 modo alcuno essere capace che il re di Francia，o per sospetto di non essere prevenuto da noi o per cupidità
 di quelle terre che appartenevano già al ducato di Milano，si accordi col re dei Romani a farlo passare in Italia contro a noi
 .［意大利文：《意大利史》（第7书，第270页）］



	就我个人来说，我越想越觉得我们应该相信法国国王出于对我们的怀疑，以及他自己对于重新获得过去米兰共和国的领土的贪婪，会与罗马人皇帝达成一种协议，把他引到意大利来，对我们造成损害。
	法国国王出于对我们的怀疑，以及他自己对于重新获得过去米兰共和国的领土的贪婪，会与罗马人皇帝达成一种协议，把他引到意大利来，对我们造成损害，这种事不大会发生。




恰恰这个问题对于考察艾达河畔吉亚拉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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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的一般局势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圭恰尔迪尼把问题置放于其中的那个视角里，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被提出来。法国和威尼斯之间的不和，导致了康布雷同盟的形成，而这种不和又是由于下列情况产生的，即威尼斯人拒绝国王的要求，不同意在他们与马克西米连缔结的停战协议中把国王的盟友格尔德恩公爵（Herzog von Geldern）也包括在内，这就使后者陷入了被马克西米连消灭的危险境地；而这一胜利，又迫使路易十二因其与德国的关系不得不预先采取行动。在缔结停火协议时，人们原本可以商谈把[53]公爵接纳进来一事，可是商谈并没有进行。因为所有事情都取决于人们与马克西米连签订的完全符合其要求的停战协议本身，并且该停战协议绝不可以被想象得会比皇帝提供给它的优惠更好。对于这个实际情况，作者并非一无所知，但他没有把它看得多么重要。然而，他却把康布雷同盟置于所有事务之前，并且认为它是出于法国国王企图强占威尼斯拥有的米兰城市的愿望。

在《佛罗伦萨史》一书中，圭恰尔迪尼曾考虑到一次类似的商谈（Deliberation），而这次商谈是就同一事务但较早在佛罗伦萨进行的。问题在于，人们是否应当用金钱来支持马克西米连的军事行动？人们担心这样做会疏远了法国国王，并且因为不得不征收新捐税以提供资金，同时也会疏远人民。在这里，圭恰尔迪尼是很内行的，他所说的一切都有根有据。他对此事记忆犹新；《佛罗伦萨史》一书恰恰是在同一时期写作的，正如我们所发现的那样，作者在第23章（《未刊著作》第3书，第250页）明确提到1509年2月是其开始编纂的日期。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佛罗伦萨史》，即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的早年之作，它构成了《未刊著作》第3书的主要内容；我们试图通过几个事例来探讨这两部著作之间的关系。在这两部著作中，吉罗拉莫·萨伏那罗拉的形象都占有突出地位。只要简单浏览一下圭恰尔迪尼在《意大利史》（第2书）中对于这位修道士的第一次出现和所发挥作用的记述，人们就会看到，其观点与原先在《佛罗伦萨史》一书中表达的观点有所不同。在《佛罗伦萨史》一书中，观点是较为简单、新鲜和可靠的，而在《意大利史》一书中，事情讲得就好像事态后来的发展都被全盘掌握了似的。在对萨伏那罗拉的结局进行历史描述和意义评估方面，两部著作之间的差异特别明显。在第一部著作中（第17章），作者流露出了对修道士的某种同情心，并且还带有些许惊奇，而在第二部书中所有这一切均已荡然无存（第3书的结尾）；这两部书就像是出自两位不同的作者之手一样。

相反，在另外一些地方，例如在论及法恩扎被占领一事时，《意大利史》和《佛罗伦萨史》在行文方面有一部分是完全相同的，并且这种情况的出现绝非偶然，前者只是后者的扩充。对阿斯托雷（Astorre）的极度厌[54]恶被以相同的方式用一句“如同您说”（come si disse）来表达（《未刊著作》，第3书，第240页；《意大利史》，第4书）。但是《意大利史》一书进一步讲述了政治局势的发展，而第一部书对此则一无所知：从切萨雷手中把博洛尼亚解救出来，这是由于法国国王的直接干预而实现的，不是像作者在《佛罗伦萨史》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仅仅通过几次金钱交易。

在讲述切萨雷进攻佛罗伦萨地区的事件时，作者在《佛罗伦萨史》一书中把重点放在以下方面，即民众把侵略事件本身和与之相关连的希望恢复皮罗·美第奇统治地位的企图都归咎于显贵们（Optimaten），以至于显贵们的家园也遭到了被抢劫的危险。相反，在《意大利史》一书中，作者宣称，切萨雷本人是反对皮罗·德·美第奇的，虽然也是因为他在比萨求学时曾经受到皮罗·德·美第奇的苛待。

在讲述有关切萨雷和奥尔西尼人的事件时，作者在《意大利史》一书中对《佛罗伦萨史》的资料做了些许调整。例如，在后一本书中，作者把征服乌尔比诺一事放在奥尔西尼人做出敌视切萨雷的决议之前（第3书，第288页），而在前一本书（第5书）中，作者则把它看作已经建立起来的联盟的后果：原先属于成果的东西，现在却成了新的动机。在《佛罗伦萨史》一书中，作者的关注点始终不离佛罗伦萨。人们在这里看到，博尔贾自动转向了城市，奥尔西尼人从他们那方面也是如此。但是后者未能兑现他们对比萨做出的许诺，所以佛罗伦萨人做出了恪守中立的决定。在《意大利史》一书中，作者再一次讲了他在《佛罗伦萨史》一书中所说的关于联盟者的疏忽大意的话，并且反思道，他们错失了良机；而在《佛罗伦萨史》一书中，所有的一切都因为下列情况而显得更加清晰，这就是在法国国王发表了声明之后，威尼斯人同意了教皇的帮助，佛罗伦萨人同样如此。相反，在《意大利史》一书中，突出强调了联盟者——他们都只考虑自己的忧患得失——的个体利益和他们与切萨雷进行的谈判。

我不认为有什么地方依赖的是马基雅维利描述瓦伦蒂诺公爵遇害方式的出使报告（Relation Macchiavells del modo tenuto）。关于亚历山大六世的灾难，两者的论述从总体上讲是一致的，只是在观点方面，人们可以看到某种程度的不同。在《佛罗伦萨史》一书中，教皇的最终意图看上去更加广泛一些，[55]而对于教皇的死亡和有人下毒等事的判断，作者也不像后来那样不容置疑；对教皇的性格刻画更明显地表达了同时代人对于亚历山大的个性的看法。他是在充分享受了幸福和荣耀的情况下死去的，“总之荣耀和幸福”（in somma gloria e felicità）。他看上去像是一位积极好动、富有胆量和判断力的男人，“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一个伟大的法官和首领”（fu uomo valentissimo e di grande giudico ed animo），正如他的行动所证明的那样。但是他的政府确实是属于卑鄙下流那一类，正如他最终登上了教皇宝座这一点所显示的那样，“他既丑陋又邪恶，身体和灵魂中都充满罪恶。但他强有力地管理着教会的行政系统，每一项指令，不论有多么邪恶，总能付诸实施。他既好男色又好女色，并且贪得无厌；他在当政时期曾经出卖过救济金、特许状、教廷宽恕状。他毒杀了许多教士和主教，即使是那些对他最忠心耿耿的也不放过，在他那里没有宗教，没有信仰的庆典，毫不在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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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意大利史》一书中出现的对有关事情的评论，在拒绝方面，态度是同样强烈的，甚或更加强烈和更加笃定，但表达得更一般化。人们看到，这些事情已被扯远了。恰恰在这些段落中，作者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阐明了他的全部思想。有些相同的句子也出现在《意大利史》一书中。

在《佛罗伦萨史》一书中，作者在谈到新的教皇选举时，只是简单陈述了红衣主教当布瓦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怀有的希望，特别通过阿斯卡尼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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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支持；直到教皇选举会议（Conclave）召开，所有的一切都证明是骗人的。相反，在《意大利史》中，作者更进一步地写道，人们之所以不能对阿斯卡尼奥抱太大期望，主要是因为法兰西人的强大断绝了他的家族的希望。在《佛罗伦萨史》中没有出现的东西，即切萨雷通过不断向西班牙红衣主教施加影响而使他产生的希望，从一开始就被看作是欺骗性的，因为按照人之常情，红衣主教并不认为自己深受被博尔贾所接受的善举的约束。

我们暂且打住。到处都显示出同样的精神：在早期的著作中，他更鲜活，更具地方性，更直截了当，而在晚期的著作中，因为阅历的增加和对世事的了解，他更成熟，更具广阔视野，虽然没有变得更深刻，但基本上是与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般境况相符合的。

如果想要从整体上评价圭恰尔迪尼的贡献，想要理解他的历史著作使人产生的印象，[56]就必须从下列情况出发，即当时的所有历史著作都是区域性的，自然带有地方特征，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特殊立场观点和家乡利益写作的。圭恰尔迪尼特立独行，超越了所有这一切，正如我们在把他晚年的著作与早年的著作加以比较时所看到的那样。非佛罗伦萨的事件受到了更加详细的描述，不直接涉及共和国自身的军事行动也更受强调。重大的政治关系到处都显得更有效，更有影响力。人们看到，这一点恰恰与圭恰尔迪尼自从出任大国公使一职以来所占据的地位有密切关系。他后来也与教皇建立了联系，并以教皇最得力助手之一的身份活跃于世。他由此置身于当时的一些重大事件的中心。他始终是一位佛罗伦萨的显贵，但同时又是一位国务要员，活动于拥有巨大能量的局势之中。与此同时，他又不无歉意地声称，他不赞同教士统治体系，他的地位也颇有些特殊：他尽管跻身于教会国家的高级官员之列，但却是一个俗人。罗马教廷及其政策几乎构成了圭恰尔迪尼最主要的关注点。然而在此，他对于时下发生的重大事件，即教会对教皇的背叛，却几乎漠不关心。他曾经说，教士们的行为充分暴露了他们贪得无厌且优柔寡断的本质特征。他想效仿马丁·路德，但是马丁·路德在教义上的背叛行为又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在摆脱所有从教会史角度考察现实世界的关系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他认为，这个角度只会导致他作出片面的解说，使他依附于一种特殊利益。如果我们恰恰在这里感受到了他的著作之所以能够引起轰动效应的原因和根源的话，就一点也没搞错。它适应了一种现代精神的发展趋势，而这一趋势愈来愈明显，以至于到18世纪时促成了一种普遍信仰。圭恰尔迪尼在现实世界的地位恰恰是身兼佛罗伦萨的显贵和教皇的国务要员。然而，如果他仅仅是这个或者仅仅是那个的话，他的立场观点就会受到局限。他同时既属于这个又属于那个，这种双重身份再一次使他获得了解放，使他拥有了一种一般性观点，也使他的《意大利史》独具特色。它一直而且也必须被视作我们所拥有的伟大历史学作品之一。[57]只是我们不能盲目相信可以从书中获取有关重大事件的客观事实。对于研究和论述来说，还存在着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

第二章　弗朗索瓦·比奥凯（又称贝尔卡利乌斯）

贝尔卡利乌斯（Belcarius）所写的《高卢记事》（Commentarii rerum Gallicarum
 ）是一部非常优美的拉丁文著作。作者是一位主教，为了最终能够实现他在青年时代就怀有的写作历史的愿望，他离开了他的主教辖区，回到了拉·克莱斯特（la Chreste）修道院。当他开始写作此书时，已经六七十岁了。大概此书在以后很长时间里没有得到广泛利用，但穆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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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保证说，在他写作法兰西历史的时候，此书为他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而西斯蒙第也在其《意大利史》一书中不厌其烦地屡屡加以引用。

这是一部篇幅庞大而且印刷紧凑的大开本古书；其所涉及的年代从1461年直至1566年。在这里，我只谈一谈其论述1494—1530年这个时期的历史的内容，也就是此书的第5—20书。从这一部分的内容来看，贝尔卡利乌斯只是用优雅的拉丁文对圭恰尔迪尼著作进行了再加工而已。这一点开始于圭恰尔迪尼著作第1书。圭恰尔迪尼在书中第63页写道，“在签订了这个协定之后，卡尔从那不勒斯前往布拉恰诺，维尔吉尼奥最重要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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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比奥凯在其书第5书第173页把这句话改写为：“在与乌尔西尼斯一起按这种方式安排好各种事务后，他离开那不勒斯前往布拉恰诺，维尔吉尼奥地区最重要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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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摘要为：“他从那不勒斯去了布拉恰诺”，然而这些忠实的添加语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翻译的特征。现在，意大利文原著继续写道，“他派遣高级教士路易吉·达拉格里阁下（Luigi Monsignore d'Allegri）率领500名雇佣兵和2000名瑞士士兵前往奥斯蒂亚，这样一来，在跨过台伯河之后，他们与科隆纳人联合，企图进入罗马，并希望在他们阵营中的罗马人的帮助下达成这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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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文著作——尽管不是恶意地——却把这一段表述为：“他派遣路易吉·达拉格里率领着500名装甲骑兵和2000名瑞士士兵前往奥斯蒂亚城，这样，在跨过台伯河之后，他们可以加入普洛斯彼罗和法布里齐奥·科隆纳统帅的军队，希望在阵营中的罗马人的帮助下，一举攻克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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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在这里或前或后地添加了几个意义不大的词语。然而，即使在修辞方式上，他也是步步紧趋圭恰尔迪尼。[58]圭恰尔迪尼在他的书中写道：“整个宫廷与罗马的市民在极大的动荡与畏惧之中要求议和；毕竟处在这种危险境地中的教皇没有任何保卫自己的手段。教皇认为他们（罗马人）没有给他（西班牙国王）任何缘由，因为他们从未进行抵抗，不论是在权威上、建议上还是军事上；因此，他认为国王应该像他们相信国王那样给予他们同样的信任。”
[230]

 比奥凯则是这样表述的：“巨大的恐怖使罗马的居民陷入惊慌，红衣主教以及其他教廷的成员也无不如此，他们要求教皇亚历山大与卡尔达成协议。同样，教皇自己也愿意这么做，但是在这种困难之中他有些犹豫和拖延。因为发动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的那位诸侯背叛了他曾经宣誓效忠的卡尔，打算通过商议、权威以及武力阻止西班牙国王本人的到来。教皇害怕卡尔无法完全相信他，而现在他弄巧成拙。”
[231]

 如此等等；只有当比奥凯否认皮罗·卡波尼的勇敢却不列举任何理由，当他把他的独创言论——即亚历山大之所以害怕宗教改革，是因为他是用卑鄙手段获得教皇职位和行使教皇职权的——悄无声息地转变为对在宗教运动中和平局面岌岌可危的回忆时，人们才会感觉到这位讲过和写过反对加尔文演说的法兰西人和主教的存在。如果人们现在发现，就连对比萨事件、皮罗·美第奇回归（佛罗伦萨）的企图，以及一些演讲词——如果人们愿意比较的话，例如特里维桑
[232]

 和格里马尼
[233]

 的演讲词（第224页和第225页）——的记述，都不外乎从圭恰尔迪尼那里翻译而来，并且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结尾（如贝尔卡利乌斯在其著作第20书第40页对卡泰丽娜·美第奇的婚姻
[234]

 的记述是取自圭恰尔迪尼著作第20书第553页的记述），那么人们就不会有多大兴趣把这本书与意大利文著作从头到尾逐段进行比较了。那么，对于那些少量的，甚至在翻译段落中也可以看到的添加语，人们又当如何看待呢？人们不会有太多新鲜感，因为他只在专门论述法兰西历史时才有所添加补充，而对于法兰西的历史，圭恰尔迪尼的论述是十分简略的。人们必须承认，他没有把这一块的历史写全。让我们来看一看下列论述阿斯佩罗（Asperaut）在1521年进犯西班牙边境的段落吧：“领到军饷之前的几天，科隆纳在自己贪欲的驱使下，遣散了他的部队，想走的人需要交还半数的军饷。[59]武装起来的西班牙人意识到法国人在征服纳瓦拉王国之后并不满足，还要进犯其他地区，联合起来进攻并且击溃了阿斯佩罗剩下的一半部队。他们杀死了很多人，弄瞎了阿斯佩罗的双眼以示惩罚，他们也俘获了图农和许多其他贵族，其他的人则逃入山中。”
[235]

 这段描述虽然就其核心内容而言表达了这样一种错误思想，即认为西班牙人出于对祖国的爱而自动和解了，因为西班牙城市和贵族起义已被完全镇压下去了，这个错误思想与圭恰尔迪尼是一致的，但却并非出自圭恰尔迪尼。我之所以逐字逐句地详细引用，主要是为了说明，他们同样是逐字逐句地抄袭贝莱的《回忆录》。要揭示这一点并不需要多么敏锐的洞察力。贝莱在其书第1书第22页中写道：“因为这些步兵最近才领到他们的薪饷，而那些想走的人必须退还一半的薪饷才能离开。这些钱得到了很好的利用（我不知道是不是也照顾了归队者的利益）。”
[236]

 那些西班牙人，他们（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武装起来，一部分人对抗另一部分人，他们眼看着法国人不仅仅满足于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土地，而是要征服他们（西班牙人）的国家。西班牙贵族与自治的城市达成了一致，并且发现前文所提的阿斯佩罗领主（其武装力量已经四分五裂了）及其军队开始了对抗，结果阿斯佩罗领主被俘，遭到拷打以致失明，同时被俘的还有图农的领主以及其他好几个正派人。剩下的人通过山路逃跑了。

可以猜测，如果这位耄耋老者自己编写其书的话，他会将其所搜集利用的史料一一注明。他的遗产将因这一工作而变得无比丰厚。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它没有附加任何原始资料，仅仅是向人推荐了一位编写过法文、意大利文和德意志—拉丁文字典的作家。

第三章　马里亚纳[60]
[237]



当从意大利史家转向马里亚纳时，人们既会对新消息的数量之多感到吃惊，又会对论述的简练、格言警句的充盈、思想观点的丰富和立场态度的坦率感到敬佩。他是一位耶稣会士，但并不事事依顺教皇，恰恰相反，他赞誉萨伏那罗拉，谴责亚历山大六世，“在违反神圣法律，违反预兆，违反全体公平权利的情况下，他让切萨雷（Cesar）从教士等级中脱颖而出”。
[238]

 他虽然是一位西班牙人，但并不盲目服从他的国王；他满腔悲愤地描写了征服那不勒斯的战争。他之所以用比较克制的笔触描写费兰多，主要是因为他把后者的优良品质视为个性，把他的恶劣习气视为所有诸侯都自然而然地具有的。然而，对于他来说，西班牙是世界上的头号国家，他尤其迷恋西班牙的伦理道德，但是首先，他也把葡萄牙人算作同类人，大概没有人像他那样把阿方索·阿尔布开克
[239]

 的结局讲述得既如此简明扼要，又如此文采激昂、生动有趣和扣人心弦；第二，正如他经常讲的那样，天主教徒费兰多像是站在一个高高的瞭望台上，俯瞰欧洲所有事务，他也把他的眼光从卡斯蒂利转向尼德兰、英格兰、德国和美洲，从葡萄牙转向非洲和东印度，从阿拉贡转向西西里、意大利和全部的内海；他拥有一个欧洲共和国的概念，一个基督教大联合的概念。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经常发出这样的感叹：“哦，一群生来就适合当奴才的人！哦，这是人民的不幸！”
[240]

 人们乐意忘记那个超越所有个体的永恒道德，而这些个体往往会使得较高级的关联隐而不见。人们在他身上总是会看到一种诚实满足的情绪。

如果人们对他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这无疑是人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的最艰难的工作之一，仔细甄别他对莱布利夏的安东尼奥
[241]

 、彼得鲁斯·马提尔
[242]

 、卡拉亚瓦（Carajaval）、阿尔瓦·戈麦斯
[243]

 等人的评论，并且阅读组里塔的著作——据我所知，他不指名地把组里塔称作他的情报提供者，马上就会大吃一惊，人们会发现，马里亚纳的所有重要资料几乎都取自组里塔。我曾经对这两个人的著作进行过彻底研究，[61]但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可以说明马里亚纳究竟依据了哪些原始报道。我在研究过程中还经常有机会把马里亚纳的名字换成组里塔的名字，而且，一些为后者所特有的东西，也被特别地写进来了。然而，组里塔的著作是在1579年呈给阿拉贡代表团的，而马里亚纳的后5书却直到1605年才问世。到底谁利用了谁的书，显而易见，可以说是毋庸置疑。并且，与其后继者相比，组里塔的著作内容更丰富，更有教益。现在，为了说明马里亚纳是如何利用他所参考的原始著作的，我们谨将组里塔著作的第2卷第8书第164页与硕特（Schott）编辑出版的马里亚纳著作的第29书第17章第277页加以对比。

组里塔写道：“普列戈侯爵（Marques de Priego）佩德罗·埃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Pedro Hernandez de Cordova）和卡布拉伯爵（Conde de Cabra）关系密切，他们俩被人轻视，因为国王几乎不理他们。而他们俩也在那个省的事情上并不因为自己的身份和朋友关系而自视强大。国王给予他们赏赐，封他们为‘卡斯蒂利的伟人’，让他们回去。”
[244]

 马里亚纳将这些文字稍加变动，把被归结为两点的东西总结为一般意见。他写道：“巴埃蒂奇（Baetici）人的领袖不情愿地承认，当费兰多国王首次回到西班牙的时候，他们的意见均未被国王接受。国王保留了很多卡斯蒂利人领袖的善意，对于那些不屈从于权力和财富的人毫不留情。”
[245]

 在这里他添加了这样一种观察，此观察本身是完全正确的，但并没有提供任何对相关事实的新认识：“憎恨总能使外国人感到不自在，但毕竟还能保持外在的尊严。”
[246]

 然后他暂时离开了他所依赖的作者，补充道：“在其他人面前，普列戈侯爵、P. F. C.和E. C.控诉了帕拉蒂（Parati）的恶行，并且说明了如何向他复仇。”
[247]

 人们注意到，在最后一句话中，他试图做一个比组里塔更好的过渡。组里塔只是说：“他们如此怪异并且也不占上风，在科尔多瓦有一些声音。法院的长官们将其中一位有罪的人判为囚犯后，科尔多瓦的堂胡安（don Joan）主教的一些仆从赶来，手里拿着武器吵吵闹闹地从皇室官员那里救出囚犯。”
[248]

 马里亚纳以更简短和更符合古典论述风格的方式来讲述这一情况：“国王的官僚似乎害怕科尔多瓦发生民众暴动，打算杀死在押的一个囚犯。科尔多瓦主教、廷臣胡安（Johannis Atiae）以武力强行带走了那名囚犯，以防止那犯人被送进监狱。”[62]
[249]

 但内容完全相同。对于组里塔的下列语句——“这个事情在短短几天内传播到整个王国，布尔戈斯（Burgos）的国王令王室的教士长官埃尔南·戈麦斯·埃雷拉（Hernan Gomez Herrera）和一批人骑马前往科尔多瓦，调查这个骚乱事件。为了能够更自由地进行调查，人们要求普列戈侯爵和他的哥哥堂·弗朗西斯科（Don Franzisco）离开科尔多瓦”
[250]

 ，他以同样的方法表述：“布尔戈斯的国王被这种鲁莽行径困扰，从他那里派遣了埃尔南·戈麦斯·埃雷拉，一位宫廷之中负责审判重罪的官员，让他在审讯之后将他们绳之以法。”
[251]

 而在西班牙文本中紧接着出现的内容，马里亚纳还为后来者保留了下来。组里塔继续写道：“长官埃尔南·戈麦斯·埃雷拉在调查中了解到，侯爵是在与国王商量好后才动身离开的。”
[252]

 马里亚纳是如何照样复述这一点的呢？他添油加醋地说：“抵抗得到国王授权的官员的行为不是勇敢而是鲁莽；它因为另一种更严重的罪行使一个轻微的过错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过。”
[253]

 Armato（拉丁文“武装的”）应当取代在西班牙文本中所宣称的con caballos（“骑马”）。他们两个人现在都说，Alcalde（“长官”）曾对Marques（“侯爵”）下达过离开这个城市的命令，马里亚纳只是在他的前人之外增加了verbis Regis mandavit（拉丁文“命令的话”）等字样，内容并无二致。

虽然马里亚纳利用这种方法对组里塔的资料进行了独特加工，人们还是一眼就能看出两者的相似性。实际上，所有未增加太多内容的意大利史著作都是用这种方法完成的加工品。

现在，无论人们认为它们值得称赞还是应受谴责，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马里亚纳在提供较晚近历史的资料方面并不能占有一席地位，只是他的品质、他的精神使得他的著作值得长久阅读。

第四章　《奥地利大公世家的荣誉见证》
[254]



除了《白色国王》
[255]

 可算作一个例外之外，我们看不到任何论述皇帝马克西米连生平事迹的同时代的、比较详细的著作。然而，汉斯·雅各布·富格尔[63]（Hans Jakob Fugger）似乎是一位想要填补这一空白的人。他出生于1516年，当他贡献出正如他自己所谓描述奥地利之荣誉的著作时，还不到40岁。他至少可以从最后几年的参与者那里获取他需要的情报。皇帝利奥波德一世
[256]

 高度称赞此书，并且委托那位西格蒙德·冯·比尔肯“在值得尊敬的丰收学会
[257]

 中为成年人”加以更新；比尔肯为创作德语诗歌而付出的努力至今仍未被人们完全忘记。而在比尔肯1668年编辑出版的著作中，人们相信现在掌握了富格尔的原著。考克斯
[258]

 在评论这部著作时，对富格尔研究之深入大加称赞；海博林以及其他德意志史家，自然包括约翰·米勒，也都一直把《荣誉见证》一书归于富格尔名下，并由此使每个人都注意到它。问题在于，此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包含真正富格尔原著的内容呢？

比尔肯的努力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按照他所处时代的风尚，对语言文字进行了加工改造，二是增添了一些历史故事。现在，他在第一个方面做得相当彻底，人们可以读到这样一些语句（第937页）：“他从没有礼貌的家伙当中捕获了一个回答”
[259]

 ；“战争不仅席卷所有国家，而且也波及了海洋”
[260]

 ；“他们找到了真正的兄弟”
[261]

 ；“他们害怕到外面的克洛普夫胡同居住”
[262]

 。如果说在他那里，“旧邮袋”（alte Postasche）一词是指一位年老的女掮客（第938、959页）的话，那么人们也完全可以注意到，人们阅读的是一部出自17世纪，而不是16世纪的书。在这里，我们便接触到了第二个方面。要对这一方面做出评判，我们必须把他的著作与他可能拥有的辅助资料进行比较。接下来，我们就从第6书的第1章开始比较，这一章是以谈论马克西米连执政为开端的。比较包括13点内容：

（1）马克西米连的婚娶；此处是以格哈德·罗厄的《奥地利年代记》（Annales Austriaci
 ）第11书第493页为基础。它们——尽管不是没有错误——只与蓬图斯·霍伊鲁斯著《低地国家事务》第5卷第222页的内容一致。我在这本书中没有找到的唯一一个说法是，有几位德意志诸侯建议结婚。还有部分无关紧要的内容似乎是从《纽伦贝格编年史》（Nürnberger Chronik
 ）中摘录的。

（2）返回尼德兰的旅程。更多地取自霍伊鲁斯书而不是罗厄的著作，但两者都有；一旦两者的说法有偏差，就只取其一；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3）腓力
[263]

 的登基。完全取自霍伊鲁斯书第224、228页。

（4）和（5）查理八世的军事行动。显然是以罗厄著作为基础，但在讨论查理的权利和其他一些事情时也从马里亚纳书中第152页抄袭了不少文字；有4个地方利用了圭恰尔迪尼的著作。然而，当比尔肯想与罗厄统一时，在描写弗拉米尼亚方面犯有严重错误。

（6）联盟活动。[64]同上。

（7）沃姆斯帝国等级会议。以罗厄书为基础，但也从《帝国公告》（Reichsabschiede）而不是从档案中选取了几项条例，从克鲁修斯
[264]

 的《施瓦本年鉴》（Crusius' schwäbischen Jahrbüchen）第500页，或者也从林图里乌斯书附录第595页选取了一些仪式附加其中；只有在场诸侯名单是自己编制的。

（8）（法国国王）查理的撤退；取自罗厄书和马里亚纳书，以及——正如其拉丁文名字所显示的那样——圭恰尔迪尼书拉丁文译本的一些段落。他完全把罗厄有关意大利人彼得拉普兰纳（Pietraplana）即米夏埃尔·沃尔肯施泰因
[265]

 的出色注释搞乱了。

（9）、（11）、（12）腓力与马克（Mack）进行的战争，他的维也纳之旅和婚娶。全部取自霍伊鲁斯的著作，讲述西班牙舰队到达的内容例外。

（10）西格蒙德（Siegmund）的去世。取自罗厄书，附有几点世系补充。

（13）马克西米连进军利沃尔诺行动。除了罗厄书、霍伊鲁斯书和圭恰尔迪尼著作的相关段落外，别无其他。

大家都有这些书，所以我不想再将上面提到的抄录文字一一列举出来了，但有一点显而易见，这就是：如果说该书利用了富格尔的原著，那么也仅仅在第1、7、10、12点上有所反映。这一章的篇幅有14个对开本页码，取自富格尔书中的全部资料尚不足1个对开本页码。

这种情形到处可见。霍伊鲁斯的著作被从其第1书起开始翻译，即使那些讲述马克西米连的战争行动的文字也完全由此而来，人们原先却都习惯于把富格尔视为情报提供者。海博林有时会指出富格尔书中的某个错误，例如说1489年的帝国等级会议是在5月24日开始举行的，但对于这个错误，霍伊鲁斯应当承担全部责任（《荣誉见证》，第1014页；霍伊鲁斯书，第173页；海博林书，第7书，第464页），并且每当比尔肯注意到在其所利用的史料中——例如在霍伊鲁斯利用拉莱翁日记的地方——存在某种歧异而圭恰尔迪尼的说法又与他不一致时，他就采取一种极其特殊的解决方法，也就是把两种见解都接受下来。

现在，为了找出纯粹真实的富格尔，人们必须把比尔肯搁在一边，集中精力研究他所利用的其他史料。除了我已经列举出来的诸位作家，只有彼得鲁斯、尤斯蒂尼阿努斯（Justinianus）、皮尔克海默尔
[266]

 和其他寥寥数人了。这样做并不太难。实际上，尚有部分很好的情报得以保留，其真实性不言自明，足以揭示马克西米连在1508年和1509年进攻威尼斯、在1513年与法兰西人交战的军事行动是如何展开的，也有不少描述这位皇帝的习性品格的文字，虽然总是与其他文字混杂在一起。在我引用他的时候，我曾相信我是可以找到这些情报的，但是现在，人们还能够拥有一个完整的富格尔吗？根本不可能。

为了说明马克西米连在巴伐利亚[65]战争中的意图，埃费勒
[267]

 《巴伐利亚作家》（Scriptores Boici
 ）第2卷第407页及下一页，从真正的富格尔著作中引用了几处实际上的确很有教益的文字：皇帝如何听从了他的顾问大臣的建议，“把三件事牢记在心，他如何将他的顾问大臣派遣出去，他如何最终取得了胜利”。关于这些情况，比尔肯只字未提。

马克西米连在1498年进行的反法战争不幸失败了，而历史编纂者却几乎完全忽略了这个事实。《白色国王》对此次战争的记忆一塌糊涂（第262页），而为了说明真相，库尔兹贝克
[268]

 从富格尔手稿中抄录了一段文字。这些文字，人们在比尔肯那里也是看不到的。

现在，假如说皇帝利奥波德一世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可能亲自审阅过此书，不愿意让人透露出他的祖先对巴伐利亚所怀的意图，那么他绝不会反对提及法兰西战争，因为他本人也进行过此类战争。够了，人们必须做出如下判断，即比尔肯只是依据罗厄和霍伊鲁斯著作编修所谓富格尔书的，而在这两位作者没有留下记录的地方，他就难免胡乱猜测、错误百出了。埃费勒说：过多的修饰毁了他的作品（拉丁文：Opus lima perdidit）。

因此，出自富格尔原著的最独特的内容和最典型的标志或许长期不见天日，必须等到维也纳作出决定，至少将真实手稿的最后一部分付梓出版，这种情形才会改变。然而事情已经有了眉目，人们完全不再需要曾经广泛流传的比尔肯书了。
[269]



第五章　施莱丹
[270]



约翰·施莱丹（Johann Sleidan）的名著《皇帝卡尔五世统治下的宗教和国家状况》
[271]

 是一部完全不同的书，属于彻头彻尾的原始文献。它不仅包含个人的亲眼观察——正如人们可以从他的某位同时代历史编纂者那里所期待的那样，而且也对公共文物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文物的绝大部分至今仍为我们所保留。施莱丹在下列做法上与老一辈编年史家类似[66]——即从简略的摘录开始，逐渐增加记述的内容，直至史家自身所处的时代；同时他也在关于四个君主国的章节中，简要叙述了较古老时代的历史，而在引自弗鲁瓦萨尔
[272]

 和科米纳著作的摘录中变得愈来愈详细，但只在讲述卡尔五世的历史时才囊括了全部事态，因此，这后一部书还在另一个方面与那些摘录有一种连续关系。正如弗鲁瓦萨尔和科米纳因为努力学习用优雅的拉丁文写作而使他们本国语言独特和美丽的色彩丧失殆尽一样，在这里，德意志政论文的粗鲁风格也被剔除了。与法国语言文字相比，德意志语言文字原本就谈不上赏心悦目。并且，德意志国家的论战文章必须顺应作者的论述方法。在那里构成附录的一些解说，在这里也被编排进来；只是大量的档案文件、报告和文书使得这部鸿篇巨制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那些篇幅较小的著作。除了历史进程提供的统一性外，我未能发现任何其他的统一性。

现在，这位作家，就他对事务的了解程度而言，自以为他所讲的完全是事实。
[273]

 然而所有事情都取决于，他所利用的原始文件和文物本身是否都真实可靠。为说明总是可以持怀疑态度的理由，我选择了重要而且非常有名的卡尔五世当选（罗马人国王）这一历史事件为例。在这里，施莱丹让美因兹和特里尔大主教针对卡尔、弗朗索瓦以及德国的利益等人物和事务发表了长篇演讲，而这些演讲至少被约翰·米勒看成千真万确的，以至于他从中选取了一句格言置于其论述诸侯联盟的著作封面，附加署名：“理查德，特里尔选侯。”（Richard，Churfürst von Trier.）

现存这样一本书，其书名是：《卡尔五世的当选和加冕，由博学和优雅的格奥尔基乌姆·萨比努姆
[274]

 写作》（Electio et coronatio Caroli V.，docte et eleganter per Georgium Sabinum
 ），此书肯定是在1545年以前写的，因为当时美因兹的阿尔布莱希特
[275]

 选侯刚刚去世，而布赫海默尔博士（Doctor Buchheimer）想要将此书呈献于他——献辞便是这样请求的；也在1544年以前，因为萨比努斯
[276]

 在这一年离开了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同一个献辞说明，他是在这里写作此书的，而且是在1543年9[67]月之后，因为当时克累弗战争（der clevische Krieg）已经结束，献辞也提到了这场战争。虽然此书没有注明年代，我也未在我所见到的任何一本书中发现某个适当提示，但可以确定，此书早在施莱丹著作出现之前就已问世多时了。

萨比努斯和施莱丹的描述，特别是他们记载的演讲，完全相同，如出一辙。在萨比努斯那里，演讲是以下列语句开篇的：“然而，尽管国家根本就没有成为阻碍”
[277]

 （第7页），而在施莱丹那里则是：“尽管国家完全没有妨碍此事”
[278]

 （第66页），情况是如此明显，我根本不想把整段文字都抄写下来。只在一点上，施莱丹显示出了他的法兰西历史知识。他让自己笔下的诸侯们回忆起法兰西大人物们的命运，而萨比努斯没有这样做。此外，他们两人只在部分地方有某些表达上的差异。

现在可以确定，我们在萨比努斯著作中找到了施莱丹利用过的原始文献，也有可能他们两人是从同一部第三者所撰的书中搜集资料的，但在这里此事并不重要，问题在于，原始文献本身究竟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讲出了事实真相。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它们与一份无可置疑的真正的原始文献加以对比，也就是与选侯们写给新国王的信函加以对比，该信已被戈尔达斯特
[279]

 保存在《帝国协商和与之相关的公务报告》（Reichshandlungen und der dazu gehörigen Relation
 ）一书的第97页了。我们发现，虽然该信写得极其简略，但还是有三个显著的出入。萨比努斯强调说，美因兹选侯只是在人们向他征求意见时，才开始提问。这个说法与《金玺诏书》
[280]

 规定的程序不符，恰恰相反，按照《金玺诏书》的规定，诸侯应当首先主动提问；这个说法也违背了当时事态的发展，对此，诸侯信函可提供证明。萨比努斯把磋商和选举区别开来。按照他的说法，磋商结束之后，人们就开始起草《协定条约》（Capitulation
 ）了，然后才是选举。他的错误在于，他把《金玺诏书》规定的选举程序（《金玺诏书》第4款，第4条）搞颠倒了。其余的问题都集中在施莱丹身上；他在这里恶劣地进行了再创作。他保证，选举是在6月28日进行的；紧接着（“per aliquot dies”［几天之后］）人们起草好了《协定条约》，并且直到这个《协定条约》获得了皇帝公使的认可之后，才予以公布。这是一系列错误的继续发展：它们开始于萨比努斯，扩大于施莱丹，而在托马斯·德·维奥
[281]

 的书信中，它们又被接受了下来；莱纳尔杜斯
[282]

 和帕拉维齐尼同样抄袭了这些错误。可是相反，诸侯的信函却证明，选举是在6月25日进行的，其结果也被立即公之于众。
[283]

 最后，[68]两人都说选侯阿尔布莱希特在公布选举结果时发表了一个演讲；萨比努斯比较谨慎，因为他只是说：“公告完成了，之后美因兹选侯做了一番演讲”
[284]

 ，施莱丹却煞有其事地说：“此后，美因兹贵族和平民们聚集在圣巴托洛梅（Bartholomaei）教堂，通过公众鼓掌欢呼的形式宣布奥地利大公、西班牙国王卡洛斯（Carolum）成为罗马人的国王。在高支持率当选为已逝的马克西米连的继任者之后，卡洛斯说道：‘感谢上帝’，并激励他们努力（为罗马人国王）服务，全心全意表现忠诚。同时还赞扬了这个使他们最终选择了自己的选举程序。”
[285]

 相反，原始报告却记录道：“选举是由尊贵的拉伦岑（Larenzen）、特鲁克塞森·冯·伯默斯费尔德（Truchsässen vom Bomersfeld）阁下隆重开启的”；它也只记录了此人简短的几句话。由此可见，美因兹大主教的演讲并不存在，而前面所列举全部演讲都是值得怀疑的。谁会听到并且把它们复述出来呢？这里所涉及的是另外一些事而不是演讲。够了，这些演讲大概仅仅是格奥尔格·萨比努斯的学校练习。它们或许是以梅兰希通
[286]

 的一个尝试为基础，后者早在1524年就写好了演讲词，正如希特罗伊斯
[287]

 所讲述的那样，通过他，该演讲词被收录到《卡里温编年史》
[288]

 一书中。

然而，关于这些演讲还有另外一份证明文献，并且就连罗伯特松（Robertson）也认为它是真实的，虽然并不是以施莱丹和萨比努斯而是以这个报道为依据。该报道由卡耶坦的红衣主教
[289]

 的三封书信构成；卡耶坦的红衣主教曾亲临法兰克福，并且的确提到了萨比努斯和施莱丹在书中记载的演讲，包括美因兹大主教面向公众发表的演讲，其内容与施莱丹的记载完全相同
[290]

 ：“今天，美因兹大主教在圣巴托洛梅教堂，在所有贵族与平民的注视下走上讲道坛，用清晰的声音宣布卡尔——奥地利大公、西班牙国王——接替已逝的马克西米连成为新的皇帝。要求他们为能够做出这一神圣选择而感谢上帝，建议大家相互庆贺，保持忠诚和顺从；之后，他不吝辞藻，高度赞扬卡尔，陈述了为什么[69]卡尔应该被选为皇帝，为什么与其他基督教君主相比，他们应该优先考虑卡尔。”
[291]

 读到这里，人们肯定会感到十分震惊。难道习惯于摘录的施莱丹竟然会在其讲述中把一个外国人的记载直接翻译出来？因为，若不是翻译抄录的话，这种一致性真可谓一个奇迹。更令人震惊的是，人们竟然以讥讽嘲弄的态度来看待诸侯信函，这份被收录于戈尔达斯特书中最原始、最真实的报道，说什么：“28日进行选举，29日开始起草《协定条约》，7月4日，皇冠再一次被交给萨克森公爵弗里德里希
[292]

 ，5日选举结果得以公布。”

但是这些厚颜无耻、完全错误的论断已经显露出了一种欺骗性。我希望，人们立即作出与这些书信所言完全不同的判断。

因为我们的红衣主教竟敢向利奥
[293]

 汇报一些半真半假的事情，而利奥本人又肯定早就熟知这些事情的真相了。红衣主教向利奥报告卡尔的身世等众所周知的事情，就像利奥没有与费兰多、马克西米连以及卡尔本人进行过不下20次的会谈一样。“这位卡尔现在控制了勃艮第公国以及一切属于之前的公爵的东西，同样情况还发生在西班牙王国、西西里王国、那不勒斯王国。他的父亲在他6岁的时候去世了，他16岁时，外祖父费兰多去世了，因为这个原因，他去了西班牙，过去的三年中他一直待在那里。”
[294]

 卡尔在占有了勃艮第公国之后，又在西班牙待了3年；后来，当他在1517年11月18日才开始前往那里时，时间又过去了大半年，这还有什么疑问吗？说他拥有过第一公爵拥有过的东西，这种话毫无意义，因为谁又是这个第一公爵呢？一位通晓世事的红衣主教竟敢向同样通晓世事的教皇半真半假地汇报这些尽人皆知的事情，这实在是匪夷所思。一言以蔽之，这些书信纯属伪造，它们不过是施莱丹把个别伪造的插入语混杂于其中的翻译文本。此人说道：“长期由勃艮第公爵有力控制的一切、由西班牙国王费兰多控制的一切，都转给了卡洛斯；卡洛斯6岁丧父，16岁时失去了外祖父，在外祖父死后，他前往西班牙，并待在那里。”
[295]

 人们看到，施莱丹并不完全了解卡尔在西班牙三年期间勃艮第的事情，但这位无知的翻译者却任意编造了一些东西。从“法国国王查理五世有‘精明者’之称，将勃艮第公国交给了他的弟弟治理”
[296]

 起，下列所有解释——它在意大利文本中是[70]这样开始的：“法国国王查理五世，外号‘精明者’，把勃艮第公国交给了他的小弟弟腓力管辖”
[297]

 ——均属施莱丹从意大利文本翻译的内容，所有其他内容也是如此。在施莱丹那里，这样做是很合适的；显然，他使他的读者对于传主的早期家族历史多少有了一些了解；但在一位红衣主教写给教皇的信中，这样做就很令人费解了。

人们一定不要因为对日期有详细的提示而受到蒙骗，这些日期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它们在施莱丹那里是出于书信格式需要从某个前一天（pridie）中编造的。

人们偏偏还注意到：一位教皇使节在选举当天所写的信怎么会只讲连萨比努斯都可以经历的那些事情？实际上，在那一天，正如从其他情报中获悉的情形那样，有许多秘密谈判发生。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了，《王公书信》的编辑出版者鲁谢利（Ruscelli）被这三封书信欺骗了，而从我们在萨比努斯和施莱丹那里看到的错误和伪造中，人们也不难发现，他们所讲述的内容并非历史，而是虚构。因此，当美因兹的阿尔布莱希特看到那个被萨比努斯归于他名下的精彩演讲时，他不无惊讶，但未表达任何不满。他知道，这是仅仅是一种学院派风尚！
[298]



假如上述情况还不足以使人对施莱丹的诚实产生怀疑的话，那么他的描述的来源却应当受到关注，期望他在这里至少能有比较好的原始文献可资利用。
[299]



第六章　乔维奥（保卢斯·约维斯）

乔维奥是罗马的一位年轻医生，他在其兄长的引导下阅读了许多古典作品，并且渴望像古典作家那样闻名于世，名垂青史。他思忖：“他现有的技艺只能保证赚钱；难道他不具备成就一番更崇高事业的天赋吗？于是，当他成为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编纂者时，不朽的荣耀就在等待[71]着他了。”
[300]

 现在，他不再只注意赚钱，他在追求荣耀，与此同时，也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他的第一部作品就为他创造了在罗马宫廷舒适闲逸地生活长达37年之久的机会；在一个高级聚会上，教皇利奥朗读了他的作品：“在提图斯·李维乌斯之后，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部作品更优雅和更丰富。”
[301]

 如果说舒适闲逸、威望、结交名流贵人以及一定程度的富裕——正如他在谈论他的博物馆时对自己殷实的家境所描写的那样
[302]

 ——也可称作赢利的话，那么乔维奥已经有了试验，对他的著作的期待为他带来了不菲的收益。但是荣誉——倘若荣誉需在后世我们做出的评论中寻找的话——他寻求的荣誉，并没有为他带来真正的光荣和名望。人们可以在贝尔（Bayle）和蒂拉博斯基（Tiraboschi）的著作中看到，许多人骂他是一个说谎者和谄媚者，说他有两支笔：一支金笔为那些向他支付了金钱的人写作，一支铁笔为那些没有支付金钱的人写作，还说他把所有真实性和可信性都抛弃了。倘若仍有个别人想为他辩护的话，那么人们——为了证实彻头彻尾的唯利是图——就会出示两封由乔维奥本人亲笔书写的信函，而这两封信中的言辞的确卑鄙至极。他在其中的一封信中写道：“作家有权，根据工钱多少和利弊大小，用溢美的和否定的生花妙笔，对过失和德行或者予以文饰，或者予以贬抑。如果是他的朋友支付里拉，他就只索取三分之一多一点，并且既不说好也不说坏——不知羞耻的坏蛋（意大利文：poco buoni e mal costumati）；根据这个神圣的特权，他使一些人穿上了编织着金线银线的柔软的丝绸袍子，另一些人则只披粗糙的亚麻布衣。谁若因此而攻击他，他就敢用同样的方法来反击。”在另一封信中，他似乎更加肯定地讲道：“我已经开始描写这个著名世界中的富人，但我还没有为葡萄藤蔓找到支柱；我披着猞猁皮而不是披着狐狸皮进行研究。我每天只喝两次汤；我不想负债，也不愿自寻烦恼（拉丁文：propriis impensis）。我无所事事，因为没有人雇[72]用我们（拉丁文：Sto in ocio，quia nemo nos conduxit）。”
[303]



对此，我们只能摇头叹息。然而这些著作是如此庞大——《当代史四十五书》，从1494年开始写起，一直写到1547年，尽管中间缺少了几年
[304]

 ；还有数部传记，如杰出公民的生活（拉丁文：Vitae virorum illustrium）；以及一些篇幅较大、被称作拥有卓越军事才能和丰富学识之士的墓志铭
[305]

 和一些篇幅较小、属于国情描述的作品。它们是如此全面、广博，构成了认识16世纪前半叶的一套完整的百科全书。乍看起来，它们提供了大量值得了解的精彩情报。我们应当根据严厉的指控和几封大概并不怎么认真、在心情不好的情况下写成的信函就诅咒它们吗？

首先，还是用他本人的话来反驳他吧，作者也经常就其著作宣称：“得到了伟大的国王们、教皇们以及著名战争中的将军们的亲情与友谊，我们从他们口中得到了许多东西。我们虔诚地相信文学的记忆，它不会因为爱和憎恨而改变。”
[306]

 他在另一个场合又说：“宗教信仰，依靠着对于荣誉感的良心，我们呈现这些历史，不仅仅是为了当代人的消遣，更是为子孙后代树立榜样。”
[307]

 其他的同样思想蒂拉博斯基也应有尽有。

其次，如果法兰西人断言，他是反对法兰西人的；而德意志人断言，他是反对德意志人的，我们究竟应当相信哪一种说法呢？桑多瓦尔断言，他狂热地反对西班牙人（第10书，第551页）；而莱纳尔杜斯则直截了当地说，他是属于皇帝党的（第20书，第500页）。人们并不能轻易找到谄媚迎合或蓄意诽谤的准确证据。

现在，为了得出一个对于利用这些著作非常有必要的结论，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查看谁是那些让他受到最多宠幸的人，对于他们，他又讲了些什么话。首先是利奥十世，他（乔维奥）的全部幸运都应当归功于他；还有教皇哈德良
[308]

 ，他把其他拥有高雅知识的人都赶走了，只对他（乔维奥）以在科摩的一个受俸神职相赠，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附带的条件是，他应当在他（乔维奥）写作的历史著作中占据一席荣耀[73]地位；而他（乔维奥）与克莱门斯七世的关系堪称亲密无间，经常坐在后者的床榻边闲聊。问题是，他究竟是如何评论这些恩人的。

对于利奥，他说道：“此人曾不顾廉耻，不公正地（vel impudenti cum iniuria）进攻乌尔比诺；他发起的战争是不适当的、不名誉的——阴险并且很不公正（pundendum et parum aequum）；然而他没有阻止阿尔方西娜（Alfonsine）干这样的坏事。当他把负债累累、饱受侮辱的（omnibus probris coopertum）拉法埃洛·彼得鲁奇
[309]

 安排到锡耶纳时，他便背上了不知感恩的骂名。他通过一份臭名昭著的条约——‘他的臭名昭著的协议’（sua infami cum pactione）
[310]

 ——丧失了帕尔马和皮亚琴察。”这叫做赞美吗？可是，乔维奥相信，必须为利奥的污点树立一个荣誉纪念碑——“以便于通过一种神圣庄严的葬礼纪念活动，使不朽的天才褪去历史尘埃，重新绽放光彩。”
[311]



关于阿德里安，他说，“精明但却并不光彩的哗众取宠”（拉丁文：mira et certe pudenda suffragatione）使这个人当选了，并且布尔曼
[312]

 严厉地谴责他，说他对待这位尼德兰教皇极不公正。
[313]

 然而，可以肯定，凡是读过乔维奥的《阿德里安传》（vita Adriani
 ）的人，都会透过个别批评意见从整体上对这位教皇有很好的认识。

最后，关于克莱门斯，他使用了这样的话语：“他结交了一个与他一样生性贪婪的财务官员。他的名字——他（乔维奥）恩主的名字——似乎从一开始就是用来欺骗蒙混人们的。他拿走了教师们的薪金，留下了永恒的耻辱标志。”
[314]



人们看到，他在谈论他的第一位恩人时披露了不少令人不快的真实情况。在这里，我除了保证我在约维斯书中没有发现为了取悦于人而任意篡改事实的地方之外，别无他言；虽然这一保证只涉及论述1530年以前历史的内容，其他内容我所知不多。

要坚定地主张这一论断，我们还必须静下心来，仔细审阅这些历史著作所采用的资料的来源及其处理资料的方法。首先是来源。

可以说在当时，罗马教廷还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在这里，汇集了许多来自各民族的杰出人物和与所有重大的世界性事务相关的第一手报道。一些国家，[74]如瑞士，也把它们的编年史呈送了过来，因此，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罗马教廷不失为合适的地方，正如博丹也乐意用落户梵蒂冈（consedisse in Vaticano）使波里比阿
[315]

 的旅行相形见绌。
[316]

 乔维奥就在这个地方致力于从主要当事人或其他见证人的口中掏资料，做笔记。

他在很早以前就有机会见到正处于事业顶峰的洛多维科·斯福扎和加斯东·德·富瓦
[317]

 ；斯福扎免除了科摩花园（Garten zu Como）中的科摩人（Comaschen）的义务。
[318]

 现在，为了从这些年迈的大人物那里获悉战争最初阶段（1494年）的交战情况，他动身前往拉帕洛
[319]

 ；格里蒂向他讲述了安东尼奥·格里马尼（1499年）的事迹；洛多维科的仆人则向他叙说了自己被俘（自1500年起）的经历
[320]

 ；关于在巴莱塔进行的两场战役（1503年）的经过，他是从蓬佩奥·科隆纳
[321]

 那里获悉的，后者曾为一个将领背负铁盔和盾牌；他还阅读了巴尔托洛梅奥·达尔维阿诺
[322]

 的《记事》（die Commentare
 ）（写到1509年）；出于写书的需要，他也从皮罗·索德里尼那里得到了一些解说（到1512年），而皮罗·索德里尼是从拉古萨逃亡到罗马的。
[323]

 他成功地从法国军事统帅特莫勒和特里武尔齐奥那里了解到一些有关诺瓦拉战役的情况，也从不少目击者那里获悉了克雷亚佐人的处境（两者都发生在1513年）。
[324]

 他还同国王弗朗索瓦和查理·波旁
[325]

 讨论过马里尼亚人（1515年），而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很愿意谈那一天一夜间发生的事情。他同阿尔方索·冯·费拉拉公爵
[326]

 讨论过袭击勒佐（1512年）战役
[327]

 ；教皇克莱门斯七世则向他讲述了利奥（到1522年）的全部生平事迹。乔维奥曾在1521年陪伴此人——当时还是红衣主教——前往位于伦巴第的前线，在罗马被攻陷的时候（1527年），他又帮助他逃跑了，并且吉罗拉莫·尼格罗（Girolamo Negro）说：“保罗·约维斯大师可以在其历史书中谈一谈他本人的情况；他亲自参加了阿马尔菲海战，并且从战船的残骸下逃了出来。”
[328]

 当帕维亚被包围后（1524年和1525年），在皇帝的枢密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枢密院会议的参加者曾向他谈了若干细节；安德里亚·多里亚
[329]

 同他交谈过有关1527年冬天进攻西西里的军事行动；古阿斯特（Guasto）和胡安·德·乌尔比纳（Juan d'Urbina）[75]则向他讲述了1528年的那不勒斯战争，这两个人曾在皇帝一方协助指挥过此次战争。
[330]

 此外，我们还掌握了一些书信，在这些信中，他请求加斯帕·萨尔蒂（Gaspar Sardi）谈一谈有关费拉拉的一些情况，而安德里亚·多里亚和其他人则为了他写史之便向他描述了他们成功的军事行动。
[331]



毫无疑问，通过如此广泛的交际
[332]

 ，也通过对同时代历史编纂孜孜不倦的研读，他肯定搜集了大量最好、最原始的资料。需要考察的仅仅是：他是如何加工利用这些资料的。

保罗·约维斯的老师和兄长贝内迪克特·约维斯（Benedict Jovius）使我们注意到了场景描写、绘画般的战役描述、直接和间接的引语、多种多样的拉丁文表达以及均匀流畅的写作风格。在这里，兄弟之谊并没有使这位兄长丧失原则，所有这些优点都是或多或少存在的。保罗本人也说，他曾经特别勤奋地运用过地图绘制学知识，并且正如他后来在第11书对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习俗的描写，在第13书对匈牙利人、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习俗的描写，在第14书对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习俗的描写，在第15书对阿尔卑斯山的描写那样，没有一书不是通过详细描写某个国家、某个场景和某个民族的习俗来克制和减缓不断向前发展的事态的急促步伐的。他曾花费很大力气来描写历次战役的始末，而他在介绍佩斯卡拉的生平事迹时对帕维亚会合的描写，完全不同于圭恰尔迪尼抄袭翻译加利亚佐著作的做法——在那里，演讲对于我们来说是太多了。拉丁文则展示了他对古典时代和经典作品的丰富知识。乡下人的皮质鞋子（Die calceamenta carbatina，第26书，第40页）表明，约维斯对波利齐亚诺
[333]

 的研究（《杂记》［Miscellanea］第2卷）和卡图路斯的地位
[334]

 是十分熟悉的；用扫把做成的的鞋子（die Spartea calceamenta）则使人回忆起罗马声名不佳的民警（Die Sparteoli zu Roma）及其派生词；无花果一年结果两次[76]（die ficus bifera）（《墓志铭》，302）证明，他对苏埃托尼乌斯
[335]

 （Augustus c. 76）及其诠释者并不陌生。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作者是用当地居民的今日发音来拼写西塞罗著作中的利沃尔诺（Livorno）的名字Labronis portus的；而这里原本是安东尼乌斯
[336]

 在穆蒂内恩泽战争
[337]

 之后的逃亡之地，汉尼拔
[338]

 在经过托斯卡纳时也取道于此。然而这只是个别现象，并且很幸运，它没有被加以炫耀；就整个格调来说，有思想深刻的詹巴蒂斯塔·维柯
[339]

 的评价也就足够了；当时，维柯为了学习拉丁文，把全部精力都转向了古代，对现有的所有注释和词典都不屑一顾，唯独对约维斯书的可读性表示惊讶和赞叹。
[340]



然而，恰恰这种可读性也有其消极面，也就是说浮艳靡丽盖过了浑厚凝重。如果看上去还不算狂妄的话，请允许我这样说，对于约维斯缺少马基雅维利的那种敏锐精神，我感到十分遗憾。公共事务状况从未被探究，政治空洞无物；密谋始终未被戳穿。此外，他还过于喜欢用最高级和最极端的形容词，喜欢夸张的言辞，并且热衷于用诸如longe（远）、multum（多）和用作前缀的prae（对照）等字眼来强化夸张色彩；字词语句经常蒙蔽了事物的轮廓。例如，阿拉贡的伊莎贝拉
[341]

 写给她父亲的信中称“一切事情的安排都为取悦他（卢多维科）”
[342]

 ；而在约维斯笔下则演绎为：“的确，现在卢多维科第一次公开地不再像一位慈祥的父亲而是个残酷而野蛮的敌人，这之后多年他总是以另一种方式伪装自己，在长期发号施令的实践中得到锻炼。他独自掌控了米兰的大权，和妻子一起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着一切事务。”
[343]

 恳切、急迫的措辞：“如果父亲般的虔诚，如果对于我的爱，如果正义的泪水能够软化”
[344]

 ，在他的下列表达中失掉了原有的色彩：“如果人类的命运和神圣的法律有所动容，如果还有人关心正义与怜悯。”
[345]

 他甚至走得更远，即为了保持某种风格，不惜故意搞错先后顺序。在《关于土耳其苏丹的恶行》（De vitis imperatorum Turcarum
 ）一书的第189页中，他曾正确地把征服勒班陀海湾的战争列在威尼斯战争的第一年；在关于巴耶塞特
[346]

 的墓志铭（Elogium Bajazeths）的第137页中，他就把它列到第二年了，并且在这里，除了他想用一句话将勒班陀海湾和第二年的征服战争一起写出来之外，人们委实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现在，我们再回到那些书信上去。至少这些书信当中的第一封大概可以用这种追求可读性、[77]包装和装饰的做法加以说明，即使不是加以辩护。细究起来，此类做法所涉及的绝不是篡改事实真相，而仅仅是或多或少的润色美化。对于自己不太熟悉的事实，约维斯总是不加修饰但并非只字不提地一笔带过，因为这不是粗糙的原始画布。这样做并不值得称许，但却是合乎人性、比较自然的。要减少错误大概可遵循下列程序。我们看到，他是如何把利奥与弗朗索瓦一世签订的条约称作infamis pactio
 （臭名昭著的条约）的。这个条约即使在他所处时代的历史中也很值得一提，但在这里，他没有详细列举各种条件。他说：“我们没必要委托他们去写作。”
[347]

 尽管如此，对于重大事务，他从不回避隐匿。他向亨利二世许诺的“含有宝贵墨水的金笔”
[348]

 不是为了谄媚而编造的谎言，而是同样因追求可读性而制造的包装。

要为那些书信的第二封进行辩护看起来好像更加困难，实际做起来却相当容易。人们必须知道，在那个时代，不是书商，而是诸侯支付报酬。同西莫内·克罗纳卡
[349]

 的一幅画、一件艺术品一样，洛伦佐·美第奇也在波利齐亚诺、菲奇诺
[350]

 那里订购了一部译作、一部著作。塞普尔沃达用一部亚里士多德著作注解的拉丁文改编本，从红衣主教美第奇那里获得了200杜卡特。
[351]

 马基雅维利为了100杜卡特的年金而写作了《佛罗伦萨史》一书；献辞事先就被确定下来，并得到金钱回报。约维斯也有一次因心情不好而勃然大怒：“如果没有人支付工钱，我就不工作了。”他的一部历史著作——他称之为统计地理学著作，关于已知世界中的国家
[352]

 ——却没有获得任何报酬；根本谈不上从他所赞美的人那里获得金钱酬报之事。

综合上述各种情况，可见有一种情况是决定性的。他对可读性的迷恋促使他编纂历史；写史的需要推动他结交众多重要人物；但是可读性和结交权贵又阻碍他获得众口一词的赞誉：一方面，他对事物的认识不够深入，只把握了这些事物最初的简单形态，特别是他沉湎于文字雕琢不能自拔；另一方面，[78]或者是出于自己的信念，或者仅仅不想成为不知感恩的人，他比其他人都更多地，大概也是太多地，用大量言辞来馈赠他的恩人和朋友。无论怎样，他的著作包含有大量出自一手、值得信任和非常独特的笔记，若是没有它们，许多值得了解的美好的事情——也包括我们民族的一些事情，我们民族的英雄壮举受到了特别赞誉——就根本不会为我们所知。它们都带有封印，即使不是尽善尽美的封印，也是某种精神的封印。它们是作者所研究过的那三分之一多世纪的一座辉煌纪念碑。




[1]
 historia d'Italia
 ，也写作Storia d'Italia。



[2]
 Medici，即de’ Medici，15世纪和16世纪佛罗伦萨最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也是当时意大利最有影响力的王朝之一。


[3]
 Lodovico Sforza，即Lodovico Sforza“Il Moro”（“摩尔人”洛多维科·斯福扎），1452—1508年，出身于斯福扎家族，米兰公爵弗朗切斯科一世·斯福扎的第五个儿子，1476年篡夺其侄子、年幼的米兰公爵吉安·加利亚佐·斯福扎的监护权，1494年又害死后者，并不顾米兰贵族的反对，自立为公爵，以至于引发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入侵。


[4]
 Piero dei Medici，即Piero di Lorenzo de' Medici（皮罗·迪·洛伦佐·德·美第奇），也写作Piero II de' Medici（皮罗二世·德·美第奇），1472—1503年，洛伦佐·德·美第奇（老洛伦佐）的长子，也曾作为其后继者在1492—1494年统治过佛罗伦萨。他兴趣广泛，富有文学和商业才能，但缺乏政治头脑，无力抵抗法国入侵，被迫割让比萨和利沃尔诺等港口。佛罗伦萨城贵族和平民在多明我会修士吉罗拉莫·萨伏那罗拉的煽动下，发动起义，迫使美第奇家族出逃佛罗伦萨。皮罗本人死于流亡生涯。


[5]
 Storia fiorentina
 ，也写作historia florentina。



[6]
 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年，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宗教改革的先驱之一，以批评高级贵族和教士的腐化堕落著称，自1494年起成为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但其激进的改革措施也受到罗马教皇和保守派修道士的反对，1498年被处以绞刑并被焚尸。


[7]
 我是从一些自传片段中获悉这一情况的。这些自传片段现存于1867年出版的《未刊著作》（Opere inedite
 ）第10卷。——原注


[8]
 Salviati，在佛罗伦萨颇具影响力的重要贵族世家，科学、艺术、政治和教会中的许多杰出人物都出自该家族。


[9]
 原著有时采用德语转译，写作Peter Soderini，有时又直接使用意大利原文，写作Piero Soderini。中译本统一按意大利文翻译。索德里尼，1452—1522年，曾在1502—1512年间担任正义旗手，为佛罗伦萨市政府首脑。


[10]
 原著写作Ferdinand dem Katholischen，实指Ferrando o Catolico。天主教徒费兰多，1452—1516年，自1479年起为阿拉贡、西西里和撒丁国王，称费兰多二世；自1505年起为那不勒斯国王，称费兰多三世；自1506年起为卡斯蒂利和莱昂的国王，称费兰多五世。


[11]
 Lorenzo，即Lorenzo II de' Medici（洛伦佐二世·德·美第奇），也称小洛伦佐，1492—1519年，是皮罗·德·美第奇的儿子，乌尔比诺公爵，1513年成为佛罗伦萨的非正式统治者，直至1519年去世。


[12]
 Leo X.，原名Giovanni de' Medici（乔瓦尼·德·美第奇），1475—1521年，老洛伦佐的次子，1513年3月11日出任教皇，直至1521年12月1日去世。


[13]
 原著写作Franz I.，实指François Ier。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年，出身于瓦卢瓦家族，1515年继位为法国国王，直至1547年去世。


[14]
 Palleschi，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坚定支持者。“帕莱斯基”一词有圆球的意思，这一名称源自美第奇家族的徽章，其中有6个圆球图案。


[15]
 Karl V.，1500—1558年，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1516年继任西班牙国王，称Carlos I.（卡洛斯一世），1519年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当选“罗马—德意志人国王”，1520年在亚琛加冕，自称“当选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获得教皇利奥十世的认可。1530年，在打败由教皇、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米兰组建的科利亚克神圣同盟之后，卡尔五世又迫使教皇克莱门斯七世在博洛尼亚亲自为他加冕，他也因此成为最后一位受到教皇加冕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56年，在受到德意志诸侯反叛的沉重打击之后，卡尔五世将西班牙王位禅让给他的儿子腓力，将神圣罗马帝国皇位转交给他的弟弟斐迪南，他本人则退隐西班牙于斯特的圣杰罗姆，以收集钟表为乐。


[16]
 Clemens，即Clemens VII.（克莱门斯七世），原名为朱利奥·德·美第奇（Giulio de' Medici），1478—1534年，出自美第奇家族，是朱利亚诺一世·德·美第奇的私生子，1523年11月18日出任教皇，直至1534年9月25日去世。


[17]
 Kaiser，指“罗马—德意志人皇帝”或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8]
 原著写作Alexander，实指Alessandro de' Medici。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1510—1537年，自1530年起主宰佛罗伦萨城市事务，1532年成为佛罗伦萨公爵，1537年1月6日被谋杀。一般认为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是洛伦佐二世·德·美第奇的私生子，但也有人认为是朱利奥·德·美第奇，即后来的教皇克莱门斯七世的私生子。虽为私生子，却是出自美第奇家族古老支系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同时也是第一位可继承的公爵爵位的拥有者。


[19]
 Jacopo Nardi（亚科波·那尔第），也写作Messere Jacopo Nardi（梅塞雷·亚科波·那尔第），1476—1563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历史学家，著有《佛罗伦萨城市历史》等书。


[20]
 此处指圭恰尔迪尼写于1527年的Del reggimento di Firenze or Dialogo e
 discorsi del reggimento di Firenze
 （《关于佛罗伦萨的军队或关于佛罗伦萨军队的对话和评论》）。因为马基雅维利和圭恰尔迪尼两人都在书名中用了discorsi一词，所以兰克只用discorsi一词来表示马基雅维利和圭恰尔迪尼的相关著作。


[21]
 意大利文：tutte le cose sostanziali alla conservatione e aumento del dominio。——原注


[22]
 原著写作Cosimo von Toscana，实指Cosimo I. de' Medici（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1519—1574年，出自美第奇家族，自1537年起为托斯卡纳公爵。1537年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死后，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者将他扶上权力宝座，使之成为美第奇家族一个较晚支系的首位代表。


[23]
 Discorsi
 ，即前文提及的《关于佛罗伦萨的军队或关于佛罗伦萨军队的对话和评论》。


[24]
 原著写作Karl VIII.，实指Charles VIII。查理八世，1470—1498年，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唯一一个活下来的儿子，1483年继位为法国国王。他也是第七位出自瓦卢瓦家族的国王，在他死后瓦卢瓦家族嫡系便绝嗣了。


[25]
 Ariost，即Ludovico Ariosto（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1474—1533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军事家、宫廷侍从和作家，其主要作品是《疯狂的奥兰多》。


[26]
 施特尔版，日内瓦，1645年，第1卷，第245、246页。——原注


[27]
 原著写作Cesar Borgia，实指Cesare Borgia，1475或1476—1507年，罗德里哥·博尔贾（后来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瓦伦蒂诺和罗马尼阿的第一任公爵，安德里亚和韦纳弗洛侯爵，迪奥伊斯伯爵，皮翁比诺、卡梅里诺和乌尔比诺领主，教会的保护人、红衣主教和军队统帅。


[28]
 原著写作Catharina Sforza，实指Caterina Sforza，1463—1509年，米兰公爵加利亚佐·马里亚·斯福扎的私生女。在1488年其丈夫吉洛拉莫·里亚里奥被暗杀后，她获得了对福尔利的统治权，直至1500年该城被切萨雷·博尔贾占领。


[29]
 Papst Alexander，即Papst Alexander VI.（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原名为Rodrigo Borgia（罗德里哥·博尔贾），1431—1503年，1492年当选教皇，是第二位西班牙籍教皇，文艺复兴赞助者和强权政治家。


[30]
 Orsinen，意大利贵族世家，13世纪在罗马崛起，很多人投身军界，担任雇佣军首领。


[31]
 第5卷，第290页。——原注


[32]
 Navarra，比利牛斯山西部的一个国家，从大约824年起，至1589年一直是一个独立的王国。


[33]
 第2卷，第11书，第23页。——原注


[34]
 原著写作Heinrich VII.，实指Henry VII.。亨利七世，1457—1509年，自1485年继位为英国国王和爱尔兰国王，直至1509年去世，是都铎王朝的建立者。


[35]
 原著写作Ludwig XII.，实指Louis XII.。路易十二，1462—1515年，出身于瓦卢瓦—奥尔良家族，自1498年起继位为法国国王，直至1515年去世。


[36]
 Cardona，即Ramón Folch de Cardona（拉蒙·福尔舍·德·卡多纳），1467—1522年，西班牙军事统帅和政治家，1507年被阿拉贡国王费兰多二世任命为西西里副王，1509年又被改任那不勒斯副王。在意大利战争期间，卡多纳曾多次以那不勒斯副王身份指挥西班牙军队与法国军队作战。


[37]
 第12卷，第59页。——原注


[38]
 Lautrec，1485—1528年，自1511年起担任法国军队元帅，多次参加意大利战争。


[39]
 原著写作Mus，实指Musso。


[40]
 Wolsey，即Thomas Wolsey（托马斯·沃尔西），1475？—1530年，英国国务要员和罗马天主教会红衣主教。


[41]
 第50、58页。——原注


[42]
 第19页。——原注


[43]
 Lang，也写作M. Lang或Matthäus Lang，即Matthäus Lang von Wellenburg（马托伊斯·朗格·冯·韦伦贝格），1468或1469—1540年，天主教会的一位重要神职人员，福音教徒，特别是洗礼派的狂热迫害者。1505—1522年为古尔克主教，自1515年起为萨尔茨堡大主教和红衣主教。


[44]
 原著写作Heinrich VIII.实指Henry VIII。亨利八世，1491—1547年，自1509年起继位为英国国王，自1541年起兼任爱尔兰国王。


[45]
 第15卷，273页。——原注


[46]
 Commentarii de rebus gestis pro restitutione Francisci ducis Mediolanensis
 ，也写作de rebus pro restitutione Francisci Sforzae gestis
 （《弗朗西斯·斯福扎复位记》）。Francisci ducis Mediolanensis，即Francesco Sforza（弗朗切斯科·斯福扎），或Francesco I. Sforza（弗朗切斯科一世·斯福扎），1401—1466年，是米兰斯福扎王朝的建立者。


[47]
 Schlacht von Pavia，发生于1525年2月24日，交战的一方是卡尔五世统率下的西班牙和勃艮第军队，另一方是弗朗索瓦一世统率下的法国军队，结果法国军队战败，弗朗索瓦一世被俘。


[48]
 卡佩拉评论在德意志发生的事情，见于沙迪乌斯：《德国作家》（Capellae Commentarii ap. Schardium，Rerum Germanic
 ）第2卷，第198页；见于格莱维乌斯（Graevium
 ），第1295页。——原注


[49]
 拉丁文：Davalus per fabros lapidarios，militum etiam auxilio
 sexaginta muri passus tanto silentio prostravit，ut strepitus ab hoste nunquam fuerit auditus。


[50]
 意大利文：Con muratori et eziandio con ajuto de' soldati
 essendo qualche hora innanzi giorno，gittarono in terra sessanta braccia di muro。


[51]
 Adam Reisner，1471或1496—1563或1582年，德意志神秘主义者和诗人，著有《弗伦茨贝格的战斗》和《格奥尔格和卡斯帕·弗伦茨贝格先生的生平事迹》等书。


[52]
 Kriegsthaten der Frondsberge，其中Frondsberge一词疑为拼写有误，正确的写法应当是Frundsberge。


[53]
 拉丁文：Itaque cum Parcum ingressus esset，prima peditum acies Mira-bellum，reliquum vero exercitus ad castra regia contendit。


[54]
 Mirabell，按照意大利文的写法应为Mirabello，故译作“米拉贝洛”。


[55]
 意大利文：Intrati nel Barco la prima squadra andò alla volta di Mirabello，il resto del esercito alla volta del campo。


[56]
 拉丁文：suspicatus，Caesarianos Mirabellum proficisci，propterea quod intra Parcum hostes venisse plerique renunciarent，decrevit…


[57]
 意大利文：Ma il re，intesa l'intrata nel Barco pensando che andassino a Mirabello uscì degl' alloggiamenti per combattere sulla campagna aperta。


[58]
 拉丁文：castrorum relicta munitione Caesarianis aequo loco pugnandi fecit potestatem。


[59]
 意大利文：I suoi furono costretti per furore degli scoppietti a piegare insino a tanto che，sopravenendo i Suizzeri，gli Spagnuoli furono ributtati da loro e della cavalleria，che gli assaltò per fianco。


[60]
 拉丁文：a sclopetariis Gallorum primi multa caede et sanguine coguntur retrocedere，donec Helvetii peditatus et equitatus，a latere urgens，Hispanos repellunt。


[61]
 意大利文：Per la porta Romana alla via di Lodi … si era voltato tutto l'esercito imperiale，nel tempo medesimo，che gl' inimici cominciavano ad entrare per le porte Ticinese et Vercellina: i quali se non si volgendo a Milano havessino atteso a seguitare l'esercito di Ceasre，stracco per la lunghezza del camino，nel quale havevano perdute molte armi et cavalli
 ，si crede per certo che con somma facilitià l'harebbono dissipato e … forse … messo in disordine grande. Ma il Re etc。


[62]
 拉丁文：vix Davalus porta Romana … via Laudensi … egressus erat，cum per Ticinensem et Vercellensem viam Gallicus exercitus ingressus est，quin si eo die relicto Mediolano insequebatur Caesarianos，nemini dubium est，quin eo ipso die debellatum fuisset. Nullius enim erat operae hostem，abiectis magna ex parte armis amissisque equis，tam longo itinere fatigatum ad internecionem caedere
 ，vel turpiter abeuntem compellere in praeceps. Sed nimia Regis etc。


[63]
 意大利文：S'accostarono al castello di S. Angelo，il quale situato tra Lodi e Pavia harebbe dato，se non fusse stato in potestà loro，impedimento grandissimo，al condurre delle vettovaglie。


[64]
 拉丁文：ad oppugnandum Sti. Angli oppidum revertuntur，quod ferme medium est inter Laudem Pompeiam et Papiam. Neque id ab re. Nam nisi eo expugnato nulla ferme cibaria ad civitatem deferri potuissent u.s.w.。


[65]
 原著写作Johann Jacob Medici，实指Gian Giacomo Medici。吉安·贾科莫·美第奇，约1495—1555年，是意大利雇佣兵首领、马里尼亚公爵以及穆索和莱科侯爵。


[66]
 布歇：《特莫勒的武功》（Bouchet，Gestes de la Tremouille
 ），第232页。——原注


[67]
 第15卷，第284页及其他页。——原注


[68]
 拉丁文：Etsi pro pastoralis officcii debito ab armis abstinendum nobis erat；-non ita fideli consilio ducibus tuis in Galliam transeuntibus；-Gallorum transitum in tui regni fines multis rebus remorati fuimus；-cum tui duces spem totam posuissent，conventionibus occurrere coacti sumus imminenti periculo。《教皇信函》（Breve Apostolicum
 ），第11页。


[69]
 拉丁文：Fatemur Sanctitatis vestrae opera divum ipsum Leonem in Partes nostras adductum esse；-illius operam non modicae nobis frugi fuisse in alliciendo Handrianum；non tanta erat in ipsis exercitus nostri ducibus desperatio；Sanctitas vestra statum Mediolani a nostrorum ducum manu eripere ac in suam potestatem reducere conabatur。《皇帝的回信》（Responsio Caesaris
 ），第28—33页。


[70]
 Rucellai，也写作Bernardo Rucellai（伯纳尔多·卢塞莱），1448或1449—1514年，意大利佛罗伦萨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柏拉图学院主要成员之一，著有《意大利战争》（de bello Italico
 ）等书。


[71]
 意大利文：Pontremoli，terra appartenente al Ducato di Milano，posta al piè dell' Apennino sul fiume della Magra，il qual fiume divide il paese di Genova，chiamato anticamente Liguria，dalla Toscana。


[72]
 拉丁文：Pontremolum-oppidum in extremis finibus （Mediolani） positum，Apennini dorso circumventum，quod Macra amnis interfluit Tuscosque a Liguribus dividit。


[73]
 原著写作Peter，实指Piero de' Medici。


[74]
 拉丁文：diffidens civitati
 ，consilium capit calamitosun et ad regem
 pergit。


[75]
 拉丁文：Regi minime gratus conspectus Petri fuit-oratio vero，quia permagnas opportunitates afferebat，secundis auribus audita est。


[76]
 意大利文：（Dal re） raccolto benignamente più con la fronte che con l'animo mitigò non poco della sua indignatione col consentire a tutte sue dimande。


[77]
 拉丁文：Petrus peragendi negotii causa simulans ad urbem reditum re ipsa，ut civitatem solicitam a seditionibus in obsequio contineret，quam ocissime Florentiam revertit。


[78]
 意大利文：Piero conoscendo，questo esser principio di mutatione dello stato，per provedere alle cose sue-si partì dal re，sotto colore d'andare a dare perfettione a quello che gl' haveva promesso。


[79]
 意大利文：Doppo molte pratiche e raggionamenti si conchiusa di dare in mano del re per sua sicurtà le fortezze。《未刊著作》第3卷，第108页。——原注


[80]
 意大利文：Pisani，inimicissimi per natura del nome Fiorentine dette animo principalmente a questo moto l'autorità di Lodovico Sforza。圭恰尔迪尼书，第111页。——原注


[81]
 拉丁文：Pisanos infensos Florentino nomini ad arma concitavit。


[82]
 原著写作Julian，实指Giuliano della Rovere（朱利亚诺·德拉·罗韦雷），1443—1513年，先为法国卡尔庞特拉主教，1471年12月15日晋升为万科里红衣主教，自1503年11月1日起至1513年2月21日为教皇，称尤利乌斯二世。


[83]
 Capponi，即Piero Capponi（皮罗·卡波尼），1447—1496年，意大利佛罗伦萨政治家和军事家，深受洛伦佐·德·美第奇重用，曾出使多国。1492年老洛伦佐去世后，卡波尼成为反美第奇党人的领袖之一，终将皮罗·德·美第奇驱逐出佛罗伦萨。此后，卡波尼成为共和国主要负责人，坚决抵抗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入侵。


[84]
 拉丁文：Petrus Capponius，nobili genere clarisque maioribus ortus，vir ingentis spiritus et tum legationis princeps，cuius animum antiqua virtus ac suorum in patrium fortia facta accendebant。


[85]
 意大利文：Piero Capponi，un de quattro deputati，huomo d'ingegno e d'animo grande ed in Firenze molto stimato per questa qualità e per essere nato di famiglia honorata e disceso di persone，che havevano potuto assai nella repubblica。


[86]
 拉丁文：et quoniam pleraque simultate atque ambitione principum magis quam bonis artibus acta gestaque sunt。


[87]
 原著写作König Ferdinand von Neapel，实指天主教徒费兰多，他自1505年起也继任那不勒斯国王，称费兰多三世。


[88]
 拉丁文：Laurentius … ea assidue agitare，quibus res Italiae … examine aequo penderent。


[89]
 意大利文：che le cose d'Italie si mantenessero … Bilanciate。


[90]
 原著写作Ludwig den Mohren，实指米兰公爵洛多维科·斯福扎，他因为皮肤黝黑，素有“摩尔人”之称。


[91]
 拉丁文：Ferdinandi patris consiliis admonitus est，ne affini opitulando Italiae statum pessumdaret。


[92]
 意大利文：Ferdinando avendo più innanzi agli occhi l'utilità presente，che l'antica inclinazione，o l'indignazione del figliuolo benchè giusta，desiderava che Italia non si alterasse。


[93]
 原著写作Johann Galeazzo，实指Gian Galeazzo Sforza。吉安·加利亚佐·斯福扎，1469—1494年，出身于斯福扎家族，是米兰公爵加利亚佐·马里亚·斯福扎的大儿子。7岁时即继其父位，成为米兰公爵，但其母亲的监护权却被其叔父洛多维科·斯福扎篡夺，他本人也在1494年被害死。


[94]
 拉丁文：arces，aerarium，arma，jura，… opes cuncta。


[95]
 意大利文：le fortezze，genti d'arme，il tesoro e tutti i fondamenti dello stato。


[96]
 拉丁文：non contentus suis alienas animo jam opes invaserat，neque has quibus modis assequeretur，dum sibi filiisque，quos plurimos susceperat，pararet，quicquam pensi habebat；domestico dedecori addends immoderatam imperii cupiditatem。


[97]
 意大利文：avarizia insaziabile，ardentissima cupidità di esaltare in qualunque modo i figliuoli，i quail erano molti。


[98]
 Federigo，即那不勒斯国王费代里戈（1452—1504），1496—1501年在位。


[99]
 拉丁文：mari nostro nulla fuit vel numero major vel militari apparatu instructior。


[100]
 意大利文：con armata senza dubio maggiore e meglio proveduta che già molti anni innanzi avesse corso per il mare Tirreno。第71页。


[101]
 拉丁文：oppresseratque maturam jam ac prope erumpentem defectionem。


[102]
 意大利文：repressero la ribellione che già bollia。


[103]
 指法国国王查理八世支持皮罗·德·美第奇重返佛罗伦萨执政的行动。


[104]
 威尼斯联络米兰和罗马教皇建立反法神圣同盟。


[105]
 Johann Bodin，即Jean Bodin，1529或1530—1596年，法国第一位杰出的国家理论家、现代国家主权概念的创建者、绝对主义政治主张的倡导者，著有《容易把握历史的方法》和《关于国家七书》等书。


[106]
 拉丁文：Est mirum in eo studium veritatis inquirendae. Fertur epistolas，decreta，foedera ex ipsis fontibus hausisse et expressisse. Itaque frequenter occurrit illud:“locutus est haec verba”，aut si ipsa verba defuerint:“locutus est in hanc sententiam”。


[107]
 Pierre Daru，1767—1829年，法国金融家、诗人和历史学家。


[108]
 venezianische Geschichte，实指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 Venise
 （《威尼斯共和国史》）。


[109]
 Commentaren
 ，实指Commentarij Dei Fatti Civili: Occorsi Dentro La Citta Di Firenze Dall' Anno 1215 Al 1537
 （《平民记事：1215—1537年佛罗伦萨城市内发生的大事》）。


[110]
 Filippo Nerli，1485—1556年，意大利佛罗伦萨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著有《佛罗伦萨城民政记事》等书。


[111]
 第2卷，第9书，第11页。——原注


[112]
 Birken，即Sigmund von Birken（西格蒙德·冯·比尔肯），1626—1681年，巴洛克时期信奉福音教的德国诗人和作家。


[113]
 Häberlin，即Franz Dominikus Häberlin（弗兰茨·多米尼库斯·海博林），1720—1787年，德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


[114]
 Bebel，即Heinrich Bebel（海因里希·倍倍尔），1472或1473—1518年，德国人文主义诗人，曾荣获“桂冠诗人”称号。


[115]
 Hutten，即Ulrich von Hutten（乌尔里希·冯·胡登），1488—1523年，德国骑士、人文主义者、诗人，曾荣获“桂冠诗人”称号，也是1522—1523年骑士暴动的领导人之一。


[116]
 Maximilian，即Maximilian I.（马克西米连一世），1459—1519年，1477年娶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享有遗产继承权的女儿玛丽亚为妻，从而间接获得了对帕卡德诸邦、勃艮第公国和勃艮第自由伯爵领地的统治权，1486年，在其父亲、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尚健在时被选举为“罗马—德意志人国王”，但不主政，直到1493年弗里德里希三世去世才正式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权，1508年2月6日，在征得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同意后，自行加冕为“当选的罗马人皇帝”。


[117]
 拉丁文：ferunt Maximilianum pro concione orationem luculentam habuisse，de coniuge rapta，filia repudiata et alia id genus。


[118]
 Roo，即Gerhard Roo（格哈德·罗厄），著有《奥地利年代记》。


[119]
 Trithemius，即Johannes Trithemius（约翰内斯·特里特米乌斯），1462—1516年，施彭海姆修道院院长、人文主义者和博学家，也以巫术理论家著称。


[120]
 拉丁文：ferunt Caesarem dixisse，centies centena aureorum millia e suis opibus reipublicae impensa fuisse hactenus。


[121]
 刊印在施帕拉廷（Spalatin）：《智者弗里德里希的生平事迹》（Leben Friedrichs des Weisen
 ），第91页。——原注


[122]
 Ludwig XI.，实指Louis XI。路易十一，1423—1483年，法国国王查理七世的长子，1461年继位。


[123]
 Müller，即Johann Müller（约翰·米勒）或Johannes von Müller（约翰内斯·冯·米勒），1752—1809年，瑞士政治家、政论家和历史编纂者，1791年2月6日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封为贵族，著有《瑞士史》等书。


[124]
 原著写作Hieronymo Morone，实指Girolamo Morone。


[125]
 原著写作Franz Sforza，实指Francesco Sforza，1495—1535年，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扎的小儿子，也是米兰历史上最后一位拥有主权的公爵。


[126]
 拉丁文：Sfortia et Moronus，nihil differendum rati，statim Mediolanum gressum dirigunt；-et vix duo milliaria praetergressi erant，cum etc.。


[127]
 拉丁文：poenituit duces，qui Mediolanum venerant，capti consilii，praesertim Principe et Morono absentibus
 。


[128]
 《米兰公爵弗朗西斯光复原位记事》中的卡佩拉序言（Capellae praefatio in commentarios ad Franciscum，duc. Med
 ）。——原注


[129]
 意大利文：non ridotta dentro la copia delle vettovaglie consueta，difficili i modi del fare provedimenti de' danari de' ripari non havendo alcuno atteso a conservargli。


[130]
 拉丁文：cum neque vallum urbis refectum invenissent neque farinam ad panem conficiendum aut lignorum copiam in urbe esse intellexissent。


[131]
 意大利文：trasferendo le parole latine in voci vulgari。


[132]
 Livius，全名Titus Livius（提图斯·李维乌斯），也写作Tito Livio（提托·李维奥），大约公元前59—公元17年，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历史编纂者。


[133]
 Dekaden
 ，实指Ab urbe condita libri CXLII
 （《建城以来史——142书》），一部记述从公元前753年罗马城创建直至公元前9年达鲁苏斯去世全部历史的著作。原有142书，现仅存第1—10书（公元前753年至前293年）和第21—45书（前218—前167年）。其余各书内容仅见于一些转述和摘录。


[134]
 Galeazzo Sanseverino，即Galeazzo da Sanseverino（加利亚佐·达·圣塞韦里诺），1460—1525年，马上比武的竞技高手，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的慷慨恩主，曾被意大利同时代人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赞誉为理想的骑士或者“骑士精神的典范”，也深受米兰公爵洛多维科·斯福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法国国王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等帝王和达官贵人的青睐。


[135]
 Luzio Malvezzo，即Lucio Malvezzo，威尼斯军队将领。


[136]
 第4卷，第228、229页。——原注


[137]
 洛多维科·斯福扎在安布罗焦等地的演讲，载克里奥：《米兰历史》（Cario，Historia di Milano
 ），第979页。——原注


[138]
 意大利文： nostri furono costretti，far prova，se con l'uscire fuora si potevano salvare，come speravano poter fare，promesso il passo libero dal Sig. Constantino in Monferrato。


[139]
 Rosmini，即Antonio Rosmini（安东尼奥·罗斯米尼），1797—1855年，教士、哲学家和最后的博学者之一。


[140]
 意大利文：Signore Galeazzo con tutta la gente d'arme
 usciteno fuora et se ne veneno via。


[141]
 意大利文：Se levarono et preseno diverse vie。


[142]
 Bernardino Corio，1459—约1519年，米兰人文主义者和历史学家，著有《米兰历史》等书。


[143]
 原著写作Franz Sanseverin，实指Francesco Sanseverino。


[144]
 意大利文：Più da nascosto，che potè，uscendo pigliò il camino verso Milano e dietro lo seguitò Ermes，Galeazzo conte di Melzo，Alessandro Sforza，Lucio Malvezzo con alcuni de' suoi。


[145]
 第5卷，第260页。——原注


[146]
 Reichstagsstaat
 ，即Des Heil. Römischen Reichs Teutscher Nation Reichstagsstaat. Von Anno MD biß MDIIX
 （《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等级会议国家——从公元1500年至1520年》）。


[147]
 意大利文：temendo，non se gli opponessino i re di Spagna。


[148]
 Amboise，即Georges d'Amboise（乔治·当布瓦斯），1460—1510年，法国的红衣主教、大臣，国王路易十二的首席顾问和朋友。


[149]
 Erzherzog Philipp，即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儿子、勃艮第大公腓力，1478—1506年。


[150]
 Pontus Heuterus，1535—1602年，尼德兰神学家、历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


[151]
 Gonsalvo，即Gonzalo Fernández（贡萨洛·费尔曼德兹），1453—1515年，效力于“天主教徒国王”费兰多的西班牙将领和政治家。


[152]
 意大利文：Faceva guardie negligente-et debole difesa。


[153]
 Juan，即Juan de Borja（胡安·德·博尔雅）或Giovanni Borgia（乔瓦尼·博尔贾），1476或1478—1497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贝内文蒂公爵，曾出任教皇军队最高指挥。1497年7月14—15日夜被不知名者杀害。策划谋杀的既有可能是与他为敌的奥尔西尼家族和他的内兄弟乔瓦尼·斯福扎，也有可能是他的亲兄弟切萨雷和约弗雷。


[154]
 Lucrezia Borgia，1480—1519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女儿，有倾城倾国之美貌，却被其父当作政治工具来利用，先后3次嫁人。其第一任丈夫乔瓦尼·斯福扎在失去政治利用价值之后便被抛弃了。第二任丈夫比谢利亚公爵阿拉贡的阿尔方索，大概是由其兄长切萨雷派人杀害了。她的第三任丈夫是费拉拉公爵阿尔方索一世·德斯特，此次婚姻较为长久，一直维持到她1519年去世，并生育了多个孩子。


[155]
 参阅亨克：《注释》，见罗斯科：《利奥十世生平事迹》（Roscoe，Leben Leo’s X
 .）第1卷，342页。——原注


[156]
 Paul III.，原名Alessandro Farnese（亚历山德罗·法梅塞），1468—1549年，1534年10月13日当选教皇。


[157]
 《巴托洛伊姆斯·萨斯特洛夫的出身等》（Barthol. Sastrowen Herkommen etc.
 ），第1卷，367页。——原注


[158]
 Bartholomäus Sastrow，1520—1603年，曾为施特拉尔松的市长，著有一部自传，全名为Bartholomäi Sastrowen Herkommen，Geburt und Lauff seines gantzen Lebens
 （《巴托洛伊姆斯·萨斯特洛夫的出身、出生和他的全部履历》）。


[159]
 Burcardus，约1450—1506年，1483年购得教皇司仪官职，著有《笔记》等书。


[160]
 Brequigny，即Louis de Brequigny（路易·德·布莱奎尼），1714—1795年，意大利史学家。


[161]
 Extraits
 ，即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anuscrits de la Bibliothèque royale
 （《皇家图书馆手稿记录和摘录》）。


[162]
 Roscoe，即William Roscoe（威廉·罗斯科），1753—1831年，英国历史学家和杂记作家，著有《利奥十世生平事迹》和《洛伦佐·德·美第奇生平事迹》等书。


[163]
 拉丁文：plus sapere quam oportet。


[164]
 意大利文：il Pontifice è repentinamente portato per morto nel Palagio Pontificale，et il di seguente，che fu il 18 di d'Agosto，è portato morto nella chiesa di San Piero。


[165]
 原著写作Peter Navarra或Pedro Navarra，实指Pedro Navarro，1460—1528年，奥利韦托伯爵，西班牙军事指挥官和工程师。


[166]
 意大利文：La mina con grandissimo impeto e romore gittò talmente in alto la capella，che per quello spatio，che rimase tra 'l terreno ed il muro gittato in alto fu da quelli，che erano fuora，veduta apertamente la città dentro ed i soldati，che stavano preparati per defenderla: ma subito scendendo ingiu ritornò il muro intero nel luogo medesimo，onde la violenza del fuoco l'haveva sbarrato，ed si ricongiunse insieme，come se mai non fusse stato mosso。


[167]
 Muratori，即Lodovico Antonio Muratori（洛多维科·安东尼奥·穆拉托里），1672—1750年，18世纪意大利著名学者之一，有“意大利历史编纂之父”之称。1723—1751年，他写作并完成了一部论述意大利历史和文学的巨著，共分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ab anno aerae christianae 500 ad annunm 1500
 （《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的意大利作家》）。


[168]
 Fabroni，即Angelo Fabroni（安杰洛·法布罗尼），1732—1803年，意大利历史学家、文学史家和传记作家，著有《洛伦佐·美第奇传》等书。


[169]
 Coccinius，也写作Michael Kochlim（米夏埃尔·科赫林），1478或1482—1512年，德国人文主义者和历史学家。


[170]
 《路易三世的书信》（Lettres de Louis III
 ），第158页。——原注


[171]
 原著写作Karl Sigonius，实指Carlo Sigonio，约1524—1584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历史学家。


[172]
 拉丁文：murum ignis non labefecit，licet valde succusserit。


[173]
 西格尼乌斯：《博洛尼亚事务》（Sigonius，de rebus Bononiensibus
 ），法兰克福，1604年，第297页。——原注


[174]
 第6卷，第350页；第7卷，第369页。——原注


[175]
 拉丁文：Item，quod St. Dominus noster mittere debeat 600 equites gravioris armaturae。


[176]
 拉丁文：Sua Santità da in subsidio di detta lega CCCCCC huomini d'arme in biancho。


[177]
 Pindar，公元前522或518—前445年，古希腊抒情诗人。


[178]
 Sessa，公爵，神圣罗马帝国驻罗马使节。


[179]
 Franz Carpesan，实指Francesco Carpesan，米兰教士和历史学家，著有《记事》等书。


[180]
 第8卷，第194页。——原注


[181]
 Varchi，1502—1565年，意大利佛罗伦萨诗人和历史学家，著有《佛罗伦萨史》等书。


[182]
 第2卷，第39页。——原注


[183]
 第259页。——原注


[184]
 第25卷，第3页。——原注


[185]
 原著写作Franz Maria，实指Francesco Maria，乌尔比诺公爵。


[186]
 博洛尼亚圣萨尔瓦托雷图书馆收藏有这样一份手稿：针对弗朗西斯科·圭恰尔迪尼在其历史著作中的诽谤，为乌尔比诺公爵弗朗西斯科·玛利亚所做的辩护……该手稿出自作者本人的手笔，正如审校者所证明的那样。雷波萨蒂关于古比奥的铸币厂，第2卷，102页，注释。但也有人认为它是莱昂尼的一部作品，我不知道这样说理由何在。——原注


[187]
 《马基雅维利写给教皇副官的出使报告》（Legazione di Macchiavelli al Luogotenente
 ），第472页。——原注


[188]
 《弗伦茨贝格的战斗》（Kriegsthaten der Frundsberge
 ），第126页。——原注


[189]
 载霍迈尔编《历史档案等》（Hormayrs Archiv für Historie etc.
 ），1812年，第461页。——原注


[190]
 Pescara，即Fernando Francesco d'Avalos（费尔南多·弗朗切斯科·达瓦洛斯），1489或1490—1525年，佩斯卡拉马尔克伯爵和西西里的副王，曾为皇帝卡尔五世统帅、意大利战争中皇帝—西班牙军队的指挥官。


[191]
 《书信》（Lettere
 ），第77页。——原注


[192]
 瓦尔奇（Varchi），第83页。——原注


[193]
 列举于尼格里著《佛罗伦萨的作家》（Negri，Scrittori Fiorentini
 ），不完整，在蒂拉博斯基书中同样十分简略。——原注


[194]
 拉丁文：Ubi quid in deliberationen cadit，quod inexplicabile videatur，illic admirabilem in disserendo subtilitatem ostentat。


[195]
 Montaigne，即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米歇尔·埃克姆·德·蒙田），1533—1592年，法国政治家、哲学家和杂文作家。他是一位人文主义者和怀疑论者，也是欧洲精神史上哲学—文学类杂文的创建者。


[196]
 法文：La partie de quoi il se semble vouloir prévaloir le plus，sont ses digressions et ses discourse。


[197]
 原著写作Franz Vettori，实指Francesco Vettori，1474—1539年，意大利佛罗伦萨政治家。在1494年美第奇家族被驱逐后，韦托里进入政府并在1503年成为政府顾问团成员。1512年改换政治阵营，积极参与了推翻皮罗·索德里尼的活动，随后又与重新返回的美第奇家族建立了密切联系。1515—1518年，韦托里出使法国，1529年又成为驻罗马使节。在其著述当中有一部记述1511—1527年意大利历史的小书。


[198]
 Cosimo I.，即Cosimo I. de' Medici（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


[199]
 Magliabechiana，即Biblioteca Magliabechiana（马利亚贝基亚纳图书馆），18—19世纪佛罗伦萨公共图书馆之一。


[200]
 Circa la sua maldicenza del governo della Repubblica fiorentina，e popolo e de' suoi migliori cittadini，e circa l'avere taciuto le gloriose opere loro，ed adornate le malvagie di quelli della sua fazione.（意大利文：关于他对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它的人民和它的最好市民的含沙射影攻击，关于下列事实，即他没有提及他们的光辉事迹，也没有美化他个人所属党派中的人们的丑行。）——原注


[201]
 意大利文：S'io demando cose disoneste，voi sonerete le vostre trombe e noi soneremo le nostre campane。


[202]
 意大利文：affermano che egli queste istesse parole pronunziò。


[203]
 意大利文：Ah，Ciappon，Ciappon，voi siete un mal Ciappon。


[204]
 Apologia，即Apologia dei cappucci（《卡普奇辩护》）。



[205]
 Vitellozzo Vitelli，约1458—1502年，意大利雇佣兵首领，曾帮助佛罗伦萨攻打比萨，也曾帮助法国和奥尔西尼人对抗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500年，维泰洛佐·维泰利和奥尔西尼人与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切萨雷·博尔贾和解，并率领军队为后者效劳，后来企图谋反，被切萨雷·博尔贾杀害。


[206]
 Trivulzio，也写作Trivulz，即Gian Giacomo Trivulzio（吉安·贾科莫·特里武尔齐奥），1440或1441或1448—1518年，是一位法国元帅和法兰西—意大利军队首领，后因失宠于国王，抑郁而终。


[207]
 Silvio，即Silvio Passerini（西尔维奥·帕塞拉尼），1469—1529年，意大利科尔托纳红衣主教，美第奇家族的铁杆支持者。


[208]
 原著写作Hippolito，实指Ippolito。全名Ippolito de' Medici（伊波利托·德·美第奇），1511—1535年，是内穆利斯公爵朱利亚诺二世·德·美第奇的私生子。


[209]
 Alessandro，即Alessandro de' Medici（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


[210]
 意大利文：con presentissimo consiglio。


[211]
 《未刊著作》，第5章，第421页。——原注


[212]
 意大利文：实际上他是一位品质高尚的人，有最伟大的理想和好的意图。


[213]
 Coprì quasi tutte le sue cupidità sotto colore di onesto zelo della religione e di santa intenzione al bene comune.（意大利文：他把他的一切罪恶欲望隐藏在关心宗教、神圣旨意和公众福利的热情表象之下。）——原注


[214]
 de la Rochefoucauld，即Francois de La Rochefoucauld（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1613—1680年，出身法国大贵族家庭，积极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反对专制政治，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和伦理学家。


[215]
 Nro. XI.——原注


[216]
 Nro. XVI.——原注


[217]
 伯努瓦就做过这样的尝试。吉沙尔丹（Guichardin），巴黎，1862年。——原注


[218]
 原著写作Ligue von Cambray或Liga von Cambray，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为了对抗威尼斯共和国的扩张而派代表于1508年12月10日在康布雷缔结的同盟，后来教皇尤利乌斯二世、阿拉贡国王天主教徒费兰多、匈牙利国王弗拉迪斯拉夫二世和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也先后加入。但由于各国行动不一，教皇于1510年2月24日宣布终止对威尼斯共和国的敌对行动，康布雷同盟旋即瓦解。


[219]
 Andrea Gritti，1455—1538年，威尼斯共和国外交官和军事统帅，1523—1538年曾出任共和国的第77任总督。


[220]
 意大利文：considerare，se il re de' Romani si unirà coi Franzesi，in caso che noi rifiutiamo le domande sue。


[221]
 意大利文：il principal ragione，in sulla quale abbiamo a fondar la nostra deliberazione，è il fermare una volta in noi medesimi，se noi crediamo che tra il re di Francia e il re dei Romani，disperato che sarà dell' amicizia nostra，sia per nascere unione。


[222]
 Schlacht von Ghiara d'Adda，即1509年5月14日的阿尼代洛战役，也称作瓦伊拉战役，康布雷同盟战争中的一场主要战役。威尼斯共和国试图阻止路易十二军队从西边渡过艾达河占领陆地进攻，但却失败了，法国大获全胜。


[223]
 意大利文：brutto e vituperoso；furono in lui e abbondantemente tutti i vizii del corpo e del animo，nè sì potente circa alla amministrazione della chiesa pensare uno ordine，sì cattivo che per lui non si mettessi ad effetto；fu lussuriosissimo in due sessi；fu avarissimo - vendevansi a tempo suo come allo incanto tutti i beneficii，le dispense，i perdoni. - Fece morire di veleno molti prelati e cardinali，ancora confidatissimi sua；non era in lui nessuna religione，nessuna osservanza di fede，nessuna cura della giustizia（《未刊著作》第3书，第303页）。


[224]
 Ascanio，即Ascanio Sforza（阿斯卡尼奥·斯福扎）或Ascanio Maria Sforza（阿斯卡尼奥·马里亚·斯福扎），1455—1505年，出身于斯福扎家族，是米兰公爵弗朗切斯科一世·斯福扎的第6个儿子，埃格的大主教，1484年被任命为红衣主教。


[225]
 Meusel，即Johann Georg Meusel（约翰·格奥尔格·穆塞尔），1743—1820年，德国历史学家、词典编辑者和书目学家，著有《法国历史》等书，编辑出版《历史图书辑录》等资料集。


[226]
 意大利文：Il quale accordo，come fu fatto，Carlo andò da Nepi a Bracciano，terra principale di Virginio。


[227]
 拉丁文：Rebus ita cum Ursinis constitutis Nepeso Braccianum，primarium Virginii oppidum，profectus est。


[228]
 意大利文：ed a Ostia mandò Luigi Monsignore d'Allegri con 500 lanzie e 2000 Svizzeri，acciocchè passando il Tevere，ed uniti con li Colonnesi che correvano per tutto si forzassino d'entrare in Roma，i quali per mezzo di Romani della fazione loro speravano a ogni modo di conseguirlo。


[229]
 拉丁文：Ivonemque Alegrium cum 500 equitibus cataphractis et duobus Helvetiorum millibus Ostiam misit，ut transmisso Tiberi Prospero ac Fabricio Columnis iungerentur，quorum factione Romae potente se potituros urbe sperabant。


[230]
 意大利文：Già tutta la corte，già tutto il popolo Romano in grandissima sollevatione et terrore chiamavano ardentemente la concordia: però il Pontefice ridotto in pericolosissimo frangente et vedendo mancare continuamente i fondamenti del difendersi non si riteneva per altro，che per la memoria d'essergline state data cagione alcuna，havere con l'autorità，con consigli，et con l'arme
 fattagli pertinace resistenza；onde meritamente dubitava，dovere essere del medesimo valore la fede，che ricevesse dal re，che quella che 'l re haveva ricevuta da lui。


[231]
 拉丁文：Iam Romani cives ingenti terrore perculsi ipsique adeo Cardinales ac pontificia aula，ut cum Carolo conveniret，Alexandrum urgebant. Id ipsum cupiebat et Pontifex，sed in tantis difficultatibus aestuantem illud retardabat，quod princeps huius belli hortator nulla iniuria lacessitus Carolo datam fidem fefellerat et consilio，auctoritate，armis
 adventantem repellere tentarat. Ne eandem in Carolo fidem experiretur et suis ipse artibus caperetur，extimescebat。


[232]
 Trivisan，即Marcantonio Trevisan（马尔坎托尼奥·特里维桑），1475—1554年，威尼斯政治家，在1553—1554年间为威尼斯的第80任总督。


[233]
 Grimani，也写作Antonio Grimani（安东尼奥·格里马尼），1434—1523年，威尼斯政治家，在1521—1523年间为威尼斯的第76任总督。


[234]
 原著写作Katharina von Medici，实指Caterina de' Medici，1519—1589年，出身于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是乌尔比诺公爵洛伦佐二世的女儿，1533年嫁给法国王太子，即后来的亨利二世。她也是后来依次继承了王位的弗朗索瓦二世、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这三个儿子的母亲。


[235]
 拉丁文：Quod paucis ante diebus stipendium acceperant，Columbus avaritiae praeceps omibus，qui dimidiatam stipendii partem redderent，missionem dedit eamque pecuniam avertit. Hispani in se armati，ubi Gallos recepto regno Navarrico et non contentos aliena etiam invadere intellexerunt，sibi invicem conciliati Asparrum，cui vix dimidia pars exercitus supererat，persecuti fuderunt，multos ceciderunt，ipsum male mulctatum，ita ut oculis captus sit，Turnoniumque ac multos praeterea viros nobiles captivos abduxerunt；ceteri in montium praerupta diffugerunt。


[236]
 法文：Parceque les gens de pied avoient receu leur mois depuis peu de jours，fit que tous ceux，qui s'en voudroient aller，lui rendans demi paye auroient congé de se retirer，et mist cet argent en ses bonges （je ne say au profit de qui il revint）. Les Espagnols，lesquels （comme dit est）étoient en armes les uns contre les autres voyans les François ne s'estre contentez de ravoir ce qui étoit de leur appartenance，mais vouloient conquérir leur pays，s’accordèrent noblesse et la commune et trouvant le dit Seigneur d'Asperaut （son armée déja séparée）le defirent et toute sa troupe et y fut pris prisonnier le dit seigneur d'Asperaut et tant battu qu’il y perdit la veue
 ，aussi fut pris le seigneur de Tournon et autres plusieurs gens de bien. Le reste se sauva par les montagnes。


[237]
 此处标题原文为：Ioannis Marianae e societ. Ies. Historiae de rebus Hispaniae libri XXVI-XXX
 ，即“耶稣会士伊奥阿尼斯·马里亚纳著西班牙史，第26—30书”，为直观起见，略译为“马里亚纳”。


[238]
 德语和拉丁文混合：Cesar habe er contra fas，contra auspicia，contra omina aequitatis iura aus dem geistlichen Stande treten lassen。


[239]
 Alfonso Albuquerque，即Afonso de Albuquerque（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1445、1450、1453或1462—1515年，葡萄牙军事家、政治家、航海家和葡萄牙—印度第二任总督。他的活动为葡萄牙在亚洲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240]
 拉丁文：O homines ad servitia natos！O hominum infelicitatem！


[241]
 Anton von Lebrixa，即Antonio de Nebrisa（安东尼奥·德·内布里萨）。


[242]
 Petrus Martyr，1457—1526年，西班牙政治家和史学家，曾将政要书信编辑成册。


[243]
 Alvar Gomez，全名Alvar Gomez Castro de Toledo（阿尔瓦·戈麦斯·卡斯特罗·德·托勒多）。


[244]
 西班牙文：Pedro Hernandez de Cordova，Marques de Priego estava muy aliado con el Conde de Cabra y los dos mostravan estar muy desdeados，porque el Rey havia hecho poco caso dellos pues no pensavan se menos poderosos
 ，en las cosas de aquella provincia por sus estados
 y amigos，che lo eran los Grandes de Castilla a quien el Rey gratificò y hizo merced
 para assentar su venida。


[245]
 拉丁文：Baetici proceres aegre tulerant，nullam eorum rationem a Ferdinando rege fuisse habitam，cum primum rediit in Hispaniam；et qui Castellae procerum voluntates magno redemerat
 ，nihil ipsis，qui neque potentia neque opibus illis concederent，a sene parco esse datum。


[246]
 拉丁文：Invidia in praeceps dabat alienis semper incrementis anxia；dignitatis tamen species obtendebatur。


[247]
 拉丁文：Prae ceteris tamen Petrus Fern. Cord. Pr. March. et Egabri Com. de iniuria expostulare，Parati dolorem vindicare，si qua se occasio obtulisset。


[248]
 西班牙文：Estando desta manera resabiados e desfavorecidos，sucediò，que huvo certo ruydo en la ciudad de Cordova entre algunos vezinos della；y siendo preso uno de los culpados per los ministros de la justicia llegaron ciertos criados de don Joan de Aça Obispo de Cordova，y con gran alboroto y mano armata quitaron el preso a los officiales reales。


[249]
 拉丁文：Accidit，ut in rixa populari temere Cordubae excitata regis ministri e sontibus unum in vincla raperent. Johannis Atiae，Cordubensis episcopi aulici，correptis armis captum per vim eripuere，ne in custodiam daretur。


[250]
 西班牙文：Esta fuerça se divulgò en breves dias per todo el Reyno e siendo el Rey en Burgos mandò yr a Cordoba al Licenziado Hernan Gomez Herrera Alcalde de su casa e corte con alguna gente de caballo para que hiziesse pesquisa sobre aquella resistencia，y porque mas libremente pudiesse inquirir，que notificasse al Marques de Priego y Don Franzisco Pacheco su hermano，que saliesen de la ciudad。


[251]
 拉丁文：Commotus ea temeritate Rex Burgis，ubi erat，misit Fernandum Gometium Ferreram，quatuorvirum in curia rerum capitalium，ut quaestione habita noxam eam vindicaret legibus。


[252]
 西班牙文：Commençando el Alcalde a entender en su pesquisa，le embiò a dezir el Marques，que no usasse de su commission hasta consultarlo con el Rey y que saliesse de la ciudad。


[253]
 拉丁文：non audacia，sed temeritas erat regia auctoritate armato iudici obsistere；levius crimen graviori cumulatum。


[254]
 Spiegel der Ehren des Erzhauses Oesterreich，系德国历史学家西格蒙德·冯·比尔肯根据汉斯·雅各布·富格尔著《对于奥地利和哈布斯堡的背景、起源、族系和繁衍情况的真实描写》等书编写的，1688年出版于纽伦贝格。


[255]
 Weiskunig，也写作Der Weißkunig或Der Weißkönig。该书主要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的两篇自传构成，但未完成。其作者大概是马克西米连一世的秘书马克斯·特赖茨绍尔魏因。


[256]
 Leopold I.，1640—1705年，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自1655年起为匈牙利国王，自1656年起兼波希米亚国王，自1657年起又兼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国王，1658—1705年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统治时期是哈布斯堡君主国强盛的开始，绝对主义的君主制度得到空前加强。


[257]
 fruchtbringende Gesellschaft，是1617年为纯洁德语而成立的语言学会，巴洛克时期最大的文学团体，拉丁文写作societas fructifera，因其徽章中有印第安棕榈树图案，也被称作棕榈会。


[258]
 Coxe，即William Coxe（威廉·考克斯），1747—1828年，英国教会人士和历史学家。


[259]
 德文：sie stellten eine Antwort aus dem Grobiane。


[260]
 德文：der Krieg tummelte sich nicht allein in allen Landen，sondern er taumelte auch auf der See herum。


[261]
 德文：sie fangen den vollen Bruder。


[262]
 德文：sie fürchteten sich，draußen in der Klopfgasse zu wohnen。


[263]
 Philipp，即Felipe I de Austria el Hermoso，1478—150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儿子，勃艮第公爵，也是哈布斯堡家族中在西班牙登基成为国王并统治卡斯蒂利和莱昂地区的第一人。


[264]
 Crusius，即Martin Crusius（马丁·克鲁修斯），1526—1607年，德国古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特别是对施瓦本历史颇有研究。1559—1607年为图宾根大学教授。


[265]
 Michael Wolkenstein，即Michael von Wolkenstein（米夏埃尔·冯·沃尔肯施泰因），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邦国宫廷总管。


[266]
 Pirkheimer，也写作Bilibald Pirkheimer（比利巴尔德·皮尔克海默尔），1470—1530年，德国人文主义者、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朋友和马克西米连一世的顾问，著有《瑞士战争史》等书。


[267]
 Oefele，即Andreas Felix von Oefele（安德烈亚斯·费利克斯·冯·埃费勒），1706—1780年，德国历史学家和图书馆员，著有10卷本《巴伐利亚作家》等书。


[268]
 Kurzbeck，即Joseph von Kurzbeck（约瑟夫·冯·库尔兹贝克），宫廷图书印刷匠。


[269]
 后来我有机会见到了富格尔的原著，也在我的《德意志史》第1卷所附选录中对它作了报道。参见《全集》第1卷，第346页。——原注


[270]
 原文作Sleidanus。


[271]
 de statu religionis et reipublicae Carolo
 ，第五章，imperatore。——原注


[272]
 Froissart，即Jean Froissart（让·弗鲁瓦萨尔），约1337—约1405或1410年，法国诗人、编年史家，著有关于英国和法国王室百年战争最初阶段（1337—1453）的编年史等书。


[273]
 从贝莱写给亨利二世的一封注明地点和时间为“罗马，1547年8月13日”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施莱丹尽管与抗议宗教徒联系密切，却从弗朗索瓦一世那里获得了一笔数额高达100银币的退休金。里比耶：《书信和回忆录……弗朗索瓦一世、亨利二世和弗朗索瓦二世统治时期》（Ribier，Lettres et Mémoires…sous les règnes de François I，Henry II et François
 ），第2卷，第50页。——原注


[274]
 Georgium Sabinum，即下文中提到的Sabinus或Georg Sabinus。


[275]
 Albrecht，即Albrecht Kardinal von Brandenburg（勃兰登堡红衣主教阿尔布莱希特），1490—1545年，出身于霍亨索伦家族，最初与其兄长约阿西姆一起继承了勃兰登堡马尔克伯爵爵位，后步入神职人员等级，成为马格德堡大主教以及哈尔贝施塔特的教会行政长官。1514年又成为美因兹大主教并以此身份成为美因兹教会省的大主教、美因兹教会领地邦国君主、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侯和首相。阿尔布莱希特与教皇合伙出售赎罪券一事，成为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的直接原因。


[276]
 Sabinus，即Georgium Sabinum（格奥尔基乌姆·萨比努姆），也写作Georg Sabinus（格奥尔格·萨比努斯），1508—1560年，柯尼希斯贝格大学的诗学教授，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和外交官。


[277]
 拉丁文：Quamquam，etsi natio nil impediret。


[278]
 拉丁文：Deinde，etiamsi natio non impediret。


[279]
 Goldast，即Melchior Goldast von Haiminsfeld（梅尔希奥·戈尔达斯特·冯·海闵斯费尔德），1578—1635年，瑞士人文主义者、法学家、外交官和藏书家。


[280]
 die goldene Bulle，也写作Bulla aurea。


[281]
 Thomas de Vio，即Thomas de Vio Cajetan（托马斯·德·维奥·卡耶坦），也写作Thomas de Vio Gaeta（托马斯·德·维奥·加埃塔），1469—1534年，多明我会总监、新托马斯主义创始人。1918年10月神圣罗马帝国等级会议在奥格斯堡召开期间，卡耶坦以教皇代表身份出席会议，并传唤路德到奥格斯堡会谈，企图迫使他收回对赎罪券的批评。路德在会谈中态度坚决，不仅不收回自己的立场观点，还进一步指出，《圣经》是唯一的知识源泉，《圣经》的权威高于阿奎那和教皇。


[282]
 Raynaldus，即Odericus Raynaldus（奥德里库斯·莱纳尔杜斯），也写作Odorico Raynaldi（奥多里科·拉纳尔迪），1595—1671年，意大利历史学家，著有《教会年代记》等书。


[283]
 在《托米蒂阿纳档案》（Acta Tomitiana
 ）第5卷第63页有一篇题为《选举誓言》（Aufsatz vota Electorum
 ）的论文，但该论文仅仅是对施莱丹著作的复述；抄件进入真正原始文献行列了。——原注


[284]
 拉丁文：facta est renunciatio，tum Moguntinus habuit orationem。


[285]
 拉丁文：convocata deinde nobilitate et populo Moguntino，in aede divi Bartholomaei pro concione Carolum，Austriae principem et regem Hispanicum，in demortui locum Maximiliani Romanorum regem declarat，et quod tanta consensione sit electus，Deo gratias agendas dicit，et ut illi fidem omnem ac officium praestent hortatur，et in ipsius laudationem progressus，quam ob rem ex omnibus unum hunc elegerint，demonstrat。


[286]
 Melanchthon，即Philipp Melanchthon（菲利普·梅兰希通），1497—1560年，德国人文主义者、语文学家、哲学家、神学家、新拉丁文诗人和教科书作家。马丁·路德的同事和朋友，宗教改革的积极支持者，有“德国教师”之称。


[287]
 Chyträus，即David Chyträus（达维德·希特罗伊斯），1530—1600年，福音教神学家、历史学家、学校组织者，曾五次出任罗斯托克大学校长，是宗教改革后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著有《萨克森》等书。


[288]
 Chronik Carions
 ，也写作Chronicon Carionis
 （《卡里温编年史》）或Chronik des Weltzeitalters
 （《世界时代的编年史》），是由德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卡里温（1499—1537）主持编写并经梅兰希通等人修订的编年史。


[289]
 Cardinal von Gaeta，即Thomas de Vio（托马斯·德·维奥）。


[290]
 载鲁谢利：《王公书信》（Ruscelli，Lettere di Principi
 ），第1卷。——原注


[291]
 意大利文：Hoggi l'arcivescovo di Magonza nella chiesa di San Bartolomeo，ove era tutta la nobiltà e tutto il popolo di questa terra，salito in pulpito con chiara ed i spedita voce ha dichiarato e pronuntiato Carlo duca d'Austria e re di Spagna imperatore in luogo di Massimiliano morto comandando che dovessero ringratiare dio di così utile e santa elettione，confortando ciascuno a farne festa et ad essergli sempre fedele et obediente et quivi se distese molto per tutti i capi nelle lodi di detto Carlo ed a dimostrare le ragioni，per le quali essi l'havessero eletto e antiposto a tutti gli altriprincipi di Cristianità。


[292]
 Herzoge Friedrich von Sachsen，即Friedrich III.（弗里德里希三世），1463—1525年，自1486年起直至1525年去世为萨克森公爵和神圣罗马帝国选侯。


[293]
 Leo，即Papst Leo X.（教皇利奥十世）。


[294]
 意大利文：Questo Carolo viene hora a possedere il ducato di Borgogna con tutto quello，ch' era stato del primo duca；e similmente il regno di Spagna，die Sicilia，di Napoli. -Essendo Carlo fanciullo di sei anni，gli mori il patre: essendo poscia di 16 anni gli è morto Ferdinando suo avolo；per la morte del quale se n'andò in Ispagna，ov' è stato questi tre anni continui。


[295]
 拉丁文：Quicquid habuit Burgundiae dux longe certe potentissimus，quicquid Hispaniae rex Ferdinandus，id universum ad Carolum pervenerat.-Patrem Carolus amisit sex annorum puer，avum vero Ferdinandum XVI annorum adolescens，ab eiusque morte profectus in Hispanias ibi permansit。


[296]
 拉丁文：Galliae rex Carolus V. cognomento prudens fratri suo natu minimo Burgundiae principatum dedit。


[297]
 意大利文：Carolo V. re di Francia，il quale fu cognominato il prudente，diede il ducato della Borgogna a Filippo，suo fratello minore。


[298]
 希特罗伊斯：《萨克森》（Chytraeus，Saxonia
 ）第8卷，第233页。——原注


[299]
 关于由前面的论断引发的争论，可参阅我在《德意志史》（Deutschen Geschichte
 ）（第5版）第1卷中的注释，第263页，注释2。——原注


[300]
 保卢斯·约维斯《当代史》（historias sui temporis
 ）序言。——原注


[301]
 贝内迪克特·约维斯著《新科莫历史》（Benedocti Iovii historia Novocomensis
 ），见于格莱维乌斯书第7卷第2部分142页所收录。——原注


[302]
 Descriptio musei elogiis virorum doctrum praefixa.（拉丁文：图书介绍，附有一篇作为序言的赞美，出自一位博学人之人。）伊波利塔·贡扎加和佛罗伦萨的科西莫·德·美第奇在同一时间让人根据博物馆中的画像制作副本，前者通过伯纳迪诺·坎坡，后者通过阿尔蒂西莫，他们都是声名卓著的大师。菲奥里洛：《绘画艺术的历史》（Fiorillo，Geschichte der zeichnenden Künste
 ）第2卷，第414页。——原注


[303]
 刊登于蒂拉博斯基：《意大利文学史》（Tiraboschi，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第7卷，第803页，1812年版。——原注


[304]
 有三本书记载了乔维奥后来的情况。罗韦利：《科莫的历史》第3卷，2，242。——原注


[305]
 拉丁文：Elogia virorum bellica virtute illustrium und virorum doctorum。


[306]
 拉丁文：maximorum regum et pontificum，insigniumque bello ducum familiaritatem et amicitiam promeriti ex eorum ore haec hausimus，quae amore vel odio nunquam distracti
 fideli literarum memoriae mandavimus。


[307]
 拉丁文：Religiosa fide，freti conscientia integri pudoris
 cum vivis ad oblectationem tum posteris ad exemplum historias edidimus。


[308]
 Papst Hadrian，即Papst Hadrian VI.（教皇哈德良六世），原名Adriaen Floriszoon Boeiens（阿德里安·弗洛里斯措恩·波因斯）或Adrian von Utrecht（乌特勒支的阿德里安），1459—1523年，1522年1月9日当选教皇，但到次年夏末就去世了。有人说他是被毒死的，也有人认为他死于瘟疫。


[309]
 原著写作Raphael Petrucci，实指Raffaello Petrucci，1472—1522年，罗马天主教会红衣主教。


[310]
 《墓志铭》（Elogia
 ），第2页；《利奥生平事迹》（Vita Leonis
 ）第3卷，第82页；《阿尔方索生平事迹》（Vita Alfonsi
 ），第182页。——原注


[311]
 拉丁文：ut immortali fortasse ingenii monumento iusta ac solemnia sanctissimo cineri solverentur。


[312]
 Burmann，即Pieter Burmann（彼得·布尔曼），也写作Petrus Burmannus（彼得鲁斯·布尔曼努斯），1668—1741年，是一位尼德兰古语文学家、图书馆员、法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


[313]
 历史总论（布尔曼著序言），见于格莱维乌斯编辑出版的《古书宝库和意大利历史》（Graevii，thesaurum antiquitat. et historiar. Ital
 ），第4卷，第3页。——原注


[314]
 拉丁文：Avarissimo quaestore et naturae similitudine sibi coniuncto usus. Nomen eius-der Name des Gnädigen-veluti ad decipiendos fallendosque homines ab initio desumtum videbatur. Salaria professoribus cum perenni infamiae nota subtraxerat。


[315]
 Polybius，即Polybios von Megalopolis（美加尔坡利斯的波里比阿），大约公元前200—前12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通史》等书，共计40书，现存前5书及其他片段。


[316]
 《容易把握历史的方法》（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
 ），第54页。——原注


[317]
 Gaston de Foix，1489—1512年，内穆利斯公爵，法国军事家，以在1511—1512年康布雷同盟战争中的杰出表现著称。


[318]
 保卢斯·约维斯：《墓志铭》，第199、213页。——原注


[319]
 原著写作Rapall，实指Rapallo，一座位于热那亚省里古利地区的意大利城市。1494年9月8日，查理八世的军队在奥尔良的路易（Ludwig von Orléans）的率领下攻陷该城，并将当地居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屠杀殆尽，以报复三天前该城借助阿拉贡雇佣军狙击进军那不勒斯的法国军队的行为。


[320]
 《历史》第1卷，对开本第15页；《墓志铭》，第257、200页。——原注


[321]
 Pompeo Colonna，1479—1532年，意大利列蒂的主教和红衣主教，1530年被皇帝卡尔五世任命为那不勒斯副王。


[322]
 Bartolomeo d'Alviano，1455—1515年，意大利雇佣军首领，曾为捍卫威尼斯共和国而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进行过激战。


[323]
 《蓬佩奥·科隆纳生平事迹》（Vita Pomp. Columnae
 ），158；《墓志铭》，第200、270页。——原注


[324]
 《历史》（Historiae
 ）第11卷，第98页；第12卷，第142页。——原注


[325]
 Karl Bourbon，即Charles III.（查理三世），1490—1527年，波旁—蒙庞西耶公爵，法国军队统帅，因在1515年阿尼代洛和马里尼亚战役中表现突出而被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封为法国的骑士总司令（Connétable）和米兰总督。1527年在抵抗进攻罗马的皇帝雇佣军的战斗中阵亡。


[326]
 Herzog Alfons von Ferrara，即Alfonso I. d'Este（阿尔方索一世·德斯特），1476—1534年，是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一世·德斯特的大儿子，1505年6月15日继位为费拉拉公爵。


[327]
 《历史》第15卷，第176、179页；《阿尔方索生平事迹》（Vita Alfonsi
 ），第184页。——原注


[328]
 《王公书信》，第109页。——原注


[329]
 Andrea Doria，1466—1560年，梅尔菲诸侯，热那亚海军司令，在意大利战争中，他先是支持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后来又转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并同奥斯曼土耳其人和地中海海盗进行过多次战斗。


[330]
 《佩斯卡拉生平事迹》，第369页。《历史》第25卷，第12、16页；第26卷，第34页。——原注


[331]
 载《王公书信》；蒂拉博斯基书中的注释。——原注


[332]
 Volendo la comunità （di Como） rimunerare i servigi di Paolo Giovio，vescovo di Nocera，al quale come amico del marchese di Pescara，continuava a rivolgersi nei suoi bisogni，condono a Benedetto，lo scrittore della storia patria，ed agli suoi fratelli il residuo di cui andavan debitori per taglie od altre gravezze.（意大利文：由于科莫社团要奖励保罗·乔维奥，佩斯卡拉侯爵、诺塞拉主教的一个朋友；他们继续向他提出他们的需求，我汇钱给写作过我们国家历史的作家贝内代托［Benedetto］和他的兄弟，他们依然债务缠身，因为太大手大脚了。）罗韦利：《科莫的历史》（Rovelli，storia di Como
 ）第3卷，2，216。——原注


[333]
 原著写作Polizian，实指Poliziano，全名Angelo Poliziano（安吉洛·波利齐亚诺），1454—1494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诗人，其诗作对于人文主义拉丁文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334]
 原著写作Catull，实指Catullus，全名Gaius Valerius Catullus（盖乌斯·瓦莱里乌斯·卡图路斯），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诗人。


[335]
 原著写作Sueton，实指Suetonius，全名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盖乌斯·苏埃托尼乌斯·特兰奎鲁斯），约70—122年，是一位罗马行政官员和作家，其传记作品长期以来被视为历史著作的典范。


[336]
 Antonius，即Marcus Antonius（马库斯·安东尼乌斯），公元前82、83或86—前30年，罗马政治家和军队统帅。


[337]
 穆蒂内恩泽战争从公元前44年12月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3年4月，战争结束后，盖乌斯·屋大维与马库斯·安东尼和马库斯·雷必达组成同盟，形成第二次三头执政的军事独裁。


[338]
 Hannibal，即Hannibal Barkas（汉尼拔·巴卡斯），大约公元前246—前183年，北非古国迦太基名将、军事家，终生与古罗马为敌，在军事及外交活动上有卓越表现。


[339]
 Giovambattista Vico，1668—1744年，18世纪意大利著名的语言学家、法学家、美学家和历史学家，古典风尚的辩护者和现代理性主义的批评者。


[340]
 《在翻译他的关于纺织工的一般科学之前的维柯的生活》（Leben Vico’s vor der Uebersetzung seiner allgemeinen Wissenschaft von Weber），第62页。——原注


[341]
 Isabella von Aragon，1470—1498年，西班牙公主，天主教徒国王的大女儿，1490年嫁给葡萄牙王储阿尔方索。后者未及登基便去世，伊莎贝拉遂在1495年老国王去世后享有女王称号，但实际王位由维塞乌和贝雅公爵埃马努埃尔继承。1497年埃马努埃尔与伊莎贝拉结婚，伊莎贝拉由此也成为了葡萄牙王后。


[342]
 拉丁文：Omnia illius［Ludovici］libito administrantur。


[343]
 拉丁文：Ludovicus enim，non iam patruus，sed immitis et atrox hostis，nunc primum aperte，quod multis iam annis longa dominandi consuetudine allectus percupide semper affectavit，Mediolanensis imperii sceptra solus obtinet et cuncta cum uxore ad arbitrium moderatur。


[344]
 拉丁文：si paterna te pietas，si mei amor，si iustae lacrymae flectere possunt。


[345]
 拉丁文：si sors humana et divina iura permovent，si qua iustitiae et pietatis cura residet。


[346]
 原著写作Bajazeth，实指Bajesid，即Bajesid II.（巴耶塞特二世），1447或1448—1512年，从1481年5月19日至1512年4月24日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


[347]
 拉丁文：Quas memoriae prodere，necessarium non ducimus。


[348]
 意大利文：penna d'oro col finissimo inchiostro。


[349]
 原著写作Simon Cronaca，实指Simone del Pollaiuolo（西莫内·德尔·波拉伊沃洛），也称作il Cronaca（伊尔·克罗纳卡），1457—1508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建筑师，曾参与或主持佛罗伦萨一系列建筑工程，自1495年起成为佛罗伦萨大教堂建筑营造师。


[350]
 Ficino，即Marsilio Ficino（马尔西利奥·菲奇诺），1433—1499年，意大利佛罗伦萨著名人文主义者和哲学家，译注过许多柏拉图著作。


[351]
 内格罗致密彻里，载《王公书信》，第99页，及其他页码。——原注


[352]
 意大利文：delli imperi del mondo cognito。



第[79]二部分　关于意大利各国的历史编纂者或这一时期的诸多事件


第一章　佛罗伦萨人

佛罗伦萨曾有过蒂诺·孔帕尼
[1]

 和维拉尼
[2]

 。自1494年以来发生的事件，错综复杂，有时还伴有许多奇妙的、非同凡响的行动，且自成一体，肯定会使许多人而不仅仅是某个人自觉地把它们保存到记忆里。我想谈三类人：一类是人民党人；一类属于帕莱斯基党人，他们是美第奇的朋友；还有一类人既非人民党又非帕莱斯基党。

那尔第

梅塞雷·亚科波·那尔第（Messere Jacopo Nardi）一度必须从美第奇跟前跑掉。对于他的情操，人们可从下列写作风格中获悉。在谈到我在讨论圭恰尔迪尼时已经提到的那场骚乱时，他讲道，就在敌人试图闯入市政大厅而市政大厅里的人又没有武装、无法抵御他们的这个当口，一位年老的市民向年轻小伙子们指了指一些大石头，说是可用它们来进行初步反击。毫无疑问，这是整个骚乱过程中最聪明的一个行动。若不这样，敌人就会冲进来，条约也无法签订了。但是他为什么不说出这位老市民的名字呢？该市民就是他本人。他拯救了城市却又没有标榜自己。现在，当他必须逃离时，他去了威尼斯，并且在流亡生涯中开始写作故乡的历史。他说：“我很清楚地知道，我的事业将随我的消亡而一起消亡，可是我却利用它们来驱逐我无穷无尽的痛苦，而在我工作的时候，我享受着我的工作成果。[80]我只是像一个可怜的日工那样，劳累了就唱歌，以此减轻我的疲惫。”

他在这里编纂的那部最重要的著作被冠以这样一个标题：《佛罗伦萨城市历史，由佛罗伦萨市民M.亚科波·那尔第写作，1582年在里昂出版》。
[3]

 它在1492—1531年间佛罗伦萨的历史之外，也包括与佛罗伦萨相关的外国的历史。

让我们先从意义较小的事情说起吧。它们虽然有时也在人们未曾预料到的地方——例如在讲述腓力一世
[4]

 1506年横渡地中海前往西班牙一事时——取材于一些很好的报道，但其内容并不丰富，写作也不特别出色。他经常大段大段地抄袭别人的著作；马基雅维利对于切萨雷屠杀奥尔西尼人的方式的描述，在其书第86页中几乎一字不差地再现了。如果说他有关拉文纳战役
[5]

 的描写明显与圭恰尔迪尼的描写完全一致，那么他们两人肯定是复制了同一个第三者的描写，因为我们无法断定他们两人究竟是谁抄袭了谁。在这里，他也屡屡通过过于频繁的中断和接续线索的做法破坏了上下文的关联。例如，他在第94—96页先是讲切萨雷，然后又讲加里利亚诺
[6]

 战役，未几又重新回到了切萨雷、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和约，并再次讲述切萨雷，除了通过“in questi mezzi（用这些手段）”“in questo tempo（在这个时间）”产生的统一性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统一性。

然而，佛罗伦萨的历史毕竟构成了全书的主要内容，并且在这些内容中，那尔第展现出了一种高贵的情操和卓越的识见。他说：当他必须提及某些好的和坏的行为时，他总是只愿意列举那些成就了好事之人的名字，对于其他人，他就尽可能地不指名道姓了。他抗议道：“即使我谈到了美第奇的凶狠残忍，也不是为了谴责什么人，而是为了赞美上帝的审判，这一审判有时非常严厉，有时又十分仁慈。”他特别羞于谈论自己，他说：“如果不是因为缺少必要的和真实的描述，我就不会留下眼前这本书了，我只想说明单纯质朴的事实真相。”因此，如果人们用他的书来对抗圭恰尔迪尼的回忆录的话，至少是适当的。他处处都表现得十分纯朴，不说谎话，敬畏上帝，宽厚并且谦虚。
[7]



其著作的特别贡献在于有关事态的描述：（1）就萨伏那罗拉时代而言，他视萨伏那罗拉为殉道者[81]和预言家，崇敬有加；他把萨伏那罗拉的格言收录于他自己的著作之中；这些格言是用拉丁文记录的，他在收录时未加任何改动。他曾与检察官（Esaminatoren）讨论过对萨伏那罗拉的审讯；在这里，我发现他真的很了不起（第1书和第2书）。（2）对于1512年美第奇的回归（第5书和第6书），他没有怨恨，只是对那些当了叛徒的年轻人，雇佣兵首领（Condottieren），感到遗憾：“他们没有领悟上帝的恩惠。”然而，他心中充满了对现实世界、和其中种种愚蠢的欺骗行为的虚无之感：“关于这个愚蠢的传奇”
[8]

 ，没有人更漂亮、更简要地描写索德里尼的无辜了。（3）关于红衣主教尤利乌斯其人：“从未有人用更大的自由和市民精神假象来统治佛罗伦萨。”（第6书）（4）关于卡尔杜齐
[9]

 其人和被围困期间。他这里展现出了最可靠的认识，表达了一种自由思想。

大概从这种论述事态的倾向中产生出下列情形，这就是他习惯于先简要讲一件事，然后再追述各种各样的情形，并且经常是最好的情形。
[10]



这就是上面提到的三类人中的人民党人。谢天谢地，温和的虔敬、真诚和纯朴以及一种对自己的出生地的严肃的热爱——它们显现在每一个词语中，也显现在描述泰巴尔杜齐（Tebalducci）生平事迹的文字之中——到现在都发挥着作用，甚至是发挥着比他的著作更大的作用，正如他经常担心的那样，他的著作有朝一日可能消亡，但是只要人们能够阅读意大利文，他的论述的思想性、原创性和真实性足以保证他永垂不朽。瓦尔奇说过：“我像爱我的父亲那样爱他。”他也能够在他的作品中唤醒这种自我意识。

内尔利

相反，菲利波·内尔利却是具有贵族思想的，即使并不拥护君主制。他出身这样一个家族，其父系祖先在300年前曾出任领事，其母系祖先属但丁家族的一支。他的叔父率先将《荷马史诗》
[11]

 付梓印刷；他自己则在青年时代迷上了贺拉斯
[12]

 ：“因为他没有一天不读贺拉斯的。”他是在卢塞莱花园
[13]

 、在与马基雅维利的交往中成长起来的；马基雅维利曾在自己的书中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谈论他。

他在著作《佛罗伦萨城民政记事》（Commentarj de' fatti civili occorsi dentro la città di Firenze
 ）中，对1215—1537年的历史，也就是较早时期的历史，[82]进行了相当简要却明白易懂的描述；他比马基雅维利本人更好地解释了几件事情。按照珀洛米厄（Proemio）的说法，内尔利写作该书的目的在于说明，市民们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使一个如此大的共和国服从于单个家族的统治。有的人说这或许与美第奇家族的卓越有密切关系；一些指责内尔利惯于拍马屁的人似乎相信他就说过这样的话。然而，我可以保证，至少他在论述美第奇家族那个直至克莱门斯七世去世都未放弃暴力的支系的历史时，虽然不怀仇恨，但也决无更大的宽容。如果我对他的理解是准确的话，那么他是在贵族计划的不断失败中找到原因的，尽管他从未清楚无误地公开表明这一点。他恰如其分地阐述了富人们期望通过贵族政体稳定局势的计划，这一计划几乎贯穿所有的革命运动。革命一会儿打倒了人民政权，一会儿又推翻了君主制度，但最终一切都归于失败，仅仅再次出现一种君主制或者一种民主制。他补充道，通过克莱门斯的某些指令，所有贵族都自觉地联合了起来，也消除了自由的表象。在其著作中，他对这一进程进行了全面考察。不右不左，而是平静地、直线地推进。虽然不如别人写得生动，也没有那么多的细节描绘，但其平静沉稳的气质经常使人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古人；在这里，恰如在那尔第的著作那里，完备的知识和某种优雅也汇合在了一起。

必须承认，他对待敌人的态度是温和的。开始的时候，他坚决反对严刑酷法，主张宽以待人。只是在1527—1529年间他本人也深陷囹圄时，他才对人民党人的冷酷无情心生怨恨。对于后者想把基督推举为他们的共和国国王一事，他只视之为一种虚伪。

当他的孙子把这部著作呈献给弗朗索瓦二世
[14]

 并且询问是否值得付梓印刷时，后者似乎并没有答应这一要求。因为，直到1728年它才印刷出版。

瓦尔奇

瓦尔奇没有像那尔第和内尔利那样积极参与他们所讲述的历史事件，也不像他们那样自由地写书，因为他是在科西莫公爵
[15]

 的影响下从事著述的。然而，他目睹了许多事情，并且真诚地声称：“从科西莫那里，我获得了随心所欲地进行写作的自由。”他的著作——《佛罗伦萨史，从1527年到1538年》证明了这一点。

在此之前，他曾经学习过哲学。[83]在经常出现的关于好与坏、法律和习俗的辨析中，在带有一定自由主义色彩的表态中——如：“合法收养的儿子同亲生的儿子一样好，因为出生只是（成为儿子的）途径之一，即使是亲生的儿子也必须遵纪守法”；“在佛罗伦萨的官员任免上，废除城区差别是正确的，因为人们必须尊敬有道德的人，不论他住在什么地方”；“只是按照其他历史学家的习惯，我才引用了一句格言；我知道得很清楚，它除了单调乏味外，什么都不是”等等——或许也在那些火辣辣的、被他完全错误地说成是路德于1530年在沃姆斯讲过的话中，人们可以看到他先前学习生活的痕迹。经常离题堪称其写作方式的典型特征。然而，特别富有教益的恰恰是这些离题。

在编纂自己的著作时，他不能像内尔利那样讲“我记得”，他必须利用流传下来的手稿。尽管他从未跟任何人说过，甚至尽管他一再指责内尔利的所作所为，但下列事实还是相当确凿的，这就是他特别重视内尔利的著作，不仅仅在他背离内尔利的地方——例如内尔利在其著作第178页写道，巴尔萨泽·卡尔杜齐在审讯阿拉曼尼
[16]

 时，似乎没有完全真正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瓦尔奇则在自己的著作第7书第177页针锋相对地说：“巴尔萨泽让人自由地观看他的审讯，并且正如有几个人所相信的那样毫无惧色”，这个说法显然是考虑到了内尔利——而且更多的是在他接受内尔利的地方，例如在讲述卡波尼的虔诚，与皇帝进行谈判，正义旗手制度的终结，新的城市政权的建立等等所有这些地方，对内尔利的报道都只有轻微改动。在此，某些添加语是相当可疑的，例如说：“内尔利看上去很乐意承担克莱门斯七世的委托”，而他自己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

不过，瓦尔奇也并非只抄袭了内尔利一人的著作。他的涉及面更加广阔，并且除了内尔利的著作，他还掌握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始文件；有几份文件是科西莫公爵本人交给他的。在讲述佛罗伦萨遭遇围困的局势时，他引用了佛罗伦萨编年史的一些表述，尽管他认为这些表述是粗俗的，应当受到指责。他保留了许多原始文件和日记中最独特的词语。因为他自己就在博洛尼亚公使馆中待过，所以在这里，他所写的历史著作也可以被看作一份真实的公使馆报道。

无论何处，凡是在原始文献而不是历史著作占首位的地方，人们都必须考察这些原始[84]文献所讲的情况是否准确。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原始文献莫过于费兰特·贡扎加
[17]

 写给他远在曼图亚的兄弟的书信。在这些书信中，贡扎加明确地说，1531年的佛罗伦萨军事指挥官马拉泰斯塔·巴廖尼
[18]

 是一个叛徒，并且已经与敌人达成了协议。如果说意大利的自由值得重视，并且这一自由在佛罗伦萨被征服后也面临着被终结的危险，那么获悉背叛或其他行为对自由所产生的影响就不再微不足道了。而且如果说在敌营中位居第二的费兰特·贡扎加写给他兄弟的密信是真实的，那么任何怀疑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然而我相信，这些书信根本靠不住。在第一封信中，一个兄弟称另一个兄弟为Eccellenza vostra（阁下）；试想，费兰特怎么会用这样一种精致典雅的风格写信？有许许多多事情等待处理，他怎么会只讲那一件事而对其他事不闻不问呢？此外，他也没将他的信写完整。所有特别关注未注明收信人的第二封信的人，都不会把它当作一封信来看待。第三封信包含有最重要的情报。他是在8月4日写这封信的，他也讲道，“前天”，也就是说8月2日，“坎乔·奎尔乔（Cancio Guercio）出来面见奥拉尼的诸侯（Fürsten von Oranien）并且再次被派进去，然后又出来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诸侯已在1日离开了营地，他也准备与费鲁奇
[19]

 进行决战了，因为他在2日肯定已经到达皮斯特亚了，3日晨则在皮斯特亚的彼岸吃早餐。这些事实足以推翻那封信里的说辞；人们看到，就是在这里也必须注意原始文献的真实性。

顺便提一下，这部著作写得很生动，只是大量细节描写使人难以获得一个干净的印象，虽然有人对这些描写爱不释手。对于各种事态，人们还是能够产生某些同情的。

卢塞莱

伯纳尔多·卢塞莱（Bernardo Rucellai）属于这样一个家族，该家族原本是与美第奇家族对立的，后来却与之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伯纳尔多·卢塞莱与南尼娜
[20]

 结婚，南尼娜是洛伦佐的姐姐。伯纳尔多·卢塞莱后来参与了共和国的管理工作，与一些重要的公使过从甚密。但在洛伦佐死后，他作为显贵们的最重要领导人之一，公开与美第奇家族作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美第奇家族的后继者。在他的宫殿和花园中，[85]他搜集了所有原先为美第奇家族占有的艺术品中重现于世的东西。花园成了学者的一个聚集场所，因为这一代人的生活都与学问和参与国家事务这两者密切相关。奥里塞拉里乌斯
[21]

 编纂了《意大利战争》（de bellis Italicis
 ）一书
[22]

 ，对于此书我们在前面已有介绍。它大概是在1500年，也就是在洛多维科·斯福扎失败之后写成的；据我所知，他没有谈论此后发生的事件。作者死于1514年。他不仅仅用拉丁文的演讲方式遣词造句，而且还以真正的古风进行写作。它是最初的尊崇意大利思想、抨击意大利诸侯政策的精神宣言之一。在提及他本人的使命和演讲的地方，作者的论述特别详细。这部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构成了圭恰尔迪尼著作最初几书的基础，是他的思想的一部分，并且，这些思想也转入了不计其数的其他作品之中，尽管没有人关注这些思想的发明者是谁。

第二章　威尼斯人

写作这个时代的历史的威尼斯作家贝内迪克图斯
[23]

 、《威尼斯编年史》（das Chronicon Venetum
 ）的作者、莫塞尼库斯
[24]

 和贝姆布斯
[25]

 构成了一个特别的团体。

贝内迪克图斯实为维罗纳人，既不是威尼斯人也不是威尼斯人的臣仆，而是帕多瓦的医学教授，除了许多论述医术的著作外，他还写了一部历史著作《日记：（1）塔伦西战役，（2）围攻诺瓦拉》。
[26]

 尽管他把许多史实搞错了，例如在第1610页，他对西班牙的国王阿尔方索和伊丽莎白的论述就不正确；他所说的卡尔刚刚进入佛罗伦萨，比萨就得到了解放，以及卡尔在其归途中先去了锡耶纳，然后才到达罗马（第1582、1585页）等等，也与事实不符。在讨论威尼斯事务方面，他却是可信的。他强调说威尼斯人赢得了塔罗战役
[27]

 的胜利，这一点后来也得到了人们的肯定。他不敢贸然改动历史本身。人们把他看作一位医生和占星学家，但他主要是一位医生。

更为重要的是《威尼斯编年史》。
[28]

 此书流传至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如何一天接一天地逐日记录的。在第17页，作者写道：“法国国王在几天之内征服了那不勒斯；[86]他还需要拿下盖塔城堡。”
[29]

 不用多说，人们就会注意到这是一位更出色的高手；并且，在第11页，作者先是写：“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紧接着又补充：“胜利尚未到来。”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如果说在讲述较早时期的历史时，尚有一些无用的情报和漏洞，那么在讲述1499年以后的历史时文笔就十分生动和富有教益了。在这里，通过这种比较通俗的意大利文，经常会有美好的情感闪闪发光。作者热爱意大利、自由和团结。他发自内心地怨恨法兰西人的所作所为。他以异乎寻常的激情描写人民对于洛多维科回归所表现出的喜悦。就是为威尼斯人的过失所做的谨慎申辩也展现了他的心灵。如果说他从未对这部日记进行过加工——毫无加工痕迹正反映了这一点——那么这种严密紧凑的论述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体现了他对事物的认识是多么敏锐。穆拉托里把这部书归于萨努特
[30]

 名下；福斯卡里尼却想证明此说不对。至少就观察方法和风格来说，《威尼斯编年史》一书与真正的萨努特作品完全不同；它包含有回顾，但却没有任何指向萨努特的线索。作者曾在自己书中提到过马尔科·萨努特（Marco Sanuto），但并未讲自己与他有什么亲缘关系，并且他显然把萨努特视为占统治地位者、执政团（Signoria）成员之一，是与自己不同的。
[31]

 实际上，人们很希望知道他的名字。莫雷利（Morelli）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该书的作者为吉罗拉莫·普留利。
[32]

 人们还必须在一件事上抨击穆拉托里，尽管有所保留，因为要感谢他将这一著作付梓印刷。他说：“此书的篇幅原本大得多，本人删掉了许多在本人看来并不重要且纯属传闻的内容。”我们希望，他删掉的只是前半句的内容；因为关于后半句，即便最细微的东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位知情人认认真真记录下来的传闻怎么会是毫无阅读价值的东西呢？

再者，然而并非扯得太远，安德烈亚斯·莫塞尼库斯在《康布雷战争史》
[33]

 中完全背[87]离了日记的形式。我们观察到，他把马克西米连当作一个在世之人来写，因此，他肯定是在1519年以前就把他的书写完了。我们还观察到，此书一直追溯到1517年8月，因此，他很有可能是根据有关事件的首批报告编纂其书的。他说：“我参与其中，见证了在国内以及在军事行动中发生的所有事情。”
[34]

 他特别重视顾问委员会
[35]

 的建议，特别重视来自前线和公使馆的情报。他值得信任，因为他承认，他还接触过许多东西。

顺便提一下，他的拉丁文不是太好，叙述技能也不是很出色。我不知道人们怎么会把他与萨鲁斯特
[36]

 相提并论。萨鲁斯特的主要优点可在追求统一性和迅速切入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的做法中寻找，而莫塞尼库斯的计划就已经阻碍他这样做了；他有意识地省略外部事务，只以记述威尼斯事件为限，尽管重大决定大都与外部事务相关联。他使自己的描述停留在发生于伊斯特林的小打小闹上，喋喋不休，直至读者精疲力竭；而对于一些重要的事情，例如在拉文纳城前发生的大战，他的讲述又极其简短。在讲完某一历史事件之后，他都习惯于做些即兴发挥，例如，在第80页和第81页：“瓦塔利阿（Vatalea）撤退了，因为他似乎束手无策了，‘这种事通常发生在性格怯懦的人身上’
[37]

 ；威尼斯人交出了格拉迪斯卡，‘这种事通常发生在认为生命比荣誉更为宝贵的人身上’
[38]

 ；德意志人摧毁了这个国家，‘的确，胜利者通常是不会主动约束自己的’
[39]

 。”人们能够相信在这些琐屑、不适宜的句子中可以发现萨鲁斯特的精神特质吗？

彼得鲁斯·贝姆布斯在其写作的12卷《威尼斯史》中续写了萨贝利科
[40]

 的著作。这是一部历史著作，而不是日记。然而，人们必须说，他也固守着日记的形式。无须通读全书，只要翻开写得比较出色的那一部分的几页，例如第283页及下一页，我们就会发现，德意志人征服阿索洛和马洛斯蒂卡的第一个时期，乘坐费拉拉战船到达基奥贾的有利的第二个时期，以及教皇生病和转让佩萨罗采邑的第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所涉及的是三项完全不同的、并无有机联系的事务。此类情况在许多地方都有出现，在割裂历史方面，贝姆布斯远远超过[88]了圭恰尔迪尼。这与通常的编年史又有什么两样呢？还有贝姆布斯编写得相当出色的书信。贝姆布斯声称这些书信是以教皇的名义写的，但在实际上，它们与教廷的风格有天壤之别，是真正的拉丁文书信。只是必须注意，它们原本不是这样写和这样寄的，也不是由他写的。莱纳尔杜斯在其编写的《教会年代记》（Annal. Eccles
 ，第20书第157页）中说：“他重新制造了一般书信格式；在写作时尚没有什么两样，在印刷时却被贝姆布斯改变了——只要他让追求高雅拉丁语的贝姆布斯印刷出版，这种样式就会被改变
[41]

 ；因此，异端邪说也进入了教皇的书信。”这是古代经典作家的最大胜利之一，他们已经不能从位居基督教会顶层的人口中听到他们的拉丁文了，但在学者当中，这种拉丁文却依然被使用，或者说被刻意模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只不过是书信编辑者的一个练习。看到这一点，我们便可以断言，贝姆布斯的历史著作依然属于编年史，正如贝姆布斯受教皇之托付梓印刷的那些书信依然属于真正的书信一样。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存在的不同主要是略去了所有日期标志，以及运用了很漂亮的拉丁文。因此我们发现了元老（Senatus）、元老院（senatus consulta）、大将军（imperator）、十人委员会（decemviri）、城市（urbs）、共和国（respublica）、行省（provincia）、发生了什么事（quae obtigit）、不朽的神（dii immortales）、弗朗西斯库斯被视作众神之一（Franciscus，in deorum numerum receptus）、不朽之神赋予的能力（facultas a diis immortalibus data），以及神的祭坛前的祈祷者（supplication ad aras deorum）等等词语和表达。人们必须知道，他称圣徒为神（dii）。这一点经常会产生足够大的阻碍，因为人们想得知原本的名称；然而更大的阻碍，或者说另一个缺陷是，从未显示出一种比较高级的统一性。顺便提一下，贝姆布斯接受过非常好的教育。的确，他没有能够进入威尼斯国家的核心阶层，也就是说他没有与其上司建立个人关系。可是有哪些威尼斯人做到了这一点呢？再者，有的时候，他的确是为了维护威尼斯的声誉而篡改某些事实。在谈到福尔诺沃时，他说，在打了一个小时的仗之后，威尼斯方面有意让法兰西人平静下来。他拒绝像圭恰尔迪尼那样给予停留在卡多雷的德意志人那么多的尊敬。我们拥有赫罗尔德（Herolde）的报告；赫罗尔德前来向威尼斯人宣告他们伟大的1509年战争。但是贝姆布斯只用一句话就把他援引的最主要理由完全否定了；并且当他被带到威尼斯总督面前时，他还说：“如果我们不能充分保持对于国王的忠诚，一旦他踏上意大利，一定也不会对我们公正无私。”
[42]

 我们知道，[89]如此强硬固执的话，洛雷达诺
[43]

 从未说过。所有这一切都千真万确。然而，我们还是在他（贝姆布斯）那里发现了许多情报，若无他的书，我们根本无从获悉。无论如何，我们认为他谈论法律问题的报告是有价值的。

在通过《威尼斯史》一书续写贝姆布斯著作的保罗·帕鲁塔
[44]

 那里，圭恰尔迪尼的影响昭然若揭。他想写一部用观察编织起来的历史。他的视野太宽泛，文笔又过分夸张，没有阐明任何优秀本质或者见解，只是在记述威尼斯事务方面，我认为他是可信的。
[45]



第三章　米兰人

1485年，当伯纳迪诺·克里奥这位25岁的米兰年轻人，为了躲避瘟疫而从城市来到乡间时，他突然感到自己已置身于惯常的消遣和工作之外，他想起了西塞罗的教诲：“人不能太过自私，也应当做些有益于同时代人的事，想一想如何才能激励后世。”他做出决定，要写一部书，弘扬米兰城市的历史和米兰市民的高尚行为。为此，他从机密档案中获取了大量文献，花费17年时间，最终完成了《米兰历史》一书。
[46]



我们特别要关注该书的最后几卷。在这里，他一直写到洛多维科出逃到因斯布鲁克为止。他曾经在洛多维科手下做事，亲自把写给欧斯塔基奥（Eustachio）的信送到了城堡，这些信促使欧斯塔基奥出面支持洛多维科。他全心全意地服从于斯福扎家族。现在，人们可以对他提出许多批评意见，指责他不熟悉外国的历史，正如他断言马克西米连从他父亲弗里德里希
[47]

 那里继承了与路易十一作战的传统那样，指责他把大量精力用于描写一些不甚重要的事情。然而我要说，对于亚历山大六世和路易十二的登基，对于比阿特里岑（Beatricen）的葬礼，对于洛多维科的采邑分封，以及他所处时代的米兰历史，他是一贯忠实和一贯可靠的。虽然，格莱维乌斯（Grävius）拒绝把他写的书收入《汇编》（Thesaurus
 ）之中，并且说他犯了许多错误，[90]其思想也很肤浅。格莱维乌斯的批评意见不适用于《米兰历史》的最后几卷；在这里，克里奥是重要事件的最好见证人，他也抄录了许多文献典籍。至于较早时期的历史，当时的史家有哪一个写得完全正确？大概更多的是此书的巨大篇幅把他吓着了吧。至少有人提到，在印刷商说服克里奥自费将其著作付梓印刷之后，这一著作的巨大篇幅使克里奥背上了巨额债务。

除了他以外，还有另外三位米兰历史编纂者也将自己的著作付梓印刷了，这就是弗洛鲁斯、阿鲁尼和加利亚佐·卡佩拉
[48]

 ，他们都属于同时代用拉丁文写作的人。在我看来，他们不是仿效克里奥，而是以安德烈亚·比利亚
[49]

 为榜样的。安德烈亚·比利亚是一位出自威尔夫家族的米兰修道士，他用9书的篇幅描写了从吉安·加利亚佐去世直至威尼斯人发动征服布雷西亚和贝加莫的战争的历史。他们所写作的部头较小的著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风格上都与之类似，彼此间也十分接近。

就格奥尔吉乌斯·弗洛鲁斯（Georgius Florus）著《意大利和法国战争纪实》（de bello Italico et rebus Gallòrum praeclare gestis
 ，收录于格莱维乌斯编辑出版的《汇编》第9卷，第6书）而言，首先需要提问的是，它是不是属于同时代的？勒隆（Lelong）把它的写作时间定在1512年，可是理由何在？布尔曼质疑道：只有皮卡达特（Picardat）提供了一个一般性说明。皮卡达特在1613年编辑出版该书时说，“它是在100年前写作的”，这大概就是勒隆的依据了。然而弗洛鲁斯在第9页写道，“比萨的人民获得了自由，此后，他们再也不会服从佛罗伦萨人的统治了”
[50]

 ，由此可见，他是在1509年以前写作的。毫无疑问，他是同时代的。他对他的研究对象有充分的了解，特别是在涉及热那亚事务时。他在所有其他人之前赞美肖蒙的查理（Karl von Chaumont）。就是有人把荣誉归到国王路易十二名下的热那亚战争（genuesischen Zug），也通过他的这种赞美而使他的主人公成为胜利者了。对于意大利将要受到奴役或者已经受到的奴役折磨，他没有丝毫怜悯之心。此外，该书没有彻底完稿；在本应列举几个名字的地方，我们只看到了圆点。他甚至自食其言；他曾经保证说要讲一讲拉芬斯泰因反对米提林人的战争（Zug Ravenstein's gegen Mitylene），但最终只字未提。

伯尔纳丁·阿鲁尼（Bernardin Arluni）也是一位同时代人。他曾在帕多瓦师从安布罗西奥·迈诺（Ambrosio Mayno）学习法律。他目睹了国王路易进攻米兰的战争，也看到逃亡而来的特里威利人在米兰串街走巷地到处乞讨的情景。然而，他所写的《威尼斯战争》（de bello Veneto
 ，收录于格莱维乌斯著作的第5卷，第4书），很少有原创性。[91]也就是说他试图用一种特别的方法把莫塞尼库斯的书转换成较好的拉丁文本。例如莫塞尼库斯在第88页写道，“当意大利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得到充分支持的反法战争正在西班牙和英国打响”
[51]

 ；阿鲁尼则在自己著作的第184页写道：“因为，在意大利，教皇与威尼斯人小心翼翼并忧心忡忡地与皇帝议和并达成了谅解，英国和西班牙重新招募了军队，反对法国以及法王路易的战争再次开始”
[52]

 （添加语已经在前面的文字中包括种种人和事了）。莫塞尼库斯还说，“看完这些信”
[53]

 ；阿鲁尼则讲（第135页）：“这些事情在杰努恩西乌姆耳旁造成了很大的吵闹。”
[54]

 诸如此类的改写贯穿于他的全书。至于史实本身，他是完全忠实于他所利用的史书的。莫塞尼库斯在讲述布雷西亚的事态时忘记了在博洛尼亚发生的事情，虽然此事绝非不重要，甚至是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阿鲁尼也同他一样忽略了此事。我们从那本书中看到作者对拉文纳战役的描写极其简短，而这本书也仅仅提供了少量的、并且是完全错误的情报。他的目的似乎仅仅是按照莫塞尼库斯的思想炮制一个较好的拉丁文本。他在自己著作的第76页表示：“我想讲一讲那些不断发生、周而复始的事情。”
[55]

 他想说：“把时间关系搞清楚——‘我想立刻把他的章节和线索接在一起，直到最终弄清事件本身’
[56]

 。”在谈到米兰总督
[57]

 的儿子在为肖蒙的查理举行的葬礼上致悼词的时候，他说：“我不能完全顺从，在演讲中，我向步兵和骑士们详细描述了那个孩子的光荣。”
[58]

 也就是说，他称他的诗文是对牛弹琴。他的父亲后来逢人便将这部著作拿出来展示，这与其说是因为他的讲话规整有序（wegen des Rostes seiner Rede），不如说是要显摆他儿子的荣耀。他毫无忌惮地将两三句维吉尔诗文穿插在他的描写之中，对于那些写日记的人或以更低级的方式写作的人，他经常报以极大的蔑视。
[59]



那么，这部长达306页、充满浮华辞藻的著作是不是毫无值得阅读的东西？我注意到，开篇有关阿斯卡尼奥·斯福扎被俘
[60]

 和米兰民众的激动情绪的描写，尽管琐屑凌乱，其中仍可见到好的、有用的情报。对于在西班牙人和法兰西人之间进行的那不勒斯战争，他只字未提，但对于征服加普亚的战争和费代里戈其人，他却拥有基本属于唯一可接受的情报。不过，这或许只是出于偶然，因为除此之外，[92]他的知识没有超出米兰城墙半步。就是对于马里尼亚战役
[61]

 ，他虽然听到了隆隆炮声，却也只有十分模糊的想象。相反，对于发生在城墙以内的事情，他了如指掌、洞若观火。举凡大人物之间的联系和谈判、民众的情绪、内部的安排，他都拥有很好的情报，也更容易获得比较好的认识。因此，我们有理由期望，把人们以手抄本方式保存下来的记述米兰历史的著作付梓出版，或者至少加以利用。

加利亚佐·卡普拉，也称作卡佩拉，不仅仅是一位同时代人，作为吉罗拉莫·马伦的机要秘书，他还参与过他所描写的诸多事件，因为吉罗拉莫·马伦曾在1521—1526年间主持米兰公务。卡佩拉说：“其他许多人都根据本人的著作描写本人已描写过的事件，但只有本人是亲耳听到和亲眼看到那些对于其他人来说仅仅是神话的传言；本人给许多诸侯写过信。”在其著作《弗朗西斯·斯福扎复位记》
[62]

 中
[63]

 ，有两样东西特别突出，一是民众对斯福扎的热爱：“人们听到了有关他的品德的传言，因为他还在特里登特；民众怀着多么强烈的激情跟随他，这可从他们奔赴比科卡战场的情形略见一斑；为了拥有他，他们遭遇了许多磨难。”
[64]

 然而马伦的影响似乎表现得更加突出，例如说他在流亡中还亲自掌握着密谋造反的指挥权，他使该城市避免了遭受抢劫之灾，他鼓动民众拥护斯福扎，他募集到了资金，如果不是他搞到了给养，帕维亚战役不可能发生等等。所有这一切，卡佩拉都是准确的、可靠的、原始的。

然而，他本人也说过，他没有参与后来的事务，尽管他没有指出，从什么时间起不再参与，但我们可以猜测大概开始于马伦的被俘。他对晚近发生的事件的记述也存在着一些错误。在第1312页，他断言，弗伦茨贝格
[65]

 在1526年受到了炮击，并且有一大帮骑士（“cum valida manu equitum［具有强大力量的骑兵］”）经过此地。他还说，他曾经付给雇佣兵首领军饷，也曾依靠曼图亚侯爵（Marchese von Mantua）的帮助渡过波河，到达了卡萨尔马焦雷。虽然圭恰尔迪尼在这里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沿袭了他的说法，但依据莱斯讷著作第86页更加准确的报道，所有这些说法都是不对的。弗伦茨贝格压根就没有见过骑兵，仅仅见过一些步兵（Handrohre），许多军队首领必须在受雇佣之前[93]就获得预付的薪饷，侯爵也没有帮助过他，渡河的地点位于奥斯蒂利亚。相反，在记述米兰事务方面，他即使在晚近的时间里也比所有其他记述者更加可信。恰恰是因为他以记述这些事情为限，并且原原本本、一丝不苟地讲述了他的见闻，他的著作具有了一种统一性。因为他的见闻自身是相互联系的，而这种统一性也使他获益匪浅。

在所有这些米兰人当中，我们注意到，在种种相似之处中，颇为独特的一点是，他们都完全献身于某一个人。克里奥跟随洛多维科，加利亚佐跟随马伦，弗洛鲁斯讨好肖蒙的查理，阿鲁尼甚至奉承总督的小儿子。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马基雅维利的下列论断，即米兰人没有自由的能力。

与这些米兰人相连的是这样一幅风景画，其绘制方式和方法与帕尔马教士弗朗切斯科·卡珀桑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一模一样。他对人文学科（Humaniora）进行过深入研究，并且早在1483年费拉拉战争（ferrarischen Kriege）中就学会了引领公众事务的技能，此后又热衷于打猎和到海上航行。接近70岁时，上述活动都不再继续进行了，他便开始写札记，记述他所处时代方方面面的事情，并写作了一本名为《当代记事》（十书）（Commentarii suorum temporum
 ）的书。他说，他要把他所看到和听到的事情从一般事务中分离出来，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整体，按照次序，一一展现出来：“我们小心翼翼地搞成了一个整体，按照顺序组合我们听到的、看到的东西，将它们从一般的描述中分离出来。”
[66]

 然而在他试图把他通过其他方面的记载获得的个人经历纳入一个整体时，他却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错误，例如他说：“克雷莫纳（Cremona）在1499年屈服于第一个要求；在屠杀奥尔西尼人之后，潘多尔福·彼得鲁奇
[67]

 便被安排到锡耶纳了；甚至，热那亚的诺维起义（der Aufruhr Novi's）发生于1502年，西班牙的腓力一世在天主教徒费兰多去世之后的第三年也死掉了。”
[68]

 于是，粗疏的错误便硬生生地与一些堪称一流的报道并存了。

如果注意到，在他被收录于马滕编辑出版的著作大全（Marten's Collectio amplissima）第5集的274
[69]

 个页码之中，有130页是记述1487—1521年的历史，其余117页描写的是自1521年施洗约翰节
[70]

 起到1525年2月发生的事情，那么人们就会知道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何处了。他之所以打算写一下较早时期的历史，主要是为了对刚刚发生的事情有更好的理解。是的，它们带着他一起前进。在它们把他带到第10书、[94]并且是篇幅最大的一卷书时，他就不想再往前赶了。在这里，他的确认真细致，使人获益匪浅，并未发生特别明显的失误。

他的大多数譬喻来源于他的漫游和打猎活动，他也很喜欢讨论一些地理学问题。不过，诸如下列议论却是很少见的。在他偶尔谈到弗朗索瓦一世带来的苏格兰人时，他回忆说，希罗尼穆斯
[71]

 曾经讲过，直到他所处的时代，这些民众还是食人生番（Menschenfresser）。可是，有的时候，他还是兢兢业业地注重解说事实的。此外，就他所处时代的语言和风尚而言，他也是一位谙悉拉丁文风格的行家，因此他对古罗马人经常流露出惊叹和佩服之情：“科隆纳之所出如此杰出，是因为他们有着古罗马人的血统。”在他看来，帕尔马是由罗马人建立起来的，这一点绝不可小觑。

第四章　那不勒斯人和西西里人

那不勒斯的作家们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已彻底分裂了。很受个别人崇敬的安吉洛·迪·康斯坦佐
[72]

 以1489年为其历史编纂的结束之年：“后来的事情，圭恰尔迪尼和约维斯都已经写得很好了。”就我已经进行过比较的后两本书而言，他在写到1464年时，几乎字字取自约维阿努斯·蓬坦努斯（Jovianus Pontanus），而在后者辍笔后，就只有一些内容贫乏、大都已为人所知但却错误百出的情报了。阿拉贡的若阿（Johann von Aragon）死于1479年，但康斯坦佐却让此人在1486年促成费兰特（Ferrante）与其男爵们的和解。

对于人们在安吉洛书中见不到的那些事情，卡米洛·珀奇厄
[73]

 无疑写得最好。珀奇厄是一位生活在16世纪中叶的那不勒斯人，他的知识不是来自亲眼所见（他不是同时代人，怎么看得到这些事情呢？），也不是来自口头传授（因为大男爵和老国王的记忆很快就消失了），而是，当他有一次在佛罗伦萨与约维斯面谈时，后者向他抱怨说，他尽管付出了许多努力，想获悉一些有关那不勒斯男爵谋反活动的准确情报，但最终没有成功。值得注意的是，在回家之后，他试图寻找在审讯彼得鲁奇和萨诺的伯爵（Grafen von Sarno）之后形成的档案。他找到了它们，并辅以部分机密情报、当时史家的著作和一份印刷的审讯报告，[95]撰写了《那不勒斯贵族反对国王费兰多一世》（Congicera de' baroni di Napoli contra il re Ferdinando I
 ）一书，力图在明智思想的发展、乡土描写和性格刻画中，接近那个蕴涵在这些意大利人思想意识中的历史理想，他说：“约维斯已经死了，否则的话，他会为本书提供更多的情报。”

特里斯坦·卡拉采洛
[74]

 与之完全不同，他利用个人的学识，并且较多地从生活描写和实地考察的立场观点出发，至少把握了一部分那不勒斯历史。他的《历史著作》一书的个别章节被穆拉托里收录于图书汇编第22卷。人们从它们当中获取的教益，它们自身所蕴涵的高贵的和谐，都令人期望，他应当为更多的人保留这个优点。

但是下列日记却展现了真正那不勒斯式的、民众的爱憎情感。1785年，该日记以朱利亚诺·帕塞罗
[75]

 的署名而为世人所知，并且看上去似乎是来自中心，即便不是民族的中心也是首都市民的中心。可是他为何要一再把法兰西人与土耳其人放在一起做比较！他说：“人们把这个地方付诸火、血和毁灭，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它罪有应得。看吧，杀死一个法国人会给人带来多么大的快感！”作者在写作中使用的方言也显示出这种来自民众的起源。这是一种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的混合，在意大利文中掺杂着诸如porfiar（西班牙文“坚持”）、dixe（拉丁文“说”）、dixo（加利西亚语“说”）等词语。是的，经常出现且没有任何意义的tamen（加利西亚语“也”）一词，不是别的，正是tambien（西班牙文“也”）。问题在于，它是怎样形成的。如果看到，它从阿尔方索一世
[76]

 起一直叙述到1525年，那么就不必多说，它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再进一步考察，作者在写1504—1505年的历史时，只提供了唯一一份情报，有时仅仅包括谋杀事件和粗鲁的挑衅，“上千次地口吐谎言”（tausendmal in seinen Hals lügen），或者是节庆活动，并且其描写精确到了桌子上的纸牌，也多次把一整年——例如1498年7月到1499年9月这一年多的时间——略而不提。关于其他时期，作者搜集到了若干极好的、教益良多的、生动直观的情报，特别是关于阿尔方索二世
[77]

 与费拉恩廷（Ferrantin）两人的情况、1513年的战争、1523—1525年的战争，以及其他事件。我相信，其脚本大概是一部被收录到家谱之中的笔记，[96]它包含一些详细和精确的讲述，既有不为人知的秘闻，也有那不勒斯尽人皆知的传言。显而易见，这些讲述是经过参与者编辑加工而成的。此书的主要价值正在于此。

这些那不勒斯人的一个同时代人是多明我会修士托马斯·法泽鲁斯（Thomas Fazellus），他出生于西西里的陶工城萨卡，生活在1498—1571年间。当他于1538年到达罗马时，从保罗·约维斯那里获得了激励，开始研究古老的西西里。他时不时从修道院或工作中忙里偷闲，对各种文物典籍和情报进行比较研究，若遇存在疑窦的案例，便亲自进行实地调查，有时会去三四次；最后，他甚至发现了古城的遗迹，而在这里，没有受过训练的眼睛是什么也看不到的。因为他想到了，乡土描写若无历史是毫无益处的，所以他编纂了两部十卷本《西西里之谜》（de rebus siculis
 ），一部是地理书，一部是历史书。

在地理书中，他把古代当作近似于本质的东西来看待，并由此出发，使几乎只被当作怪异现象（ein Accidenz）的较晚时代值得注意的事物与之相连，正如弗拉维乌斯·布隆杜斯
[78]

 和莱安德洛·阿尔伯蒂
[79]

 曾经做过的那样。他列举了一些卓越人物。他乐此不疲地提到一些自然界的奇观，萨卡的三个头的孩子，埃尔瓦科斯（Eryx）洞穴中的巨人，农民们看到他坐在一根铁棒旁，但是一旦有人碰触他，他立即化为灰烬，如此等等。他曾受过很好的教育，后来也从事教学工作。经常谈论多维尔（Dorville）和克鲁沃利乌斯（Cluverius）的语文学家把他忘记了，这是不公正的。

在历史书中，他用了一半篇幅讲述古代的情况——这似乎也是他的一种嗜好，另一半则用于讲述较晚的时代，第6书描写萨拉森帝国，第7书描写诺曼人，第8书描写霍亨施陶芬王朝，第9书描写阿拉贡家族，第10书描写卡尔五世，一直讲到他退位。这第10书虽然最简短，但却最为重要，因为他亲身经历了那些事件；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最具吸引力的。但也有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例如佩德罗·纳瓦罗早在1511年就被天主教徒费兰多解雇了，作者却说他在1512年率领步兵到达了拉文纳城前；或者说，施马尔卡登战争
[80]

 是在1544年法兰西战争之前进行的（第612页）。但在讲述西西里事务方面，他是值得信赖的，[97]讲得也相当好。对于1516年的大起义——当时的重大事件之一，他的著作是真正的原始文献，是唯一流传于后世的原始文献。

第五章　教廷人士

我们已经拥有巴托洛伊姆斯·萨基（Bartholomäus Sacchi）——也被称作普拉提纳（Platina）——描写教皇生平事迹的著作，包括保罗二世
[81]

 和1471年以前的历任教皇。然而，我们可以确信，这只是他的著作的一部分。奥努夫里乌斯·潘维尼乌斯
[82]

 说：“普拉提纳只是把在他之前已经存在的、出自达马苏斯（Damasus）及其后继者之手、最终被记在达马苏斯名下的著作，用较好的拉丁文复述了出来，并以世俗历史加以扩充。”那些普拉提纳新增补的内容，都出自他本人的见闻和良好的史料。
[83]

 他对保罗二世简直是太了解了。在描写欧根尼乌斯（Eugenius）和尼古拉斯（Nicolaus）的生平事迹时，他显然是利用了英芬苏拉的日记，偶尔也缓和后者某些表述的语气，例如，后者说：“尼古拉斯酗酒打人”，而他只是说：“他因为生气打了人。”
[84]

 总的说来，他并不过分宽容这些教皇大人。

我们还拥有奥努夫里乌斯·潘维尼乌斯一直写到1572年的、对普拉提纳著作的补续。此人说，他利用了编年史、日记、档案文件以及拉斐尔·沃拉特拉努斯
[85]

 的著作，并且在许多地方逐字逐句地抄袭了约维斯的著作。就拉斐尔的著作而言，在1511年的普拉提纳版本中就可以见到它对西克斯图斯（Sixtus）、英诺森（Innocentius）、亚历山大六世和庇护三世
[86]

 的生平介绍。然而，正如普拉提纳之于达马苏斯那样，潘维尼乌斯与拉斐尔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对庇护三世的描写只有少量字词改动，对亚历山大性格的刻画几乎悉数照搬，其他大量内容也是如此，在这里所读到的东西与在那里所读到的东西别无二致。

因此，正如他所做的那样，为他续书的人再次如法炮制。在恰科尼奥
[87]

 、卡布雷拉
[88]

 、维克托雷洛
[89]

 写作的大部头《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教会红衣主教的生平事迹》[98]（罗马，1630年）
[90]

 一书中，他被优劣参半地利用了，例如，他的后继者同他一样，把著名的艾达河畔吉亚拉战役发生的时间确定在1509年4月。

通过这种抄录、续写、扩充，特别是通过补加教皇的画像、红衣主教的个别笔记和他们的徽章，那部长达2030卷册的大开本著作就诞生了。除了那些已经被说过一百遍的话以外，它也包含一些从手稿和原始文件中选取的不容轻视的情报。

现在，我们获悉了教皇们的外交简历，知道了他们来自何处，如何被选为红衣主教，在其担任教皇期间关注的又是什么东西。但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还需要其他一些笔记，并且实际上在他们那里也有其他一些事情受到了关注。他们的礼仪官习惯于记录他们在教堂、宗教法院（Consistorium）、议事厅（Kammer）和家族（Haus）中的日常生活情况，这样做既是为了满足后继者的需要，也是出于个人兴趣。通过现有的印刷品，我们已经熟知了雅科布·沃拉特拉努斯（Jacob Volaterranus）、英芬苏拉
[91]

 、布尔卡杜斯和帕里斯·德·格拉西斯
[92]

 等人的记录。

雅科布·沃拉特拉努斯（他的著作收录于穆拉托里的图书汇编）承认：“我之所以写作，是因为写作对于我来说比无所事事更有益”，而且他所掌握的情报并不是很重要。从根本上说，他更多的是为教皇西克斯图斯的侄子而不是为教皇本人服务。英芬苏拉的日记一直被当作布尔卡杜斯著作的引言看待，并且有许多漂亮的简讯，然而，它们所涉及的年份太多，根本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帕里斯·德·格拉西斯的[99]著作有许多并未付梓印刷，也未被加以利用，只有一部分完整地收录于霍夫曼努斯
[93]

 编辑出版的《新著作汇编》（Collectio Nova scriptorum
 ，第1卷，第395—500页）。关于这一部分，人们必须说，就其详细程度而言，对于霍夫曼比对于所有其他人都重要；霍夫曼本人大概是一位罗马礼仪官的后裔，因此之故，他所搜集的著作都是论述礼仪问题的。其他章节则在莱纳尔杜斯编纂的教会年代记中有零星摘要和介绍。现在的情况是，霍夫曼没有收录全部手稿，或者因为该书的价值对于不同年份是不同的，或者，正如经常有足够事例表明的那样，摘要当中经常包含人们可利用的良好情报——关于尤利乌斯二世，甚至是最富教益、最吸引人和最出色的情报。

然而，无论是前面两人还是帕里斯，他们在坦率、真诚和传授知识方面都不及布尔卡杜斯关于亚历山大六世的论述。令人遗憾的仅仅在于，收录于埃卡德（Eckard）编辑出版的文献集（《中世纪著作大全》［Corpus scr. Med. aevi.
 ］）第二卷中的论述本身是很难阅读的。这不是因为我们必须经历当时发生的所有令人愤慨的历史事件——对于福音教徒来说，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了，教皇也经常坦承自己是罪人——而是因为，第一，它经常出现巨大的缺漏，正如第2069页出现的缺漏那样；在这里，人们虽然可从1495年2月按序逐步向3月、4月、5月、6月、7月前进，但是到了7月就突然转到马克西米连抵达意大利一事上了，也就是说转到1496年了。从维护一般历史进程的角度来说，填补这一缺漏应该是值得期待的。第二，人们很早就从薄伽丘书中获悉的某些下流故事，在布尔卡杜斯书中却被当作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加以引用。
[94]

 第三，被引用的个别原始文献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我承认，[100]对于我来说，那些记载巴耶塞特请求教皇杀死他的兄弟德舍姆
[95]

 的可怕备忘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尽管有些人相信正是它们导致了实际上的谋杀。我不想否认，亚历山大把格奥尔格·布罗萨德（Georg Brosard）派到君士坦丁堡，以便把在11月份到期的40000杜卡特贷款提前收回。古尔克的红衣主教波拉尔特（Perrault）指责他这样做，但是如果现在巴耶塞特的其他指令也传达给了一个土耳其人，对于其被俘情况却未透露片言只语，如果土耳其公使在信中被称作卡辛人（Cassinen），而他肯定看到过的土耳其年代记却称同一人为穆斯塔法·贝格
[96]

 ，如果在书信中只按照公元（基督）年份和我们的月份标注日期，如果在信中宣称，苏丹已经发誓信仰福音，而这又是一个在当时土耳其人不太可能使用的表达，那么，我相信，这些情况足以证明，这些书信虽然并非一文不值，却要受到质疑。

* * *

现在，我还可以列举许多记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其他意大利著作，如塞纳雷加（Senarega）的热那亚日记，在这些日记中，人们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作者能够把第一部分的艺术语言与最后一部分的自然语言加以区别的技巧和特点，前者是经过整理加工和模仿塔西佗的写作风格而来的。阿勒格莱特·阿勒格莱蒂（Alegretto Alegretti）的锡耶纳日记（die sienesischen des Alegretto Alegretti
 ），它在记述发生在城墙内的事情时，完全是真实可信的，但在记载城墙以外的事情时就错误百出了。作者对佛罗伦萨人充满仇恨，发自内心地称他们为敌人，然而对他的党派中[101]人根蒂尔霍米尼（Gentilhuomini）和多蒂奇（Dodici）又无比爱戴。费拉拉日记（die ferraresischen
 ）至少在最后从记述赫尔科勒（Hercole）统治时期起的历史提供了一份生动的报道。还有其他著作。谁愿意只跟随我到这里就不再前行了呢？完整无缺、尽善尽美不是我的目的，人们可以从我已经列举出的作家当中，对意大利的所有主要关系有所了解，这就足够了。




[1]
 Dino Compagni，约1246或1247—1324年，佛罗伦萨商人、政治家和编年史家，著有《佛罗伦萨史》等书。


[2]
 Villani，即Giovanni Villani（乔瓦尼·维拉尼），1276年以前—1348年，意大利历史编纂者，曾以效忠教皇的归尔甫党人观点写作12卷本《佛罗伦萨史》。


[3]
 Le storie della città di Fiorenza di M. Iacopo Nardi，Cittadino Fiorentino，Lione 1582
 .


[4]
 Philipp I.，指哈布斯堡家族的腓力一世。


[5]
 Schlacht von Ravenna，1512年4月11日爆发，是意大利战争期间发生在法国国王路易十二和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之间的一场战役，法国人大获全胜。


[6]
 原著写作Gariglian，实指Garigliano。加里利亚诺战役在1503年12月29日爆发，交战的一方是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巴率领的西班牙军队，另一方是萨卢佐阿侯爵卢多维科二世率领的法国军队。西班牙战败，其在意大利南部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


[7]
 那尔第：《历史》第5书，第146、230页；第8书，第192页。——原注


[8]
 意大利文：di questa stolta favola di mondo。


[9]
 Carducci，即Balthasar Carducci（巴尔萨泽·卡尔杜齐）。


[10]
 例如第8书，第194页。——原注


[11]
 荷马（Homer），古希腊盲诗人。传说他创作了两部长篇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都分成24卷，《伊利亚特》共有15693行，《奥德赛》共有12110行，讲述了特洛伊战争中阿喀琉斯与阿伽门农间的争端，以及特洛伊沦陷后，奥德修斯返回伊萨卡岛上的王国，与皇后珀涅罗珀团聚的故事。


[12]
 Horaz，即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奎图斯·霍拉蒂乌斯·弗拉库斯），公元前65—前8年，古罗马诗人，与维吉尔等人齐名。


[13]
 1492年老洛伦佐去世后，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皮罗·德·美第奇遭到伯纳尔多·卢塞莱反对，并在1494年被起义民众驱逐出佛罗伦萨。但是新的共和政体过于顺从社会下层的意见，伯纳尔多·卢塞莱深感不适，遂在1506年自动离职。他在佛罗伦萨建造了一座十分典雅的家庭花园，号称Orti Oricellari（奥尔蒂·奥里塞拉里），栽培了许多异域植物，还经常召集政治家和学者聚会讨论。


[14]
 原著写作Franz Medici dem II.，实指François II，1544—1560年，是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和王后卡泰丽娜·德·美第奇的大儿子，1559年继位为法国国王，在位至1560年。


[15]
 Herzog Cosimo，即Cosimo I. de' Medici（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


[16]
 Alamanni，即Luigi Alamanni（路易吉·阿拉曼尼），1495—1556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诗人。


[17]
 Ferrante Gonzaga，即Ferrante I. Gonzaga（费兰特一世·贡扎加），1507—1557年，出身于贡扎加家族，是贡扎加马尔克伯爵吉安弗朗切斯科二世·贡扎加的第三个儿子，效力于皇帝卡尔五世，1536年被任命为西西里副王。1546年改任米兰总督，直至1555年。


[18]
 Malatesta Baglione，即Malatesta II Baglioni（马拉泰斯塔二世·巴廖尼），1491—1531年，是一位意大利雇佣军首领，在意大利战争期间效力于威尼斯共和国。在1526—1530年科利亚克同盟战争期间，担任帝国在意大利的军队的首领。


[19]
 Ferrucci，即Francesco Ferrucci（弗朗切斯科·费鲁奇），1489—1530年，意大利佛罗伦萨军队首领。


[20]
 Nannina，即Nannina de' Medici（南尼娜·德·美第奇），1448—1493年，是皮罗·迪·科西莫·德·美第奇的第三个女儿，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姐姐。


[21]
 Oricellarius，即Bernardo Rucellai（伯纳尔多·卢塞莱）。


[22]
 初版于伦敦，1724年。——原注


[23]
 Benedictus，也写作Benedict Jovius（贝内迪克特·约维斯）或Benedetto Giovio（贝内代托·乔维奥），1471—1544年，维罗纳人，帕多瓦医学教授，除了多部医学著作外，还写了一部名为《日记》的历史著作。


[24]
 Andreas Mocenicus，威尼斯历史学家，著有《康布雷战争史》（historia belli Cameracensis
 ）等书。


[25]
 Petrus Bembus，也写作Bembo（本姆博），1470—1547年，威尼斯著名作家、人文主义者和红衣主教，著有《威尼斯史》（rerum Venetarum historiae
 ，Paris，1551）等书。


[26]
 拉丁文：Diaria: （1） de pugna Tarrensi，（2） de obsidione Novariae。



[27]
 die Schlacht am Taro，也称作Schlacht bei Fornovo（福尔诺沃战役），1495年7月6日发生在帕尔马东南方30公里处。威尼斯人及其同盟获胜，暂时将法兰西人赶出了意大利。这是意大利战争的第一场意义重大的战役。


[28]
 载穆拉托里：《意大利作家》（Bei Muratori，Scriptt. rerum Italicar
 ）第24卷，自init.起。——原注


[29]
 意大利文：Il re di Francia ha havuto Napoli in giorni pochissimi: resta a ottenere il Castello di Gaëta。


[30]
 Sanuto，即Marino Sanuto（马里诺·萨努特），也写作Marino Sanudo（马里诺·萨努多），1466—1536年，威尼斯历史学家。


[31]
 关于文本的关系，我不敢贸然下结论，因为我手头没有萨努特的伟大著作，对于这一著作我曾在《汇编著作》第12卷第35页有所论述；我于1828年在维也纳使用过的原著此后被归还威尼斯了（参见第三版注释）。我是在1874年这样说的。在1884年该书发行第60版时，我可以补充说，有一系列卷册正在印刷出版之中。——原注


[32]
 Girolamo Priuli，1476—1547年，威尼斯贵族，逃避公共生活责任但却坚持写详细的日记，《吉罗拉莫·普留利的日记》是有关威尼斯共和国历史的一手私人资料。【奇科尼：《威尼斯图书介绍》（Cicogna，saggio di bibliografia veneziana
 ），93，n. 653。福尔尼，见于他编辑出版的萨努特著作集前言，《查理八世的远征（查理的到来，意大利国王，反对那不勒斯国王）》（La spedizione di Carolo VIII. ［de adventu Caroli regis in Italiam adversus regem Neapolitanum］），第6页。——原注】


[33]
 格莱维乌斯书第5卷，IV。——原注


[34]
 拉丁文：Intereram rei gerendae，omnia videbam singulatim，quae domi et militiae fiebant。


[35]
 Pregadi，全称为Consiglio dei pregadi。


[36]
 原著写作Sallust，实指Sallustius，全名Gaius Sallustius Crispus（盖乌斯·萨鲁斯蒂乌斯·克里斯普斯），公元前86—前35或34年，古罗马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37]
 拉丁文：sicut illis solet accidere，qui natura meticulosi sunt。


[38]
 拉丁文：sicut illis semper solet accidere，quibus vita est carior quam honor。


[39]
 拉丁文：adeo semper in victoribus non reperitur modus ac temperantia。


[40]
 原著写作[image: 0190-1]
 ，实指[image: 0190-2]
 ，全名Marcus Antonius Coccius（马库斯·安东尼乌斯·科奇里乌斯），也写作Marcantonio Coccio（马尔坎托尼奥·科奇奥），约1436—1506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先后在乌迪内和威尼斯担任修辞学教授，著有拉丁文诗歌和一部威尼斯史。


[41]
 拉丁文：a Bembo elegantiarum latinarum cupidissimo dum typis excudebat，immutatae。


[42]
 拉丁文：fidem nisi plus iusto regi servavissemus tuo，ille vero，ubi pedem in Italiam poneret，non haberet。


[43]
 Loredano，即Jacopo Loredano（亚科波·洛雷达诺），十人委员会成员之一。


[44]
 Paolo Paruta，1540—1598年，意大利威尼斯国务要员和历史学家，著有《威尼斯史》（istoria Veneziana
 ）等书。


[45]
 这一资料还远没有穷尽。最富有教益的消息，也就是关于战争的消息，存在于贝鲁诺、维罗纳、布雷西亚和贝尔加莫的地方史中。参阅桑迪（Sandi）书第3卷，第350页。——原注


[46]
 克里奥死于1519年。韦里：《米兰历史》（Verri，storia di Milano
 ）第2卷，第194。——原注


[47]
 Friedrich，即Friedrich III.（弗里德里希三世），1415—1493年，出自哈布斯堡家族，1440年当选罗马—德意志人国王，1452年由教皇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48]
 Galeazzo Capella，亦称Capra（卡普拉），1487—1537年，意大利米兰国务要员和作家，著有《米兰公爵弗朗西斯光复原位记事》等书。


[49]
 原著写作Andreas Biglia，实指Andrea Biglia，约1395—1435年，是一位奥古斯丁会修道士、人文主义者、道德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50]
 拉丁文：Pisani，libertati restituti，nulla vi a Florentinis postea subigi potuerunt。


[51]
 拉丁文：Dum ista in Italia geruntur，in Hispania et Anglia belli adversus Gallos magni apparatus fillnt。


[52]
 拉丁文：Quod dum in Italia Pontifex Venetusque pacis ineundae diligentia magnaque Caesaris reconciliandi sollicitudine peragunt （…） in Hispania Britanniaque novi motus armorum agitari contraque gentem Gallicam eiusque regem Ludovicum conflari bella coeperunt。


[53]
 拉丁文：His literis perlectis。


[54]
 拉丁文：Haec cum Genuensium auribus insonuissent。


[55]
 拉丁文：我想讲述（Ich will erzählen） tortilibus ex ordine verborum spiris et in sese tractu perpetuo recurrentibus。


[56]
 拉丁文：ad insumtae materiae consummationem suis nodis suisque vinculis protinus alligabo。


[57]
 1447年，在公爵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去世后，米兰人建立了一个安布罗夏尼共和国，选举总督（Präsident）为政府首脑。


[58]
 拉丁文：non ita prorsus mihi obtemperare potui，quin pueri Laudes equestri pedestrique oratione persequerer。


[59]
 第158、188页。——原注


[60]
 1500年，法国军队最终占领了斯福扎家族的官邸所在的城市米兰。红衣主教阿斯卡尼奥·斯福扎支持其兄弟们为夺回该城而进行战斗，但未获成功，卢多维科和阿斯卡尼奥·斯福扎均被俘虏。卢多维科死于1508年，阿斯卡尼奥却早早获释并成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座上客。之所以如此，据说是因为他将其兄弟卢多维科曾经佩戴的一颗罕见的大珍珠献给了法国王后。


[61]
 Schlacht von Marignano，1515年9月13日和14日发生于意大利的伦巴第，是瑞士联邦和法国为争夺米兰公国而进行的战斗。瑞士联邦战败。这是瑞士联邦参加的最后一场较大规模的战役，此后瑞士联邦不再对外扩张，也不再实行统一的外交政策。在19世纪，马里尼亚战役的失败被解释为瑞士中立政策的开始。


[62]
 de rebus pro restitutione Francisci Sforzae gestis
 ，即前面提到的Commentarii de rebus gestis pro restitutione Francisci ducis Mediolanensis
 （《米兰公爵弗朗西斯光复原位记事》）。


[63]
 格莱维乌斯书，II，II，以及沙迪乌斯：《德国作家》（Schardius，Rerum Germanicar
 ）第2卷，第176页。——原注


[64]
 例如格莱维乌斯书，第1301页。——原注


[65]
 Frundsberg，即Georg von Frundsberg（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1473—1528年，是南德的一位雇佣军首领，效力于哈布斯堡家族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66]
 拉丁文：tum audita tum visa ab universa ratione segregantes in unum corpus compingere ac suo ordine contexere curavimus。


[67]
 Pandolfo Petrucci，1452—1512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锡耶纳的统治者。


[68]
 第1233、1308页。——原注


[69]
 原文如此。或为247之误。


[70]
 Johannistage，也是夏至日，6月24日。


[71]
 Hieronymus，即Sophronius Eusebius Hieronymus（索弗洛尼乌斯·欧塞比乌斯·希罗尼穆斯），347—420年，古代教会的教父、圣徒、学者和神学家。在天主教会当中，他与米兰的安布罗斯、奥古斯丁和教皇格里高利一世一起，同属西方教会古典时代后期的精神导师，其纪念日是9月30日。


[72]
 Angelo di Costanzo，1507—1591年，那不勒斯诗人和历史学家。


[73]
 Camillo Porzio，1526—1580年，那不勒斯历史学家。


[74]
 Tristan Caraczolo，那不勒斯历史学家，著有《历史著作》（Opuscula historica
 ）等书。


[75]
 Julian Passero，实指Giuliano Passero，那不勒斯历史学家，著有编年史。


[76]
 Alfonso I.，即Alfons V. von Aragon（阿拉贡的阿尔方索五世），1396—1458年，20岁时登上王位。他也是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国王。


[77]
 Alfons II.，即Alfons II. von Neapel（那不勒斯的阿尔方索二世），1448—1495年，1494年1月25日登基成为那不勒斯国王，次年1月23日逝世。


[78]
 Flavius Blondus，即Flavio Biondo（弗拉维奥·比昂多），1392—1463年，意大利历史学家。


[79]
 原著写作Leander Alberti，实指Leandro Alberti，1479—1552年，意大利多明我会修士和历史学家。


[80]
 der schmalkadische Krieg，是在1546—1547年间，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发起的打击以萨克森选侯和黑森邦伯为首的福音教诸侯和城市联盟——施马尔卡登同盟——的战争，目的在于消灭福音教反叛势力，加强皇帝权力，虽然一度取得了胜利，但也引起了诸侯的暴动，最终还是失败了。


[81]
 Paul II.，原名为Pietro Barbo （皮特罗·巴尔博），1417—1471年，1464年8月30日当选教皇，在位直至去世。


[82]
 Onuphrius Panvinius，意大利维罗纳奥古斯丁会修道士。


[83]
 奥努夫里乌斯的注释，关于普拉提纳的教皇传记，Colonia Agr.，1574年，第9页。——原注


[84]
 英芬苏拉书，第1889页；普拉提纳书，第287页。——原注


[85]
 Raphael Volaterranus，即Raffaello Maffei（拉法埃洛·马费伊），1450或1451—1521或1522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神学家和历史学家。


[86]
 Pius III.，原名为Francesco Todeschini Piccolomini（弗朗切斯科·托代斯基尼·皮科洛米尼），1439—1503年，1503年9月22日当选教皇，随即于10月18日去世。


[87]
 Ciacconio，即Alphonso Ciaconio（阿尔方索·恰科尼奥），1530—1599年，西班牙多明我会驻罗马学者。


[88]
 Cabrera，即Francisco Cabrera Morali（弗朗切斯科·卡布雷拉·莫拉利），教会史家。


[89]
 Victorello，即Andrea Victorello（安德烈亚·维克托雷洛），教会史家。


[90]
 Vitae et res gestae pontificum Romanorum et cardinalium S. R. E
 .，auctoribus Ciacconio，Cabrera，Victorello.


[91]
 Infessura，即Stefano Infessura（斯特凡诺·英芬苏拉），1440—1499或1500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市政官员、法学家和编年史家，著有教会编年史等书。


[92]
 Paris de Grassis，约1470—1528年，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和利奥十世的司仪，他的日记记述了1504—1521年间他本人在教廷中的工作。


[93]
 Hofmannus，即下文的Hofmann（霍夫曼）。


[94]
 布莱奎尼：《摘录》（Brequigny，Extraits
 ）。德文翻译本，第57页。——原注


[95]
 Dschem，1458—1495年，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儿子，巴耶塞特二世的兄弟，曾为卡拉曼总督，在其父亲1481年去世后为争夺王位而与巴耶塞特发生冲突，失败后逃亡罗德斯岛，受到法国保护。巴耶塞特通过贿赂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那不勒斯毒死了德舍姆。


[96]
 Mustapha Beg，即Mustafa [image: 0210-1]
 （穆斯塔法·贝格），最高级别的门卫。



第三部分　西班牙人






[image: 0214-1]


彼得鲁斯·马提尔构成了从意大利人到西班牙人的过渡，他生为意大利人——出生于安吉拉，即我们的科摩——其生平却让他成为一个西班牙人，因为从1488年起直到1526年，他都待在西班牙的宫廷。关于这些年，他遗留下了一些书信——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书信集》（opus epistolarum
 ），此书最初在阿尔卡拉，140年以后的1674年，又在阿姆斯特丹由丹尼尔·埃尔则维尔
[1]

 印刷出版。
[2]



这部书可以被看作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最主要的原始文献。作者在西班牙宫廷担任拉丁文书信秘书
[3]

 ，曾跟随宫廷人员从安达卢西亚到达加利西亚，从阿斯图林到达瓦伦西亚；偶尔他也与国王费兰多交谈
[4]

 ；他以翻译的身份陪同过红衣主教哈德良（Cardinal Hadrian）；从加蒂纳拉
[5]

 那里，他获悉了卡尔五世的一些情况。
[6]

 帝国海军大将亲自给他写过信。
[7]

 在西班牙发生的其他事件，他也通过每天到达的信件知道得一清二楚。关于德意志方面的情况，他从安德里亚·德尔·布尔戈（Andrea del Burgo）、菲利伯特·德·维尔（Filibert de Vere）、克劳德·西利（Claude Cilly）、约翰·沙德（Johann Schad）那里获得了不少情报。
[8]

 意大利的情况，定期到达的公使报告也使他悉数知晓；公使的报告从罗马到达布尔戈斯需八九天的时间。有的时候人们也用巴塞罗那邮政马车捎带这些报告。或者他也可从他那位在威尼[102]斯人那里供职的兄弟那里获得帮助。或者他那些被看作高贵之人的朋友们，他们曾经寄给他一块陨石。或者某位意大利公使，例如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有天夜里他（圭恰尔迪尼）招呼他（马提尔）过去，以便向他通告利奥十世的选举。
[9]

 法兰西人的、威尼斯人的情报他也能够弄到。

由于缺少报纸，诸侯和达官贵人都通过个人书信获取新情报。彼得鲁斯·马提尔以把传到西班牙宫廷的情报传达给显贵朋友们为己任；这些朋友在青年时代，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都“饱受文学熏陶”。历史产生于报告，这些报告的优点在于人们更准确地知道它们的来源和由发布者给予它们的地位。毫无疑问，它们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指出它们在哪里搞错了或者它们在哪些方面与史家不同，纯属多余。但我不可以回避另外一种经常是从其自身产生的观察。

彼得鲁斯·马提尔开门见山地说：“意大利诸侯的不和，迫在眉睫的风暴，促使他考虑比较平静的西班牙。”
[10]

 但实际上，在1488年的时候，意大利诸侯之间的摩擦还不太严重，也很快就得到了调解。而在西班牙，大规模的葡萄牙战争已经蔓延到格拉纳达。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风暴虽然已经掀起，却没有人能像预言家那样未卜先知。在讲述查理八世的军事行动的第一部分书信中，他曾对意大利的命运作了非常详尽的预测。
[11]

 但是整个意大利都对查理的进一步行动感到吃惊，就连法兰西人也是如此。遍览这些书信，人们到处都可以发现层出不穷的猜测。当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曼纽尔的夫人——得到许诺时，没有人会想到她将过早去世，人们也必须考虑把西班牙和葡萄牙合并在一起可能产生的后果。彼得鲁斯·马提尔大概也会有这样一种观察。他究竟说了些什么？他注意到路易十二对洛多维科·斯福扎造成的威胁了吗？
[12]

 必须承认，合并一事未能成功，但洛多维科最终还是被消灭了。胜利之前的这种实用主义是非常奇妙的。

让我们感到吃惊的，还有那种容许[103]彼得鲁斯·马提尔顶撞达官贵人的极度坦率和正直。他曾经是费兰多和希梅内斯
[13]

 身边的红衣主教阿斯卡尼奥·斯福扎的半个代表。然而，他在写给此人的信中竟然敢说：“自从你为了你的兄弟洛多维科的缘故，不得不使意大利日益腐化堕落，使你的家族逐步走向沉沦灭亡，我知道，你是咎由自取的‘自我毁灭’
[14]

 。”在给他的国王写信时，他也敢这样说：“对于您选拔的公使，我一点也不喜欢；我不知道您是怎么考虑的。有人说，他们迟钝麻木。”他清楚地记得（公使们在听说此事后的恼怒），他们的面颊因充血而变得绯红，胡须乱颤。
[15]



人们肯定会由此产生这样的想法，即这些书信大概是经过加工的，而在加工过程中，作者把原因和结果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并且，凡是他认为重要的事情，都通过比较重的语气和措辞加以突出强调。人们还会进一步注意到，这些信件，尽管写给不同的人，但在讲述事件时却没有特别的重复和间断，而是非常连贯。作者本人就曾告诉红衣主教卡拉瓦哈尔（Cardinal Caravajal）：“尽管很不情愿，但我不得不加以重复。”
[16]

 他曾出使埃及达一年之久，但是这次出使并没有中断他对欧洲内部事务的连续记述。对于那不勒斯的事态（第14书和第15书），他先前已经讲了不少话，现在他又增加了一些其他言论，但他所谈之事已经不再新奇了，他只不过是紧紧抓住其讲述的线索不放而已。这就愈发使人怀疑这些书信的纯粹原始性了。

可是，如果写信人讲述的事情，有的尚未发生，有的已经过去很久了，对此，人们又能说些什么呢？按照布尔卡杜斯的日记（Diarium des Burcardus）和各种可靠的情报，甘地亚的公爵（der Herzog von Gandia）是在1497年7月被谋杀的。然而彼得鲁斯·马提尔早在1497年4月
[17]

 就知道了此事，并且予以讲述，甚至还谈到此事产生的后果。在这里，我们显然是被蒙骗了。还有，费拉恩廷死于1496年10月6日，费代里戈紧随其后死于7日。然而，彼得鲁斯·马提尔却在1498年这样写道
[18]

 ：“我们从那不勒斯得知，年轻的国王费兰多[104]死后，费德里库姆同他的父亲一样能干。”
[19]

 他是在讲教皇的分封吗？但是这一分封也是发生在1497年6月而不是一年以后。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在那不勒斯书信之中看到呢？另一个事例是第801号书信（Epistola 801），1524年10月，在这里，他显然是在描写1723
[20]

 年的帝国等级会议而不是1724
[21]

 年的帝国等级会议。他称教皇的使节为基耶雷加蒂
[22]

 ——1523年开会时，此人曾经在场。

综合上述情况，我们发现：作者近乎一位预言家，对于那些上层人物，他嗤之以鼻，全无忌惮；他也能够准确地将极其不同的人和事井然有序地编排罗列起来，但最终还是存在着时序上的错乱。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无论作者想在什么时候写和怎样写，这些书信绝不可能是在当时写的，也绝不可能原本就是如此写的。

然而，不能否认，在这些书信中，有许多书信的确讲出了当事人所掌握的一些可靠的好情报。或许人们可以设想，作者曾经试图把他的真实书信编辑整理成一部有意义的汇编，因为看到有些地方存在欠缺，有些地方内容不合适，所以他增补删削，去粗取精，最终构成了一个整体。不过，对于读者来说，要把真实的、可信的东西与杜撰的、虚假的东西区别开来相当困难。毫无疑问，在开始的时候，真实可信的东西较多，而到后来，杜撰的、虚假的东西就大量涌现了。作者不仅仅提供了若干书信，而是完成了一部书信大全。




[1]
 Daniel Elzevir，1626—1680年，荷兰著名古籍印刷出版家。


[2]
 并非彼得鲁斯·马提尔的所有书信都被印刷出版了。劳伦特：《西班牙宗教审判所历史批判》（Histoire critique de l'inquisition d'Espagne
 ）I，第349页，就提到有一封发表了对宗教裁判所不利言论的书信未被付印。——原注


[3]
 《书信集》，第450页。——原注


[4]
 《书信集》，第497页。——原注


[5]
 Gattinara，即Bartolomeo Gattinara（巴尔托洛梅奥·加蒂纳拉）。


[6]
 《书信集》，第664页。——原注


[7]
 《书信集》，第751页。——原注


[8]
 《书信集》，第293、341、413页。——原注


[9]
 《书信集》，第461，5；485、519页。——原注


[10]
 《书信集》，第1页。——原注


[11]
 《书信集》，第141页，1494年1月。——原注


[12]
 《书信集》，第192页。——原注


[13]
 Ximenes，即Gonzalo Jiménez de Cisneros（贡萨洛·日梅内兹·德·西斯内罗斯），1436—1517年，自1495年2月20日起任西班牙托勒多大主教和卡斯蒂利总管，也是卡斯蒂利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的忏悔神甫，后来又成为红衣主教。


[14]
 拉丁文：ut setas acrius excutiatis，a te ipso eliminatum。


[15]
 《书信集》，第241页；第137、139页。——原注


[16]
 拉丁文：nauseam mihi summam incitat，idem velle repetere。


[17]
 《书信集》，第173页。——原注


[18]
 《书信集》，第196页。——原注


[19]
 拉丁文：Ex Neapoli habemus，mortuo Ferdinando rege iuvene，Federicum fuisse suffectum eius patrum。


[20]
 原文如此，疑为1523之误。旧版本无此句。


[21]
 原文如此，疑为1524之误。旧版本无此句。


[22]
 Chieregati，即Francesco Chieregati（弗朗切斯科·基耶雷加蒂），1479—1539年，天主教会的主教和教皇使节，曾出席1522年在纽伦贝格举行的帝国等级会议。


第一章　关于西班牙用拉丁文写作的历史编纂者

通过任教于西班牙学校的意大利人，也通过获得特别奖学金在意大利学校（例如博洛尼亚）学习过的西班牙人，加上其他途径，古典教育迅速从意大利移植到了西班牙。

马利纽斯·西库鲁斯、安东尼乌斯·内布里森西斯、阿尔瓦·戈麦斯、塞普尔沃达等人在这种影响下编撰了我们所要研究的时代的历史。

马利纽斯·西库鲁斯
[1]



马利纽斯·西库鲁斯著有21卷本著作《西班牙难忘之事》
[2]

 ，但在最初的5书中，只描写了一些地理现象，从第6书起才开始转向历史上的[105]一些奇闻异事。在这里没有多少值得一读的内容。就是在第11书中，除了博学的国王发表的几个演讲外，也别无其他内容，而人们原本期望能在这里获得更多与阿尔方索一世相关的知识。作者只是说：“现在，另一位诸侯或许会嫉妒得脸色发白，或者尝试做一些类似的事情。”

在第12书中，马利纽斯书的原始文献性开始突出了。他在这里描写了阿拉贡的若阿的战争
[3]

 ，是以天主教徒费兰多给他的贡扎尔·德·阿维拉（Gonzal de Avila）和约翰·洛赫伯丁（Johann Rochebertin）的报告为依据的；阿维拉和洛赫伯丁两人都是骑士，也都参加过此次战争。马利纽斯本人说，他满足于把它们转换为拉丁文本——要么取其大意，要么严从词义。然而，人们完全可以在某些方面对这一许诺产生怀疑。即将奔赴战场的勇士们大概不可能构思出像我们在这里读到的那么长的演讲，父亲对儿子，国王对公使，公使复对国王。显然，这纯粹是加工者的修饰。在讲述历史本身的情况时，马利纽斯又过分依赖他比较熟悉的军事史料，以至于人们在他那里看不到任何有关当时西班牙宫廷内部关系的论述，而在实际上全部事态都依赖于这些内部关系。

最后，他在第18书开始讲天主教徒费兰多的历史。但在这里，马利纽斯又没有超出谈论征服格拉纳达的范围。从他对该国王大人的高尚情操，如公正持平、慷慨大方、仁慈和坚强等等的描写，以及讲述本身来看，他虽然是个歌功颂德者，但也是一位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同时他又在教育别人。

还有一个附录，列举了所有出自西班牙的皇帝的名字。很显然，作者想以此过渡到卡尔五世，但附录本身并没有多大价值。

迈斯特洛·安东尼奥·德·内布里萨
[4]



内布里萨曾经在博洛尼亚学习过。他写作的《十卷书》
[5]

 涉及天主教国王的一系列活动，但没有讲到格拉纳达战争的结束。正如人们确信的那样，他对赫尔南多·德·普尔伽
[6]

 作品的利用一点不比马利纽斯对那两位骑士作品的利用少。这一点在他以下列讨论开始写作时就表现了出来，这个讨论就是伊丽莎白（Elisabeth）这个名字是否应当用拉丁文写作伊莎贝拉（Isabella）、伊丽莎贝拉（Elisabella）或伊莎波（Elisabe）；随后又表现在他一再把维吉尔[106]
[7]

 诗句掺和进来的做法上，例如“这个狡诈的人玩弄了一些伎俩，否则他必死无疑。任何在战争中保持积极和强势的人，都不为所动，就好像他们是坚硬的石头做的一样，或者说，他们像玛辟西亚（Marbesia）巨石一样屹立在那里”
[8]

 （第820、837页）；再后来，当他写到帕谢科
[9]

 的死亡时——帕谢科临死时还想着转让特鲁希罗（Truxillo）一事，不满足于用一句话使人回忆起埃帕米农达
[10]

 的死亡——虽然这种回忆也是不合适的——而是讲述这一死亡过程，显而易见，这是语文学家惯用的写作方法。同时，在标题上，他也自称：“一位拥有修辞学根底的历史学家和学者。”
[11]

 现在，古人的样板无疑极大地激励着他插入一些演讲词。因为有不少施展“蛊惑民众的手段”（Demegorie）的机会，所以他让单个人对单个人发表演讲，托勒多的大主教、法国的红衣主教对伊莎贝拉，安德里亚·德·卡布雷拉（Andrea de Cabrera）对亨利四世。
[12]

 他还让伊莎贝拉本人做出回应，所有这些演讲都被他依照施展“蛊惑民众的手段”的过程构造出来。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演讲就其性质而言是与当时的事态相吻合的。它是忏悔者与听取忏悔的神父之间的忏悔对话。实际上，安东尼奥的演讲连同他的警告和宽慰，经常会使人回想起这样的对话。不过，在他想要沿着古人的道路前行的时候，他论述了较晚时代和较新宗教的独特机制。

情报本身是非常好的，但是，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人们只能把它们当作赫尔南多·德·普尔伽著作的翻译本来看待。安东尼奥的原创性更多地存在于两本篇幅不大的记述纳瓦拉战争（de bello Navarriensi）的小书中。然而，即使在这里，他的道德情操也称不上率真和正直。

阿尔瓦·戈麦斯·卡斯特罗·德·托勒多
[13]



阿尔瓦·戈麦斯后来写作了描述红衣主教希梅内斯生平事迹的著作，但本着同样的精神，并且取材于同一时代的书籍。
[14]



他的文学手法特别表现在场景描写上。他在提到腓力一世抵达科伦纳时（第985页），并不满足于仅仅讲述海格力斯
[15]

 瞭望台的童话；“怀着极大的虔诚”（optima fide），他说，“我想在这里同时将古老的瞭望台铭文一并写出来”，并且他真的写出来了。这种手法还有进一步的表现，也就是说他对彼得鲁斯·马提尔的描述做了进一步发挥。[107]彼得鲁斯·马提尔在其书信集第313页写道，腓力说：“啊，可怜可怜我吧！是谁使我深陷这种困扰之中，以伟大国王的名义使得我无法得到必要的东西以维持生存，当我是佛兰德斯的客人时，我得到了优雅的东西，财富，资源；使我能够衣着得体，生活富足而高雅。”
[16]

 这些言辞自身听起来不是很直白，阿尔瓦·戈麦斯遂让同一位腓力这样讲道：“是谁使我深陷如此困境，并滥用伟大国王的辉煌名字使我贫穷如洗。我无法偿付我的随从和仆人每月的工资，他们希望获得奖赏，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们从比利时招来。我给了世袭王权的卫士们不少东西，以一种符合国王形象的方式使我自己和我妻子的家庭博得人们的拥戴。”
[17]

 现在，人们观察到，有的时候，他的全部工作看上去好像只是从彼得鲁斯·马提尔书信中制造一些有关联的讲述，例如约翰娜（Johanna）是如何拒绝议员大人的，某个叫做孔奇洛（Conchillo）的人的书信是如何落到她丈夫手中的（第981、1002页）。因此，人们不应当期望从他那里得到很多东西。然而，如果只是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他的研究是很勤奋的，见识也相当不错。他掌握了卡拉瓦哈尔的年代记（die Annalen Caravajals）、奥维亚多的贡扎尔的年代记（den Gonzal von Oviedo），以及收藏在阿尔卡拉托勒多主教堂、国王腓力二世
[18]

 宫廷中的原始文献。在他搜集到的书信中，有几封是费兰多和希梅内斯本人亲笔写的。
[19]

 另外，他也从蒂厄格·阿亚拉（Diego Ajala）的对话中搜集到了若干材料，他称后者为希梅内斯最亲密和最忠诚的仆人；他还从托勒多领主的对话中搜集到了若干资料，后者在年轻的时候亲历过他想要描写的事件；还有洛佩兹·孔奇洛（Lopez Conchillo）的对话录，卡斯帕·欧伊洛伽
[20]

 的对话录。
[21]

 凭借这些资料，他的著作就获得了一种原始的、原创的形态；它是后来所有论述希梅内斯的著作的基础。

胡安·吉内斯·德·塞普尔沃达
[22]



塞普尔沃达比所有这些人都更谙悉拉丁文和古典表达。他是在博洛尼亚学院受教育的。他的第一部著作是用典雅的拉丁文对一部写得很烂的关于约翰·加尔松（Johann Garzon）生平事迹的传记进行再加工。在此，我们暂且把他反对路德、反对亨利八世改宗的教会政论作品，以及两部论述民主政治、关于镇压美洲印第安人战争权的争论的作品，搁在一边。我们要予以特别探讨的是他的30卷本著作《皇帝和西班牙国王卡尔五世本纪》。从1536年卡尔将他任命为自己的史官起，直到1563年，他所从事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写作此书。

因为他现在生活在意大利，[108]而在此期间，最重要的战争正在这里进行，也因为他随后在西班牙，可以从战争参加者口中获得最好的情报，所以人们应当把他看作彻头彻尾的知情人。然而，他自己承认，他利用过约维斯、施莱丹、卡佩拉、阿维拉、萨拉查
[23]

 以及其他人的著作。而且对卡佩拉书的利用比对任何其他人的利用都更加引人注目。1521年和1522年的全部历史、比科卡战役
[24]

 、对热那亚的征服、在国王弗朗索瓦解放米兰之后建立的联盟、圣保罗的远征（der Zug St. Pauls）等等，所有这一切在他那里几乎都仅仅是对加利亚佐著作的抄录，并且他看上去也付出了与先前加利亚佐研究加尔松时一样大的努力来研究加利亚佐。如果说他已经对帕维亚战役、马伦的阴谋
[25]

 、围攻那不勒斯（Belagerung von Neapel）等历史事件有了比较独特的认识，那么在后来的时间里，参加过战斗的人们和国务要员的介绍使他获得了更好的认识，并且成为真正的权威。
[26]

 他也与卡尔五世本人谈过话，向他询问过例如他的顾问在前往艾格莫尔特旅行途中提出的建议和1538年的西班牙国会（Cortes）情况。

问题在于，这位历史编纂者是否宣告过某种无党派原则。至少他对帕蒂利亚起义（den Aufstand des Padilla）的描述是没有偏见的，虽然不是站在起义者（Comunidaden）的立场上，但也绝非盲从国王的意志，他说：“国王的权力的确不是为了国王的利益，而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幸福与未来。”
[27]

 在他看来，教皇克莱门斯依靠他的主人的帮助进攻佛罗伦萨的军事行动就是残忍和不人道的样本。
[28]

 如果说他对某人有好感，那么他就是对所有西班牙人有好感。他赞美他们在胜利之后表现出的良好和伟大的品性，高于各国人民的忠诚，就是在洗劫罗马时也表现得非常灵活。
[29]



还需要提问的是，他对古人的模仿究竟属于什么性质。这种模仿显示在一些细节上，显示在经常重复关系句中的相同名词上，显示在他在巴黎找到的官方档案文件
[30]

 上，显示在下列短语上：他表达了他希望发生的事情（quid fieri velit），表演（ostendit），为监禁辩护（ex vinculis causam dicere），他知道人们是怀着何种情感说出这些事情的（cognovit ea quo animo dicerentur），没有任何事是为了公众利益而做的（nihil publico factum esse consilio），所有这些短语都取自恺撒的著作。
[31]

 这种情况在全书各卷俯拾皆是，并且，当他把第2书用于描写[109]征服某个戈莱塔家族（Hauses Goletta）的战争时，他的描述好像是怀着某种竞争精神，在复制我们在恺撒、李维和萨鲁斯特等人书中看到的罗马人与非洲野蛮人作战似的。这种情况也显示在全书从头到尾的写作过程中，但并非如在其他人那里那样起阻碍作用，而是画龙点睛。论述省略了许多事情，然而一旦作者想要报道什么，他的报道就十分精确。他的著作是简洁、生动和活泼的。

很少有历史著作能够达到一书在手便令人精神焕发、受益无穷的水平。现今的人们相信用较新的语言才能做出漂亮的描述，而在以前，人们却相信只有用古老的语言才能做出漂亮的描述，这两种看法或许都是不对的。

第二章　关于西班牙用西班牙文写作的历史编纂者

组里塔
[32]



在我读过的关于较晚近历史的所有著作中，格罗尼莫·组里塔著《天主教徒费兰多国王的故事》，完成于1579年，是最有教益的。

我不同意把组里塔的著作置于文学作品之列，也不认为组里塔的著作可以与李维的著作相媲美，更不赞同那些想要在他那里找到通向马基雅维利之路的做法。我更坚持一种全西班牙的广阔视角。在每一点上，他都自觉地瞻前顾后；无论看到什么东西，他都加以深入思考，并且把它们贯穿联结起来。如果仅仅是按照一种内在联系来编排发生过的事情，是不会造成多大干扰的。然而，它们毕竟是前后相继的，正如月和日那样。而且还要考虑到，不同的研究对象是会处于尖锐的相互对立状态的。但是通过中间环节和过渡，它们也彼此联结，这一点才是真正令人疲于应付的。从这两卷大开本古书中，人们找不到什么愉悦，找不到那种从说教中可以得到的愉悦。

这一著作完全起源于公使、战地指挥官、参加者的报道。它是真正原始文献性质的，具有证书般的可信性。它的本质特性和编纂方法主要体现在下列事例中。1503年2月，西班牙人抵达巴莱塔并且经常遭遇给养[110]匮乏之苦。组里塔最初在第5书第12章第4部分讲述了这一情况：“2月，在巴莱塔出现了大饥荒，最终有一艘本来想到塔伦特的威尼斯船舶到达，其所载的粮食满足了人们整个2月份的需求（para todo Hebrero［西班牙文‘给所有希伯来人’］）。”他在第15章第5部分继续讲道：“2月25日，巴莱塔和安德利亚只剩下不足3卡伦（Karren）的面包了，贡扎尔宁愿在战争中战死也不想饿死；但在此时恰好有一艘西西里运粮船驶来，他遂放弃了作战决定。”把两个相互之间有着如此紧密联系的事件分隔开来叙述虽然是异乎寻常的，但毕竟有两艘不同的船舶出现，并且在第一艘船运输的粮食吃光后，第二艘船才到达。那么后来情形又是怎么样呢？在篇幅很长的数章过后，也就是说在第20章第3部分，他再次讲到同一件事：“海上起风暴了，直到2月底，从西西里方面未有任何能维持生命的东西到达；巴莱塔和安德利亚原有的2货舱（Lasten）
[33]

 面包干和22货舱小麦已所剩无几；7个村庄的农民打算向法兰西人投降，贡扎尔要么胜利要么死亡，别无其他选择，于是他决定对切里尼奥拉发起进攻。可是恰好在作出这一决定的第二天，有一艘运粮船从威尼斯抵达特拉尼，随后又有两艘别的船只从西西里驶来，再后来还有三艘装载着6000萨勒马斯（Salmas）
[34]

 粮食的船只在巴莱塔停泊了；贡扎尔遂推迟了出发时间。”现在，我们看到，第一份报道和第二份报道是不一致的，威尼斯的船只肯定与西西里的船只一样，是在25日到达的。我们发现，组里塔眼前有三份关于同一事件的报道，一份大概来自威尼斯商船方面，另一份来自西西里商船方面，第三份则是贡扎尔本人写的。我们不应该把另外两份报道抛弃吗？但是他却利用全部的三份报道来扩充对事件的描述，并且是在不同的地方加以分别利用，根本没有考虑它们之间的关联。

此书就是这样编纂的。上述做法绝不是个别现象。他在第15书第10章第一次谈到腓力的到达，后来又在第26章再次谈到，但有少许不同。他也先后两次详细但并非完全一致地提及奥古斯丁和格拉拉
[35]

 觐见路易十二一事，见第15书第79章和第82章。在第8书第6章和第7章，他讲述了威伦纳（Villena）投靠国王费兰多这同一件事。他只把他所掌握的报道汇总了起来，没有进一步使之变为前后贯通、首尾相应的统一体。

不过，组里塔还是对他所掌握的情报进行[111]过加工处理，只是没有特别考虑其他历史编纂者的著作。有的时候，他想到了圭恰尔迪尼、本姆博、克里奥的著作，但很少见到他对这些书加以利用。他所掌握的原始文献与传统的讲述差别太大了，以至于他只好这样做：不寻求调和，而是坚持己见。自然他也舍弃了一些对他而言非常合适的东西——我只想援引在科米纳书中出现的关于全体西班牙人悼念君主胡安的报道。但他对于他所掌握的原始文献忠心耿耿，甚至把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堆积在一起，把有关梅利拉王宫（Schloß Melilla）的趣闻轶事编写到法国、西班牙、佛兰德斯和意大利等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中，他甚至还采用人们在翻印无法识读的证书时常用的做法——用圆点代替名称，写道：“唐·琼·德（:::）（:::）和唐·路易斯·德·科尔多瓦。”
[36]

 这些原始文献十分出色，经常令人惊奇地揭示了这个时期德意志、法兰西、英格兰的历史，包括其内部情况，尽管没有直接触及一般关系。

这是这部历史著作值得称道之处。通过这种以原始文献为依据的做法，它开启了崭新的和真正的见解。至于历史编纂者的思想意识，人们无须深究。不是因为它不值得称道，而是因为它不突出。在我看来值得注意的个别东西，是他对绝对君主制的认同。他曾以饱含赞誉的口吻提到，苏格兰的詹姆斯四世
[37]

 和葡萄牙的若昂二世
[38]

 创建了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他也完全从环境因素出发为费兰多的行动进行辩护。他还用下列观察来驳斥反对驱逐犹太人的非议，根据他的观察，驱逐犹太人是国王通过深思熟虑才选出的最好方法。他同意下列观点，即纳瓦拉人得到了卡斯蒂利的权利而不是阿拉贡的权利，尽管他本人是一位阿拉贡人。相反，他对教皇和神职人员毫不宽容。关于亚历山大，他欣然自若地引用贡扎尔的话说：“反对土耳其的战争和反对教皇的战争完全一样，都是神圣的。”在论述镇压摩尔人的军事行动时，他有时会谴责希梅内斯，但从未谴责过国王。与他对萨拉戈萨大主教（Erzbischof von Saragossa）的批评相比，他对希梅内斯的批评要严厉得多；因为前者是国王的亲生儿子。这就是他的评判。人们看不到任何歪曲、美化或隐瞒事实的情形。

阿尔根索拉[112]
[39]



莱奥纳多·德·阿尔根索拉是阿拉贡王家编年史家，他承担了续写组里塔历史著作的任务，但未完全照搬前者的做法。因为只要费兰多还活着，他的宫廷就是欧洲政治的一个中心，但在他死后，在一段时间内，无论在卡斯蒂利还是在阿拉贡，宫廷都难以维持了，整个国家陷入了内乱。这样一来，人们怎么能够在西班牙汇集到足够的、可据以编纂一种一般历史的各种情报呢？如果说人们现在读到，阿尔根索拉重新采用了组里塔史书的最初几卷的标题《阿拉贡年代记》，那么应当相信，他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并且作了自我约束。可是阿拉贡必须有许多事变发生，才能填满这部足足1158个大开本页码却仅仅涉及1516—1520年这4年历史（更多的历史阿尔根索拉不想考虑）的著作。实际上，阿尔根索拉的著作包括了卡斯蒂利、西西里、意大利的历史，还有其宫廷与帝国、法兰西人和美洲的关系。他的著作更像是一部从阿拉贡人的立场观点出发编纂的一般史，而不仅仅是一部阿拉贡史。

关于卡斯蒂利，他大概希望从他全部列举过的阿尔马赞报告（Papieren Almazans）、卡拉瓦哈尔年代记、格瓦拉书信（den Briefen Guevara's）、阿尔瓦·戈麦斯著希梅内斯传记（Leben des Ximenes durch Alvar Gomez）等文献中发掘一些新的东西。阿尔马赞报告未能给他提供多少新资料，因为阿尔马赞早在1514年就去世了。其余的文献别人也有使用。虽然他现在同样严厉地批评与他同时代的桑多瓦尔关于卡尔五世的著作，指责“他对世界上最伟大的国王之一、教会的最伟大保护者出言不逊，并且忘记了，他（卡尔五世）佩戴帝冠
[40]

 ”；但在大多数事情上，他都忠实地跟随着桑多瓦尔的记述。在谈到城市起义
[41]

 时，他经常逐字逐句地照抄桑多瓦尔。他也采用了同样的原始文献，只有一份原始文献是桑多瓦尔未见到的。他还经常驳斥桑多瓦尔，如在第1047页：“桑多瓦尔讲，卡尔是在1520年5月20日离开科伦纳的，但是现在有一份原始文件，即《支付胡安·拉努萨的佣金》（die Provision für Juan Lanuza
 ），签署地为科洛尼亚（Colonia），也就是科伦（d. i. Cöln），签署日期为5月17日，从中可见，卡尔在很早以前就起程他往了。”他在这里是这样说的，但在第1066页又引用《门多萨的指令》（eine Instruction von Mendoza
 ）来讲同一件事，注明地点和日期为布鲁塞尔（Brüssel），1520年9月9日。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该文件的记录与前列文件的记录不一致，并且也没有表现出前者所有的恶意。问题在于，科洛尼亚这一地名怎么会出现在那份原始文件上呢？[113]人们现在肯定知道，科伦纳（Corunna）在早先经常被称作科洛尼亚。在弗鲁瓦萨尔书中，人们经常看到加利斯的库洛涅（Coulogne en Galice）字样
[42]

 ；帕塞罗也谈到一个叫做库洛纳（Cologna）的城市，说它有一个港口，他指的是科伦纳。
[43]

 是的，对于这个时期，即1520年3月29日，恰好有一封信流传至今，这就是普法尔茨的路德维希
[44]

 写给符滕姆贝格的乌尔里希
[45]

 的信，其中写道：“我的主公准备在复活节后抵达科勒尼（à la Colonie）港口，等待顺风天气。”现在我们完全不用怀疑了，那份原始文件讲的也是科伦纳，而不是科伦，并且毫无疑问，桑多瓦尔是正确的。

在论述西西里的历史时，阿尔根索拉不时地在各处引用法泽鲁斯著作，或者说那部被他称作《西西里作家》（Escritores Sicilianos
 ）的书。他还引用过谁的书呢？在写作关于西西里的情况的三章（即第5章、第35章、第61章）时，显然，他几乎完全取材于尤塞佩·布翁菲利奥·科斯坦佐（Giuseppe Buonfiglio Costanzo）著《西西里岛的历史》（historia Siciliana
 ）。没有人怀疑，这部书完成于1603年，阿尔根索拉在1630年对它进行了编辑整理。

例如，科斯坦佐在第409页写道：“巴尔勒莫人接受了一切，希望通过这首次妥协，他们能够与国王达成和解，并且得到原宥。”
[46]

 阿尔根索拉只把“市民”（die Bürger）改为“他们的城市”（ihre Stadt），并在第313页写道：“巴尔勒莫人毫无异议地接受了他。他们认为早早表示臣服有利于获得宽恕。”
[47]

 科斯坦佐又写道：“此后，他叫来吉拉奇（Gheraci）和利科迪亚（Licodia）侯爵，给了他们两封国王来信，信中明确要求他们在8天之内出现在那不勒斯，面见副王堂拉蒙·迪·卡多纳（Don Ramondo di Cardona）。所有人都担心那些信件是不是来自副王，而这一担心又因为那些被叫去皇廷的人迟迟不见踪影而显得更为可信，以至于有传言说他们被杀了，或者被关在了阴暗的地牢里。”
[48]

 而这位西班牙人说的话几乎完全一样：“他命令吉拉奇（Guirachi y mandava）侯爵在八天内到那不勒斯面见总督堂拉蒙·迪·卡多纳。这个命令在王国内引起了恐慌和争议。另外，公爵们待在佛兰德斯，他们说快要死在狭小的牢房里了。”
[49]

 这些文字完全是一种翻译，阿尔根索拉的西西里历史就是这样编写的。

在论述意大利历史方面，[114]他并未给人带来任何有趣的东西。虽然没有直接抄录约维斯书和圭恰尔迪尼书，但或许是抄袭了某位较晚的史家。新东西一点也没有，舛误错谬倒是不少。在此，我只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他对利奥十世的红衣主教选举（第281页）的论述。

关于法兰西的局势，他的讲解更是糟糕，他只知道（第278页）有位叫做弗朗索瓦的人，他的儿子是弗朗索瓦一世、王储
[50]

 ，1517年出生，后来成为国王。

现在轮到讲德国了！他几乎是唯一一个赞颂皇帝马克西米连的外国作家。不过，他这样做并非出于较好的识见。他的资料来源于库斯皮尼安。
[51]

 然而，在读到下列文字之后，我们又当说些什么呢？他在第613页写道：“帝国的变化已经为人所知，我只想讲述下列情况，即皇帝奥托（Kaiser Otto）在1484年封了6位优秀的男爵，并且把选侯爵号授予波希米亚国王，使之成为第7位选侯。”这里所说的情况既不是事实真相也不是事实表象。

我没有研究过美洲历史。对我来说，美洲历史毫无独特之处。因此，我最好停止谴责——并且也到时间了。我倒要说一说该书的价值何在，尽管有上列种种缺陷。

蒙田说：“值得期望的是，每个人只写他知道的事情，不是全部物理学，因为他只熟悉一眼水泉、一条小溪的特性。”如果阿尔根索拉仅仅集中精力写阿拉贡的历史，那么他很有可能获得组里塔所享有的那种荣誉。因为他的阿拉贡历史取材于最好的原始文献，阿隆索·德·阿拉贡大主教（Erzbischof Alonso de Aragon）和他的儿子费尔南多·德·阿拉贡（Fernando de Argon）的报告、阿拉贡和卡塔隆尼的档案，还有许多其他的手稿；以及，在涉及瓦伦西亚时，有一位名叫维奇亚纳（Viciana）的杰出历史编纂者。
[52]

 这里是作者知识最丰实、爱心最强烈的地方。虽然他把他的书寄给了国王，但却一再提醒：“即使稍微逾越法律也会造成巨大损失，阿拉贡的自由只属于上帝，只是为国王服务的。”此处表现出了一种真挚诚恳的祖国之爱，既是献给国王的，也是献给民众的，是循规蹈矩、温和、清晰、趣味盎然的论述。

桑多瓦尔[115]

弗雷·普鲁登西奥·德·桑多瓦尔
[53]

 ，帕姆佩隆纳的主教，写作了一部最为详细的论述卡尔五世生平事迹的著作《皇帝卡尔五世的生活和事迹》。他本人认为其著作的最大价值在于利用了一手资料，“皇帝和其他君主原始的文件、信函和签署的命令”。
[54]

 借助于它们，他以摘录或全文抄录的方式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著作。

全文抄录无疑等于盖上了真实性的印章。问题在于，作者是怎样把摘录安插到自己的著作之中的。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最好的解答，我们必须考察一下他从中作摘录且为我们所熟悉的书籍。

现在，他从戈麦斯著《希梅内斯生平事迹》（Vita Ximenis
 ）一书中摘录了有关卡尔五世到达之前西班牙事态的论述，从圭恰尔迪尼书中摘录了有关皇帝选举情况的描述，从加利亚佐书中摘录了有关意大利战争起始情况的探讨。在这里，我们偶尔会发现一些小改动，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引用加利亚佐说的“圣像和公爵徽标在米兰城堡发生的大火中被焚毁了”时没有讲圣像，只提到了徽标。除了这种改动，他把其余文字几乎原封不动地抄录到自己书中。而在论述瓦拉多利德的起义
[55]

 时，戈麦斯（第1082页）使人注意到，统治者内部的分裂是多么的有害。“显而易见，那些不服从政府命令的人将受到严厉制裁。”
[56]

 这个著名的句子也被桑多瓦尔编排到自己著作的相同地方了。

他的其他描述抄录自迈西亚
[57]

 的著作、卡尔陪同者的公使报告、希曼卡斯（Simancas）档案馆，而在他讲述例如帕维亚战役的历史时，抄录了胡安·德·卡拉瓦哈尔
[58]

 的叙述，此人效力于德尔·瓦斯托侯爵。
[59]

 桑多瓦尔称赞卡拉瓦哈尔书是“非常及时的关于方方面面情况的报道”（mucha puntualidad y noticia del todo）。
[60]

 其他内容则抄自别的原始文献。可以相信，人们现在手中所有的不只是摘录，而且几乎是被抄录的原件本身。

他如此忠实地利用这些资料，以至于在原作者意见不一的地方，他在作出评判时也摇摆不定。而且，因为原作者的写作风格各异，他本人书中所显示的风格也不尽统一，有的时候索然无味，有的时候又优美之极。他还经常重复同样的讲述，如在第379页和第384页对阿尔米兰特（Almirante）试图与军人统治集团（Junta）进行对话的意图的描写，[116]在第642页和第672页关于为被俘虏的纳瓦拉的亨利（Heinrich von Navarra）募集赎金事宜的阐述，因为他眼前有谈论这些事情的不同文献。他也经常按照先讲后来发生的事情，后讲先前发生之事的原则来利用这些文献，例如，他先讲了在攻占图德斯罗斯（Einnahme von Tordesillos）之后，戈维纳多人发挥了什么作用，过了很久才讲戈维纳多人的到来；他先讲了11月30日在瓦拉多利德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在数页之后才讲24日和27日发生的事情；在第13书第19章讲到波旁（Bourbon）在西班牙的受封，在第20章讲到他的到达，在第21章讲到他先前与拉西（Larsi）的关系。他把他所讲的事情只用一种偶然的关联联结起来。对于某些舍此就无法说清楚的事件，文字重复不只是一两行，而是长达62行，从将他赶出他的土地
[61]

 （第379页）等词句开始，直到将它们纳入王室领地（incorporandolos en la corona rea，第380页）。对此，人们只能作这样的解释：这些文字，乃至一些不太重要的添加语，出现在不同的报道之中，而所有这些文字，正如它们所经历的情形那样，都被他抄录到书里了。

在这种情况下，统一性和思想性无从谈起。这一著作更多的是汇编而不是史学（Historie）。




[1]
 Marineus Siculus，约1445—1533或1536年，西班牙拉丁文史家，著有21卷本《西班牙难忘之事》（de rebus memorabilibus Hispaniae
 ）。


[2]
 Hispaniae illustratae scriptores varII. Opera doctorum hominum.（拉丁文：多位作者，西班牙图书介绍，有学问之人的著作。）——原注


[3]
 此处写作Johann von Aragon，实指Joan II.，1397或1398—1479年，出身于特拉斯塔马拉家族，是阿拉贡国王费兰多一世的儿子，1415年被其父立为西西里的阿拉贡副王。1416年费兰多一世去世后，若阿的兄长和王位继承人阿尔方索五世立即撤除了他的副王之职。1420 年，若阿娶纳瓦拉的布兰卡为妻，1425年成为纳瓦拉国王。1458年，阿尔方索五世去世，若阿继位为阿拉贡和撒丁国王。此后，若阿又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展开激烈斗争，直至去世。


[4]
 Maestro Antonio de Nebrisa，有时写作Antonius Nebrissensis（安东尼乌斯·内布里森西斯），1441—1522年，西班牙学者、教师、诗人、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十卷书》等（Dekaden
 ）。


[5]
 费兰多五世和伊丽莎白执政10年的历史介绍，由安东尼奥·德·内布里萨用西班牙文写作（Aelii Antonii Nebrissensis rerum a Ferdinando V et Elisabe gestarum decades II. Hisp. illustr.），第1卷，第786页。——原注


[6]
 Hernando de Pulgar，约1430年以前—1492年以后，伊比利亚王宫的秘书、使节和编年史家。


[7]
 Virgil，即Publius Vergilius Maro（普布留斯·维吉留斯·马罗），公元前70—前19年，古罗马拉丁文诗人和叙事文学作家。


[8]
 拉丁文：callidus seu versare dolos sen certae occumbere morti；strenuissimus quisque et bello vivida virtus；non magis movetur，quam si dura silex aut stet Marbesia cautes。


[9]
 原著写作Pecheco，实指Pacheco，全名Juan Pacheco（胡安·帕谢科），1419—1474年，西班牙政治家、维勒纳侯爵和埃斯卡洛纳的第一位公爵。


[10]
 Epaminonda，即Epameinōndas（埃帕米农达），公元前418—前362年，古希腊底比斯的将领和政治家，曾在留克特拉战役里大败斯巴达，并解放了麦西尼亚人、希洛人与其他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居住并受到斯巴达奴役达200多年的人民。


[11]
 拉丁文：Ex Rhetore et Grammatico Historiographus。


[12]
 原著写作Heinrich IV.，实指Henri IV.，1553—1610年，自1572年起为纳瓦拉国王亨利三世，自1589年起直至1610年被谋杀，为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也是第一位出自波旁家族的法国国王。


[13]
 Alvar Gomez Castro de Toledo，1515—1580年，西班牙人文主义者、拉丁文史家。


[14]
 《关于法国弗朗西斯·希梅内斯·西斯内罗斯的事迹》（De rebus gest. a Francisco Ximenio Cisnerio libri VIII），共8书，由阿尔瓦·戈麦斯（Alvaro Gomecio）编纂。西班牙文注释由桑布奇（Sambuci）作，第1卷，第927页。——原注


[15]
 Herkules，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竞技场和宫殿的保护者。


[16]
 拉丁文：Vae misero mili！quis in hanc me coniecit aerumnam，ut sub magni Regis nomine meis desint ad victum necessaria，quibus，Flandrii solum comes，divitias opesque ad cultum，ad copiam，ad elegantiam impertiebar。


[17]
 拉丁文：Quis me in has coniecit miserias et specioso magni regis nomine gravatum in hanc rerum inopiam pertraxit？Mene vel meis stipatoribus et ministris，quos spe praemiorum illectos vix a Belgis revelli，annua stipendia persolvere non posse？Quibus haereditariae tantum ditionis praesidio meae abunde satisfaciebam，et regifico sumtu meam et uxoris familiam exhibebam。


[18]
 Philipp II.，即Felipe II.，1527—1598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的长子，也是唯一一个活下来的合法儿子，1556年继位成为西班牙国王，同时成为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尼德兰、勃艮第自由伯爵领地、两西西里王国、撒丁王国和米兰公国的最高统治者。1580年又成为葡萄牙国王。


[19]
 第1082、1084、1060、1008页。——原注


[20]
 Caspar Ouiroga，托勒多大主教、红衣主教和宗教裁判所总监。


[21]
 第980、983、993页。——原注


[22]
 Juan Gines de Sepulveda，约1490—1573或1574年，西班牙多明我会修道士、人文主义者、拉丁文史家和宫廷史官，著有30卷本《皇帝和西班牙国王卡尔五世本纪》（de rebus gestis Caroli quinti，Imperatoris et Regis Hispaniarum
 ）。


[23]
 Salazar，即Alonso Toribio de Salazar（阿隆索·托里比奥·德·萨拉查），16世纪西班牙海外研究者和地理发现者。


[24]
 Schlacht bei Bicocca，1522年4月27日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在意大利进行的一场战斗。由奥德特·德·富瓦指挥的法国和威尼斯军队被由普洛斯彼罗·科隆纳指挥的西班牙—皇帝军队和教皇军队所打败，皇帝占领米兰。


[25]
 Morone's Verschwörung，由于错误地相信佩斯卡拉马尔克伯爵费尔南多·弗朗切斯科·达瓦洛斯受到皇帝卡尔五世的冷落，米兰公爵的秘书吉罗拉莫·马伦试图说服军队将领把法国人、西班牙人和德国人驱逐出意大利，并且许诺拥立达瓦洛斯为国王。许多意大利显贵，如教皇克莱门斯七世和米兰公爵弗朗切斯科·马里亚·斯福扎等人，也表示支持。达瓦洛斯本人却依然效忠卡尔五世，他只是表面上赞成这些计划，以便探悉计划的详情，随时向皇帝汇报。


[26]
 第17，26；18，18；30，31，32页。——原注


[27]
 拉丁文：regna non ad regum utilitatem，sed ad subiectorum populorum felicitatem et commoditatem insituta esse。


[28]
 ein exemplum crudele et inhumanum.30，29. 9，23。——原注


[29]
 第5、23、85页以下。——原注


[30]
 原著写作Ambacten，疑为Amtacten之误。


[31]
 第6，24；19，8；20，24；21，19页。 ——原注


[32]
 全名Geronymo Zurita（格罗尼莫·组里塔），1512—1580年，西班牙历史学家，著有《阿拉贡年代记》和《天主教徒费兰多国王的故事》（Historia del rey Don Hernando el Catholico
 ）等书。


[33]
 Lasten：容量或重量单位，具体数量因货物或地区的不同而不同，大约等同于80蒲式耳、640加伦或公吨的重量。


[34]
 Salmas，西班牙文“吨位”的意思。


[35]
 Gralla，即Mosen Gralla（莫森·格拉拉）。


[36]
 Don Joan de（: : :）（: : :）y Don Luys de Cordova.


[37]
 原著写作Jacob IV.，实指James IV，1473—1513年，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三世的长子，1488年继位为国王直至去世。他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国王，其统治时期被誉为苏格兰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38]
 原著写作Johann II.，实指Joǎo II.，1455—1495年，出身于阿维斯家族，国王阿尔方索五世的儿子，1481年继位，是葡萄牙的第13位国王，当政期间，整治贵族，加强王权，励精图治。


[39]
 Leonardo de Argensola，1566—1631年，西班牙神职人员、诗人和宫廷史官，曾续写组里塔编纂的《阿拉贡年代记》（Aňales de Aragon
 ）。


[40]
 Mitra，古代东方君主的冕，后来成为天主教的主教冠。


[41]
 Aufruhr der Comunidaden，即Guerra de las Comunidades de Castilla（卡斯蒂利社区的战争）。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登基后，一些西班牙城市要求自治，一些西班牙贵族也反对国王在卡斯蒂利安插佛兰德斯人担任官员，他们在1520年发动起义，直到1522年才被国王镇压下去。


[42]
 例如1530年版，第137页。——原注


[43]
 乔纳勒书，第297页。——原注


[44]
 Ludwig von der Pfalz，1478—1544年，出身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从1508年起为普法尔茨伯爵和普法尔茨选侯，直至去世。


[45]
 Ulrich von Würtemberg，1487—1550年，1498年继位为公爵，1519年被施瓦本同盟驱逐，1534年，在福音教诸侯黑森邦伯菲利普的帮助下，重返符滕姆贝格，并皈依了路德教。


[46]
 意大利文：Tutto accettando li Panormitani eon speranza，che pel mezzo di questa prima obbedienza venissero a placare il re e ottenere il perdono。


[47]
 西班牙文：Palermo lo acceptò sin replica，pareciendole que por meritos de aquella primera obediencia facilitaria il perdon。


[48]
 意大利文：Fatto questo chiamò li marchesi di Gheraci et Licodia a’quali diede le lettere reali il cui tenore era，che frà otti giorni si dovessero conferire in Napoli dinanzi al vicerè Don Ramondo di Cardona. Diede a tutti che dubitare il si fatto procedere del vicerè，ed era cibo di questo timore la lunga dimora de' conti chiamati，e ritenuti nella corte reale，perciocchè si era sparsa la voce，come erano fatti stati morire o che erano distretti in oscurissima prigione。


[49]
 西班牙文：Llamó al marques de Guirachi y mandava，que en termino de ochos dias se presentasen en Napoles ante el virrey Don Ramon di Cardona. Causó esto mandamiento temor y yarios discursos en el reyno y mas juntandole con la tardança de los condes que quedavan en Flandes los quales corrió voz que en estrechos carceles y despues se dixo，que muertos a hierro。


[50]
 Dauphin，瓦卢瓦和波旁王朝时期王位继承人的称号。


[51]
 Cuspinian，即Johannes Cuspinian（约翰内斯·库斯皮尼安），1473—1529年，德国效力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官、人文主义者、诗人和历史学家。


[52]
 第55、16、79、277、19页。——原注


[53]
 Fray Prudencio de Sandoval，1553—1620年，西班牙本笃会修道士、帕姆佩隆纳的主教和历史学家，著有《皇帝卡尔五世的生活和事迹》（Vida y hechos del emperador Carlos V
 ）。


[54]
 西班牙文：papeles originales，cartas y instruciones firmadas del emperador y otros principes。


[55]
 den Aufruhr von Valladolid，16世纪中期西班牙福音教徒发动的一场大起义。


[56]
 西班牙文：Muy Claro se vió alli，quanto danno haze，no estar conformes los que gobernian。


[57]
 Mexia，即Pedro Mexía（佩德罗·迈西亚），也写作Pedro Mejía（佩德罗·迈加），1497—1551或1552年，人文主义作家和历史学家。


[58]
 Juan de Caravajal，是西班牙的一位海外征服者、委内瑞拉省的早期总督之一。


[59]
 Marques del Vasto，即El marquesado del Vasto。


[60]
 第I卷，第150、622、633、671页。——原注


[61]
 西班牙文：que el echaria de su tierra。



第[117]四部分　德意志人






[image: 0242-1]


在意大利人不以圭恰尔迪尼为满足，西班牙人不以马里亚纳为满足的时候，他们便准备从其他合适的书籍中寻求部分教诲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当比尔肯和施莱丹不能使我们满意的时候，我们该从哪里寻求教诲？与费兰多相比，马克西米连无疑为历史学和学术研究做了更多的事情，但我们并未看到一位类似组里塔的人物。翁莱斯特
[1]

 的奥地利编年史，尽管思想丰富、文字典雅、态度虔诚，但在记述它自身所处时代的历史时，不仅年限很短，内容也相当贫乏。约翰·维尔根汉斯
[2]

 的伟大编年史至少写到了1500年，但取代有关沃姆斯帝国等级会议的准确情报的，仅仅是几首良莠不齐的诗文。罗厄的论述欠详细，并且几乎未用原始文献，他的资料大都来自圭恰尔迪尼和彼得鲁斯·尤斯蒂尼阿努斯，后者是一位仅仅在这里或那里零零星星地运用一点原始文献的威尼斯历史编纂者。我们有两部同时出现的关于马克西米连生平事迹的传记，其作者分别是施皮斯海默尔（Spießheimer），又称作奥伊斯皮尼安（Euspinian）；和约瑟夫·格林贝克
[3]

 ，特别是后者，他对皇帝充满爱慕，在他写的每一句话里都流露出这种爱慕之情，但他们二人写的书都只是描述了一些习俗，根本没有涉及公共事务。帝国等级会议文件也没有得到收集整理。若想对一些重大事件有所了解，我们必须去查阅外国人的著作，组里塔的著作，以及意大利公使的报道，向外国人乞讨我们的历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大概有以下三个：一是本民族很少参与这些事件，也不知道自己会从这些事件中受到多么大的影响；二是人们在处理公共事务时，惯于保守秘密，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三是继之而来的整个民族被分成两个相互敌对群体的大分裂，它使本民族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当前的局势，或者说分裂本身了。

不过，也有一些德意志人讲述了这一[118]历史的个别片段，并且，正如我们在戈尔达斯特、吕尼希
[4]

 和德尼斯·戈德弗雷
[5]

 那里可看到根据史料描写查理八世的著作以及丹尼尔·沙德讷
[6]

 的《法国使馆报告》那样，皮尔克海默尔、格伯勒
[7]

 、科西尼乌斯也分别描写了马克西米连进行的几次战争。在《白色国王》一书中，如果真的有皇帝亲笔写作的东西，那么这本书就可以很好地说明所有事情。




[1]
 Unrest，即Jakob Unrest（雅各布·翁莱斯特），约1430—1500年，奥地利和匈牙利中世纪编年史家，著有奥地利编年史（östreichische Chronik
 ）。


[2]
 Johann Vergenhans，1425—1510年，德国学者、法学家、神学家和历史学家，曾出任图宾根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著有《世界编年史》等书。


[3]
 Joseph Grünbeck，德国历史学家，1505年在雷根斯堡创办福音教帝国城市文科中学。


[4]
 Lünig，即Johann Christian Lünig（约翰·克里斯蒂安·吕尼希），1662—1740年，德国法学家、时政评论家和历史学家。


[5]
 Denys Godefroi，即Denis Godefroy（德尼斯·戈德弗雷）或Dionysius Gothofredus（德尼西乌斯·戈德弗雷杜斯），1549—1622年，法国法学家，曾任日内瓦、斯特拉斯堡和海德堡大学教授，编辑出版《民法大全》。


[6]
 Daniel Scheidner，德国历史学家，曾将《法国使馆报告》（Legatio Gallicana）编辑成册。


[7]
 Göbler，1504—1567年，德国法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皇帝马克西米连的战争编年史》（Chronika der Kriegshändel Kaiser Maximilians
 ）等书。


第一章　沙德讷

初看起来，那部《法国使馆报告》似乎是这样一部书，在这里，查理八世的公使在查理八世远征意大利之前从意大利宫廷和城市发来的报告和这些报告所得到的答复，都被如实抄录下来。基于这种看法，人们同意把这部著作纳入外交作品之列。然而它只不过是一个学校作业。对此，我们只要把有关锡耶纳的简短报告与毫无疑问地包含在阿勒格莱蒂锡耶纳日记（Alegretti's sienesischen Tagebuechern）之中的事实真相加以并列对质，就一清二楚了。沙德讷说公使是在1495年5月31日到达的，并请求和平地通行，也请求通过城堡（per castella）：“正如西西里和撒丁是罗马的粮仓那样，对于法兰西军队来说，锡耶纳也是粮仓。”
[1]

 但是，他们实际上是在1494年5月9日到达的，并且他们说：“我们的国王在准备一场正义的战争，他是一位公正的君主；这一点体现在归还佩皮尼昂和阿图瓦一事上；我们要支持他。”他们没有提及那个奇特的比较，也没有讲通过城堡之事。在沙德讷那里，锡耶纳人回答说：“国王可以毫无危险地通行，也会获得粮食，但需要付钱；若不付钱，粮食就成贡品了，而我们只给皇帝献贡。”然而，锡耶纳人的回答实际是：“作为佛罗伦萨、教会和那不勒斯这三个与卡尔为敌的国家的邻居，我们若不想自取灭亡，就不会宣布支持卡尔；他或许正在逼近。”锡耶纳人也拒绝把[119]他们的答复付诸笔端，写成文字。
[2]

 我们看到，沙德讷记载的对话不具备任何真实性；它们是杜撰的，是基于傲慢心理虚构的。

第二章　皮尔克海默尔

比利巴尔德·皮尔克海默尔（Bilibald Pirkheimer）著《瑞士战争史》（Historia belli Suitensis
 ）
[3]

 使他在个别人那里享有了德意志的色诺芬之美誉：“没有人以更大的丰富性和忠实性来描写这场战争了。”
[4]

 如果我们去探讨事实真相，就会发现，在一些重大事情上，瑞士人的报告是与他对立的。尽管十分勉强，皮尔克海默尔还是对瑞士人的秩序和服从表示了赞赏：“除了制定并一丝不苟地维护军事纪律外，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
[5]

 （第14页）卢塞恩公告（Abschied zu Luzern）是在3月11日，也就是说刚好是在皮尔克海默尔所描写的历史事件结束之后起草的，但其说法截然不同：“对于我们的联邦公民来说，雇佣兵是一大群难以驯服的乌合之众，他们蔑视我们首领的戒令（Gebote）。”
[6]

 按照瑞士人的所有报告，布鲁德霍尔兹战役
[7]

 是继布鲁德霍尔兹进攻许宁根的军事行动而发生的，皮尔克海默尔却把它看作施瓦本攻击的结果。在讲述施瓦德洛赫战役
[8]

 时，他对施瓦本人作了如下描写：“尽管就在那里，已经来到康士坦茨（Constantiam）城前，但却没有人回头看一眼”
[9]

 ，好像他们穿过城市逃到湖边，并且冲入湖中，因此，这似乎是一次成功的逃亡。实际上他们分散开来了，有一些人逃往城里，另外的人逃到停泊在湖边的船上。在讲述弗拉施滕兹战役
[10]

 时，他对海尼·沃尔雷本
[11]

 作了如下描述：“手持叫做halapardam的长柄双刃斧，斜抵敌人的长矛，使他们很长时间都难以脱身，直到被很多长矛刺穿，最终倒下。”
[12]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是阿诺尔德·温克尔里德
[13]

 的历史，只在个别地方有所变动，但绝不是关于沃尔雷本壮烈牺牲的历史。

如此看来，我们似乎必须把这部书放入道听途说类书籍的陈列馆，然而不对，[120]在这场战争中，皮尔克海默尔本人曾亲自指挥过一小队纽伦贝格人，因此，从皮尔克海默尔报道他从纽伦贝格启程的情形那一刻起，他的著作便开始具有了真实性、生动性和可信性。此后，皇帝、施瓦本、弗兰肯骑士、纽伦贝格人、瑞士人等等的本性和特征一一呈现出来，他的报道也与瑞士人的报道完全一致了。他不仅仅是一个同时代人，还是一个见证人。

那么，先前的不准确性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因为在这里，人们大概是不会称颂在自己身上见不到的敌人美德的。首先，纽伦贝格人向来与施瓦本人交恶，发自内心地嫉妒瑞士人的所有美名。人们自然会相信一个对施瓦本不利的传言，甚至传言愈是对施瓦本不利，其受到相信的程度愈深。其次，在当时，普通人（Privatleute）大都不了解那些距离稍远一点的地方的事情。皮尔克海默尔曾同米兰公使一起骑马远游并进行过长时间的谈话，但恰恰是此人，却说米兰的洛多维科受到法国国王查理的威胁，而国王一再受到奥尔良公爵的鼓励。皮尔克海默尔是在1499年说这些话的，而在此时，上述那位奥尔良公爵早就成为国王了。因此，如果人们把这位作者的错误讲述归咎于一种卑劣意图，那就是错怪他了。他相信这些事情；他只是没有获得准确的情报。只有在讲述亲眼所见的事情时，他所说的话才是真实可信的。

第三章　格伯勒

格伯勒著《皇帝马克西米连的战争编年史》一书的标题往往令人产生许多期待，然而在读到“1508年，通过埃里希公爵”
[14]

 这样的添加语时，人们又不敢怀有多大奢望了。这个书名并不完全准确。此书绝非一部编年史，因为它完全是由埃里希公爵本人的往来书信堆砌而成。它也没有囊括1508年全年，仅仅涉及从3月4日到4月末这一时段。在这两个月里，不伦瑞克公爵埃里希担任了皇帝的战地指挥官，从米尔巴赫峡谷一直打到克赖因。格伯勒曾任埃里希公爵驻明登的宫廷法官，或许找到了公爵当时的书信。他把这些书信原封[121]不动地公布于世，无论重要还是不重要，均悉数照搬。我们应当感谢他，因为这些书信是很有教益的。如果马克西米连二世
[15]

 听从格伯勒的建议，从其世袭领地的总务府——或者从他祖先曾经战斗过的其他地方——将其来往书信编辑整理出版的话，就会有数卷大开本的古书传世。实际上，这样做是使人们获得一种完整认识的最好途径，并且这样一部书的价值要远大于只收集涉及死人的修道院证书的大部头汇编，因为它所涉及的是活人，是活生生的、富有才智和人性的人。然而有谁想到要对它加以利用呢？因为，至少就我所知，该书没有被任何人利用过，既没有被罗厄利用过，也没有被比尔肯、海格威士（Hegewisch）利用过；海博林也只在确定皇帝的各个驻跸地点时用过。如果那些书信还存在的话，那么我们首先期望它们能被某个有能力并且愿意利用它们的人所掌握。

第四章　科西尼乌斯

关于马克西米连后来与威尼斯进行的几次战争的情况，图宾根的米夏埃尔·科赫林（Michael Kochlim von Tübingen）——又被称作科西尼乌斯（Coccinius）——留下了一部真正富有教益的著作：《意大利战争》（de bellis italicis
 ）
[16]

 ，也称作《意大利之谜》（De rebus italicis
 ）。科赫林原为诸侯的法伊特（Veit）总管，一度以皇帝的副官身份占领摩德纳。在这里，因为身处事件的中心，科赫林可以对事件进行很好的观察，并且经常向德国寄送有关最新情况的报告。还在意大利的时候，他就编辑了四部与马克西米连战争相关的书籍；他在1512年6月把第四部书题献给皇帝的总务官雅科布·德·班尼西斯（Jacob de Bannissis），该书记述了1511—1512年的情况，是一部见识丰富、感情充沛的作品，谈到了德意志人的参战情况，但没有任何虚夸。该书是唯一一部至今仍有影响的著作。现在，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附属于乌尔斯佩尔吉编年史（dem Urspergischen Chronicon）——该书在1537年以《从前遗漏的值得纪念的事情》
[17]

 为名出版——的附录中，有一篇发自维罗纳（Verona）的长篇报告，注明日期为1512年2月24日，[122]接收人为M.朗格主教。该报告讲述了7天前发生的征服布雷西亚事件（Eroberung Brescia's），所用措辞完全是科西尼乌斯的。如果看到其中有少量的改动，例如用sub auroram（在早晨）取代in diei diluculo（早在下午），用milites gravis armaturae（重型武装的士兵）取代cataphracti（重），用rescierunt（得知自己的行为）取代audierunt（听说），用cives（公民）取代plebeii urbis（城市平民），用一种叙述性的不定式取代叙述性的现在式——这些改动使科西尼乌斯著作的文笔看上去比报告好一些，那么人们必须承认，不是报告产生于书，而是书产生于报告，因为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两者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

现在怎样？难道在科西尼乌斯的著作中找不到原始知识吗？作者是从一份发自外国的报告中逐字逐句地抄录的吗？实际情况大概要好得多，科西尼乌斯先是陪同马托伊斯·朗格主教前往意大利，后来他便待在维罗纳，并且将这份报告寄给了主教。书中的改动或许出自尤斯蒂根的海因里希·倍倍尔
[18]

 之手，他在当时是一位精通拉丁文的人，在印刷前通读并润色了手稿。我发现润色之处很有些书卷气，并且纯属多余；好在改动的地方不是太多。

现在，我还可以在这里谈一谈《赫尔曼努斯的盖尔里克战争》（Hermanni bellum Gelricum
 ），特别是蓬图斯·霍伊鲁斯，它们虽然多少具有原始文献的色彩，取材于很好的史料，但有时又好像是抄录约维斯著作，并且做了一些粉饰。在我看来至少有关居讷加特战役（Schlacht von Guynegat）的论述是这样的。然而，首先应当注意的是一部经常被人说成出自皇帝本人手笔的著作。

第五章　《白色国王》

类似于约恩维利
[19]

 将其关于圣徒路易
[20]

 的著作敬献给路易·胡廷
[21]

 ，期望他和他的兄弟，以及本书的所有读者，都能从书中汲取有益的教诲，马库斯·特莱兹绍尔万（Marcus Treizsaurwein）也将《白色国王》一书寄给了卡尔五世，劝勉他和他的兄弟斐迪南
[22]

 ：“以虔诚敬神的态度生活，以王者的谨慎克己执政，用刀剑争取公正。”此书不仅资料丰富，而且相当完备，因为马克西米连向他披露了大量隐秘情况。[123]根据马克西米连的手稿，马库斯·特莱兹绍尔万在1514年约翰尼斯节和圣诞节期间使这部书正式问世。

此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弗里德里希三世与葡萄牙埃莱奥诺拉
[23]

 的婚姻，是用明快的笔调按照年代顺序巨细靡遗地书写的。然而，人们终究不能把它算作最优秀的历史学著作，因为它在选材方面是有缺陷的。如果说它是由马克西米连本人亲自编纂的，那么它理应占有一席重要地位，只是不足以与恺撒的著作相提并论，而是——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可与国王宫廷作家，例如弗鲁瓦萨尔的作品媲美。

第二部分论述了马克西米连的生平事迹，这位年轻白净的国王的青年时代，他所接受的教导和婚姻。这一部分也是内容完备并且富有教益的。作者把他后来生活的所有特征都与他所接受的某一类型的教育联系了起来，或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与这个男孩所说的某句话联系起来，仿佛这句话足以显示出他的领袖才能。在这里，主人公的潇洒、优雅和王侯气质跃然纸上，比其实际行动更加出色。他的生活的本质特征也被充分、完整地展现了出来。

相反，第三部分没有写完，它只是一个又一个断片的堆砌，并且相当令人费解。它所论述的是国王的军事和战争行动，这对于事态发展和历史本身来说无疑是最重要的。作者讲述了这位白色国王与一位蓝色的和一位绿色的国王的战争，与一个灰色的和一个苹果灰色的联盟的战争，与伟大的帕特曼（dem großen Partmann）的战争，与褐色会（der braunen Gesellschaft）和打着古怪旗帜的农民同盟的战争。我们虽然可以知道，作者在这里分别指的是法国和匈牙利国王、许克和格尔德恩同盟（der huykische und der geldrische Bund）、威廉·冯·阿伦贝格先生（Herr Wilhelm von Arenberg）、佛兰德斯和肯纳莫人。我们也看到，他所说的黑白色和红白色分别代表布列塔尼人和英格兰人。但在个别地方，我们仍不知所云，如坠云雾。最后，作者谈到了意大利历史，谈到了马纳国王，即那不勒斯国王及其与卡尔进行的战争，但在这里，他似乎是最无知的。

这一部分究竟是怎样写的，对此，我只想以利沃尔诺的远征（dem Zuge von Livorno）为例加以说明。作者曾经三次记述此次军事行动，第一次是在第210页，在这里，所有的论述还是很好理解的，只有一点不清楚——他说：“年轻的白色国王包围了某个岛上的法国人。”我认为这一说法是一种误解。或许他所说的只是一位“年轻的国王”，该国王指的是费拉恩廷，并且不是在一个岛上，而是“在一个城市里，即阿泰尔”，正如阿勒格莱蒂所指出的“在这个称作费拉的地方”[124]
[24]

 （第857页）那样。在做了这些改动之后，至少叙述能良好和正确地继续推进了。第二次是在第256页报道了这次军事行动：“法国国王期望赶走洛多维科，夺取其在海上的船只；借助于这些船只，马克西米连驶入海中并且包围了利沃尔诺。”这里所讲的大概情况是，法国人拥有一支海军舰队，然而，马克西米连究竟是怎样穿越其敌人的封锁驶入海中的，这一点一直是个谜。最后，第三次是在第258页谈论同一事件：“白色国王争取到特别强大的米兰诸侯与自己结盟，因此这个联盟受到了法国人的攻击，但是联盟迫使他到利沃尔诺寻求帮助，在那里，舰队被彻底摧毁了。”

我们看到，为什么要在三个地方不加任何变动地讲述同一历史事件。第一次它涉及那不勒斯事务，第二次涉及法兰西事务，第三次涉及米兰事务。我们进一步看到，这里所显示的意图是，每次都把某种特殊类型的事务和关系结合起来报道。实际上，这也是全书的写法。但是，这样一来，同一事件大都被穿插到不同的关系之中了，也因此在不同栏目中重复出现，而关系的不同之处却未得到突出，仅仅由于这种写法，就产生了不小的混乱。此外，因为作者从未直接参与皇帝的军事行动，他只是按照皇帝本人的讲述进行写作，再加上各个年代的变换更移，所以内容上的混乱也非常严重，理解上的困难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严格辨别真伪，才能使人们对这本书有比较清楚的认识。然而我担心，即使这样做了，仍有个别地方是无法澄清的。例如在针对手稿的注释中有一个地方写道：“至于瑞士人的商业贸易，决定权掌握在商会师傅手中；在第一次瑞士战争之后，情况就完全变了，再后来便成了复仇。”若是有人知晓编序者的著作，也就是说重新编排《荷马史诗》章节次序的古代学者的著作，那么他就会在这里看出一点门道，但在其他情况下，就连当时还活着的人也都不知所云了。有人草拟了一份问题表，准备直接向皇帝本人请教。但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皇帝就去世了。

同此书一样奇特的是布尔[125]格迈伊尔
[25]

 为此书制作的木版画。它们特别因为下列情况而显得很不自然，这就是在所有画面上都把主人公刻画成一个戴王冠的人。有两幅画会让人轻易地牢记在心。首先是那幅描绘诸侯康布雷同盟瓦解的版画，画中的每个人都抓住一扇房门，准备冲入。其次是那幅描绘位于画面最前方、年仅23岁的青年的图画，在画中，这位年轻诸侯正在读一本由他的魔术师捧着的书。他用左手抓着斗篷，右手翻动书页，脸朝向前方，脚却无意识地缩到了后面。兴奋之情和发自内心的警觉恰如其分地交织在一起。

恰恰是这本书的神秘性吸引着我们反复阅读。主人公似乎是一位怀有无限期望的大党派首领，他与强大且不断更换的敌人进行斗争。如果说马克西米连本想“用可爱的词语、正确的次序和必要的归属”（正如特莱兹绍尔万所说的那样）把这些资料充分、自由地组合起来——正如第一部分所展现的那样，那么，这一意图并没有完全实现。对于本民族来说，这不失为一个真正的损失。总的说来，在这个时期的德国，写作一部好历史书的因素是完全具备的，忠诚的态度、对上帝的敬畏和信仰、对现实事物的热爱，以及对待当前事态的勇敢精神，危险和拯救，政治和社会运动，最后还有卡尔五世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一个伟大的开端，那么，究竟什么原因使得历史著作暂付阙如呢？人们或许可以列举许多原因，并且，这些原因看起来也是足够实际的，但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并且唯一可成立的原因就是缺少人。天才和形势、见识和良好的意愿并不必然同时并存、相得益彰。愿意进行此类尝试并且能够有所成就的合适之人，总是少之又少。

第六章　关于卡尔五世时期

有关卡尔五世时期一般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亚当·莱斯讷著《格奥尔格和卡斯帕·弗伦茨贝格
[26]

 先生的生平事迹》。
[27]

 我们虽然知道，格奥尔格更多地效力于马克西米连而不是卡尔，但这一著作较早地使人从意大利方面获悉了他的生平事迹，尽管有时相当混乱，缺乏一手资料。关于这一点，人们只要看一下作者是如何描写1511年威尼斯战争（der venezianische Krieg im Jahre 1511）的就一清二楚了。这里的实际情况是，[126]威尼斯人一度退却，自动移向维琴察，11月返回，但又在格拉蒂什卡和拜泰尔施泰因遭遇挫折。现在，莱斯讷按照下列次序来加以讲述：（1）11月的军事行动，在格拉蒂什卡和拜泰尔施泰因遭遇的挫折；（2）皇帝军队和法兰西人的征服，而这些征服是较早发生的；（3）威尼斯人遭遇的挫折，而这一挫折也是旧有的；（4）围攻特雷维索，尽管此事发生在遭遇挫折之前；（5）皇帝军队的征服，这一征服同样发生在围攻之前；（6）再一次描写围攻；（7）再一次描写对威尼斯人的征服——所有这一切都记载于第12b
 和第13对开页，读起来也相当费力。即使在讲述详细并且文笔流畅的地方，其词句也是从外国人著作中抄袭来的。作者用了8个对开页描写1517年对维罗纳的围攻（der Belagerung von Verona im Jahre 1517），但从头到尾都是以保罗·约维斯书（《当代史四十五书》，第16书，第222页）为依据。就是在论述卡尔五世时期时，约维斯书也构成莱斯讷的主要史料来源。更加详细的对于弗伦茨贝格在帕维亚战役中的行动的讲述，明显是以约维斯记述佩斯卡拉生平的著作中的报道为基础。

但在这里，出自当事人的报道已经随处可见了。在写到1511年时，莱斯讷考虑到了发生在拜泰尔施泰因的一次会晤；对于此次会晤，人们要想在别处找到记述殊为不易。大概是因为受到了亲身参加过意大利战争的军队首领们的推动——莱斯讷曾敬请他们审阅自己的著作，他把维罗纳保卫战的荣誉更多地赋予他的主人公弗伦茨贝格，而不是像约维斯那样赋予安东尼奥·科隆纳（Mark Antonio Colonna）。他对帕维亚战役的描述属于同类描述中的情报精确者之一，至今仍是不可缺少的。

从第4书第60对开页起，这部著作的真正价值逐渐凸显出来。亚当·莱斯讷亲自参加了那场由格奥尔格·弗伦茨贝格在1526年秋天发动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使卡尔在意大利取得了绝对优势，并且俘虏了教皇。他真实、生动地记录了他在这里看到和听到的所有情况，特别是弗伦茨贝格的言行和他的死亡、他对罗马的占领和占领后军队的劫掠。对于罗马事态的描述虽然参考了约维斯，但在涉及他的主人公的所有地方，他都有自己的独立观察，完全出自第一手资料，并且写得十分漂亮。对于当时战争的独特性，大概没有人做过这么出色的亲身观察。

后来，在讲述1528年的那不勒斯历史时，重新出现了从保罗·约维斯书中获取或真实或错误的情报的做法。

人们还会看到，关于弗伦茨贝格的[127]个人情况，他的青年时代和他的生活方式，作者的记述很不全面，有负众望，因此，这部著作只能被看作一部关于1526—1527年军事行动的回忆录。
[28]



针对卡尔五世统治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写作此类回忆录的人不在少数。为了不陷入曾受到蒙田谴责的错误，也为了不过分系统化，我只想再对另一本书作一附加说明。

图宾根约翰内斯·佩蒂乌斯·特廷格尔
[29]

 著《符滕姆贝格公爵乌尔里希记事》
[30]



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的第1书以讲述乌尔里希青年时代的一些情况、他的婚礼和反对他的第一次起义为主，最后一书主要讲述他的复位，但第1书就谈到了进攻埃斯林根的军事行动，最后一书同第2书一样，主要涉及产生于那次军事行动的骚乱。这些骚乱、公爵的逃亡和他第一次尝试回归，是该《记事》的最重要内容。毫无疑问，上述事件都属于那个时期的重大事件。

虽然莱斯讷和克鲁修斯在较早的时候就利用过此书，特别是后者几乎逐字抄袭，海博林和萨特勒尔
[31]

 也引以为据，在其他一些历史书中也有从该书抄录和转录的内容，但是必须注意，特廷格尔的记述有悖于历史实际。

在记述乌尔里希遭到施瓦本同盟
[32]

 驱逐的历史中，其性质和基调、更多的是与其他流传至今的书信和日记的高度一致，使得（萨特勒尔附近）布勃林根行政官员（Vogts zu Böblingen bei Sattler）施图姆法特的小编年史（die kleine Chronica Stumpharts）值得充分依赖。该书逐日记载了同盟阵线的向前推进和最重要的事件。按照此书，同盟军首先攻占了斯图加特（在巴伐利亚威廉公爵
[33]

 写给兄弟的书信中，日期、地点和情况都有明确交代，因此是不容置疑的），紧接着，这一地区的许多地方也纷纷陷落。他们又开始围攻图宾根，此事可由乌尔里希本人的书信证实。再后来，梅克米尔也被征服了，这一点与戈兹·冯·伯利辛根
[34]

 的传记[128]（Lebensbeschreibung des Götz von Berlichingen）只有少许出入；戈兹·冯·伯利辛根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最后则是对霍恩阿斯佩格的征服。

特廷格尔的记述与之不同，我们甚至可以说，特廷格尔似乎想借助于对整个邦国的描写来复活这段历史。他说战斗早在袭击之前就因为瑞士人的撤离而终结了；对于那些聚集在斯图加特的军队，他没有提及。他由此便赢得了自由发挥的余地。后来，他虽然正确地讲述了联盟军队经过戈平根和海登海姆的行进过程，但马上又说他们到了图宾根城下。在这里，特廷格尔描写了该邦国西南部的情况。至此才涉及向斯图加特进军之事，并且先讲述了北部的情况。他描写了攻占绍恩道尔夫的拉姆士塔尔的战斗，然后再转向东南部的恩兹和拉格尔德，到达了阿尔卑斯山，描写了一个又一个官厅，最后，他考虑到了攻占霍恩阿斯佩格的战斗，全部历史也以此告终。在讲述乌尔里希的侵略行动时，他没有像讲述其流亡生涯那样严格忠实于事实真相。他说曾经有一场正规战在内林根发生，对此，萨特勒尔深信不疑，他基本上倾向于采信特廷格尔，而后者或许虚构了一些事情。他说斯图加特的大门被击毁了，街道也受到了破坏。然而我们清楚地知道，整个事态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的，即这座城市是通过解除图宾根条约而出让的。

他对于第三次战斗，也就是有关公爵参加农民暴动活动的描写看起来更为诚实。

此外，他是用诗歌《符滕姆贝格二书》（Wuertembergiae libri duo
 ）来描写这一战斗的。他说：“如果有人不关心诗歌，他们可以阅读记事；如果他们不喜欢平淡的词句，他们可以信手拈取一些诗歌。”
[35]

 事实上，没有人会因此而蒙受重大损失。正如散文“两万名瑞士人前往斯图加特”
[36]

 转为诗歌（“受到雇佣，两万名瑞士人聚集了起来”
[37]

 ，第66、39页）一样，整个《记事》（Commentarius
 ）并没有多少与关于卡门的传说
[38]

 不一样的意蕴。正如表面看来的情形那样，两者都是学校练习，其目的更多是诗词教育而不是历史学的；对于那个时代来说，它的乡土描写或许最有价值。
[39]






[1]
 戈尔达斯特：《帝国》（Goldast，Imperialia
 ），第856、857页。参阅穆塞尔：《历史图书辑录》（Meusel， Bibliotheca historica
 ）第VII卷，第2、170页。——原注


[2]
 见穆拉托里书中收录的阿勒格莱蒂著《锡耶纳日记》（Alegretti，diarj sanesi bei Muratori
 ），第23、829页。——原注


[3]
 载《瑞士历史宝库》（Thesaurus hitoriae Helveticae
 ），苏黎世，1735年。——原注


[4]
 序言中的里特斯胡修斯语。——原注


[5]
 拉丁文：nihil nisi praescripto agebant et diligentissime servabant disciplinam militarem。


[6]
 参阅门策尔的《德意志历史》（Deutsche Geshcichte
 ）第7卷，第198页。——原注


[7]
 Schlacht am Bruderholz，发生于1499年3月22日，是施瓦本战争期间施瓦本同盟与瑞士联邦进行的一场战斗，瑞士人以少胜多，大败施瓦本同盟军队。


[8]
 Schlacht am Schwaderloch，也称作Schlacht bei Triboltingen（特里博尔廷格战役），发生于1499年4月11日，是在施瓦本战争期间施瓦本同盟与瑞士联邦进行的一场战斗，施瓦本同盟军队起初获胜，但在携带战利品返回康士坦茨城时遭到瑞士人的突然袭击，伤亡惨重。


[9]
 拉丁文：Nemo retrospexit，priusquam Constantiam venissent，tametsi nec ibi fuga stetit，quidam enim ob timorem vehementem in lacum se immersere。


[10]
 Schlacht bei Frastenz，发生于1499年4月20日，是施瓦本战争期间费尔德基施附近的一场战斗，施瓦本同盟军队跨越莱茵河进犯莱茵塔尔和萨克斯—弗尔斯泰格，结果遭到瑞士人迎头痛击，大败而归。


[11]
 Heini Wolleben，瑞士战斗英雄，1499年4月20日阵亡于弗拉施滕兹战役。


[12]
 拉丁文：Accepta longiori bipenni-halapardam vocant-quam transverse submisit hastis hostium，illisque elevates tam diu perstitit-donec multis confossus vulneribus procumberet。


[13]
 Arnold Winkelried，是一个在瑞士历史上颇有影响的神秘人物，1386年7月9日战死于森帕赫。据说，他在战斗中不顾自己被刺伤，抓住哈布斯堡骑士们的数支长矛，为瑞士联邦军队打开了一道缺口，以其生命为代价赢得了战斗的胜利。


[14]
 Herzog Erich，即Herzog Erich von Braunschweig（不伦瑞克公爵埃里希），1470—1540年，自1495起继位为不伦瑞克公爵。


[15]
 Maximilian II.，1527—1576年，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1564—1576年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6]
 见于弗雷赫鲁斯：《德国作家》II，268。——原注


[17]
 Paraleipomena rerum memorabilium，全称为Paraleipomena rerum memorabilium a Friderico ［secun］do usq［ue］ ad Carolum Aug［ustum］，id est，Christi ab anno 1230 usq［ue］ ad annum 1537 per studiosum quendam Historia Abbatis Urspergensis annexa33，impres［sa］ Argentorati anno 1609 cum eodem Urspergensi（从前遗漏的值得纪念的事情，从弗里德里希二世到卡尔五世，从1230年到1537年，由某位学者撰写的从属于乌尔斯佩尔吉编年史的历史，由阿尔根特拉蒂于1609年以与乌尔斯佩尔吉同样的名字刊印）。


[18]
 Heinrich Bebel von Justingen，1472或1473—1518年，德国人文主义诗人。


[19]
 Joinville，即Jean de Joinville（让·德·约恩维利），1224或1225—1317年，约恩维利的领主、尚帕尼伯爵领地的总管。此外，他也是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亲信，并以其路易九世传记等书成为法国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传记作家。


[20]
 Louis dem Heiligen，即后来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1214—1270年，出身于加佩家族，1226继位为国王直到1270年去世，是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君主之一，其统治时期被誉为法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21]
 Louis Hutin，即后来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世，1289—1316年，是一位出身于加佩家族的法国君主，1314—1316年在位。


[22]
 Ferdinand，即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一世，1503—1564年，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的弟弟，1558—1564年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23]
 原著写作Leonora，实指Eleonore，1436—1467年，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夫人。


[24]
 拉丁文：in una terra，chiamata la Fella。


[25]
 Burgmeier，即Hans Burgkmair der ltere（老汉斯·布尔格迈伊尔），1473—1531年，16世纪初德国的著名版画家和木刻家。


[26]
 Caspar Frundsberg，1501—1536年，是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的儿子，也是一位雇佣军首领。


[27]
 《格奥尔格和卡斯帕·弗伦茨贝格先生的生平事迹》（Historia Herrn G. u. H. C. V. Frundsberg
 ），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572年。——原注


[28]
 我在这里也深感有必要恳请读者参阅《汇编著作》，第2卷，第368页。——原注


[29]
 Johannes Pedius Tethinger，16世纪上半叶的德国诗人和历史编纂者。


[30]
 《符滕姆贝格公爵乌尔里希记事》（Johannes Pedius Tethinger
 ），见于沙迪乌斯：《德国作家》，T. II。——原注


[31]
 Sattler，即Christian Friedrich Sattler（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萨特勒尔），1705—1785年，德国档案管理员和历史编纂者，著有《符滕姆贝格公国史》等书。


[32]
 Schwäbischer Bund，也写作Bund im Lande Schwaben，由施瓦本帝国等级组建的联盟，根据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倡议，于1488年2月14日在内卡河畔埃斯林根帝国等级会议上创立。


[33]
 Herzog Wilhelm von Baiern，即Herzog Wilhelm IV. von Baiern（巴伐利亚公爵威廉四世），1493—1550年，自1508年继位为巴伐利亚公爵直至1550年去世。


[34]
 Götz von Berlichingen，约1480—1562年，是一位弗兰肯帝国骑士，曾参加施瓦本农民起义。


[35]
 拉丁文：Sunt，qui versus non adeo curent，hi commentarium legant: tum，qui solutam nolint orationem，carmina ad manus habebunt。


[36]
 拉丁文：Viginti Helvetiorum millia Stutgardiam numerato divite manu stipendio venerunt。


[37]
 拉丁文：Millia viginti Helvetium Dux aere soluto Conduxit。


[38]
 Carmen，传说中的一位热情奔放、活泼可爱但又阴险狠毒的吉普赛女人，经常以其女性魅力诱惑男人。


[39]
 原著中此注释内容空缺。



第[129]五部分　法兰西人






[image: 0266-1]


对于法兰西人，我只想简单地谈一下人们可以从他们那里找到的东西。有两位旧式编年史家，吉勒
[1]

 和蒙斯特雷
[2]

 ；四位宫廷史家，安德烈·德·拉·瓦因
[3]

 ，查理八世时的德雷
[4]

 、塞瑟尔
[5]

 ，路易十二时的让·德·圣热莱
[6]

 ；两部传记作品，分别关于巴雅尔
[7]

 和特莫勒
[8]

 ；两位记述个人遭遇的作家，弗朗热
[9]

 和费勒纽夫
[10]

 ；两位一般回忆录作家，科米纳
[11]

 和贝莱
[12]

 ；以及最后，两位专业历史学家，新类型和新方法的开创者，勒费龙
[13]

 和帕基耶
[14]

 。




[1]
 Nicole Gilles，？—1453年，法国编年史家，著有《法兰西编年史和年代记》（Chroniques et Annales de France
 ）等书。


[2]
 Monstrelet，即Enguerrend de Monstrelet（昂格朗·德·蒙斯特雷），约1390—1453年，法国编年史家，著有《蒙斯特雷编年史》等书。


[3]
 André de la Vigne，约1470—1515年，法国诗人和宫廷史家，著有《基督教国家的对策》（rressource de la Chrestienté
 ）等书。


[4]
 Desrey，法国宫廷史家，著有查理八世传记。


[5]
 Claude de Seyssel，约1450—1520年，法国高级神职人员、神学家、政治家和宫廷史家，著有《埃涅亚达尔战役胜利的卓越与喜悦》（L’Excellence et la félicité de la victoire d'Aignadel
 ）和《赞美好国王路易》（les louanges du bonroy Louis
 ）等书。


[6]
 Jean de St. Gelais，法国宫廷史家，著有从圣路易至查理八世法国历代国王生平事迹的史书。


[7]
 Bayard，即Chevalier Bayard（舍瓦利耶·巴雅尔），1476—1524年，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军事家和军队将领，在他死后，他的保健医生和秘书桑福里安·尚皮耶为他写了一部传记，流传甚广。


[8]
 Tremouille，即Duc de La Tremouille（拉·特莫勒公爵），1460—1525年，法国军队将领，曾多次跟随法国国王参加意大利战争，1525年2月24日在帕维亚战役中阵亡。让·布歇为他作传，著有《特莫勒的武功》一书。


[9]
 Fleurange，法国骑士，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朋友，在帕维亚战役中被敌军俘虏，后著回忆录。


[10]
 Villeneufve，法国骑士，国王查理八世的游伴，作战被俘后著有回忆录。


[11]
 Comines，全名Philipp de Commines（腓力·德·科米纳）或Commines zu Peronne（佩罗尼的科米纳），约1447—1511年，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曾先后效力于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著有关于路易十一的6书和关于查理八世意大利远征的2书，是最早写作现代意义上的回忆录的法语作家。


[12]
 Bellay，全名Martin du Bellay（马丁·杜·贝莱），1495—1559年，法国贵族和编年史家，曾将其兄弟纪尧姆·杜·贝莱写作的历史著作3书与自己补写的7书合编为《贝莱回忆录》。


[13]
 Ferronus，即Arnold Leferron或Arnoul LeFerron（阿尔努·勒费龙），？—1563年，法国历史学家。他续编保罗·埃米利奥的史书，著有《关于勃艮第事务的历史二书》和《有关高卢的发生的事情九书》等。


[14]
 即d'Estienne Pasquier（埃蒂安纳·帕基耶），1621—1690年，法国历史学家，著有《法国研究》（Les recherches de la France
 ）等书。


第一章　旧风格的编年史

从编年史家那里，我们只能获得少量有关较晚近历史的知识。尼克·吉勒写作了他的《法兰西编年史和年代记》，其写作目的是打发时间，采用的方法则是中世纪特有的。全书第一页形象地描写了创世的6天：第6天，夏娃被上帝用男人的肋骨塑造而成。紧接着，是直至基督升天的神圣历史，随后继以较晚的一般史，以特洛伊城为开端，因为从众神之首朱庇特创建的这座城市中逃出来的不仅有法兰克人（Francus），还有土耳其人（Turcus），因此，时至今日，土耳其人还说：“没有人比土耳其人和法兰克人更高贵。”我不知道这种观念是否曾经普遍流行过，对于土耳其战争（Türkenkriege），也对于十字军远征（Kreuzzüge），它或许有一定的意义。现在，吉勒继续传播那些传到他那里的东西，虚构和真相混在一起。他本人曾在查理八世的宫廷中待过（第117对开页），因此从讲述查理八世的历史起，他开始变得比较可信了，并且这以后他在多处做了种种恰当的笔记。然而就真正的教益来说，他的著作根本算不上完美。最富教益的或许只有它的几个附录，它们记录了巴黎在数年间发生的事情。

对于蒙斯特雷，[130]我只能在这里略加介绍。他的编年史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充满暴力事件”，“并且展现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高级和低级冒险活动”，大体上终点不晚于1467年。它也包含有几个重要附录。第一个附录《丑闻编年史》（Chronique scandaleuse
 ）不属于我们的讨论范围。第二个附录——德雷的书，我马上就要谈到。第三个附录关于路易十二的统治，我相信必须加以区别对待。教皇亚历山大先前一直被写作六世，但在这里突然变成七世了，并且原本一直以国王为主的历史，在这里突然以里昂为中心了。这部编年史只记载了国王的出行，他曾经到达过特鲁瓦（Troyes），并且如他所愿，卷入了那不勒斯人的战争。但对于里昂，它所记载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有一座被毁坏的桥梁，一座正在遭受烈火焚烧的修道院。而其所用的方言，以Pie du Pore表示P. d. Port，以Mollarc表示Mollart，则表明了它的民间起源。它转录的笔记不尽人意，但仍值得注意。作者在战争中看到的多是苦难而非愉悦，他还抱怨说，数千人必须为两三个野心家牺牲身家性命。

第二章　宫廷史家

记在德雷和德·拉·瓦因名下的两部著作
[1]

 都是对韦尔热·多纳（Vergier d'Honneur）的一部罕见的书的摘抄。安德烈·德·拉·瓦因是王后安娜
[2]

 的秘书，他的书描写了查理远征那不勒斯的历史，名为《基督教国家的对策》，实为韦尔热书的第一部分，大体上同百年前迈齐埃（Maizières）写作《上帝的旨意》（Providence divine
 ）真实描写了陪伴王后旅行的情形一样，他在自己的书中也描写了王后对基督教的虔敬，她的哀诉——诸如ne sais，qui（法文“不知道是哪个”）和bon conseil（法文“很好的建议”）等词语所表示的意思，以及她最终是如何得到了神的眷顾。丰斯马涅
[3]

 从中摘抄并出版了一部分内容。
[4]

 现在查理实际上发起了一场那不勒斯战争，以便能够立即抽身抵抗土耳其人；安德烈也紧跟国王，在其著作的第二部分对这一次旅行的情形作了逐日记述，事实上这也是德雷用一种巨细靡遗的摘抄所表达的东西。韦尔热书的第三部分和最终冠以安德烈之名印刷出版的第三个摘抄，描写了查理的回归。让我们看一看这两份历史记述吧。[131]在这里，引人注目的是，查理被看作意大利的天命之主了。锡耶纳人声称：“知识拥有其真正的主人”
[5]

 ，佛罗伦萨人迎接他，正如“对于国王的义务”
[6]

 一般。查理在罗马行使正当权力，进行了高级、中级和低级的司法审判，并且接受了教皇的许诺：“将忠诚于国王”
[7]

 ，而从前反对他的联盟“开始哄骗伦巴第人、威尼斯人和其他一些叛徒上当”。
[8]

 但这两部分都过于简短，不足以展现人的心情。事态的发展也不允许进行那种对于它们来说十分有益的详细论述。初看起来，它们是极其可靠的。

在讲解的内容方面，克劳德·德·塞瑟尔和让·德·圣热莱关于路易十二的著作
[9]

 是无法与之并列的。这两部书是在与教皇决裂之前，满怀胜利的喜悦和深感路易之伟大，于1509—1510年间编纂的。在《埃涅亚达尔战役胜利的卓越与喜悦》一书中，塞瑟尔抗议道，他不想写作历史，他只是要证明（法国）国王的幸运。在用上溯到查理大帝时代
[10]

 的新的起诉驳斥了威尼斯人的抱怨之后，他简要地陈述了战争和厮杀情况，并且指出，路易对上帝的信仰、他在战争中的胆略、他的随从的英勇顽强、他的善良、他对敌人和朋友的宽严得体等等，是如何清晰展现的。然而，在这里，也有许多事实得到陈说，而其流传对于我们来说是值得欢迎的。

塞瑟尔的第二部著作《赞美好国王路易》，把先前的一些国王与路易进行了比较，并且力图证明，没有一位国王像这位国王那样平和、光荣和幸运地治理国家。最为突出的是在路易十二与路易十一之间的比较，它提供了真正的教益。他否认认为他有谄媚之嫌的种种指责，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因为正如他在某个地方断言法国政府不是君主制那样，他在这里也没有过分突出他的主人公，而是肯定了议会和法院享有的自由：“任何情况下都不使用绝对权力。”
[11]

 （第16页）的确，他强调说：“赞扬某人意味着激励他更好地做事情。”（第165页）

圣热莱开始转向写作真实的历史了；他至少总括性地叙述了从圣路易至查理八世的法兰西历代国王。[132]路易十二的历史故事也包括在内，并且经常是利用第一手笔记讲述的。然而，重要之处在于，他按照自然的天性、幸运和神宠来描述路易十二的道德品质。之所以这样做，正如他所说的，主要是为了让后来的国王和诸侯大人阅读和听人朗读了他的历史书之后，可以以其品格高尚的、骑士般的生活为榜样。他没有亲临战斗现场；他询问谁表现优秀；讲述不幸的战争，他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存在一些缺陷；我不需要写出来了，我依靠那些能很好领会的人”
[12]

 ；他最愿意讲述的是众多的城市如何呼喊“Vive le roy”（国王万岁），国王和王后如何重逢，当路易发现他的孩子们又长大了一些时是如何高兴。此外，他对教会恭敬万分，殷勤备至。他只称切萨雷为亚历山大的侄子，他认为让教皇特使出席国王顾问的会议绝不是一件小事。

第三章　巴雅尔和特莫勒的传记

如果说这些作家的第一位来自民间，最后一位来自宫廷，那么，在他们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空白，而这一空白则被出自他人之手的传记和主人公自己撰写的回忆录填充了。

巴雅尔死于1524年，特莫勒死于1525年，他们的传记都是在1527年写作的；前一部传记出自主人公的一位随从之手，人们称之为loyal serviteur（法文：“忠实的仆人”）
[13]

 ；后一部传记出自让·布歇之手，他曾在特莫勒家中负责加工润色其夫人的论文，如《关于基督的出生和死亡》（Von Geburt und Tod Christi
 ）和其他类似作品。在特莫勒传记中我们看到了对帝国中最高贵的主人们的生活的描写，经常地（正如布歇所说的那样）出自主人公的亲口讲授。这部书原本有许多谈论古代历史的离题话，以至于人们只能用摘录的方法更新其纪念意义。有一个非常简要的版本收录在戈德弗雷汇编（Godefroy's Sammlung
 ），一个详细的版本收录于回忆录大全（Sammlung der Memoiren
 ）；就是在这里，人们也足以发现一些特别的措辞，如“对抗大自然之威严的坚定不移，从心脏花园生长出来的思想”等等。不过，整部书是明朗的、生动形象的和富有教益的。

然而它未达到巴雅尔传记
[14]

 的优美水平。因此，正如圣热莱所说的，“他想要像他的母亲教导的那样讲话”，并且同样恰如其分的是，这位“忠实的仆人”也说，他想赞美他的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讲话的艺术原本是仿效西塞罗的拉丁文和让·德·默恩
[15]

 （玫瑰小说的续写者）[133]的法文。不过，他是“虚弱的，而且缺乏学识”
[16]

 ；“他做得如此之好，尽他所能”。他的确做得很好；他以一种永恒的喜悦之情迎合、满足着读者；对于那些在赞扬一首好诗时更多着眼于对自然的美好事物的生动形象描述而不是统一性和华丽文采的人来说，他完全像一位好诗人那样令人尊敬。

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法兰西人，但绝不是那种目中无人的人。在德意志人当中，他称赞雅科布·冯·埃姆斯
[17]

 和西金根
[18]

 。在西班牙人当中，他称赞佩德罗·德·帕斯（Pedro de Pas），而他们也的确值得这样称赞。同时，对于他的国王的伟大和崇高，他也佩服得五体投地，赞不绝口：“Le roy d'Aragon”（法文“阿拉贡国王”），他在讲述天主教徒费兰多瓜分那不勒斯时说，“宣称对此拥有某种权利，而且法国国王已经为其保留了部分权利”
[19]

 （第87页）；他称尤利乌斯二世：“Le Pape se révolta”（法文“教皇进行反抗”，第222页）；并且凡是谈到糟糕的事情时，他就尽量少写。他不想讲述那不勒斯的不幸，因为他还有其他事情要写。他很简要地提及了1512年的失败（Mißgeschick von 1512），而洛特雷克和博尼维（Bonnivets）不幸中止的失败远征，他压根就没有提及，“原因是多方面的”
[20]

 。

对于他的主人公，他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赤诚灼热的敬仰，“其地位和家族之心，引以为豪的臣服之愿，坚贞纯洁的荣誉感，（使得）任何诽谤辱骂对他来说都是无情的伤害”，还有其他一些早已被用来赞美骑士的话。如果一位父亲把这本书当作送给孩子们的第一本读物，就再适合不过了。

第四章　费勒纽夫和弗朗热的回忆录

我们在这里从骑士般的战斗生活中获得的思想，进一步由费勒纽夫（查理八世的一位游伴）和弗朗热（弗朗索瓦一世的一位朋友）的回忆录
[21]

 加以补充。费勒纽夫描述了他被俘后的情况：在船舱底部的摇橹间，不穿外套，没有面包干和干净饮用水，直到胡须变灰，面孔变黑。弗朗热在帕维亚战役之后也变成了阶下囚，他同其首领（Hauptmann）查尔斯·德·圣保罗（Charles de Saint Paul）一起被关押在位于斯鲁伊斯的一座塔楼里。在前一部书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作者对国王查理的崇敬。作者乐于称其为得胜的、道德高尚的、深受爱戴的、得到忠诚效劳的、被全世界所敬畏的法兰西、西西里和耶路撒冷的国王查理八世。
[22]

 此外，他还用很大篇幅介绍了他本人[134]的冒险经历。弗朗热——他自称为年轻的冒险家——的回忆录集中讲述了他本人从9岁到34岁这一时期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谈的是意大利历史，第二部分则是德意志的状况。因为完全出自回忆，并且是在孤独的囚禁中写成的，所以错误舛谬不在少数。弗朗热说法兰西人是从阿尔卑斯山临海一边越过泰西诺行进，其目的在于进攻驻守维拉弗兰卡的普洛斯彼罗·科隆纳。
[23]

 他用一种近乎神秘主义的概括方式把阿尔布莱希特·冯·施泰因
[24]

 的撤离——这一行动只能发生在瑞士人到达伽勒瑞特（Gallerate）之前——说成是关键大事，说它发生在马里尼亚战役开始的那一天。他经常只讲与他本人相关的事情，并且说，当马里尼亚战役进行到决定性阶段时，他负伤昏倒在地，而苏醒后，他看到瑞士人正在逃跑。此外，他的讲述并未过多地涉及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而他对外部现象的某些描述基本属实。最好的和最有价值的东西则是他对德意志部分情况的介绍。

第五章　一般性质的回忆录

科米纳

总的说来，上面提到的一系列著作都是以一种骑士—宗教思想为基础，对王侯将相和本民族充满真挚的、近乎自豪的崇拜。它们在资料和形式上具有十足的原始性，但均被腓力·德·科米纳的荣誉所超越；后者留给后世这样一些回忆录，其中有关于路易十一的6书，关于查理八世意大利远征的2书。实际上，他在观察敏锐、记录丰富和注解详细诸方面都优于其他人。需要考察的仅仅在于，他在热爱真理方面是否也是如此。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是这样一群尼德兰人中的一员：他们原先效力于大胆查理
[25]

 ，后来被路易十一招到麾下。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尚不完全清楚，至少马修（Marchant，著有《佛兰德斯纪实》［Descriptio Flandriae
 ］一书）从老宫廷臣仆口中得来的种种说法不足为凭，[135]而从国王本人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确知，佩罗尼的科米纳（Commines zu Peronne）在自己还是查理的一个臣仆时，就已经为他（路易十一）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为我们提供的良好建议和其他方面的帮助，极大地便利了我们解救自己同胞的行动。”
[26]

 科米纳由此丧失了他的尼德兰家产，并作为大胆查理的一个叛徒而遭到仇恨，但国王路易却在1472年10月28日赠送他6000里弗抚恤金；同一年，科米纳转投路易麾下。不久，国王路易又把抚恤金提高到41700里弗，且为无偿赠送（don gratuit），甚至在1473年12月把塔尔蒙侯国和位于波瓦图的许多地产赏赐给他
[27]

 ，还晋升他为波瓦图的宫廷总管，并且总是想着给予新的恩惠。国王与科米纳坐在同一张桌子边，睡在同一张床上，也让他先拆阅最机密的书信，使他自然很容易地为自己排忧解难。

完全可以想象，在写作关于路易和查理的书时，科米纳是不会忘却这种关系——他对一位来说是宠臣，而对另一位来说是叛徒——从而坚持真正不偏不倚的态度的。但这或许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先例。此外，他是为维耶纳大主教
[28]

 写作此书的，正如书中所说的那样，后者本想亲自写一部历史著作，而他本人也在同一事件中毫不犹豫地从查理一方转到路易一方。实际上，人们可在科米纳的预先说明中认识到他的立场态度：“本人不相信自己见过从各方面说比路易十一更少犯错误的君主。”他不了解好人腓力
[29]

 吗？即使就道德品质和所犯的错误等表面现象来说，人们也会把安茹的好人勒内
[30]

 、布列塔尼的弗朗索瓦
[31]

 、安古莱姆公爵（Herzog von Angoulême）以及年迈的波旁——此处只列举法兰西人——置于比路易十一更高的地位；科米纳也曾对他们所有人进行过比较。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说弗里德里希三世、马克西米连、爱德华六世
[32]

 、葡萄牙的若昂还不如他吗？然而，全书就是以这种对路易推崇备至的腔调写就的。“我们的好主人，国王路易十一，他得到了神的宽恕”
[33]

 ，是作者的惯用语。与之相反，大胆查理似乎不能不受谴责，即使在他应当受到赞美的地方，作者也骂声连连。我尚未充分掌握这个时期的原始资料，不敢做出一种最终的评判，但我知道有一个人是堪当此任的，这就是佛兰德斯历史编纂者雅科布·迈尔（Jacob Meyer），他评论说（第17书）：“也就是说他写了一些明显是错误的和不应该说出来的东西，缺少真实可靠和理应说明的内容。”
[34]

 （见于普罗伊夫斯收藏的瓦勒里·安德里亚编《图书集成》
[35]

 ，第771页）

对于我们来说，[136]关于查理八世的回忆录最为重要。但是，科米纳与查理八世的关系不同于他与路易的关系。相反地，在王国女摄政
[36]

 和德·奥尔良的路易
[37]

 之间进行的内战中，有几封书信被截获了；在这些书信中，科米纳大概向叛逆者报告了宫廷里发生的一些变故，为此，他被关进一个铁笼子——这是他的主人的一项发明——长达8个月，后来又蹲了3年监狱。
[38]

 大概在路易颁布大赦之后，他的处境才得以改善，但他好像从未回到他的塔尔蒙侯国（后来他只按照他夫人的庄园的名字，自称阿让通的领主）。无论在远征那不勒斯之前、之中还是之后，他都未能享有他所期望的威望。此次远征完全是在违背他的意愿和意见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的建议根本没有得到采纳；他在著作第561页写道：“我被激怒了，深感懊恼；这个伯国对国王没有任何尊敬，圣马洛主教的敬意更少。”
[39]

 在人们回来之后，正如他的著作——可与组里塔的报道加以对比——所证实的那样，他在那些十分重要的谈判，也就是与西班牙人进行的谈判中，并没有发挥什么特别作用。

自然而然，他就是在这种失宠的情况下书写查理八世的远征的。他不假思索地把自己说成是布利索奈（Brissonet）和斯蒂芬·德·韦司克（Stephans de Vesc）之流宫廷阴谋的牺牲品。他特别地继续赋予前者某种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其他人写的关于这次远征的报道中并不十分突出。然而，此人毕竟是成功了，对于这一点，除了上帝的神秘旨意外，他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原因。
[40]

 作为证明，他首先强调了萨伏那罗拉预言。

此外，还必须注意到以下三点：第一，如果说他断言，布利索奈是由斯蒂芬·德·韦司克——查理原先的一位宫廷侍从——招进宫廷的（吸引了上文提及的将领
[41]

 ），是一种同样不光彩的提拔，那么有一篇更可信并且至少很好地讲述了布利索奈的情况的论文与他截然对立。该论文的标题为《维耶纳大主教安杰洛·卡托老爷的生平事迹》[137]（Sommaire de la vie de Messire Angelo Catto，Archevesque de Vienne，in den Preuves
 ，普罗伊夫斯收藏，第1页）。作者在论文中强调：“上述国王路易十一死后，那个将领留下来为查理八世效力。查理八世的父亲路易十一已经向查理特别推荐了将领的儿子们。”
[42]

 似乎可以肯定，科米纳与这位布利索奈私下有过节。第二，在查理的真正远征中，科米纳并不是一位实际参加者，他在阿斯蒂离开了他的主人，直到福尔诺沃战役（Schlacht von Fornovo）爆发前不久才回到主人身边；对于所有在此期间发生的事情，他只能被当作次要证人看待。第三，他所提供的关于他本人与威尼斯的关系（因为他被派遣到了威尼斯）的报道与威尼斯作家提供的情报相去甚远。他说：“在此期间，这个（联盟）忙于四处活动，我只拥戴一位能发现一切问题的国王”
[43]

 （第488页）；他断言，在人们告诉他缔结同盟一事的前一天，国王就已经得到情报了。但贝姆布斯在其书第36页所写的情况与之完全不同：“腓力，国王卡洛斯的使节，尽管经常去王宫，对于条约一事却一无所知。因此，当条款最终写成，并且他也获悉了条款的内容时，他几乎要疯了。在离开王宫时，他沿着自己上来时的台阶下去了。”
[44]



由此可见，科米纳的论述无论在整体上还是细节上，都不是无可置疑的。

然而，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说他在说谎或者故意歪曲事实吗？再者，我们到底应不应当如此蛮横地评价这样一个人？其平和的、重视道德和善良品质的、通情达理的心灵完全值得尊敬，而且回忆录也并不是历史著作。它是一种从某个立场观点出发构造的思想，并没有承诺要从方方面面、规规矩矩地论述主题。进而言之，作者不用去选择立场观点，而是立场观点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他的面前。因此，科米纳对路易十一怀有刻骨铭心的感激之情，而对大胆查理却徒生厌恶——大概也是人之常情。他从内心深处并且出自显而易见的原因反对查理八世攻打那不勒斯的军事行动。对于所有这一切，他都没有保持沉默或刻意隐瞒，因为原初的单个人与单个人的私人[138]关系贯穿于全书，以至于他不止一次地向维耶纳大主教倾诉，例如他在第7书第377页写道：“你们到达之时，维耶纳领主老爷正在为我治病。”
[45]

 的确，人们可以说，回忆录的价值恰恰存在于某种贯穿始终的思想里。谁说喜怒哀乐——即使十分淡薄、不易察觉——不应当付诸论述呢？有的错误不是故意伪造。人们只能这样说，历史编纂者不应当以一个回忆者，某个个人（即使他是事件的参与者）的思想为依据。就路易十一和大胆查理而言，这一点大概也适用于约翰·米勒（《瑞士史》［Schweizergesch
 ］第4书）。在谈论查理八世的军事行动时，此情此景几乎是普遍存在的。

现在，让我们再一次把科米纳的著作与我在这里想到的其他人的著作加以对比吧。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恰当的和开阔的观察方面的优点，在提供有认识价值的情报方面的优点，一点也不比其他人的著作少；在原始性方面，科米纳的著作与其他人的著作不相上下。科米纳也把现实世界发生的所有事情直接与上帝联系在一起，但绝不是毫无成见的；他不具备骑士精神，没有全心全意地依顺国王。冒险作战尤其不属于他的分内事。他更喜欢老国王，后者从其普莱西（Plessis）宫殿统治着他的国家，推动着整个世界。科米纳的同路人是威尼斯贵族，热爱和平，精于谋划，富足而体面。科米纳的著作之所以产生了巨大影响，完全在于其内容的新颖、思想的自由，尤其是其杰出的、爱国主义的、合乎理性的思想。在种种评论之中，下列评论很能说明科米纳的特性：“对待一切事物都持平公允。上帝总会惩罚他那个时代不期而遇的所有残暴行为——令人最不能容忍的是，一个外国的君主跑到另一个国家做主人。上帝怎么会允许奥地利人成为尼德兰的主人，并且除了战争以外没有带去任何东西？因此，萨利安法典
[46]

 是出色的——上帝想要侮辱某个民族时，他就派去一些愚蠢的首领；想要提升某个民族时，他就让聪慧的人们脱颖而出。”科米纳细致入微地描述了诸侯大人们的不幸处境：“如果诸侯大人们只耽于享乐，而穷人必须工作，这样的话，穷人真是悲哀透了。然而实际情况完全是另外的样子。针对我30年来亲眼所见的我那个年代的诸侯深陷其中的不幸，完全可以写一部大书了。[139]对于他们来说，少操心、少努力、少做事，大概会更好。”卡尔五世最喜欢这本书，也进行了仔细阅读。就其性情而言，这可谓一个美好的征兆。

贝莱

马丁·杜·贝莱的女婿是贝莱回忆录的编辑出版者，他不无道理地说，贝莱的回忆录堪与科米纳的回忆录相媲美。只是贝莱回忆录作为出自两个好斗之士笔下的著作，富有浓郁的战争气息。纪尧姆·杜·贝莱
[47]

 和马丁·杜·贝莱兄弟二人在年轻的时候，并且早在他们骑上战马之前，曾听过从事神职工作的兄弟让·杜·贝莱
[48]

 讲的课。所有三人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地位，并且纪尧姆还编写了一部历史著作，被马丁称作他们所处时代的一面明镜。一次意外损毁了这部书的绝大部分；马丁只抢救出了3书。这3书和马丁自己补加的7书，就成为我们所了解的《贝莱回忆录》。该书在最初的篇章描写尚不详细，但足以使人获益。书中写道，威尼斯人被路易十二逐出家园，里米尼、切尔维亚和法恩扎则被同一人交给了教皇；书中还写道，瑞士人在1513年6月因受同一位教皇——实际上他已经在2月份去世了——的刺激而投入了战争。凡此种种，都属不实之词，任何人都极容易认识和忽略这种错误。其他陈述却制造了较大困难，例如他把1513年从诺瓦拉撤退的原因归咎于一群新来的瑞士人穿过奥斯塔山谷到达这里，并且人们想要消灭这些人（“为了去战斗，以实施上述的救援”
[49]

 ），格卢茨
[50]

 看上去也持同样见解，他说伯尔尼人曾越过辛普朗前来增援。然而，就是此人也必须承认，他在原始文献中只看到，伯尔尼人穿过瓦利斯而去了，并且至少有施泰特勒尔
[51]

 断言，全体增援部队选择的路线是经过戈特哈德的。因为现在所有其他报告的意见完全一致，所以人们必须设想，伯尔尼人在1513年同在1510年一样是穿过瓦利斯前往戈特哈德的，他们也陷入了长长的湖区。在这里，贝莱再次搞错了。但从描写卡尔与弗朗索瓦之间的战争开始，《贝莱回忆录》引人入胜的详细性和真实性就突出出来了。这种详细性和真实性不仅仅表现在对国王的描写上，也表现在对所有贵族大人物的描写上。每一位带领一队骑兵或一群臣仆投入战场的人，都被记录在案，诸如先生（Monsieur）、大人（Monseigneur）、领主（Mon dit seigneur）的姓氏和名称俱详。个别的文告，例如国王弗朗索瓦致皇帝卡尔的宣战书，萨卢佐的侯爵（Marquis von Saluzzo）[140]连同奥拉尼的王储（dem Prinzen von Oranien）的投降书，也加以详细介绍。最大的注意力放在尼德兰战争（Kriegen in den Niederlanden）上。并且，如果说人们在有关意大利战争的论述中经常看到卡佩拉的某种影响，经常看到描写不准确的地方，那么相反，在这些论述中，丰富完备的知识和优美生动的描述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回忆录也特别提到个别人的情况。马丁·杜·贝莱恰恰是为其后人写作的，并且一再向这些人说起“你可以估计”（vous pouvez estimer）或者“为了让你们能听到”（pour vous faire entendre）。值得注意的是，贝莱有意识地避免一种个人判断。但在第109页他也指出，洛特雷克若非犹豫不决，原本是有可能占领米兰的。不过，他随后又补充道，洛特雷克所做的一切都有很好的缘由，即使他没有完全遵守他的主公的命令。

第六章　历史学家

现在，如果有一位法兰西人想在同一时间把出自这些书籍和类似书籍的情报归纳整理为一份概览，那么他就可以利用思想丰富的同胞阿尔努·勒费龙的著作；如果他期望更深入地探究当时诸君主国的主要关系，那么，他就可以向埃蒂安纳·帕基耶的大部头对开本古书求助；帕基耶会把他引导到较早事物的中心，有时是叙述式的，但大多数是观察式的。

勒费龙

来自波尔多的阿尔努·勒费龙对保卢斯·阿米利乌斯
[52]

 著作的续编包含有较近历史的开端，它也因为下列情况而值得关注：它问世于1549年，比圭恰尔迪尼的书早12年，与乔维奥的历史著作同时，也就是说它完全不依赖于这两部对其他历史著作发挥了主导作用的史书，它也把在它们之前出现的历史著述归总在了一起。不过，我们在一些回忆录中发现的那些丰富、原始的情报，在这里却毫无踪影。就是作者本人也倾向于一种古典的而不是现代的考察方法，例如他在第37页谈论马上比武的骑士说：“我不知道他们习惯于用一种更虚荣、更奢侈的方式进行准备。”
[53]

 看起来他似乎特别想在以下四个方面[141]使其著作与众不同：（1）在演讲方面，因为若不插入一段演说辞，他是不会轻易结束某一书的。（2）在回忆古代的事例方面，特别是在讨论古代的地名时；在谈到哥伦布（Columbus）时，他没有讲述其历史本身，而是讲述了早已被人们信以为真的，由雅姆博鲁斯（Jambolus）、欧多库斯
[54]

 和安尼乌斯
[55]

 的一位释奴在古代进行的类似的地理发现。（3）在远离琐屑事务方面：“不在历史之中”（ne in historia），他说，“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寻找一些新奇的东西”
[56]

 （第26页）。（4）在辨析由两个来源提供的情报方面。但在这里，因为这些情报经常是相互矛盾的，完全可靠的情报不易获得，所以他数次陷入困境。无奈之下，他只好把双方的讲述——先是法兰西人的，后是意大利人的——都记录下来，而可抱怨的仅仅是，他没有始终如一地详细列举其情报提供者的姓名。虽然他有时也明言，外国作家比法兰西作家更诚实、更勤奋（例如第8、245页），但他还是经常过于相信他的同胞。当他说腓力一世于1503年到达布卢瓦后，遵从其父王的遗嘱，派遣步兵前往那不勒斯，而这些步兵最终到达了切里尼奥拉（Cerignola），就大错特错了，不仅涉及布卢瓦这个地方——因为腓力根本没有来过这里，也根本不可能来；腓力直到3月22日才到达里昂的路易港，而那些步兵在此处被风暴困了很长时间之后，已于4月10日前往曼弗雷多尼亚了。强烈的法兰西情结还表现在，他针对在切里尼奥拉战斗
[57]

 中爆炸起火的弹药车说：“意大利人害怕那些投掷石头的机器将会落入法国人（Gallorum）的手中，或者在偶然间被烧毁。”
[58]

 （第67页）或者，在谈论潘普洛纳的败退时，他把原本应由帕里斯（Palice）承担的责任，归咎到德意志人身上（第104页）。波旁的远征和其时意大利的全部境况都被描述错了。他还说奥拉尼的王储（Prinzen von Oranien）在教皇克莱门斯被俘虏后的几天里，率领其军队前往那不勒斯，尽管皇帝的军队早已驻扎在那里达数月之久。不着边际的是，当他依次描写了法兰西人到达特罗亚（Troja）城前、战斗、奥拉尼的撤退、特罗亚的陷落、到达梅尔菲（Melfi）城前的四天和皇帝军队在那不勒斯城前的集结诸情况之后，却紧接着（在第211页）写道，“在特罗亚附近，他可能进入得更慢一些”
[59]

 ，再一次从双方军队在特罗亚城前进行的战斗开始讲述。或许他在这里把一些附属的摘录加到书里面了。[142]除此之外，勒费龙书还是有些独到之处的。勒费龙（在第214页）援引了纪尧姆·贝莱的话；后者说，那不勒斯的不幸是随着“除去营地里的污物，清理营地的边缘”
[60]

 而来的，由此可见，他手头肯定有该书的手稿；至少他指的不是我们所谈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主要是从缺乏援助这一点来推论那场不幸的。尤其精确的是关于马克西米连在1516年进行远征的报道、关于卡尔五世在瓦朗谢讷城前进行的战争的报道和关于在比利牛斯山附近进行的战争的报道。正如表面上看到的情形那样，勒费龙先是在卡尔和弗朗索瓦两人之间进行了惯常比较：前者更狡猾、更隐蔽、更小心，不过分贪婪，后者更开朗、品格高尚，更豁达慷慨、更铺张浪费。但尤其重要的是下列突出特征，即勒费龙自始至终都密切关注法律和议会的历史、路易十二创建的公共设施和弗朗索瓦一世的革新，并且他自己也不厌其烦地大量列举值得注意的司法案件。
[61]



德·埃蒂安纳·帕基耶著《法国研究》

纵览这部著作各书和各章，人们便会回想起语文学家的杂文、辞典、问答。其副标题听起来包罗万象，论述也是以如此松散的方式进行的。帕基耶就其著作的一部分说：“这些都是大杂烩。”
[62]

 实际上，就整部书而言，此说也是恰如其分的。

帕基耶似乎是一个肯动脑思考的人，他试图对他生活于其中的各种关系作出分析。根据同时代几位历史学家的论述和备忘录，他一会儿考察法兰西各民族的起源，一会儿考察个别的机构，一会儿又考察语言或诗歌的发展历程以及一些较古老的故事。后来，他再次重申，他要开办律师事务所，还说，律师和历史学家“总体而言，是勇士，是骑士”。
[63]

 现在看来，帕基耶书各章的内容并不是具有同等价值的。关于诗歌和语言的论述主要涉及拉丁文和法文之间、维吉尔和龙沙
[64]

 之间的比较，但并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对于民族起源的考察既不深入也不清晰。只是在谈到法兰西旧机构时，帕基耶才真正做了一些他应[143]当做的事情。特别是有关巴黎议会、巴黎大学以及国王与教会的关系这三者的论述，详细备至，深入彻底，富有教益。他本人也属于议会中的一员；虽然并非自由党人——他对等级集会的论述就证明了这一点——但他还是满腔热情地为反对国王的权力进行辩护。他曾经说（第2卷，第40页）：“幸运和明智把我们的国王带到了这个高位上。上帝使他们稳坐于此，但决不允许他们压迫其臣民。”
[65]

 这是他的智慧之处。他把巴黎议会（相反，他对其他议会并不十分重视）和附属巴黎议会的商务部（Chambre des comptes）看作捍卫古老的民族自由和权利的武器。他也为大学进行辩护，并且在这里，萨维尼
[66]

 的证词
[67]

 尽人皆知；萨维尼认为帕基耶和其他法兰西法学家提供的历史知识对于自己的研究工作至关重要。而对于神职人员，他表现得比法官以及其他人还要强硬；然而他既不丧失他的立场——因为他要为法国的独立而斗争——又不丧失能言善辩的技巧。关于这些事情，无论是谁，若不亲自阅读他的书，就没有发言权。

顺便提一下，这部著作在文笔的优美动人方面无疑胜过大多数为学术目的而编纂的其他著作。下列的谦虚说辞——“我尽可能地少说别人的坏话”“歇息一下，然后再来读这一章”——他基本上终生保持，尽力避免过于深奥的研究。他在称呼一个伟大民族时所使用的“我们”这一美好词汇——“我们的法国”“我们的法兰西诗歌”“我们的国王”，尤其他的思想之丰富、对祖国之热爱，以及好学态度和法学修养，足以使读者感受到清新、喜悦和安慰。在这方面，这部著作大概是无与伦比的，蒙田的著作除外。两者在知识丰富、酷爱古代事物（这一点也表现在不断引用拉丁诗人的诗句上）以及自始至终都把科学与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的做法方面，是相互一致的。只是蒙田更关注个人、私人生活和道德，帕基耶则更关心一般人、国家和机构。




[1]
 载戈德弗雷1617年和1684年两版资料汇编《查理八世的历史》（Godefroy，Histoire de Charles VIII.
 ）。——原注


[2]
 Königin Anna，即布列塔尼的安娜，1477—1514年，布列塔尼公国女继承人，嫁与法国国王查理八世，查理八世死后又嫁与路易十二，布列塔尼由此而成为法国国王的领地。


[3]
 Foncemagne，即Étienne Lauréault de Foncemagne（艾蒂安·洛罗尔·德·丰斯马涅），1694—1779年，法国学者。1722年被选入铭文科学院，1736年入法国科学院。他因与伏尔泰就红衣主教黎世留的政治遗嘱进行争论而闻名一时，他自信已经证明了该遗嘱的真实性。


[4]
 《铭文科学院的回忆录》，第17卷。——原注


[5]
 法文：le cognoissants a leur vray seigneur。


[6]
 法文：devoir envers le roy。


[7]
 法文：estre loyal au Roy。


[8]
 法文：Commencèrent marcher Lombards，Venitiens et autres trahistres。


[9]
 载泰奥多尔·戈德弗雷1615年的资料汇编《路易十二的历史》。——原注


[10]
 Karl den Großen，即Charlemagne（查理曼），约747或748—814年，出身于加洛林家族，768年10月9日成为法兰克王国国王，800年12月25日被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皇帝。


[11]
 法文：sans user de puissance absolue en nul cas。


[12]
 法文：Il y eut de défauts；je me passe d'écrire，en me rapportant à ceux，qui le mieux entendent。


[13]
 即Symphorien Champier（桑福里安·尚皮耶），1471—1538年，法国将领舍瓦利耶·巴雅尔的保健医生、历史学家、翻译家和编辑出版家，著有《巴雅尔的生平事迹》。


[14]
 《巴雅尔的生平事迹》（Historie du chevalier Bayard
 ），1651年。——原注


[15]
 Jean le Meun，原名Jean Clopinel（让·克洛皮内尔）或Jean Chopinel（让·克洛皮内尔），约1240—1305年，法国作家，继续写作并完成了大约在1230—1240年由纪尧姆·德·罗里斯开始创作的玫瑰小说。


[16]
 法文：débile et peu garny de science。


[17]
 Jacob von Ems，即埃姆斯骑士马克斯·西蒂希一世（Marx Sittich I. von Ems），1466—1533年，德国的一位著名的雇佣兵首领。


[18]
 Sickingen，即Franz von Sickingen（弗兰茨·冯·西金根），1481—1523年，帝国骑士，莱茵和施瓦本地区骑士集团的首领。1523年发动反对特里尔大主教的骑士暴动，却战败身亡。


[19]
 法文：qui y prétendoit quelque droit，et le roy en France，qui lui en avoit laissé quelque portion。



[20]
 法文：par beaucoup de raisons。


[21]
 两者均见于《回忆录大全》（Großen Sammlung der Memoiren
 ）。——原注


[22]
 法文：très victorieux，très-vertueux et si très-bien aimé et si loyalement servi，et par tout le monde redouté，roy Charles VIII de France，de Cécile，de Jérusalem。


[23]
 Prospero Colonna，1452—1523年，意大利雇佣军首领，曾效力于教会国和神圣罗马帝国。


[24]
 Albrecht von Stein，即Albrecht vom Stein von Bern（伯尔尼的阿尔布莱希特·冯·施泰因），伯尔尼的军事指挥官。


[25]
 Karl des Kühnen，实指Charles Ier le Téméraire 或le Hardi（大胆查理），1433—1477年，出身于法国瓦卢瓦家族，是勃艮第和卢森堡公爵。


[26]
 法文：Par les bons avertissements et autres services，qu'il nous fit，fut cause et moyen principal de la salvation de notre personne。


[27]
 封册摘录，出处同上，第371页。——原注


[28]
 Erzbischof von Vienna，此处的“Vienna”疑为“Vienne”的笔误（后文均写作Vienne）；维耶纳是法国的一个大主教区。


[29]
 Philipp den Guten，法文写作Philippe le Bon（好人腓力），1396—1467年，是出身于瓦卢瓦家族勃艮第旁系的勃艮第公爵。


[30]
 guten Réné von Anjou，即René I. d'Anjou（安茹的勒内一世），1409—1480年，安茹公爵，曾为那不勒斯国王。


[31]
 原著写作Franz von Bretagne，实指François，1414—1450年，1442—1450年为布列塔尼公爵。


[32]
 原著写作Eduard VI.，实指Edward VI.，1537—1553年，出身于都铎家族，1547—1553年为都铎王朝的第三位君主、英格兰和爱尔兰国王。


[33]
 法文：Nostre bon maître，le roy Louis XI，à qui Dieu fasse pardon。


[34]
 拉丁文：quaedam scripsit plane mendaciter multaque dicenda infideliter reticuit。


[35]
 Valerii Andreae，Valerii Andreae Bibliotheca.



[36]
 Verweserin des Königreich，即Anne de Beaujeu（博热的安娜）或Anne de France（法兰西的安娜），1460或1461—1522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长女，也是其唯一一个活下来的女儿。她的聪明睿智颇得其父的赏识，生前受命协助年幼的弟弟执政。1483年路易十一去世，查理八世登基，安娜担任摄政直至1491年。


[37]
 Ludwig d'Orléan，即后来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


[38]
 根据皮罗尔热：《查理八世的征战》（Nach Pilorgérie，la Campagne de Charles VIII
 ，巴黎，1866年），序言，第XV页，可知他只被关押了两年。这位作家是法国最早依据权威文献对科米纳著作的可信性提出质疑的人之一。——原注


[39]
 法文：J'étois bien iré et marry；le contay au Roy dont il ne fit aucune estime et moins encor le cardinal de St. Malo。


[40]
 在凯尔万·德·莱滕奥的汇编著作《腓力·德·科米纳的书信和谈判》（Lettres et négociations de Philippe de Commines
 ）中，有一段文字记述了圭恰尔迪尼与塔德奥·德·维科梅卡之间的一次对话（第2卷，第153页），其中圭恰尔迪尼说道：如果说国王的努力是顺利的并且取得了成功，那么荣耀应当归于天意而不是其统治能力（法文：que si les efforts du roi sont heureux et couronnés de succès，l'honneur en revient plutôt à la Providence，qu’ à l'habilité de son gouvernement）。——原注


[41]
 法文：cestui-là y attira le dit Général。


[42]
 法文：après la mort du dit Roy Louys XI. demeura（le général）au service de Charles VIII. son fils，auquel il avoit été spécialement recommandé par le Roy
 Louys，son père。


[43]
 法文：Durant，que cecy（la ligue）se démenoit，j'avois sans cesse le Roy adverty
 du tout。


[44]
 拉丁文：Philippus，Caroli Regis legatus，quum in curiam quotidie ventitaret，nihil eius （foederis） cognoscere potuit；itaque cum postridie eius diei，quo die scripta lex est，cognovisset，mens pene hominem reliquit；atque ubi curiam egressus，remensis quas ascenderat scalis in aream descendit，ad scribam senatus，qui eum comitabatur，conversus“rogo te”，increpuit，sodes，mihi eum sermonem recenseas，quem princeps mecum habuit，nihil enim eius iam memini。


[45]
 法文：Sur l'heure arrivastes vous，Monseigneur de Vienne，qui pour lors estiez son Médecin。


[46]
 das salische Gesetz，拉丁文写作Lex Salica，507—511年按照墨洛温王朝克洛维一世的指示制定，是今日可见的最古老法典之一。它属于日耳曼人的部族法，名称源于萨尔夫法兰克人部族，文本用拉丁文撰写，但却包含一些日耳曼人元素。


[47]
 原著写作Wilhelm du Bellay，实指Guillaume du Bellay，1491—1543年，法国军人、外交家和历史学家。


[48]
 原著写作Johann du Bellay，实指Jean du Bellay，1492或1498—1560年，是法国的一位外交官和高级教士，自1535年起被教皇任命为红衣主教。


[49]
 法文：pour aller combattre le dit secours。


[50]
 Glutz，即Urs Robert Joseph Felix Glutz von Blotzheim（乌尔斯·罗伯特·约瑟夫·费利克斯·格卢茨·冯·布罗茨海姆），1786—1818年，瑞士新闻记者、作家、图书管理员和历史学家。他是以史料为基础写史的开创者，其主要著作是《从瓦尔德曼市长去世到与法国实现永久和平的瑞士联邦史》。


[51]
 Stettler，即Michael Stettler（米夏埃尔·施泰特勒尔），1580—1642年，作家和历史学家，著有《1527—1616年的伯尔尼城》等书。


[52]
 Paulus Aemilius，即Paolo Emilio（保罗·埃米利奥），约1455—1529年，意大利历史学家。他出生于维罗纳，受到良好教育并享有很高声誉，1499年应邀到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宫廷，用拉丁文为法国国王作传。查理八世死后，阿米利乌斯继续受到路易十二的保护和支持，但在完成其著作前就在巴黎去世了。他的著作名为《法国大事记》。


[53]
 拉丁文：nescio vanius an profusius parari soleant。


[54]
 Eudoxus，公元前2世纪的一位希腊航海者，从埃及绕过阿拉伯半岛进入印度海路的重新发现者。


[55]
 Annius，即Titus Annius Milo（提图斯·安尼乌斯·米罗），？—前48年，罗马政治家。


[56]
 拉丁文：puerile quiddam consectemur。


[57]
 Schlacht bei Cerignola，发生于1503年4月21日（另一说为4月28日），交战双方是由内穆利斯公爵率领的法国军队，和以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巴为首的西班牙军队。内穆利斯公爵阵亡，西班牙获胜。


[58]
 拉丁文：ea tormenta metu Italorum，qui ea ventura in Gallorum potestatem verebantur
 ，aut casu incensa sunt。


[59]
 拉丁文：apud Troiam-tardius initum sit。


[60]
 拉丁文：ex castrorum sordibus parumque purgato ambitu castrorum gekommen。


[61]
 第46、50、56页；第5书，开篇；第5书，第118页。——原注


[62]
 法文：ce sont ici des mélanges。


[63]
 法文：tout ensemble，den homme de palias，den chevalier。


[64]
 Ronsard，即Pierre de Ronsard（皮埃尔·德·龙沙），1524—1584年，法国诗人、作家，深受同时代人喜爱，后来却长时间被遗忘。


[65]
 法文：sans foule et oppression de leurs sujets。


[66]
 Savigny，即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1779—1861年，德国法学家和国王的法律顾问，创建历史法学派。


[67]
 《罗马法史》，第III卷，第47页。——原注


结语　关于还需要做的事情[144]

我们在这里列举了这么多论述过较近历史之开端的作家，也看到他们为编纂历史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尽管如此，他们仍为未来的工作留有余地。首先，如果重复一遍我们对于论述这个时期一般情况的历史编纂者说过的话，那么每个人都会承认，他们的报道既不充分，也不可靠，如果一味地跟随他们前行，我们就依然是在黑暗中摸索。真正触及历史实际的作家，我们只看到了约维斯一位，然而，即使是在他那里也存在着许多缺陷，巧言善辩多于深刻睿智，并且也不是事事毫无偏见。下面，我们再从这些论述一般情况的历史编纂者转到论述个别国家的事件的历史编纂者。

我们重新回顾一下这些历史编纂者做出的贡献，由此出发，就很容易理解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哪些了。

关于意大利，大多数情况都已经被讨论过了，但仍有不少事务一直未被触及。佛罗伦萨的历史编纂者首先厘清了这个时期他们祖国的内部状况，可以说相当全面，对外部局势却并非如此。还有多少工作需要做，现存于法布罗尼编辑整理的洛伦佐·美第奇资料（Fabroni's Lorenzo Medici）和马基雅维利出使报告（Macchiavells Legationen）中的资料已经显示得一清二楚。法布罗尼承认，他不可能为他的著作收集到全部原始文献，这些文献的数量多到几乎无法计算
[1]

 ；并且如果说他只是集中力量写作洛伦佐传，那么在研究利奥十世的生平事迹方面就还有许多工作留待人们去做。就一位传记作家的目标而言，这也在情理之中，但在例如已经公开的洛伦佐书信中，人们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感知写信者聪慧敏捷的理解力和洒脱明快、直言不讳的写作方式。所有想要对事实有更精确认识的人，[145]都不会以此为满足。我们虽然已经完全掌握了马基雅维利的出使报告，但这些报告既不是同类报告中的唯一一种，也并非最重要的一种。要从这类史料中获取真正的教益，还必须研究其他佛罗伦萨人的出使报告；毫无疑问，这些报告存在于某处，有待被发现。

在威尼斯事务中，关于外部的战争事件大概已经很难发现新文献了，关于其军事首领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外国诸侯之间的私人关系、他们在执政团
[2]

 和在外国宫廷进行的谈判等更隐秘的情况，我们却几乎一无所知。人们原本期望，皮埃尔·达鲁将从《威尼斯的历史》（historia de Venzia
 ，1457-1500
 ），特别是从《威尼斯铭文》（varie scritture di Venezia
 ）以及从他所拥有的以手稿形式存在的其他真实可靠的原始文献和报告中获取这些情况，并把它们写进（法文版）《威尼斯历史》（histoire de Venise
 ）一书中，然而，或者是这些文献没有向他提供什么内容，或者出于其他原因，他未能充分做好这一工作。人们必须承认，他首先发现或者说通报了国家宗教裁判所以及其他几个机构的起源，可是若他在有关一些重大事件的不同寻常的论述中并未讲出多琉尼（Doglioni）和佛迪佐提
[3]

 没有讲到的东西，那么他的见证就不可能比后两者的见证有更多价值——多琉尼和佛迪佐提是两位晚辈，并且几乎算不上职业作家。在这里，即使难以做到，但我们还是强烈地渴望获得准确的知识。

在米兰的历史编纂者当中，只有克里奥和G.卡佩拉是真正可信的，但在他们两人之间存在长达20多年的间隔。阿鲁尼、安德里亚·德尔·普拉托（Andrea del Prato）、法古瓦诺（Faguano）和其他人的米兰编年史可以填补这个空白，然而它们都以手稿的形式存放于安布罗斯图书馆，尚未付梓印刷。除了这些，在米兰还有一些涉及这个时期之历史的宝藏。仅仅罗斯米尼一人就拥有70卷为了写作雅各布·特里武尔齐奥传记而收集到的手写书卷（Volumina），从它们当中传达出的一些内容都是相当有价值和有教益的。人们特别注意到了吉罗拉莫·马伦的书信，也把这些书信中的一部分编成了一个完整的集子，并且，如果其写作者的确述说了真实情况，我们就必须把它们看作最重要的原始文献。可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在我看来，那些在马伦书信中出现的关于洛多维科·斯福扎的下场的报告——它们被收集在罗斯米尼书中——并不完全可信。有一些事实足以提醒人们要对它们保持警觉，最重要的是，[146]它们早在1500年就反复说“瑞士的12个地方”（duodecim pages Helvetiorum）了，而在这一年实际上还只有10个地方，直到1501年8月，通过接收沙夫豪森和巴塞尔，才增加到12个。或许它们虽然出自马伦之手，但却是作者事后写成的。即使如此，它们也是足够重要的。

现在，就那不勒斯而言，是否除了被穆拉托里鄙弃的卡拉乔洛
[4]

 文稿，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些有关这个时期历史的重要备忘录？对此，我不能妄下结论。若说根本找不到，恐怕不对，因为最重要的文献——帕塞罗的编年史——就是后来（并且距今也没有多久）才为人所知。可以肯定的是，就教皇的历史来说，大概主要的备忘录还没有被利用，首先是慕尼黑礼仪官手写的八卷本报道，如果说提供情报者可以信赖，那么这些报告几乎没有间断地从1484年一直延续到1538年，不仅补充了布尔卡杜斯的记录，而且对于这个重要时间段来说，肯定也包含有完全不为人知、真正真实可靠的报道。
[5]

 除此之外，教皇使节的报告以及它们当中包含的对整个欧洲政治的最卓越解说，肯定是存在的。收录于《王公书信》之中的卡诺萨
[6]

 书信就提供了一个例证。

不过，人们可能会发现这些报告难以接近。有必要害怕把这些书信和类似的东西公之于众吗？可以相信，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长期的异想天开和信口开河，并且把信口开河当作事实的真相。准确的知识才能进一步彰显人性；才能显示出，在多大程度上犯错误是可能的，在何种范围内可以得到原谅。

这一点首先表明，有必要认识意大利的一般情况和事态。不过，在西班牙，没有人把诸如组里塔般的勤奋用于写作卡尔五世的历史上。关于卡尔在西班牙时期的资料肯定是存在的，然而，桑多瓦尔等人或者是没有掌握这些资料，或者是没有像组里塔那样使用它们。

法国的王家档案馆和图书馆中也埋藏着极其珍贵的宝物，这一点值得尽快提及。加尼尔
[7]

 把贝图讷的手稿（Mss. von Bethune）中几个美妙的解说公布于众了。在法兰西人占领了米兰之后，罗斯米尼从他人手中获得了涉及[147]这一时期历史情况的12卷资料，在这些和其他类似的资料中，肯定包含有一些比其他通告更重要的东西。达鲁就从中获取了《查理八世的历史》（histoire de charles VIII
 ）、《米兰公国征服史》（histoire de la conquête du duché de Milan
 ），以及《征服米兰》（conquête de Milan
 ）、指令和投降书，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手写的文本。然而正如实际情况所显示的那样，他的目的只是引人注意，而不是加以彻底利用。

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是在德国本土也要努力工作。关于这个时期，存在着价值连城的档案文件、书信、传记、编年史等资料，可是对于它们来说，书籍印刷术好像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似的。首先，还从未有人把帝国等级会议文件完整地收集起来。有一部分已经出现在达特
[8]

 著《公众和平》一书里，只是达特的收集范围非常有限。米勒只进行到1508年，并且尚未阅完萨克森档案；关于马克西米连在克斯特尼茨帝国等级会议上让人散发的那些阐述他迄今为止的帝国行政管理政策的文件，在他那里不见任何踪迹，后来才从一部萨克森手稿中为人所知。在这期间，帝国宪法备受争议，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既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有人期望它能够阻止宗教改革的风暴。在这里，不仅有王公、贵族、诸侯等一度表现得相当出色的人物，也有诸如他们的顾问等同样非同凡响的人物，例如效力于皇帝的泽雷泰恩（Serentain）、古尔克（Gurk）、戈森布罗德（Gossenbrod）和利希滕施泰因（Lichtenstein）等。还有施丢兹勒（Stürzler）——对于此人，皇帝起初颇感畏惧，但最终也把他争取过来了。还有领导过巴伐利亚兰茨胡特的鲍姆伽特讷
[9]

 、领导过巴伐利亚慕尼黑的诺因豪佛（Neunhaufer），以及符滕姆贝格的霍尔岑格（Holzinger）和拉姆帕特
[10]

 等许多卓越人物，他们活动积极，令人目不暇接。在这些时间里，各个邦国和城市也为了自己的利益，大打出手，争相竞赛。对事态究竟是怎样发展的，不仅有必要了解和知晓，为此而进行的阅读也很有意思，特别是各种分散的群体，无论知名还是不知名，在1505—1521年间逐渐集结成一个宪法统一体。把选侯、诸侯和城市方面的文件集中起来，并加以对比，可能的话也把皇帝方面的文件集中和对比，将是很有价值的一项工作。还必须把派遣到各个王朝宫廷的公使的报告与之联系起来。

我所设想的是，倘若能够证明一般事态与德意志事态的准确关联，那么，就既能够全面揭示内部关系，也可以揭示外部关系，[148]至少是部分的外部关系。由此可见，在马克西米连接连不断地向诸侯和帝国城市下达的书面文件中，人们肯定可以看到某种完整的历史，而这些文件当中的一部分也已经被达特、米勒等人刊印到自己的书中，被刊印到戈尔达斯特编辑出版的《帝国协商》（Reichshandlung
 ）和霍迈尔
[11]

 编辑出版的《档案》中了。然而，相对于目前尚存的巨大数量来说，这只占很小的比例。在雷根斯堡的编年史（Chronik von Regensburg）中收录了不少存放于地方档案馆的文件，其他文件在其他地方也有提及，不容易搞清楚的是那些尚未显露任何典型特征的文件。人们不应当只满足于标有某个唯一日期的文件。在白克曼的安哈尔特编年史（Beckmanns anhaltischer Chronik）中，有两份并非不重要的马克西米连文件，出自1510年，谈的是意大利事务。同样的文件也存在于别处，有一份在戈尔达斯特编辑出版的《帝国协商》，两者都收于霍迈尔的《档案》。但在这里，它们有一个重大差别——它们的篇幅只有原件的一半多一点。可以由此推论这些文件在发给某些诸侯时写得比较详细，而在发给另外一些诸侯时则比较简略吗？保险起见，人们必须尽力把各个样本都收集起来。我不想再说涉及这一时期历史的其他原始文献了，其中一些尽管遭遇过瑞典人疯狂破坏的劫难，仍存放在各个宫廷和城市之中；公使书信——正如人们可以从霍迈尔针对卡尔五世时期档案写作的通告中看到的情形那样——是最为重要的；在这里，令人喜悦的不是一种事后阅读，而是一种收获，一种对有关人的活动、人的真实生活和祖国状况的美好知识的收获。

顺便提一下，富格尔编纂的马克西米连传记（das Leben Maximilians von Fugger
 ）肯定不是唯一的、可期待从被埋没的手稿中获得警醒的例子——正如我在关于《荣誉见证》一书的注释中所指出的那样。但是传记，所有出自这个时期的传记，都引导人们切入事态的中心，如施帕拉廷
[12]

 编纂的智者弗里德里希传记（das Leben Friedrichs des Weisen
 ）实际上使人回忆起茹安维尔（弗里德里希类似于路易，施帕拉廷也就类似于茹安维尔）；如托马斯·利奥迪乌斯
[13]

 的《巴拉丁的弗里德里希生平事迹》（vita Friederici Palatini
 ）并不以德国的世界为限，而是穿插了许多关于尼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笔记；还有不久前刚刚为人所知的、波莫瑞狂人萨斯特罗夫的自传。
[14]

 每个人都期望多有一些这样的作品。

个别编年史还可以提供更多的真[149]正教益，其中首先是瑞士编年史（die schweizerischen Chroniken
 ）。安斯赫尔姆·瓦勒留斯·里德
[15]

 的《编年史》（Anshelm Valerius Ryds Chronik
 ）大概在我们所拥有的较古老文献中属于佼佼者之一。为什么还要让它继续遭埋没呢？根据所有的见证，布林格尔
[16]

 的编年史（die Chronik Bullingers
 ）是新教热情和福音派世界观的一份优美备忘录，但历次的宗教改革周年纪念都没能使它重现于世。瑞士人埃德利巴赫
[17]

 对楚迪
[18]

 著作的续编（die Fortsetzung des Tschudi
 ）也值得关注，值得被人们普遍知晓。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人存有疑窦，会议文件和公告都能够使人释怀。在这个时期，瑞士人参与了所有公共事务，若不了解他们的著述，要对这些事务有深刻认识恐怕是不可能的。

由于安斯赫尔姆的缘故，我还想提醒人们注意施泰特勒尔的《瑞士乌希特兰编年史》（Stettlers Chronik des Uechtlandes
 ）。很明显，福克斯和格卢茨写的书从档案文件和其他编年史（包括安斯赫尔姆编年史）中采撷资料，传达了一些相当重要和富有教益的情报。我已经注意到上述资料对1499年的战争，以及随后直到1513年的诺瓦拉战役的描写，知道它们经常与施泰特勒尔书完全相同、一字不差。看起来，这个时期的一些书大都只是借助于几位后来的作家（特别是勒费龙）对安斯赫尔姆著作进行加工。毫无疑问，对于历史爱好者来说，把以手稿形式存在的编年史著作（无论是否已被刊印）汇集起来，将不啻一份珍贵的礼物。

其他编年史，包括已经印刷的和未被印刷的，这个国家的和那个城市的，较近时代的和较早时代的，还有很多，我不想继续列举了。如果说它们在较早以前大都充满了神话传说，那么在16世纪
[19]

 ——大部分编年史出自这个世纪——已经变得比较可信了，有几部甚至引人入胜，美妙无比。若不认真考虑它们——或至少它们当中的比较重要者——就不可能充分了解德国的一般历史。然而直到今日，这些文献仍是难以接近的。在此，需要有这样一个人，他拥有一定知识，怀揣足够多的推荐信，并且身体健康，愿意走遍德国各地，孜孜不倦地去探寻一个行将没落但又触手可及的世界的残留物。我们为了追寻某些尚不为人所知的禾本科植物不惜深入利比亚沙漠；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中，我们的祖先们的生活难道不是同样值得怀着这种热情去探寻吗？

新版（第二版）附注[150]

在这一版中，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允许添加的，因为当时可以要求做的事情，有不少后来都做了。我还是有意识地让摆放在（读者）眼前的这本书内容不变，与其最初的版本完全相同。本研究的立场观点，正如它在上一版时所呈现的那样，在书中有着直接的表现。如果把所有后来均得到了澄清的事理，或者说大体上已使人获悉的事理，再抽出来谈一谈，那就意味着写一本新书了——正如前面已经说明的那样，使研究的过程（它绝不只是个人的事情）蒙上一层迷雾。我想做的仅仅是做一注释。对于本书所涵盖的这个时间段，档案资料开始变得丰富完备了，新发现的史料不断涌现。尤其是各国之间的公使交往和外交关系备忘录，数量与日俱增，内容越来越丰富，而其规模已经膨胀到这样一种程度：对于个人来说，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根本没有可能把它们悉数占有，充分利用。我所写的这本书，正处在新知识开始涌现之际，在它出版之后，新知识便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了。我后来的著作恰恰是因充分占有档案资料而形成的。

深入研究、广泛利用这些档案资料，正是今日研究工作的使命所在，期望这些研究能够更加顺利地推进。资料的丰富并不会阻碍、反而会促进一般的见解，因为我们的理想总是把历史事实公布于世。




[1]
 《洛伦佐生平事迹》，第2卷，第399页。——原注


[2]
 Signorie，意大利文“Signorìa”的转写，意为统治、管辖；统治权；僭主；先生等。此处指威尼斯共和国时代与总督共同执政的枢密委员，汉语译作“执政团”或“长老会”。


[3]
 Verdizotti，即Giovanni Maria Verdizotti（乔瓦尼·马里亚·佛迪佐提），1525—1600年，威尼斯作家和艺术家。


[4]
 Caracciolo，即Tristano Caracciolo（特里斯塔诺·卡拉乔洛），1437—1522年，那不勒斯学者。


[5]
 瑙曼，见保卢斯·索弗洛尼措恩1824年书，第1分册，第1页。——原注


[6]
 Canossa，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上的一个城堡。


[7]
 Garnier，即Jean Garnier（让·加尼尔），1612—1681年，法国耶稣会士、教会史家和道德神学家。


[8]
 Datt，即Johann Philipp Datt（约翰·菲利普·达特），1654—1722年，德国福音教法律史家，著有《公众和平》（de pace publica
 ）等书。


[9]
 Baumgartner，即Augustin von Baumgartner（奥古斯丁·冯·鲍姆伽特讷），1531—1599年，德国巴伐利亚政治家。


[10]
 Lamparter，即Erwin Lamparter（埃尔温·拉姆帕特），德意志邦国政治家。


[11]
 Hormayr，即Josef Freiherr von Hormayr（霍迈尔的约瑟夫男爵），1782—1848年，奥地利历史学家、作家、政治家和自由主义战士，编辑出版了18卷本《历史档案、统计学、文学和艺术》（Archiv für Geschichte，Statistik，Literatur und Kunst
 ）。即下文的《档案》（Archiv von Hormayr
 ）。


[12]
 Spalatin，即Georg Burkhardt Spalatin（格奥尔格·布克哈特·施帕拉廷），1484—1545年，德国人文主义者、神学家、宗教改革家和历史学家，著有《萨克森和图宾根编年史》《智者弗里德里希的生平事迹》和《坚定者约翰的生平事迹》等书。


[13]
 Thomas Leodius，也称作Hubertus Thomas（胡伯图斯·托马斯），Hubertus Leodius（胡伯图斯·莱奥迪乌斯）或Hubertus Leodiensis（胡伯图斯·莱奥迪恩西斯），1495—1555或1556年，德国历史学家。


[14]
 Sastrow，即Bartholomäus Sastrow（巴托洛伊姆斯·萨斯特罗夫）。


[15]
 Anshelm Valerius Ryd，也写作Anshelmus Valerius Rüd（安斯赫尔姆斯·瓦勒留斯·里德），1475—1546或1547年，瑞士伯尔尼的编年史家。


[16]
 Bullinger，即Heinrich Bullinger（海因里希·布林格尔），1504—1575年，瑞士宗教改革家，担任苏黎世归正宗教会领袖长达44年之久，著有《宗教改革史》《瑞士联邦史》和《苏黎世城市史》等书。


[17]
 Edlibach，即Gerold Edlibach（格罗尔德·埃德利巴赫），1454—1530年，瑞士编年史家和苏黎世市政官员，著有《苏黎世编年史》等书。


[18]
 Tschudi，即Aegidius Tschudi（埃基迪乌斯·楚迪），1505—1572年，瑞士首位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政治家，他的主要著作是《瑞士编年史》。


[19]
 原著写作6世纪，疑为16世纪之误。



附[151]录　关于马基雅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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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蔑视政治和一般历史，因为他们认为政治和一般历史不直接触及个人的内心世界，不触及现实生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重大历史事件强烈地震撼人心，影响着人的行为方式。

马基雅维利的生活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直到1512年，人民党人在其故乡佛罗伦萨蓬勃发展，局势对他有利，他也心满意足。虽然没有获得显赫地位，因为他从未成为真正的驻外公使（Ambasciatore），而只是一位秘书（Segretario）；比萨人抱怨说，人们把他而不是把出身于占统治地位家族的“奇塔迪诺”
[1]

 派遣过来。
[2]

 然而，他到外国宫廷做公使和在本国担任委员会委员的经历使他一方面有机会参与一般政治，另一方面有机会对于托斯卡纳的内部事务产生并非不重要的影响，两者都为他提供了一种他适宜做并且也喜欢做的工作。美第奇家族重返佛罗伦萨之后不久，马基雅维利的影响、他的工作、他的满足心情，都立即宣告终结了。他抱怨说：“在监狱里，人们曾想要我的命；上帝和我本人的无辜使我得以活下来，但我必须忍耐其他的一切，我的官职丢掉了。”他称他的家庭“贫穷无助”。他一度想放弃所有政治和所有政治活动。实际上，从1512年起直到1521年，他未再接受任何派遣，此后也只接受了一些看上去十分可怜的差使，例如去见那些计划在佛罗伦萨建设一个乡间社团（eine Provinz）的修道士；还有一次是受羊毛纺织业行会之托[152]去威尼斯，因为有三位佛罗伦萨人被一个威尼斯人抢劫了；最好的差使则是去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那里。

同他的生活一样，他留下来的文稿也分为两个部分。他在早年从人民党人驻外国公使馆向国内寄发的国务报告，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是最重要的备忘录之一。对于某些重要人物和事件，特别是切萨雷·博尔贾其人其事的真相，我们只能从它们当中获悉一些情报；它们有时也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当事人的内心世界。自然而然，它们是匆忙写就的，从未经过加工整理，出自第一手；经常有遗漏，粗糙不堪，论述极其概括。但是我承认，我不想为了保留经过他精心雕琢的诗文而丢弃他写给洛伦佐·美第奇的国务报告；马基雅维利的这些初始议论也颇具思想敏锐的特征；它们无拘无束，洋洋洒洒，令人耳目一新，备感愉悦。马基雅维利的独特性特别体现在严格的区别上。他是如何到达路易十二的宫廷的，是他写的第一件事，而在相应的章节里，他又追溯了他的使命。他从执政团上司那里承接下来的前往比萨市议会（das Concilium von Pisa）的指令，遵循着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思路：“教皇正在威胁着他们；此前已经有人抢劫了他们的商人；西班牙军队也在向前推进。”他把这些情况归总成这样的表述：“我的先生们看到了两种危害，一种是当前的——商人遭到抢劫，一种是未来的——战争。”他很乐意把他的论断与一种一般思想联结起来。他对保罗·巴廖内（Paul Baglione）说：“你们想辩解吗？辩解的前提要么是一种错误，要么是一种相关的观点；凡是想以战争为职业的人，都必须避免这两种情况。”他也试图以此造成一种印象，一种有助于理解的印象——而严格的区别恰恰试图促成这样的理解——即他必须考虑，第三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如果马基雅维利能够凭借这种深刻敏锐的思想、这种热爱祖国之情、这种极好的眼光，顺利地写作他那个时代的历史或者仅仅是写作比较详细的回忆录，那么我们就会多获得一份高贵的、富有人类才智的历史文献。

然而，他从他的生活轨道上跌倒滑落了。在美第奇家族重新获得最高权力之后，他丢弃了自然而然的、不进行任何艺术加工、只记录值得思考的事件的写作职责，转向了通行的和艺术性的著述活动。在这个时期，他写作了一部喜剧、一部佛罗伦萨史以及一些最使他闻名于世的政论文。所有这些著述，都具有模仿古典作品、章法有致、技巧娴熟的特色。[153]而最为重要的是他的政论文；对于他所处的时代来说，它们是一种意义重大的历史文献。在对他的喜剧和历史著作略作评述之后，我们就立即转到这些政论文上。

马基雅维利写作的喜剧是对古典作品的成功模仿。它们并非佛罗伦萨生活的典型写照，而是完全循着普劳图斯
[3]

 开辟的道路前行。除了修道士，人们并不能从其性格刻画中感受到多少新东西。对于他这一工作的性质，马基雅维利曾有过特别反思：“人们或许会因为一些蠢话发笑，或许会因为一些粗话发笑，或许会因为一些情意绵绵的话发笑。因为喜剧本来就是要让人笑的，所以我选择了一些沉湎于爱河的人；希望妇女们不要因此而羞得脸红。”这肯定是为妇女提供的东西！这些喜剧很是有伤风化。

他的第二部著作《佛罗伦萨史》是意大利散文的优秀作品之一，生动感人，直观形象，格调高雅。若要对作者的工作情况有所了解，下列文字值得看一看。关于维罗纳，我们有出自他的手笔的两段描写，其一是在《出使报告》（第5卷，第321页），是一种信手拈来的速写；其二是在《佛罗伦萨史》（第5书，第203页），此处是经过精心加工的，但内容显然完全一样。他在《出使报告》中写道：“阿迪杰（Adice）河发源于麦格纳（Magna）山，其河水流入湖中，然后再缓慢地流向平原，但却沿着山脉转向左方，并把维罗纳一分为二。”
[4]

 在《佛罗伦萨史》中，文字就更有选择性了，事物也被描写得相当形象生动：“阿迪杰河发源于特伦托（Trento）山谷，进入意大利后，不是径直穿越，而是沿山脚向左弯曲，穿过市区，把市区分成两部分。”
[5]

 重复使用monti一词的做法被避免了；人们现在看到河水自上而下流淌过来，流入城市，稍一驻足，旋即转向，它发现了城市，并且穿城而过，所有这一切在先前的描写中都未臻细腻。他在《出使报告》中继续写道：“（河流）以这样一种方式分割维罗纳，从平原流向海岸的只是河水的一部分，其余的经过城市流向曼图亚的河水则在阿迪杰的另一边。”
[6]

 在这里，人们只能勉强地注意到他想说什么。在《佛罗伦萨史》中，情况就大为改观了：“但是河水不是以平均的方式流动的，流入平原的多于流向山区的。”
[7]

 如此这般，他继续进一步加工完善。在《出使报告》中，他说有三箭远的距离；在这里，他却说有一千步远。在那里是：“从老城区到城堡”
[8]

 ，[154]在这里他标识为：“转到另一侧。”
[9]

 在那里他区别“老城区和城堡”
[10]

 ，在这里为了使音调更好听：“一个是老城区，一个是新城堡。”
[11]

 在那里，他曾经说：“对着两座宫殿外面的城墙构成了一个半弓的形状，在它们之间有一条笔直的城墙”；在这里他又花费了较大力气写道：“中间的城墙使线状的饰带（Corde）变成了弓形，而城市的正规城墙都围绕它而建。”我们看到，马基雅维利是多么小心谨慎地使用了锉刀。无论何人都会承认，最主要的是，这部著作表明，用意大利散文可以写出什么样的作品。

除此之外，他是在美第奇家族某种程度的影响下进行写作的，并非完全独立自主的创作；作者曾从美第奇那里预支了100杜卡特的津贴。开始的时候，人们尚感觉不到这一点，因为在最初，美第奇站在民众的顶端，而马基雅维利又是民众当中的一分子。他描写了贵族的统治、政党和失败，紧接着又描写了市民中的名门望族的胜利、发展和失败，最后则是人民党通过美第奇而获得的胜利。可是再往下写，他就感受到某些压力了。科西莫·德·美第奇赖以巩固其暴力统治的严酷、强硬手段，被洛伦佐继续采用；我们看到，与马基雅维利这位坚决的人民党人的描写相比，内尔利这位开明的美第奇拥护者的描写要开放得多。马基雅维利向我们致歉，他在著作的最后一部分更多地描写了当时的意大利历史，而不仅仅是佛罗伦萨历史，虽然写得十分充实、富有识见和生动性。人们注意到，他在这里是怀着特定目的，在探讨密谋和意大利战争艺术的沉沦堕落。

但是首先，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论文作为一位思想敏锐之人的优秀创造，作为历史本身的备忘录，也由于其引人注目的思想观念的缘故，最令我们关注。




[1]
 奇塔迪诺（Cittadino）一词在意大利文中有“国家成员”之意。


[2]
 直到1526年他才被称作奇塔迪诺。——原注


[3]
 Plautus，即Titus Maccius Plautus（提图斯·马修斯·普劳图斯），约公元前254—前184年，罗马文学史上第一个有完整作品传世的喜剧作家，为拉丁文喜剧奠定了基础。


[4]
 意大利文：Il fiume dell' Adice che esce dai monti della Magna，e giunge al lago，si distende per il piano，ma torce sulla mano manca rasente i monti e divide Verona。


[5]
 意大利文：Esce il fiume dell' Adice della valla di Trento，e nell' entrare d'Italia non si distende subito per la campagna，ma voltosi su la sinistra lungo i monti，truova quella città e passa per il mezzo d'essa。


[6]
 意大利文：divide Verona in modo，che alquanto di piano con tutta la costa è dall' Adice in là verso la Magna，et tutto il restante della città di verso Mantova è dall' Adice in quà。


[7]
 意大利文：non perciò in modo，che le parti siano uguali，perchè molto più ne lascia di verso la pianura，che di verso i monti。


[8]
 意大利文：va dalla vecchia alla cittadella。


[9]
 意大利文：va a trovar l'altra。


[10]
 意大利文：la rocca
 vecchia e la cittadella。


[11]
 意大利文：l'una la vecchia，l'altra la cittadella nuova。


第一章　《提托·李维〈罗马史〉[155]前十书评注》

一、目的

若要讨论李维，讨论罗马的历史，那么，确定历史编纂者的概念，或者历史事件的后果，就是必需的；如果两者都做不到，至少应当确定一系列相关联的研究成果。关于历史编纂者，马基雅维利未置一词。他所谈论的历史事件，有的出自希腊历史，有的出自罗马历史和较近时期的历史，还有的出自李维《罗马史》前十书或其他地方，只要合适，都信手拈来。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成果由于其自身的缘故得以确认，也没有从过去的研究或同时代的研究角度出发进行讨论。各种研究成果间的明确关联更没有被突出强调。在这里，对罗马历史的解释是不能忽略的，但问题在于，马基雅维利想要得到什么。

这本回顾了乌尔比诺战争（des urbinatischen Krieg）和热那亚的奥塔维亚诺·弗雷戈索
[1]

 的书，肯定写于1518年至1522年间。在这几年里，上、下意大利都被征服了，并且这种被征服的感受非常强烈，因为人们勤奋地研读古代人的著作，而且不仅仅是在学校里；因为人们每天都在更新对于罗马之伟大的记忆；因为当时的罗马人自认为是罗马国家政权的合法继承人。怀着这种感受，有几个年轻人聚集到了科西莫·卢塞莱的花园；也正是这几个人向佛罗伦萨的主人、红衣主教美第奇
[2]

 提出了一些建议。现实的境况激励着他们，因此，除了天天谈论古典时代与他们所处时代的异同，似乎就没有别的话题了。遵从他们的请求，也在与他们进行交流的过程中，马基雅维利写作了论述李维和战争艺术的两本书。现在，我们看到，马基雅维利说：“我阅读李维写的历史书，目的在于从中获得教益”，毫无疑问，是有利于生活的教益。他在《提托·李维〈罗马史〉前十书评注》中只谈到了个别规则和事实，而这些规则和事实不是被用于比较，就是被用于阐述一般原理。正如他自己讲的那样，他还把他从其他阅读和个人经历中总结出的结论与之联系起来，因此，他所关心的似乎并不是讨论历史，而是为未来制定基本方针。他也不是[156]直接从李维那里搜括基本方针，而只是以李维提供的事例来讨论这些基本方针。他把背离这些基本方针的行为看作意大利人堕落的表现和腐败的根源。他继续写道，他所知道的仅仅是从经验和长时间阅读中获得的启迪。这就说明了一切。

二、基本方针及其运用

他最主要的基本方针和建议似乎是：“不要征服，而应结盟。不要辱骂。不要召回被驱逐者。不要攻击内部分裂者，而应使这种分裂局面继续保持。决不允许外来者冒犯他的市民；决不允许推行半吊子规则；要根据事态的发展，弛张有度，缓急得当，有的时候还需要大胆无畏；不要相信敌人，即使他看上去好像已被争取过来；对于密谋，首先要搞清楚，它们是强大的还是弱小的；但最主要的还是自己的武器、步兵和将尉，要让他们自由行动。宗教维系着国家的生存。”

按照他的描述，罗马的伟大似乎就是建立在这些基本方针和与之类似的方针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某种原始的城市状态之上，不是建立在其市民的某种内在冲动之上，也不是建立在某种特殊发展之上。按照他特别针对佛罗伦萨人和威尼斯人提出的建议，人们可以进一步看到，这些人也好像是与罗马人完全一样的。好像世界建立在数学公理之上，腐败堕落来自于无知和无思想，因此，他恰恰要求他们去做罗马人能够做的事情，成就罗马人已经成就的事业。他根本没有考虑罗马人原有的生活；他甚至走得这样远，渴望实现互不相容的目标。他说：“应当在周边建立六个大区，佛罗伦萨最好统治托斯卡纳。”他还说：“你们自己应当有战争意识，不要支付钱款给你们的邻居，不要花钱聘雇佣军。”可是除了通过商业贸易，佛罗伦萨怎么能够在六个大区内生活并发展壮大呢？对于商业贸易，他并不厌恶，但也想有一群能够对外进行战争的民众。所有的时代都教导说，这两者是不可兼得的。他谴责威尼斯人的征服战争，但又要求本国民众成为战士。此外，如果说在泻湖里没有陆地供战士驻扎，那么在哪里会有战士却没有战争呢？战争必伴随着损失或者征服。然而，他又要求每个人勇敢、顽强，顺应时代潮流：“人们尽可以指责尤利乌斯二世大大咧咧，但是这个人胜利了，[157]因为时代是对他有利的。”他不主张那种产生于某种原初方向和某种内部运动的生活，而是提倡机智灵活、审慎周到、善于把握机遇以及勇敢大胆等品质。对于王公贵族，他还要求品德高尚和忍辱负重的品质。

三、缺少的东西

如果想建立一支勇敢的步兵部队，他要求就必须有自由的农民，至少有许多自由的市民社团；如果认为骑兵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武装力量，就必须坚决改变贵族的状况；如果想提高道德水平，厉行勤俭节约，就必须大兴教育。可以说，这是行不通的；对于一位实践者来说，也是不合宜的。人们必定反对说，在古代的状态下，实施基本方针所产生的是另一种效果，这就更充分地表明，他所提出的种种要求都是行不通的。他本人对此心知肚明，并且疑虑重重。

四、最后的希望

现在他说：“无论从表面上看，还是从实际情况上说，意大利、西班牙、法国都同样地腐败堕落了，而在意大利情况尤其严重，因为其他国家都拥有一位国王。”他还断言，只有某位君主能够扭转国家的腐败堕落。他更强调指出：“因为其贵族和贵族的腐败堕落，米兰、那不勒斯、罗马尼阿根本没有能力获得自由。”这样一来，他就被推到了最后一点上：必须要有一位君主，一位不受任何约束、不惜用武力消除敌对势力的君主。为了拯救自由，他逃到了专制统治一面。

第二章　《战争艺术七书》

本书开篇讲到，为了避开阳光照射，科西莫·卢塞莱引导法布里齐奥·科隆纳
[3]

 ——他是为了拜访公爵，即美第奇的洛伦佐
[4]

 、当时的乌尔比诺公爵而来的——和其他朋友，走进他的花园深处，在绿荫下就座。“这是些什么树呀？”法布里齐奥问道。“这是我父亲按照古人的提示栽种的树。”“那就让我们”，那人起身说道：“仿效这些树站到太阳底下吧，不要躲在树荫里！”

随后便涉及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了。[158]全部七书都把罗马的战争艺术当作典范，把意大利的战争艺术当作变异，两相对立，并且讨论，如何通过前者来改善后者。他们先从装备方面谈起。“每个君主都必须从其所辖的城市中征召骑兵，从其所辖的农村中征召步兵，并以他们取代那些胡乱拼凑在一起的流氓恶棍。他必须把他们一半德意志式地，一半罗马式地武装起来。他必须让他们练习跑步、跳跃、游泳，负载重型武器，学习制弩、射箭、放炮，必须更新旧军乐，对于长官，即使是最高长官也只提供一头骡子，不配备马匹。”作者本人就曾率领如此装备起来的军队上过战场。他从志愿者和参加过瑞士战争的士兵中挑选人员，组建了一支新第三军，教导他们为夺取胜利而战，指挥他们穿越敌人的国土，也没有忘记如何应对意外的发生。讲述罗马人战胜斯帕尼奥利（Spagnuoli）、泰代斯基（Tedeschi）、苏伊泽里（Suizzeri）和弗兰切西（Francesi）的事使他感到惬意，就像这一切都是当时民众的胜利一样。紧接着他又谈到阵地和堡垒。他在结尾说：“古代的人在所有方面都比我们高明。”

这不仅仅是他的见解。1515年11月10日，纳瓦杰罗
[5]

 在阿维亚诺发表的演讲同样是以阐述这种见解为目标。单单纪律严明这一点就使得罗马人不可战胜。“我羞于说出下列情况，即我们把意大利人的所有这些独特品德都丢掉了。假如我们尚能维持旧风纪，他们（外国人）就不敢来进攻我们了，我们会把他们赶回去。”
[6]

 喜好古典文化和热爱祖国的朋友们的普遍看法似乎都可以汇聚到这一点上。

那么，他们现在希望恢复古代的一切吗？至少马基雅维利表示怀疑。“我怎么能够让今天的战士背负比在通常情况下多得多的武器，或者更多的食品、更多的斧头呢？我又怎么能够让他们整天按照杜撰出来的项目进行训练呢？我怎么能够教导这样一群天生就不会、后来也没有学会害羞的人讲究恭敬、服从和廉耻呢？我应当让他们向哪个神明发誓呢？是向那个他们祈祷的上帝，还是向那个他们极尽诽谤之能事的神？他们朝拜谁，我不知道，然而我知道他们诽谤谁。”

于是，他再次感到自己被带到唯一的出路上了，这就是一个正开始实行变革的大国。“我告诉你们，无论哪个国家，只要率先这样做，它就会取得像马其顿的腓力
[7]

 在从埃帕米农达那里学会了管教人之后所取得的那么多成就——这个国家的主人也将成为其他国家的主人，将会统治整个意大利。”

第三章　《君主论》[159]

一、缘由

到现在为止，我未加明显改动地根据其最初版本将现有的这篇论文的内容复述了一遍。就是在涉及《君主论》一文时，我也固守其最初观点的主要元素。我将再现我就马基雅维利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利用问题所表达的看法，并且将再次突出强调他把这些基本思想与意大利统一事业联系起来的做法。从那时起，时间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在此期间，这个思想已经以当时人无法预料的方式发展了；它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现实。这个发展的启动与16世纪的最重要作家，比如马基雅维利的影响不无关联。有几种新发表的报告更进一步地讨论了这位作家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并对其著名作品的起源和目的作出新的解释。对此，我们深表欢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在其《佛罗伦萨史》中的相关论述，而圭恰尔迪尼的著作又是在不久前才为人所知的。它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突显出来的，首先是出身于大家族的好人们（uomini da bene）、佛罗伦萨的显贵和正义旗手索德里尼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马基雅维利与后者有直接的交往。正义旗手试图摆脱当地大家族成员对他本人的制约。他把选举扩大为人民党人意义上的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机制，并且因为他在钱财管理方面十分谨慎，大大减少了开支，所以赢得了民众的欢迎。然而显贵们却越来越多地背离了他；有人说这些人不愿意看到进攻比萨的战争，但这一说法无从证实。只是索德里尼凭借其不断高涨的行动热情所采纳的进攻方式，受到了许多指责。

最后，正义旗手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即必须更好地武装他所管辖的城市，特别是乡村，并且让米切莱托
[8]

 担任指挥官——后者曾在切萨雷·博尔贾麾下效力，素有战争能人的美誉，但也以残暴著称。他应当以统帅步兵的县警长（Bargello del contado per ordinanza di fanterie）名义统率这一人民武装。

因为索德里尼有理由考虑到十人委员会会反对他的计划，所以他便通过马基雅维利[160]——他作为秘书厅（Cancellieri）的成员之一在这个委员会中发挥着一定作用——跟几位委员进行私下咨询。得到的答复多为否定性的，因此，正义旗手根本没有将此事提交十人委员会讨论，而是直接提交八十人委员会，并使之在该委员会中获得通过。
[9]

 人们考虑重新恢复已被弃用长达200多年之久的旧有的乡村民兵制度。还没等就此作出决定，显贵们便表达了下列担忧：农村居民可能会武装起来反对城市，或者，正义旗手可能会利用这些人打击他的个人仇敌，建立专制统治。与之相反，马基雅维利却满怀火一般的热情支持这种思想，并且阐述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10]

 这个宏大意图遂构成他论述战争艺术的论文的基础。无论怎样，在关于乡村事务的一般意见上，他与正义旗手联系密切并由此取得了后者的完全信任。

1507年，人们从德意志方面听到，皇帝在诸侯和帝国等级非同寻常的拥护下，正积极筹划，力图使帝国在意大利的权力得到承认，向德意志派遣使团一事遂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正义旗手索德里尼委任马基雅维利为公使，因为他需要这样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人。
[11]

 然而，也有人表示反对，并且提醒说，在佛罗伦萨有许多出身于大家族（da bene）的其他年轻人，他们对于外交工作更加娴熟、精通。显贵们施加影响，要把马基雅维利排除在外。但是精明、机智的索德里尼保住了对马基雅维利的选拔，并且在经过数次内部争论之后，达到了这样的结果，即马基雅维利同弗朗切斯科·韦托里一起承担这一外交使命。马基雅维利没有与大家族真正决裂，但他更多地投靠了正义旗手这一党派，该党派属于人民党。马基雅维利自始至终都是索德里尼的一位真诚钦佩者，说他一生的全部行为都是明智的，不应当像对待其他人那样按照成败得失来评价他。非常不幸的是，索德里尼政权在1512年被显贵们推翻，美第奇家族再次返回佛罗伦萨，彻底的变革更多的是在显贵党人意义上[161]而不是在美第奇家族意义上发生了。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不仅丧失了职位
[12]

 ，因为有人指责他参与了一次密谋，所以他本人也被关进了监狱。他被排斥在国家之外，只能依靠一小块地产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计，他本人也必须全力以赴地从事这一营生。他让人砍伐那里归他所有的一片小树林，以此赚点小钱。他非常优雅地描述过他白天如何从事乡下人的营生，但在漫长的夜晚（当时是1513年12月）却回归他做得最多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工作把学术性与政治性结合在一起。因为痛感灾难降临意大利，导致国家管理机构危机重重、软弱无力，他试图通过研究古代人寻求解决之道，而他的论述方法和他的伟大之处也恰恰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似乎是在向他们提问，并且感觉到——正如他所讲述的那样——他们的回答。在此，他编写了一部论君主的著作，并把它命名为《君主论》（de principatibus
 ）。该书主要讨论了如何获得、加强和守卫以及丧失一个君主国的问题，这样的思路并非没有现实的关照。此时，美第奇家族正致力于建立一个与目前状态相适应的君主国。美第奇新政权的第一位掌门人是教皇利奥十世的兄弟朱利亚诺。
[13]

 马基雅维利论述君主国的著作最初就是为这个人写的；他迫于自身所处的窘困，试图谋求一个公职；他也在美第奇家族中看到了一种与他的个人意愿十分接近的追求：美第奇家族决不排斥那些显贵家族，也满怀执掌大权和成就丰功伟业的强烈愿望。然而，朱利亚诺离开了佛罗伦萨，或者是由于他所经历的一些不愉快之事，或者是由其他野心所决定。这样一来，原本的继承人洛伦佐——皮罗的儿子、老洛伦佐的孙子便接替了统治地位。新政府获得了城市中那些反对与萨伏那罗拉相联系的人不小的支持，教皇利奥也任命他的堂兄弟，也就是他叔父的儿子朱利奥[162]
[14]

 为佛罗伦萨大主教：教权必须与政权携手共进。开始的时候，这位年轻的洛伦佐事事都以其祖父为榜样，看上去也如他祖父一样，像是市民和城市的最高首脑。他对经营活动表现出莫大的关心，也颇有识见。他理解人们同他讲的话，回答得体。他家境殷实，乐善好施，但没有超出市民阶层的水平。马基雅维利称赞他，说他总是能够对他周围的年轻人加以必要的约束。然而，美第奇家族中人逐渐觉察到，他们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巩固自己的地位了，因为许多丧失掉的财产再也追讨不回来，也必须适当放松对自由选举的控制，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意使之永远失效。此外，意大利的局势也促使人们思考，颁布一部战争法是不是已迫在眉睫？就像教皇把他的兄弟，并且因为此人生病又把他的堂兄弟提拔为教会军队的最高统帅那样，人们也认为洛伦佐应当在佛罗伦萨承担一种更具军事性的职务。
[15]

 遵循他母亲阿尔方西娜
[16]

 的建议，也在获得了朋友们的支持的情况下，他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城的军队总长，掌握了充分的军权。后来，每当他出门，都有一伙随从相伴，其中既有市民也有士兵。他招募了一大批年轻的佛罗伦萨人为他服务，而最重要的是，战士的装束和行为方式都显示出了比普通市民地位更高的优越性；洛伦佐极力给自己罩上意大利君主国主公（Magnificenz）的光环。与此同时，按照索德里尼原有的计划，人们也开始在乡村建立一支正式的步兵部队了；军事训练在农村地区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与洛伦佐由此获得的重要地位相关联，还有其他一些规划也陆续出台。教皇尤利乌斯二世不停地呼吁把意大利从野蛮人手中解放出来，但却不能为此做出任何具有决定意义的决策，因为他必须依靠各个联盟国家的帮助，也就是说必须依靠西班牙人和瑞士人的帮助。教皇利奥十世本人掌握了比其前任大得多的权力；通过他的家族和他的侄子，他还同时统治着佛罗伦萨。他的立场态度和政策虽然与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大不相同，但是把外国人从意大利赶出去的思想与他对权力和幸福的追求紧密相连。正如他成就了许多其他事情那样，[163]人们认为他也有能力，把米兰和那不勒斯
[17]

 与教会管辖地和托斯卡纳合并在一起。倘若这样，他的侄子洛伦佐就会被赋予一种伟大而光荣的地位，特别是如果他成功地建立起一支独立军队的话，他就既不需要雇佣军也不需要同盟国了。现在，马基雅维利把他论君主的著作转呈给了这位洛伦佐，并且恰好是在这样一个时期，其时，所有人一方面还深受自己必须承受的那种压迫感，另一方面却又满怀一劳永逸地消除压迫的希望。此书形成于那种在1514年尚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之下。马克西米连（见第23章）和费兰多（见第21章）都还活着，法兰西人还被排斥在意大利之外。但是人们业已听到了这样的传言——就正式分割意大利之事，大国之间正在进行商谈。后来又出现了这样一种与之相对立的希望，即寄望于美第奇家族建立一个足以重新恢复意大利的独立的强国。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一方面感到了压力与忧虑，另一方面又满怀抵抗的激情和希望。所有愿望和感受都是以一种现实情况为基础，正如它在美第奇国家政权中表现出来的情形那样。它所涉及的首先是在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建立一个坚实的国家。马基雅维利很早就在其著作中不厌其烦地提请人们注意如何才能建设和巩固一个新政权的问题了。在《提托·李维〈罗马史〉前十书评注》中，马基雅维利用了一整章篇幅来讨论此事，这就是第1书第26章。在这里，他从古代历史上的例子中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即一位新君主必须在其国家中进行彻底变革。他坦诚地说，他不否认这些建议是残暴的，并且他的朋友和敌人也仅仅看到并指责其中的残酷性和暴虐性，但对他来说，这些思想再合适不过。可是他在这方面究竟走得多远？人们特别可以从一封写给索德里尼的信中看出；在此信中，马基雅维利把人们必须看到的一个伟大目标置于所有其他事宜之前，不必害怕运用何种手段，因为要达到一个目标，人们可以通过远不止一条道路。他在这里把汉尼拔与西皮奥内
[18]

 相互对立起来，并加以比较：汉尼拔是以其凶恶残暴、背信弃义和蔑视宗教的方式入侵意大利并使人敬畏的，而西皮奥内则是凭借其虔敬、诚实和敬神的禀赋在西班牙[164]赢得声誉。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为人处世上方式方法的不同无关紧要。他所关心的只是如何才能达到目的。
[19]

 马基雅维利正是本着这种信念和与之相关的思想写作了他那本以洛伦佐·美第奇为进献者的内容严肃的小书。他说，这就是他所拥有的最宝贵财富：关于伟大行动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又是他通过长时间的新时代经历和不间断地阅读古人历史著作而获得的，尽管不乏艰辛和危险。而所有这些知识，洛伦佐现在都可以在最短时间里一举而得。他在阅读这些文字的同时也会觉察到作者的强烈期望，即他，洛伦佐，应当成就他的幸运和其他特性使他有望成就的伟业。

二、一般性质的内容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书中的最主要内容吧。

马基雅维利既没有讨论最高权力的起源问题，也没有探究这个最高权力根据现有占主导地位的各种原则所采取的多种多样的形态问题。对于神权政治观念，对于支撑教皇和皇帝之权威性的最高司法权观念——据此，教权与皇权是同等和并行的——他也未置一词，因为他的先决条件便是他将要论述的国家完全独立。他从一开始就讨论了一个新君主国（Principates）的建立，并且他所说的这个新君主国就是佛罗伦萨。尽管确定的基调是一般研究，但他着眼的都是时间和距离最近的事物。对于路易十二在为其帝国吞并了米兰之后所带来的非同寻常的状态，马基雅维利作了比较详细的陈述。他非常好地区别了在本民族内部进行的土地占有——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和习俗相近，因而比较容易重新组合——和在异民族和异语言环境中进行的征服这两者之间的不同。他认为征服只在下列情况下才可以维持，这就是君主亲自居住在新占领地区内，或者把这些地区变为殖民地，否则的话，当地居民虽然在开始之际乐意看到某些变动，但逐渐地就会意识到他们所受到的压迫，就会很容易地转向另一个外国。他的基本原则是：必须不断制造新事件，进行新战争，正如罗马人曾经做过的那样。他因此指责他的同时代人，认为他们只满足于一时的土地占领，[165]根本不考虑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发生的变化。劝告人们保持战斗能力和清醒头脑遂构成这本书的一个基本特征，而该特征又是与时局完全一致的。马基雅维利富有才智，就是在他针对古代历史所讲的一些话中也是如此。他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所有东西都不容忽视，即使是仅居次要地位的东西也不例外。尤其是在谈论他自身所处的时代时，他所讲的一切都很有道理。

正如他以路易十二为例指出了一些应当避免的错误那样，他以切萨雷·博尔贾为例说明了一些应当遵循的行动准则。他断言，对于建立新君主国一事来说，博尔贾的所作所为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好榜样。他提到了他的欺诈和残暴，但不带任何谴责之意。他把绝大部分过失归咎于头脑简单，而奥尔西尼人恰恰因为头脑简单而败在博尔贾手下。他还把博尔贾的对内统治说成是特别值得效仿的。为了树立公开的权威，博尔贾把行政管理权交给了拉米罗·德·奥尔科
[20]

 。这是一个坚决果断、心狠手辣的人，但博尔贾授予他大大扩张了的全部权力。而在已经能够设立较安稳的文职政府后，他（博尔贾）便让人以精心选择的残暴手段把这个人干掉了，目的在于向人们表明，他对先前的暴力统治是毫不赞成的。

作者还详细讲述了切萨雷如何预先做好准备，以应对他父亲去世可能产生的影响。他彻底铲除了被推翻家族的势力，目的在于使将来的教皇不能从他们那里获得支持。对于切萨雷想使自己成为整个托斯卡纳的主人的意图，马基雅维利也表示赞许。在他看来，这个意图一旦实现，切萨雷就有可能把所有力量都联合起来，抵御任何外来攻击。从这里所写的每一个字中，人们都能看出，所有说给洛伦佐听的谏言不外于此，即其未来的强大取决于托斯卡纳和教会国家的结合，以及一个独立自主的强大国家。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对强有力的权势的渴慕取代了对佛罗伦萨自身的同情。而最为重要的事情则是：通过武力或者欺诈赢得胜利。他认为切萨雷只有一点应当受到批评，这就是他未能阻止一个他并不知道是否可靠的人当选教皇。马基雅维利也从同一立场观点出发考察当时的其他掌权者。他讲述了奥利维罗托
[21]

 在占领费尔莫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恐怖和暗杀手段，但并未对这些手段表示特别的反对。

按照他的见解，要建立一个文职政府的君主国（principato civile），有两样东西是必需的，[166]这就是狡猾和运气。而这两者都是以贵族（Grandi）和人民的对立为前提条件。通过贵族建立起来的君主国总是有局限性的，通过人民建立的君主国却是独立自主的。马基雅维利赋予人民某种优先地位，因为贵族总想压迫别人，而人民只要求自己不遭受压迫。然而现在，当他为谋求君主国而肆无忌惮地推荐阴谋和暴力手段时，他必须为这种论断提供一些经过深思熟虑、适于达到目的的建议。在这里，他把下列要求说成是最主要的，这就是建立一支能够冲锋陷阵，足以抵御来犯之敌的强大军队，并且不需要把自己关在城墙和战壕之内。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加强大都市的防御力量至关重要，因为没有人愿意攻击料定要受到抵抗的地方；德国的城市就是他的样板。

他尤其强调建立相应的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他把意大利的衰败首先归咎于人们利用雇佣军作战这一点上。他说，君主必须亲自上前线，共和国可以通过自己的武装力量进行捍卫，不能靠外国人保全。

他也从教皇尤利乌斯的事例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君主必须关心建立自己的军队的事务；教皇尤利乌斯曾因费拉拉的经历而对雇佣军产生了怀疑，采取了向盟国求助的方法，但他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没有军队会让人看不起；没有军队的主人在武装起来的臣民当中也是不安全的。君主必须把维持军队和军纪当作自己的主要事务看待。良好的军队和良好的法律是相辅相成的。

君主必须时刻牢记杰出的榜样，正如西皮奥内对待色诺芬笔下的居鲁士
[22]

 的态度那样。在谈到君主制的时候，他也提出了一些明白易懂的建议。如同圭恰尔迪尼，马基雅维利也断言，君主必须熟悉自己的大臣，大臣必须一心一意地侍奉君主。君主自然明白，应当信任真正能干的大臣。他建议设立由君主任命的行政法院，其法官必须向君主讲实话，但只回答君主的提问。君主必须询问所有事情，并且在听完了所有讲述之后，再作出决定。

这些职位是与现代君主制军事的行政管理特征相对应的，对于现代君主制自身也具有意义。然而，还有其他一些不能被人们如此平静地接受的东西。[167]马基雅维利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所阐述的学说是多么的非同寻常，但他依然说，他思考的都是有用的和真实的事情，不带任何凭空想象，而其他人却沉湎于这类想象。人们必须亲自把握实际发生的事情，而不是那些想当然的事情。期望在如此众多的坏人当中独善其身，对于君主来说，不啻一种有害的思想。君主必须既好又不好。有些人显示出了高尚的品德，但最终走向了毁灭；有些人品质恶劣，却带来了福祉和安全。

这些学说，在马基雅维利之前并非没有人提出。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与所有世纪的大师——亚里士多德，有着一种密切的关系。

三、马基雅维利和亚里士多德

这二人都是思想大师，只有个别人像他们那样出类拔萃地屹立于世，其影响跨越数个世纪，至今不衰。

没有人会想到把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与那位哲学家的著作放在一起进行考察。那位哲学家视野开阔、知识渊博，善于发现事物的本来面貌，并且，正如他曾经说过的那样，他深为自己具有下列天赋感到喜悦，这就是他从未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现在，那位哲学家也根据其一般思想把一些政治思考和政治观点整理成一个体系，而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却是建立在瞬间产生的灵感的基础之上。在16世纪，或许没有一本书比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传播得更加广泛；此书被多次翻译出版，而莱奥纳多·阿雷蒂诺
[23]

 的译本又经常再版。1506年，一个由阿尔吉罗普洛
[24]

 完成的新译本再次问世
[25]

 ，于是，不仅该书的希腊文本，该书的拉丁文本也可以被所有人得到了，毫无疑问，马基雅维利手头肯定也有此书。当韦托里在一封写给马基雅维利的信中只笼统地提及la politica（政治学）一书时，马基雅维利立即就明白他指的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但也附加评论说，他不知道这本书对于刚才谈论的问题会有什么样的见解。在写作《君主论》一书时，马基雅维利主要参考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68]第5书的第8章和第9章。在一些文字表达上，马基雅维利经常与亚里士多德完全一致。我们仅列举几处，以便从中清楚地看到这种关系。马基雅维利说：“艰难辛苦的事情，君主必须让别人去做，施恩示宠的权力却要为自己保留”（第19章）；亚里士多德写道，荣誉要本人亲自分配，惩罚则要通过别人，亦即官员和法庭去实施。
[26]

 而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这一点正是促使他深入研究法国议会的缘由，其宪法使得法国国王有可能遵守该规则。因此，当马基雅维利说：对各个行业中的杰出人物给予荣誉
[27]

 （见第21章）时，他只不过是重复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出现过的话语：那些精通某一事务的人应受到赞誉。
[28]

 人们肯定听到过下列旧拉丁文翻译的言辞：那些在某些学问上得到赞扬的人，肯定也是艺术上的杰出专家。
[29]

 马基雅维利还说：“没有比拥有信仰更重要的事情”
[30]

 ；亚里士多德则说：“首先以宗教的形式出现”
[31]

 （他必须坚持不懈地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好像他特别关心宗教信仰）。两个人都认为：“君主必须特别注意与陌生的女人保持距离”；亚里士多德说：“由于调戏强奸妇女，许多暴君陷入了穷途末路。”
[32]

 马基雅维利也说过同样的话。两个人都把“引起人们愤怒的两大主要原因归咎于仇恨和蔑视”；而那个意大利人说：“让君主考虑避免做那些招人憎恨的事情，确定他做事不会招致任何愤怒”
[33]

 ；希腊人说：“人们反对暴政的两个最主要原因是：仇恨和蔑视。”
[34]

 如果把这两段文字加以对比，人们就会由衷地相信，马基雅维利一直都对亚里士多德念念不忘。然而，就是在这里也显示出了他与亚里士多德的不同之处。亚里士多德认为，暴君必须受到人们的憎恨，而这一点又是十分必要的；马基雅维利却恰恰想要设法消除人们的憎恨。因此，亚里士多德把没落仅仅归因于腐化沉沦，“谁若耽于享乐，谁就很容易遭到唾弃”。
[35]

 马基雅维利却归因于仇恨和碌碌无为（ignavia）。再者，亚里士多德说道：“君主政体（βαбιλεíα）之产生，在‘国王的统治形成于在人民面前保护高贵者’
[36]

 ，其目的在于保护高贵者免遭人民的迫害。”他指的是一种受到大人物制约的君主政体。恰恰相反，专制统治则是要保护人民免遭大人物的迫害，“（但是暴君却）来自反对贵族的人民和民众，这样一来，人民就不再会受到贵族的不公正对待了”。
[37]



现在，马基雅维利混淆了君主政体和专制统治之间的差别，这一差别不仅在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学和政治学中，就是在柏拉图那里，也是清晰可见的，马基雅维利却干脆为其君主们省略了暴君之名。不过，他显然也注意到了亚里士多德的那些论述。他说：“权力要么是由人民，要么是由伟人带来的”
[38]

 ，他也承认，一部分人需要帮助以对抗另一部分人，[169]但又补充说：人民“需要被保护”
[39]

 ，奋起反抗进行自卫。相反，大人物们总是欺压人民，“这样，在君主的阴影之下，他能够表达任何欲望。”
[40]

 对于大人物们，他显示出了佛罗伦萨人民党人的仇恨和抵抗意志。因此，当亚里士多德继续说“君主必须为那些拥戴他登上高位的人们提供服务”时，马基雅维利就进一步强调指出：“通过人民上台的君主必须把人民笼络住，而通过大人物上台的君主首先必须赢得人民的支持。”

如果说对亚里士多德原话的重复很值得注意的话，那么对亚里士多德的偏离更不容忽视，因为它们反映了时代和人物的差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国家建立在深深扎根于人们心灵中的公正思想的基础之上，因为虽然有个别比较重要的思想家发表过反对意见，但从整体上看，人们还是必须承认，公正，如同美、真、善等一样，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一个理想。偏离公正的行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似乎是一些实事，而在马基雅维利那里似乎是一些建议。亚里士多德曾经说：“暴君必须是讲道德的，至少必须是半好半坏的，决不可以是彻头彻尾的坏蛋”
[41]

 ，而马基雅维利却说：“如果君主可在慷慨和吝啬、残忍和善良、诚实和背叛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么，他只能选择吝啬、残忍和背叛。他决不允许让人在他身上看到任何善良、优柔寡断和悲怆怜悯的痕迹。只要他健康长寿，大权在握，人人都会对他的手段表示赞许。”
[42]



一位热爱自由的人怎么能够写出这样令人恐怖的东西呢？我们不由得回想起马基雅维利在那封写给索德里尼的信中的一段表白，在这里，他探讨了为实现预定目标而可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方法。皇帝提图斯
[43]

 曾说他的国家天天都面临各种各样的威胁，因此，他从不向人展示任何善举。马基雅维利就此说道，的确存在另外一种人，他们恰恰因为对人行善而要担心自己受伤害。现在，他从这些论述中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我相信，他说，正如大自然赋予人类不同的面貌一样，它也赋予人类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追求（fantasia）。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想和追求。因此，他设想，那些幸运的、成就了某些事业的人，[170]一定是顺应了时代要求的人，而那些不幸的人则是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的人。每个人拥有的或大或小的幸运都取决于其所处环境的差异。这种反思同样出现在其他地方，就是说也出现在圭恰尔迪尼那里；在进行这种反思时，马基雅维利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早在16世纪就已经有人说过，马基雅维利曾断言，他在向洛伦佐提出这些建议的时候，是对洛伦佐的本性进行过研究的。
[44]

 我们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这个说法，但对于作者来说，环境是如此恶劣，人又是如此卑鄙，只有邪恶之途才能使人达到目的。

“如果说人是好的，这些建议就是坏的”，马基雅维利说，可是现在的人的确坏透了。其内心充满了蔑视、仇恨。亚里士多德曾说：“抢劫只会激起贪婪之心，侮辱却能激发善良之心”，马基雅维利却说：“千万不要抢劫他人的财产。人们忘记父亲被谋杀比忘记财产损失还来得快些。”因此他充满感慨地说：“人是不知感恩的、怯懦的、伪善的，只知追名逐利。只要危险还很遥远，你给他们一点好处，他们就会为你献出生命和鲜血、财产、孩子；但当危险逼近你时，他们又会跳出来反对你。”

根据上述所有情况，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原本只是针对他要呈献这本书的那个人，即洛伦佐·德·美第奇的处境而作，并且是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入手：一是出于在佛罗伦萨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政权的考虑，二是出于对意大利整体事务的考虑，而这又是所有思想家都密切关注的事情。

大多数人希望由一个伟人来拯救。波利多罗·韦尔吉利
[45]

 当时远在伦敦，他写作了《无奇不有》（de prodigiis
 ）一书，并将此书呈献给乌尔比诺的弗朗切斯科·马里亚
[46]

 ，清楚无误地表达了这样一种希望，即意大利国家的复兴最终将[171]由乌尔比诺的弗朗切斯科·马里亚来实现。
[47]

 当时已经是1526年了。而在20年之前，约翰·安东·弗拉米尼乌斯（Johann Anton Flaminius）就曾态度坚决地向教皇尤利乌斯建议说：

敢于强迫人民像一个人那样行动的严厉指挥官是必要的；

缺乏团结的人是无法拿起武器的。
[48]



历史编纂者瓦尔奇的见解与之完全相同。“意大利绝不会平静，除非有一位君主对它实行统治。”
[49]

 我们看到，这种观点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是如何得到顽强坚持，在他那里，它是那两部较大著作所阐述的最终结论，也是其全部经历和阅读的心得。

《君主论》绝不是一般性教科书，附属于它的还有许多短论和专论；它不是为了使人认识一位暴君而写的，因为像他描写的那样的暴君，人们早就见怪不怪了。正如马基雅维利在弗朗索瓦一世入侵意大利时向教皇利奥提出建议时的情形那样，该建议也是以一个一般要求为依据的，这个一般要求就是“避免受到轻视和仇恨”
[50]

 ；也如他向同一个人通报一份广泛流行的关于佛罗伦萨最终宪法的草案那样——他这样做并非毫无缘由——他同样坚信君主权力的重要性，尽管未被要求，仍以著作的形式，为洛伦佐写作了《君主论》。它是这样一种建议，它试图让洛伦佐知道，他怎样做才能够强大起来，怎样做才能够成为意大利的主人和解放者。他的基本思想是：应当通过某种极端残忍手段，把已经彻底腐败堕落的意大利改造成为一个统一体；而残忍的手段是唯一的可靠保证；只有它才能够把意大利人塑造成一个整体，共同抵抗外来之敌，把他们驱逐出境，恢复意大利的声誉。这一点在全书结尾部分得到了直言不讳的表达：“希伯来人曾在埃及沦为奴仆，波斯人曾遭受过压迫，雅典人则颠沛流离，但随后有摩西的德行、居鲁士的勇气、提修斯的美妙昭彰于世。与犹太人相比，意大利人的受奴役状况更严重；与波斯人相比，意大利人被压迫的程度更深；与雅典人相比，意大利人的分崩离析更加糟糕；没有领袖，没有秩序，遭受打击，被抢掠，被分裂，被破坏，精神空虚。人们期待一位伟人能够抚平他们的创伤，能够使他们摆脱野蛮人的残暴。可是除了您高贵的家族，再也没有人可以指望了。请想一想那些人吧！他们是罕见的和了不起的人！[172]可是他们拥有的机会比您少，并且他们的事业并不更加公正。上帝赋予您无与伦比的幸运；大海自动分开，乌云为您让路，灵粮
[51]

 自天而降。上帝不想做所有的事情，他不想使我们丧失自由的意志。其余的一切都必须由您亲自来成就。”

应当把这个希望寄托于谁呢？当利奥十世成为教皇时，也在佛罗伦萨再次被置于其管辖之下后不久，该城和教皇宫廷中的许多达官贵人聚集在一起，共商意大利的未来发展问题，并且一致同意，让利奥的兄弟朱利亚诺继任那不勒斯的国王，利奥的侄子洛伦佐成为米兰的公爵。人们还试图通过预言和奇迹使朱利亚诺温和的心灵坚强起来，激励他做一番大事业。洛伦佐不乏好战精神，但他想要表现得比他的实际情况更加粗野一些。民众也公开地说，这个人将要把位于第勒尼安海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所有国家都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庞大的王国。
[52]

 “我们欢迎他成为托斯卡纳的国王”，乌尔里希·胡登喊道。
[53]

 胡登所说的这个人就是卡泰琳娜·美第奇的父亲。
[54]



结语

只要人民党尚存，马基雅维利就是这样一位地地道道的佛罗伦萨人，他心满意足，忙忙碌碌，全身心地投入使他的故乡在人民党人政府管理下尽享自由的事业。岂料美第奇家族又回来了，不过，他们不久也重新接受了人民党人思想，并且把佛罗伦萨君主国的权力追求与意大利争取独立自主的努力等同了起来。马基雅维利立即投靠了美第奇家族，但他已不再仅仅是一位佛罗伦萨人了，意大利人的特征在他身上日益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他也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到意大利的解放事业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没有诅咒佛罗伦萨正在遭受奴役的现状，相反，他把这种现状看作统一的基础，是使一般意义上的祖国获得彻底解放的基础。他恰恰是依据这样一些思想来撰写他晚年的政治作品，首先是他的《君主论》一书。

这些书发挥了什么作用呢？他的急切警告越来越微弱，事态的发展停留在它们原来的轨道上。他的著作和事态的发展联合起来把他彻底打垮了。

意大利没有统一起来，佛罗伦萨获得了[173]一种有利于法兰西人的解放，真正的人民党人并不愿做马基雅维利要求做的事情。他们疑虑重重地说：“除了完全葬送佛罗伦萨的自由之外，《君主论》还有什么其他目标吗？”他在1512年以前曾经工作过的秘书厅，现在根本回不去了。除此之外，他还因为他的尖锐言论制造了许多敌人。作为报复，人们对他的个人生活进行了严厉得无以复加的抨击。新执政党的嫌弃、失意和贫困，加上原先他所从属的人民党人的鄙夷，所有这一切都使他看不到实现他后来树立起来的目标的希望了，也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马基雅维利于1527年6月22日去世了。为了使守法市民真正仇恨他的某些基本原则，人们至今还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些原则。对于《君主论》的错误理解同样是基于下列情况：人们往往把马基雅维利的学说当作一般学说来看待，而在实际上这些学说仅仅是为实现一个特定目标服务的。在此，人们完全忽略了，他所谈的是一个新兴君主国，这个君主国身处众多激烈反对它的党派中间，必须借助所有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现在自我保护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就连那些可能会与道德观念和宗教信条发生冲突的手段也被寻找出来并被加以利用。马基雅维利是一位思想活跃的人，他在身陷道德困境的时候，自动抛弃了所有疑虑，超越了善与恶之间的差别。即使不跟随他，也不是为他开脱罪责，而是坚决地坚持道德世界秩序的永恒法则，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有着杰出贡献的作者。他绝非一个坏蛋，他这样做，已经是完全不计较善与恶的问题了。他之所以推荐恶行，只是因为它可以使佛罗伦萨和意大利在当时所处的恶劣局势中实现预定的目标。有一种世袭君主的立场观点与之格格不入，而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
[55]

 就是以其反马基雅维利的态度、从这种立场观点出发的。这种立场观点建立在古老王朝权威的基础之上，至于那些必须用暴力来压制的强有力的党派，在这里根本未被考虑。这样的君主大概可以考虑贯彻那些支撑一般世界秩序的思想观念；他拥有武力；也没有人指责他拥有武力的合法性。马基雅维利心目中的君主国则与之有天壤之别。他的君主是这样一位君主，他没有一种[174]可供利用和加以巩固的世袭权力，特别是在拥有武力方面。至于一位没有争议、以和平方式占据王位的君主应当做什么和允许做什么，马基雅维利根本没有讨论。如果设想那些被他视为必要的、有助于某个篡位者谋取和巩固权力的暴力的基本原则，也可以由某位没有争议的、合法的君主加以运用，那就十分可怕了。

出于公正起见，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不同：马基雅维利期望拯救意大利，但意大利本身的状况却使他感到如此绝望，以至于他甘冒风险，为它开出了一个以毒攻毒的药方。




[1]
 Ottaviano Fregoso's zu Genua，1470—1524年，热那亚共和国总督。


[2]
 Cardinal dei Medici，指Giulio de' Medici（朱利奥·德·美第奇）。


[3]
 Fabrizio Colonna，即Fabrizio I. Colonna（法布里齐奥一世·科隆纳），1460—1520年，效力于教会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意大利雇佣军首领，1519年成为帕里亚诺第一任公爵。


[4]
 Lorenzo von Medici，即Lorenzo II. de' Medici（洛伦佐二世·德·美第奇）。


[5]
 Navagero，即Andrea Navagero（安德烈亚·纳瓦杰罗），拉丁文写作Andreas Naugerius（安德烈亚斯·瑙杰里乌斯）或Naugerii（瑙杰里），1483—1529年，出身于威尼斯贵族家庭，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诗人。


[6]
 纳瓦杰罗著作，1530年。——原注


[7]
 Philipp von Macedonien，即Philipp II.（腓力二世），公元前382—前336年，公元前359—前336年为马其顿国王。他组建了一支常备军，训练了一种战斗力很强的“马其顿方阵”，并创立了强大的海军，在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一役中打败希腊联军，确立了马其顿对希腊诸城邦的控制。公元前336年在进军波斯前夕被人谋杀。


[8]
 Michelotto，即Michelotto Corella（米切莱托·克雷拉），也写作Michelotto Coreglia（米切莱托·克雷利亚），西班牙人，瓦伦西亚雇佣军首领，马基雅维利选择他为佛罗伦萨国民军首领，1508年阵亡于米兰。


[9]
 圭恰尔迪尼：没有咨询委员会十成员，城市领导就赋予他莫大权威（Guicciardini: senza far consulta dei Dieci della pratica colla autorità della Signoria）。——原注


[10]
 对此，《未刊著作》中包含有富有教益的新文献。——原注


[11]
 圭恰尔迪尼：《未刊著作》第3卷，第380页：有必要找到一位值得信任的人（E’vi voleva unc di chi e’ si potessi fidare）。——原注


[12]
 在1512年11月8日颁布的法令中，有这样一段话：伟大的和杰出的统治者宣布废除、剥夺尼科洛·迪·伯纳尔多·代·马基雅维利的职务，并将他从上面提到的由佛罗伦萨伟大的和杰出的统治者主持的第二办公厅彻底地赶了出去（Magnifici et Excelsi Domini cassaverunt，privaverunt et totaliter amoverunt Nicolaum domini Bernardi de Machiavellis ab et de officio cancellariae secundae praefatorum Magnificorum et Excelsorum Dominorum Florentiae）。——原注


[13]
 Giuliano，即Giuliano II. de' Medici（朱利亚诺二世·德·美第奇），1479—1516年。朱利亚诺是老洛伦佐的三个儿子之一，皮罗二世·德·美第奇和乔万尼·德·美第奇的亲兄弟。1492年，皮罗在老洛伦佐去世后接管了佛罗伦萨统治权，但在1494年被人民起义推翻，并死于流亡途中。在1511年的神圣同盟将法国军队赶出意大利之后，美第奇家族重新夺取了佛罗伦萨的执政权。首先是乔万尼执政。1513年，乔万尼当选教皇（称利奥十世），朱利亚诺遂接替他执政。1515年，利奥十世派遣朱利亚诺出使法国，他们的侄子洛伦佐二世·德·美第奇暂时代理执政。1516年3月，朱利亚诺去世后，小洛伦佐便成为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了。


[14]
 Giulio，即Giulio de' Medici（朱利奥·德·梅迪奇），1478—1534年，是佛罗伦萨朱利亚诺一世·德·美第奇的私生子。教皇利奥十世宣布他是朱利亚诺一世·德·美第奇秘密结婚后生的孩子，是美第奇家族的合法继承人，并授予他许多有俸禄的高级教职。利奥十世去世后，阿德里安·弗洛里斯措恩继任教皇，称哈德良六世。1523年，哈德良六世去世，朱利奥当选教皇，称克莱门斯七世。


[15]
 皮蒂的《历史》，载《历史档案》（Pitti's Istoria. Arch，storico
 ），第1卷，第114页。——原注


[16]
 Alfonsina，即Alfonsina Orsini（阿尔方西娜·奥尔西尼），1472—1520年，塔利亚科佐伯爵罗伯托·奥尔西尼的女儿，1487年嫁与皮罗二世·德·美第奇，并与他生养了儿子小洛伦佐。1503年，阿尔方西娜·奥尔西尼丧偶，成为寡妇。1512年，她和儿子与乔万尼和朱利亚诺·德·美第奇一起返回佛罗伦萨。小洛伦佐后来代理朱利亚诺执掌佛罗伦萨统治权，但他同他父亲一样喜爱文学艺术，政治上优柔寡断，凡事都要征求母亲的意见，因此之故，阿尔方西娜·奥尔西尼就成为佛罗伦萨的实际决策者了。


[17]
 从亨利八世在1514年4月10日发给他的驻罗马公使的一个指令中，人们看到，国王费兰多担心他将在那不勒斯受到教皇的攻击。《教皇信函》，第1卷，第4995页。——原注


[18]
 Scipio，即Publius Cornelius Scipione（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皮奥内），公元前235或前237—前183年，古罗马共和国政治家和军队统帅，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方面的主要将领之一，以在扎马战役中打败迦太基统帅汉尼拔而著称于世。


[19]
 致皮罗·索德里尼（Piero Soderini）的家信第41封。——原注


[20]
 Ramiro d'Orco，？—1500年，意大利雇佣军首领和切萨雷·博尔贾的重要将领之一，曾协助博尔贾征服罗马尼阿，并残杀了许多无辜。为了取得当地居民的信任，博尔贾不惜杀害奥尔科以表示其反对杀戮的仁慈之心。


[21]
 Oliverotto，即Oliverotto da Fermo（奥利维罗托·达·费尔莫），约1475—1502年，意大利雇佣军首领，切萨雷·博尔贾的主要将领之一。


[22]
 Cyrus，公元前590—前529年，古代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和皇帝，前550或558—前529年在位。他以伊朗西南部的一个小首领起家，经过一系列的胜利，打败了米底、吕底亚和巴比伦，统一了古代中东大部分地区，建立了从印度到地中海的大帝国。


[23]
 Leonardo Aretino，即Leonardo Bruni（莱奥纳多·布鲁尼），约1369—1444年，佛罗伦萨的国务要员和人文主义者，曾将大量古希腊作品翻译成拉丁文，其中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24]
 Argyropulus，即Giovanni Argiropulo（乔瓦尼·阿尔吉罗普洛），约1415—1487年，拜占庭人文主义者，翻译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25]
 施奈德版，第2卷，第IX页。——原注


[26]
 [image: 0331-1]



[27]
 意大利文：Deve honorare gli eccellenti in ciascuna arte。


[28]
 [image: 0331-2]



[29]
 拉丁文：qui valde laudati sunt in aliquo studio，eximie peritos artium aliquarum。


[30]
 意大利文：non è cosa piu necessaria a parere d' havere，che religione。


[31]
 [image: 0331-3]



[32]
 [image: 0331-4]



[33]
 意大利文：lo principe pensi，di fuggire quelle cose，che le faccino odioso e vile，e qualunque volta fuggirà questo，non troverà -pericolo。


[34]
 [image: 0332-1]



[35]
 [image: 0332-2]



[36]
 [image: 0332-3]



[37]
 [image: 0332-4]



[38]
 意大利文：Il principato è causato o dal popolo o da' grandi。


[39]
 意大利文：per essere difeso。


[40]
 意大利文：per poter sotto l'ombra del principe sfogare il suo appetito。


[41]
 第5卷，第9页。——原注


[42]
 第16、17、18章。——原注


[43]
 Titus，即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提图斯·弗拉维乌斯·维斯帕西亚努斯），39—81年，罗马帝国弗拉维王朝的第二任皇帝，79—81年在位，是一位在当时受到人民普遍爱戴的皇帝。


[44]
 在这本书中，他不仅沿袭了自己的意见，同时接受了与他有书信来往之人中的一个人的意见。波利《书信集》，第1卷，第266页。——原注


[45]
 Polydor Vergili，即Polidoro Virgili（波利多罗·韦尔吉利）。


[46]
 Franz Maria von Urbino，即Herzog Francesco Maria Sforza von Mailand。


[47]
 《对话》序言，第III页。——原注


[48]
 拉丁文：Dux opus est acris，populos qui cogat in unum；Qui male concordes iungat ad arma amanus。弗拉米尼乌斯致尤利乌斯，载罗斯科：《利奥十世生平事迹》，第384页。——原注


[49]
 《佛罗伦萨史》（Istorie Fiorentine）
 ，第95页。——原注


[50]
 拉丁文：fugere in effectu contemtum et odium。


[51]
 Manna，《圣经·旧约》中所说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所食神赐之物。


[52]
 约维斯：《利奥生平事迹》第3书，第95页。——原注


[53]
 弗雷赫鲁斯：《德国作家》第2卷第395页的作者箴言。——原注


[54]
 即洛伦佐二世·德·美第奇，他在1518年5月13日与奥维涅伯爵的女儿马德莱娜·德·拉·图尔结婚后，生有女儿卡泰琳娜·德·美第奇。


[55]
 Friderich II.，1712—1786年，出身于霍亨索伦家族，自1740年继任“普鲁士的国王”，自1772年起成为普鲁士国王和勃兰登堡选侯。他是“开明”专制主义的代表，在其统治期间，普鲁士成为在法国、大不列颠、奥地利和俄罗斯之后的欧洲第五大国。



译后记


孙立新


一般认为，19世纪德国史家利奥波德·冯·兰克著《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14年）》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西方历史科学的开始，然而，至今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是，西方历史科学的发轫并非缘于该书正文的历史叙述，而是这一名为《近代史家批判》的副卷；借助这一副卷，兰克不仅在西方史学界首开史学批评之风气，也为史料考证树立了榜样，为历史研究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奠定了基础。

在《近代史家批判》出版之前，西方人普遍把历史编纂看作文学创作的一个分支，历史编纂者也多为社会各界的业余爱好者，其写作目的或者是褒善贬恶、激励后世，或者仅仅为附庸风雅、博得美名。而在具体写作方面，虽然大都强调纪实，但在实际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能力广泛收集和批判地利用史料，揭示历史事实真相；大多数人则习惯于相信权威作者和他们提供的史料，依赖先前作家的作品来炮制自己的史书，也更多地注重人物、事件和情节描写，强调文采、优雅和可读性；还有一些人为了迎合时尚，不惜杜撰、虚构、篡改史实，大肆渲染趣闻轶事和神话传说。很少有人反思前人修史之得失，更没有把批判地利用前人研究成果视为历史编纂的必要环节。宗教改革时期，福音教历史编纂者为了揭露天主教会的腐败和虚伪，论证福音教的正确性和合法性，曾对天主教会的历史编纂进行了严厉抨击。然而，这种史学批评带有强烈的教派偏见，不是客观公正的评论，而是教派论战。

兰克首开全面系统的史学批评之风。他在《近代史家批判》中以“求真务实”为评价标准，运用语言学等批判方法，对近代早期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和法兰西诸国六十余位历史编纂者进行了深入考察，一方面肯定他们为历史研究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另一方面也指出他们著述活动的不足，并为未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意大利佛罗伦萨城市贵族、曾任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驻西班牙宫廷使节、天主教会高级官员的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也是一位历史编纂者，他所写的《意大利史》甫一问世，立即引起极大关注，“几乎完全左右了后人的见解”，“被看作与古典作品并列的不朽之作”。对于这部权威著作，兰克不惜笔墨，用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进行了透彻剖析。在他看来，该书根本不配享受人们以往赋予它的荣誉，根本称不上是具有原始资料价值和经过细致研究的杰作。它仅仅是一种加工，并且是一种谬误百出的加工。它的许多内容是作者近乎复制般地从其他著述中抄来的，其中有些内容是错误的，另外一些内容则是值得怀疑的。圭恰尔迪尼还经常错误地利用甚至歪曲原始资料。他虚构了若干演讲词，篡改了一些条约内容，忽略了许多重要史实，甚至用信仰者的言辞来讲述类似于“奇迹”的事情。就连对他本人的活动的记述也是值得怀疑的。

那么，圭恰尔迪尼著《意大利史》为什么能够获得巨大成功呢？对此，兰克也做了认真分析。在他看来，圭恰尔迪尼穿插在行文中的若干议论十分精彩，既彰显作者的胆略和睿智，同时又是其他人应付类似情况的良好建议。圭恰尔迪尼颇具天赋地把他本人的亲身体验与适当的一般性反思联系起来，他在解释某一人类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于人与生俱来的激情、虚荣心和自私自利思想方面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和大师。当时大多数历史著作都是区域性的，自然带有地方特征，是作者根据特定立场和家乡利益而写作的。圭恰尔迪尼却想在佛罗伦萨建立一个机构完备、设施健全的共和国，使意大利摆脱所有“野蛮人”的统治，消灭世界上的教士专制。他视野开阔，理想远大，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对非佛罗伦萨的事件进行了详细论述，对并不直接涉及共和国的军事行动也加以突出强调。圭恰尔迪尼还摆脱了所有从教会史角度考察现实世界关系的做法，适应了一种现代精神的发展趋势，而这一趋势在18世纪时促成了一种普遍信仰。然而，圭恰尔迪尼关心的更多的是原因和推论，而不是事实本身。他并不讳言自己的实用主义，自视为一个控告者而不是见证人。圭恰尔迪尼著《意大利史》的确是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只是其若干叙述未能如实地反映客观事实。

与备受推崇的圭恰尔迪尼不同，意大利史家保卢斯·约维斯（也称作乔维奥）却在生前身后饱受诟病，被许多人视为说谎者和谄媚者。兰克力排众议，通过考察约维斯对于他的恩人，如教皇利奥十世、哈德良六世和克莱门斯七世的评论，证明他并非谄媚迎合或蓄意诽谤之辈。约维斯还是一位能够真正反映历史实际的作家。他利用身处罗马教廷的便利条件，通过广泛的交际和孜孜不倦的研读，搜集了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约维斯还特别勤奋地运用地图绘制学知识，对苏格兰、英格兰、匈牙利、波兰、俄罗斯、波斯和土耳其等地的习俗进行了生动描写。他对拉丁文的娴熟运用令十分挑剔的詹巴蒂斯塔·维柯也深表赞叹。

约维斯的不足之处在于他对事物的认识不够深入，缺少尼科洛·马基雅维利那种敏锐精神。在其著作中，公共事务状况从未被加以探究，政治空空如也。特别是他过分注重可读性，沉湎于雕琢文字不能自拔，而过度的修饰经常遮蔽了事实真相。为了保持某种风格，他甚至不惜故意打乱先后顺序。尽管如此，约维斯写作的大大小小的著作包含有大量出自一手、值得信任和非常独特的笔记，构成了认识16世纪前半叶的一套完整的百科全书，是作者所研究的那三分之一多世纪的一座辉煌纪念碑。

兰克还十分推崇西班牙史家格罗尼莫·组里塔，认为他对西班牙档案进行过很彻底的研究，他的著作完全来自公使、战地指挥官、参加者的报道，是真正原始文献性质的，具有证书般的可信性。他的《天主教徒费兰多国王的故事》（完成于1579年）相比于其他同类著作是最富教益的。

组里塔的不足则在于他只把他所掌握的报道汇总了起来，没有进一步使之变成为前后贯通、首尾相应的统一体。他忠实于他所掌握的原始文献，以至于把一些极不相称的东西堆积在一起，把趣闻轶事也编写到法国、西班牙、佛兰德斯和意大利等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中。组里塔还坚决拥护绝对君主制，无条件地支持西班牙国王的各项政策，包括驱逐犹太人的政策。与之相反，他对教皇和神职人员却毫不宽容，认为“反对土耳其的战争和反对教皇的战争完全一样，都是神圣的”。在论述镇压摩尔人的军事行动时，他有时会谴责希梅内斯，但从未谴责过国王。虽然没有歪曲、美化或隐瞒事实，但也反映出了明显的政治倾向。

与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相比，德国的历史编纂要落后得多，人们若想对一些重大事件有所了解，必须去查阅外国人的著作，向外国人“乞讨”本民族的历史。对于造成德意志史学落后的原因，兰克也做了相当深刻的分析。在他看来，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德意志人很少参与当时欧洲的重大事务，也不知道自己会从这些事件中受到多么大的影响；二是各邦国诸侯在处理公共事务时，惯于保守秘密，普通民众没有机会参政议政；三是宗教改革使整个民族分裂成两个相互敌对的部分，全民族的注意力都集中于自身而无暇他顾。然而，在德国，有价值连城的档案文件、书信、传记、编年史等资料，不仅对于书写民族历史至关重要，对于编写近代欧洲一般历史也不可或缺。因此，兰克大声疾呼：“需要有这样一个人，他拥有一定知识，怀揣足够多的推荐信，并且身体健康，愿意走遍德国各地，孜孜不倦地去探寻一个行将没落但又触手可及的世界的残留物。我们为了追寻某些尚不为人所知的禾本科植物不惜深入利比亚沙漠；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中，我们的祖先们的生活不是同样值得怀着这种热情去探寻吗？”

在进行史学批评时，兰克还凭借丰富的语言学、文学、神学和历史学知识，运用排比、联想、推测等手段，对涉及近代史开端的若干史料进行了严格甄别，不仅找出了一些能够真正反映事实真相的原始记录，还提出了一整套辨别史料真伪的方法，奠定了现代考证学的基础。

兰克指出：“在考察那些被我们一致视作史料提供者的描写实际发生的事件的历史编纂者的时候，需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是不是事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或者他们仅仅是同时代人而已。”而在利用其著作之前，“人们必须问一问，它所提供的情报是不是最原始的？如果是借用的，又是利用什么方法借用的？是以何种研究方式把借用的资料吸收消化的？”由此可见，兰克相信见证人的报道——如日记、书信、使节报告等——是最重要、最可靠的史料。他也经常引用这些史料，反驳各种各样的错误观点。

但也应当看到，兰克并不是无条件信任事件参与者和目击者，而是主张根据其写作动机和写作方式判断其著作的史料价值。例如圭恰尔迪尼身居要职，参与过许多重大事件，有条件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直接观察，但他倾向于理论思考，热衷于探讨政治原则，在写作历史著作时，并不考虑真实性问题，也没做任何调查研究，因此，他的著作并无多大史料价值。

即使是一些被人引用的原始文献本身也需要进行考证，以便确定其真实性。在此，兰克运用了一系列方法进行史料内证，得出了许多令人惊叹的结论。首先是语言文字、修辞方式和具体内容分析。兰克把圭恰尔迪尼著《意大利史》与加利亚佐·卡普拉著《米兰公爵弗朗西斯光复原位记事》两相对比，发现圭恰尔迪尼对某些历史事件的描写与卡普拉完全相同，几乎逐字逐句地把后者的拉丁文翻译成了意大利文。就是在与卡普拉有出入的地方，圭恰尔迪尼也以后者的著作为叙事基础。在抄袭而来的内容中，有的无疑是错误的。

兰克还看到，许多人将西格蒙德·冯·比尔肯在1668年编辑出版的《奥地利大公世家的荣誉见证》视为汉斯·雅科布·富格尔的原著。但是通过考察，兰克发现，比尔肯著作中的部分语句均是17世纪的惯用语，由此断定此书出自17世纪而非16世纪，也就是说并非富格尔的原著。

在讲述弗拉施滕兹战役时，皮尔克海默尔对海尼·沃尔雷本作了如下描述：“手持叫做halapardam的长柄双刃斧，斜抵敌人的长矛，使他们很长时间都难以脱身，直到被很多长矛刺穿，最终倒下。”但在兰克看来，这是经过文学加工的阿诺尔德·温克尔里德的历史，绝不是对于沃尔雷本阵亡情况的真实写照。

又如内布里萨在写作涉及天主教国王费兰多一系列活动的《十卷书》时，运用了许多维吉尔诗句。他还以古代文学家描述埃帕米农达之死的方式，详细讲述了帕谢科的死亡过程。鉴于此，兰克指出，此类描写不是历史编纂，而是文学创作。

兰克还根据常理和已知事实，揭露伪造的史料。费兰特·贡扎加写给他远在曼图亚的兄弟的书信可谓最重要的原始文件，但在兰克看来，这些书信根本靠不住。因为他看到，贡扎加称其兄弟为Eccellenza vostra（阁下），并且他在信中只讲了一件事，这是不符合常理的。兰克质疑：“费兰特怎么会用这样一种精致典雅的风格写信？有许许多多事情等待处理，他怎么会只讲那一件事而对其他事不闻不问呢？”贡扎加写于8月4日的第三封信包含最重要的内容，但它讲的一些事情与已知事实不符。他说：“前天”，也就是8月2日，“坎乔·奎尔乔出来面见奥拉尼的诸侯并且再次被派进去，然后又出来了。”但在实际上诸侯已在1日离开了营地，2日已经到了达皮斯特亚。这些事实足以证明该信是伪造的。

兰克还根据情理和可能性，推测成因，判断真伪。他看到，在由鲁谢利编辑出版的《王公书信》中有三封注明作者为卡耶坦的红衣主教（即托马斯·德·维奥）的信函。萨比努斯和施莱丹均以这些信函为依据来描写卡洛斯一世当选“罗马—德意志人国王”事件。但仔细阅读这些信函，人们可以发现，红衣主教向教皇利奥十世汇报的均是教皇本人肯定早就熟知的事情。一位通晓世事的红衣主教竟敢向同样通晓世事的教皇半真半假地汇报这些尽人皆知的事情，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这些书信纯属伪造。

皮特鲁斯·马提尔编辑出版的书信的原始性也值得怀疑。兰克指出，这些信件，尽管是写给不同的人，但却没有特别的重复和间断，而是带着一种连贯性来叙述事件。马提尔像一个预言家那样，能预先看到一些事情的结局。甘地亚的公爵（der Herzog von Gandia）是在1497年7月被谋杀的，然而马提尔似乎早在1497年4月就知道了此事，讲了出来，甚至还讲了此事产生的后果。因此，这些书信大概是经过了加工，作者在加工过程中把原因和结果有机地联系起来，并且，凡是他认为重要的事情，都通过用比较重的语气和措辞，加以突出强调。无论作者想在什么时候写和怎样写，这些书信绝不可能是在当时写的，也绝不可能是如此写的。

马利纽斯·西库鲁斯著有21卷本《西班牙难忘之事》，在书中列举了若干长篇大论的演讲词。西库鲁斯还声称自己满足于把亲身参加过战斗的贡扎尔·德·阿维拉和约翰·洛赫伯丁的报告从西班牙文翻译成拉丁文，以示其描写的真实性。但在兰克看来，即将奔赴前线的勇士们根本不可能构思出这些演讲词，纯粹是历史编纂者的修辞学装饰。

对于当时历史编纂者经常在自己的书中插入一些演讲词的做法，兰克推断，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对古人的模仿。在当时的高级和低级学校内外，人们都热衷于练习写作和发表谈古论今的演讲。学者们也十分迷恋古人的写作方式，主动迎合李维的风格，在历史著作中添加许多演讲。有的人则通过杜撰的演讲词，表达对时局的见解，煽动民众拥护自己的主张。无论怎样，它们均与记录历史事实的历史文献毫不相干，纯属编造和虚构。

孤证不为成说。兰克在否定或肯定某一观点时，大都列举多种见证人意见一致的记录，有时还列举有说服力的旁证，以便加强自己见解的说服力。例如在驳斥圭恰尔迪尼把加利亚佐·圣塞韦里诺描绘为懦弱的背叛者（1499年征服米兰事件）时，兰克就不仅参阅了洛多维科·斯福扎本人写的一份报道，而且还参照了罗斯米尼在《特留尔乔的生平事迹》一书中公布的书信和另一份材料。按照这些见证人的报道，加利亚佐自始至终都在其主人的鞍前马后，并且当事态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时，他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勇敢地骑马冲到国王前面，最后不幸在帕维亚战役中阵亡。兰克指出：“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我们必须抛弃所有恶意的攻击。”

对于圭恰尔迪尼自我陈述的他在一些事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兰克也根据贝莱、卡珀桑、卡珀拉、那尔第、瓦尔奇、内尔利和约维斯等多人的记录，提出了严重质疑。

兰克学识渊博，洞察入微，探究深入，辨析细密，评判合理，其史学批评和史料考证体现出高度的学术见识和研究水平，不仅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也逐渐成为历史研究规范。时至今日，要想成为合格的历史学家，大都必须接受严格的专业培训，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熟悉前人研究成果，具备史料考证技能。而在写作某一历史著作时，也必须首先进行全面系统的学术梳理，提出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充分积累经过核查的可靠资料。历史研究由此成为主要由专业人士从事的领域。历史著作也由此获得了高度的权威性和神圣性，足以抵御业余爱好者的拼凑作品或普及读物的侵犯。

在翻译过程中，部分人名、地名和专门术语的译法，有必要略作说明：

（一）由于本书涉及国家和语言众多，原著作者在列举人名时又比较随意：有时将外国人名德语化，有时又直接搬用外文原名；有时写出了全名，有时只呼其姓。还有不少拉丁语名字或拉丁语化的名字，因词尾变化，读音大不相同。为了统一和明了起见，本译本采取了下列几种处理方法：首先是根据人物所在国，按照其母语名字进行翻译（音译），例如Franz Guicciardini就是一个德语化的意大利人名，如果直译，应为“弗兰茨·圭恰尔迪尼”，但其意大利文写法是Francesco Guicciardini，因此本译本统一译作“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再如Franz I.，音译为“弗兰茨一世”，但它所涉及的是一位法国国王，法文写作François Ier，故译作“弗朗索瓦一世”。其次是按照原著的写法翻译，但若原著中只有姓氏，则在该人名初次出现时，加注说明其全名，如法国编年史家Monstrelet译作“蒙斯特雷”，在译者注中注明全名Enguerrend de Monstrelet（昂格朗·德·蒙斯特雷）。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一些书名的翻译，如原著中提到圭恰尔迪尼著Discorsi
 一书，全名Del reggimento di Firenze or Dialogo e discorsi del reggimento di Firenze
 （《关于佛罗伦萨的军队或关于佛罗伦萨军队的对话和评论》），译者注也对此作了说明。第三，对于拉丁语名字或拉丁语化的名字的多种写法，本译本也尽量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如Sleidan（施莱丹）也写作Sleidanus（施莱丹努斯），Peter（彼得）也写作Petrus（彼得鲁斯）等。

（二）许多已经为人熟知的德语人名、地名，如腓特烈、纽伦堡等，大都是过去根据英文转译翻译而来，而在实际上与德文读音相去甚远，我国专治德国史的学者们早已呼吁改用德语音译，如Friedrich应译为“弗里德里希”而不是“腓特烈”，Nürnberg应译为“纽伦贝格”而不是“纽伦堡”。但如Augsburg可继续译作“奥格斯堡”，因为其词尾-burg的读音近似于“堡”。本译者积极响应这一呼吁，在翻译过程中尽量采用新的译法。

（三）本译者还尽量避免使用“新教”和“旧教”等术语，盖据宗教改革史研究的新成果，天主教会在对抗宗教改革的“反宗教改革”过程中，自身也进行了整顿和更新，甚至兴起了“天主教宗教改革”运动。经过改革之后的天主教会，自然不再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所批判和攻击的腐败的天主教会，它已经焕然一新，成为与路德教、加尔文教并列的新的“教派”了。路德教徒因为曾对1529年帝国等级会议决议提出抗议而被天主教徒称作“抗议者”（Protestant，复数Protestanten）；路德教因而被称作“抗议宗”（Protestantismus）。而茨温利和加尔文创立的教派也有“改革宗”（Reformierte）之称。再者，由于路德、茨温利和加尔文等宗教改革家都将上帝救赎的“福音”（Evangelium）视为教徒信仰的核心内容，因此他们创立的宗教可通称为“福音教”（evangelish）。福音教和天主教是同属西方基督教的两大教派，现今也正在为“普世教会合一”（Ökumenismus）而不懈努力。

翻译本书，是应岳秀坤先生之约，历时大约三年之久，不仅原文不易理解，书中所列众多史家、史著、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背景知识更是陌生且极难查证，艰辛程度自不待言，故译文舛误错谬之处恐怕也不在少数，恳请行家不吝赐教。

此次翻译以1884年德文版为底本，参阅了1824年和1874年两个版本。书中涉及的多种语言文字，蒙以下同仁和同学鼎力相助：

格拉夫斯瓦尔德大学米夏埃尔·诺特（Michael North）教授（希腊文）、北京师范大学庞冠群副教授（法文）、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苏婧老师（西班牙文）、北京外国语大学麦克雷教授（Michele Ferrero，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邢宽（英文）。特此说明并深表谢忱！

本书中译本的责任编辑陈甜女士对译稿进行了极为认真细致的审阅，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首都师范大学名誉校长齐世荣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教授也都对此项翻译寄予莫大的期望，对于这些帮助和鼓励，我感激万分。谨铭记于心。


2014年7月5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丽泽10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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